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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我敬爱的父母你们的明智决策使我受益终身


管理决策者推荐语

作为金融投资行业的从业者，日常工作中最重要的环节莫过于投资决策了。最熟悉的场景便是项目团队将一个个拟投资的项目通过层层筛选、论证、尽职调查等多个环节，最后形成一堆洋洋洒洒上万字的报告书提交到最高决策委员会。这时，无论决策委员们经过多么激烈的辩论，或是做出各种自认为高明的分析判断，最终依然似是而非地做出了决策，结果依然是充满不确定性。对于决策的迷茫始终困扰着我们这群职业投资客。最近有幸拜读了马浩老师的著作《管理决策》，书中对复杂组织内部的管理决策，或者经营及投资决策的系统论述和朴实亲切的案例剖析，仿佛穿透迷雾的一缕强劲的阳光，让人豁然开朗！管理决策，本质是人的主观对真实世界的认知、判断和把控，甚至可以说，人类进化的过程，也是主观对客观不断决策的过程。马老师透视管理决策的维度，和另外一部畅销书——以色列年轻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简直有异曲同工之妙！人类祖先大约在七万年前，出现了进化的“奇点”——认知革命，这一革命使得智人从数种人属动物中脱颖而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开始第一次有意识地改造世界，而认知革命的标志是人类学会了“想象”，于是，想象世界与真实世界的认知博弈，成了人类社会特定的标识。我们的管理决策过程，不正是想象世界与真实世界的认知博弈过程吗？

陈汝君，中金创新（北京）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

读书有如与笔者谈，读好书有如与智者谈，读马浩老师的书有如与达者谈。一直认为，管理者个性通达是企业精进的必要条件。有幸第一时间研读了马浩老师的新作《管理决策》，感觉自己的思考境界得到了提升，学会了更加通达地去看待企业的管理和决策！

程志远，金佰利（天津）护理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读马浩教授新书《管理决策》，瞬间把我带回2007年在北京大学国际MBA项目（BiMBA）上他的管理决策课的光景。有了这本新书，读者会“幸福”很多，马老师把众多著名学者的观点做了翻译、梳理、归纳和对比。免除了理解的障碍和可能的偏差，读者更容易接近管理决策若干理论的精华之处。

通读《管理决策》一书，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该书的第一章和第七章。在第一章里，马老师大量引用心理学的基本概念，解释了为什么决策者的“有限理性”是常态。决策最终都是由人做出的。既然决策的主体常不理性，做出的决策便不可能都正确。决策错误也是常态。在正确和错误之间，也许只隔着马老师那个经典的比喻——“拍脑袋”。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但如何才算有“道”？在第七章里，马老师探讨了决策的伦理底线。和商学院课程中关于商业伦理的内容多半侧重遵规守法、尊重文化差异不同，这一章涉及众多哲学话题，玄之又玄。千言万语，企业存在的目的是盈利。盈利与否在一定期间内一目了然，而决策是否真正符合商业伦理，就很难说了。决策者有时为此费尽思量，有时又会完全忽略之。这一章在对过程公正的“参与”“解释”“明确预期”三要素的讨论中收尾。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提示。

房莹，斯坦福大学BING海外学习项目中国联络员

审时、深思、综合、分析、比较、沟通，当断则断，哪一个决策过程不是这样“拍脑袋”呢？马浩老师寓宏大于简约之中，用俚语把难题的本质点明、点破、点透。曾身临其境，真妙不可言，亦回味无穷！

冯天韬，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第一副主任

作为沉醉于马老师课堂、痴迷于马老师著作的一名管理决策者，总结其书可有三种读法：

一气呵成，审视过往得失。闭户开卷，精读全书，运用马老师跨学科、跨领域的独到见解，评价过去决策成败，发现枯燥理论与真实世界竟可以如此接近，决策的偶然实蕴含于必然之中！

秉要持本，解决当下危机。遭遇急情，摘读重点。运用马老师决策理论综合应用之法，融合多种维度洞察情境制定决策，发现临危不乱不仅靠的是决策者的个人智慧与心态，更需要理论指导拨云见日！

浮光掠影，丰富未来储备。闲暇之余，随意泛读。将马老师幽默与通俗的理论表达，内化为自身对管理决策的领悟，发现本书的终极目的并不仅仅是提高和改善决策者的效率和有效性，还包括激发与呵护决策者的学术素养与伦理情怀，使其由“决策者”过渡到“决策家”。

李怀胜，天津市亚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人生就是一场曼妙的旅途。心智的成长、修为的提升，都是在对人性本质和真实世界的认知和把握中得以实现的，因学习而精进。商业环境变幻莫测，生死须弥尽在瞬间。创业者和企业管理者如何有效地决策并积极应对各种挑战？马浩老师以深厚的学识和独到的见解，给予了大家颇具现实性和实用性的诸多指导。本书汇聚了人生智慧之良多感悟与管理学研究的丰硕成果，萃精取华，融会贯通。字里行间，我们无时无刻不感受到马浩老师的博学睿智和通透洒脱。开卷有益，人生幸事。

李静，沃牛商业联合创始人

我和马浩教授相识十几年，从朗润园格致求学，到一起组织实施中粮集团行业领军人物培养的“晨光计划”。而我从信奉跨国公司的科学专业管理，到目睹和参与了一个个企业重大决策的实施过程，幸而比较早地明白了“问题经常不靠谱，数据更是会骗人”，没有一直陷在管理理性的湿地。读了马浩教授这本融会中西管理理论与实践的《管理决策》，你会发现直面真实世界是如此困难，众多不确定因素和不可言状的现实，都在影响着管理者的判断，而每一个决策都是在不完整信息下做出的。行动起来，拍对脑袋做决策，和马浩教授一起体味管理决策之微妙幽深。


李士祎，中粮进口酒事业部总经理，中粮名庄荟国际酒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决策是领导力的核心要素之一，也是领导力最重要的体现。决策包含两个关键过程：一是判断，即对问题与挑战的梳理和判定；二是对策，即为了应对这些问题与挑战所采取的措施与投入的资源。“房谋杜断”既是世人对房玄龄和杜如晦这两位贞观名相的推崇，也一语道尽了决策工作的关键。杜如晦的判断能力加上房玄龄的对策谋划，正是决策工作的最优组合。这两件事情，可谓是任何一个领导者最本质的工作，既是权力，也是责任。所谓权力，指的是拍板权，包括对问题判断和方案选择两方面的决定权（当然在“房谋杜断”的情境下，最后的决定权在唐太宗那里）；所谓责任，指的是领导者在做出上述决定后必须承担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后果。因此，权力大同时也意味着责任大。

由此也就产生了两方面的有趣问题：一是能力建设问题，即如何做到判断尽可能准确、对策尽可能经济有效？二是权力行使问题，即如何引导和保证一个组织在对问题的判断和对策选择的过程中尽可能有效地形成共识、采取行动，减少争权夺利和扯皮推诿，同时坚守必要的底线？相信这些问题是所有企业管理者每天都必须面对的挑战，同时也是他们终身修为的功夫。马浩教授在《管理决策》一书中，对这些管理难题做出了别开生面的解读和回答，令人耳目一新。从个体到群体，从目标到过程，从情境到方法，从底线到体系，针对这些决策科学的重要课题，本书都分别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进行了阐发，有趣有料，富于启迪。这不仅仅是一本管理学教科书，而且是马浩教授在与国际管理学大家和国内外企业学员长达二十多年的切磋互动过程中总结提炼出来的决策科学实践体系，值得所有的企业管理者研习交流，相信读者定会开卷有益。

梅德文，北京环境交易所总裁

有幸在北大的“管理决策”课堂上得到马浩教授的亲自教诲，让我领略到真正将中西方管理理论融会贯通的管理学大家的风采。而《管理决策》一书正是马老师毕生学术精髓的体现。这本书将管理学领域的理论、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前所未有地用清晰直观的语言加以系统的表述，从而拨开困扰管理实践者的重重迷雾，澄清了大量似是而非的混淆误区。作为企业的最高决策者，非常有必要深入阅读这本书。本书最大的价值，在于它绝对不同于众多的机场读物，而是真正能够解释企业家所面临的管理问题，给出清晰的思维框架，指出明确的思考方向。

孙雷，睿符品牌集团董事长

马浩老师的管理思想有着鲜明的特点，这些特点归结起来就是两个字：智慧。马老师有一句名言，叫做“决策就是拍脑袋”。一开始我们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决策就是“拍脑袋”呢？“拍脑袋”不是我们一直批评和嘲讽的官僚主义和做事马虎的行为吗？实际上他是用这句话来引出管理决策的一系列话题，提醒管理者不要过于迷信所谓决策的科学与理性，而要关注其中的陷阱与误区，重视决策的诸多约束性因素，并进行正确有效的应对。在我看来，马老师的管理决策思想处处体现着中国人的中庸之道的智慧。一是把握“度”的艺术：科学性与艺术性、理性和非理性、原则性与灵活性等管理决策中的矛盾如何整体把握、综合平衡？二要讲究“权”的谋略：客观的因素、主观的因素、内部的因素、外部的因素、经济的和市场的因素、政治的和社会的因素、个人的和团队的因素、现实的和未来的因素，等等，关键在于权衡利弊得失、轻重缓急。三是追求“和”的境界：面对和而不同，追求和合而生，达成内在与外在、主观与客观、内部与外部的和谐统一，同生共长。

熊向清，中国人民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教育培训部总经理


代序

2015年10月24日上午，我回北大参加了承泽园校区的奠基典礼。聆听领导和嘉宾致辞的当口儿，我一眼望见了前面不远处站着的马浩老师。除了身材之外，马老师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大手绢不离手。虽然已过中秋，但暑热并未完全消退，马老师掏出手绢擦汗的瞬间，我凑过去在背后悄声说了句：“马老师，天儿还那么热啊？”马老师回过头来，当即叫出了我的名字。这确实令我有点儿没想到。2004年的夏天，我选修过马老师给在职班学生开的“管理决策”课程。12年里，虽然也回过朗润园很多次，但一直没有偶遇过马老师。没想到马老师还记着我的名字。

那门课是我上过的最不寻常的一门课。课前领到的讲义是一本英文的论文合集，一头雾水地带着它坐进课堂的时候，马老师却先在黑板右侧写下了一首七言律诗。诗写完了，马老师却又偏偏不说这首诗，而是开始让我们打开讲义，给我们分析集子里的第一篇论文。那篇论文的具体内容我记不得了。听着讲，偶尔瞥到黑板上的诗，脑子里满是困惑。论文很长，马老师讲解得甚是透彻。课到了结尾才回到那首诗，这时总算恍然大悟。一篇长文，作者想表达的意思、论述的精华，其实马老师用一首小诗都给概括完了。这门决策课一上来就这么把我镇住了，也把我牢牢地吸引住了。

马老师讲完第一课后，就“不讲课”了，而是让我们自己报名选取集子中的一篇论文，每人讲一课。那个选修课规模不大，总共十来个人，都是晚上上课。每次课由一名同学讲一篇文章。马老师在上第一次课时把讲的标准给定了，我们不下功夫准备好自己那篇是真丢不起那脸的。所以，虽然是选修课，却不敢掉以轻心，不过这门课上得十分过瘾，每次一位同学讲完后，马老师都会在黑板上写下一首诗，每首诗都同样令人拍案叫绝。无论多长的文章，无论多复杂的背景，无论多缜密的论述，最后总能被马老师用一首诗就概括得清清楚楚。每堂课的下半段讨论，都像聊天一样，品着诗，回味无穷地聊着论文里的内容，穿越古今地说着相关的话题。每次夜深散去，都是意犹未尽。

记得那年的夏天格外热，每次上课，马老师都要挪一把椅子到空调出风口下找一个风力最大的位置听我们开讲。即使如此，马老师还是时不时地掏出他的大手绢擦擦汗。十二年过去了，那些画面依然恍如昨日。学习是需要沉淀的，十二年里，对于决策的真实意义时而有新的领悟。决策不是漂亮的口号，更不是精美的PPT。虽然还是不敢轻言“决策”这两个字，但十二年前的决策课上，马老师带着我们推开了这扇门。淡定、洞察力、化繁为简、不拘一格，这是思考管理决策的起点，也是研究战略决策的高度。手绢在手的马老师总让我觉得好像和某个画面契合，去年再见时终于恍然大悟，古人曾经摇着手中的羽扇留下了无数智慧的传说，而马老师擦着他的手绢呈现给我们的却是一本又一本沉甸甸的智慧之作。

有幸提前得到了马老师新著《管理决策》一书的电子稿，并在国庆假期里阅读了部分章节。从北大国际MBA（BiMBA）毕业后的十二年来的管理和决策实践中，很多曾经困惑我的问题，都在这本书中找到了答案，有茅塞顿开之感。也许完全读懂这本书还需要更多的时间，但我想套用马老师书中的一句话。他的原话是：“也许这辈子最爱你的人你根本没机会认识。这，既是悲剧，也是喜剧，更是正剧。千万不要把它当成恶作剧。”我要把它改成：“也许这辈子最该读的那本书你根本没机会认识。这，不是喜剧，不是正剧，而是悲剧。千万不要和《管理决策》这本书失之交臂，那只会成为恶作剧。”

冬天马上就要到了，我估计依然会在马老师的手里看到他那块标志性的大手绢。配合着这种画面感，读着马老师这本洋洋洒洒近三百页的新作，我仿佛又回到了十二年前的朗润园。

苏昊

北京东石北美牧场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

北大国际MBA（BiMBA）PT 2002校友

2016年10月12日


前言

有关管理决策的书籍和文章，可谓汗牛充栋，洋洋大观。但对于管理决策者真正有用的，大概比例甚小，甚至少得可怜。希望这本书能够算是一本，可以勉强登堂入室，装模作样。这本书直面真实世界，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或者认为原本应该是的那个理想世界，而是我们每天必须切身应对的那个不够完美的、不尽如人意的、充满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真实世界。如此，我们探讨的不是管理决策者在理想状态下应该怎么做，而是大家在现实中实际在怎么做，并期望能够帮助管理决策者在基本无须改变现有约束条件的前提下把事情搞定，实现目标，完成使命。本书的主要内容，可以基本概括为三大核心问题。

如何理解和看待管理决策者的有限理性？

怎样应对决策情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如何洞察并应对决策的社会与政治过程？

如果你是管理决策者或者相关人士，已经比较系统地接触了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詹姆斯·马奇（James March）、查尔斯·林布隆（Charles Lindblom）、詹姆斯·布莱恩·奎因（James Brain Quinn）、巴瑞·斯涛（Barry Staw）、卡尔·崴克（Karl Weick）、格雷厄姆·埃里森（Graham Allison）等学者关于组织与管理决策的各类原版论著，也许你没有必要读这本书。可以说，本书里的东西基本上都不是我的原创，也不一定都经过实证研究的检验或者证伪，而只是我倾向于信奉与推介的东西，一个在管理学领域浸淫了三十多年的管理学教授个人所偏爱的东西。仅此而已。当然，书中肯定有我自己独特的解读、演绎和发挥。

如果你读到的西蒙或者马奇等人的论著只是质量参差不齐的中文翻译版之类的货色，我劝你还是看一看这本书——至少能让你看懂。对管理学的领悟、对英文文献的把握、中文辞章的功底，笔者在这三方面至少都还能够胜任担当。这一点，笔者还是些微有点自信的。否则，也不敢这么大胆地出来胡言乱语，混淆视听。此前，笔者就已经推出了《决策就是拍脑袋》和《管理的偏见》等貌似离经叛道的言论了。

如果你是工程师或者技术人员，习惯于用数据说话，迷恋于用最优化的方法解决问题，你可能会看不惯本书中描述的现象及其背后的道理。但如果你想要在企业里有所成就，就必须理解你的管理者们如何思考和应对问题，学会察言观色，包装自己，谈判沟通，寻找契机。决策靠的主要不是你擅长的决策树、线性规划、马尔科夫过程、贝叶斯模型。除非你是超凡的技术发明天才，有资格粪土西装革履和管理！

自从1996年在美国首开MBA的管理决策选修课——“复杂组织中的决策”开始，在过去的20年间我曾分别用英文和中文在美国和中国的多种场合讲授这门课程，学生包括MBA、EMBA、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和企业高管培训学员。众多学员对本门课程探讨的话题和内容颇为欣赏和颇具共鸣，认为它们充满了强烈的现实意义和实用理性，与管理者每日的工作和经历息息相关，甚具启发意义。

这门课最初始的所有阅读材料，都是英文的文献和案例，其后不断地融入了中国情境下的思考和实例，在尊重传统和保留经典的基础上，不断更新，与时俱进。实际上，被某些人不分青红皂白地笼统地划归为不正之风的东西，西方的学者是做了认真的学术研究的。其出发点，是准确地把握人之本性特征。其归宿，则是希望能够提高和改善决策者的效率和有效性。而探究和理解，通常是改善的前提。此乃本书的初衷。具体而言，本书由八个章节构成。

第一章陈述有限理性学说。我们所有人处理信息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我们试图做到理性，但不可能完全理性。虽然我们的认知有诸多的偏差、误区和陷阱，但这并不一定是病态。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都是“正常的傻瓜”。也许偶尔可以略微变得聪明一些，但有限理性乃是决策者的常态。如此，与其不切实际地追求最为“优化”的结果，不如通过局域性的搜索去获得对问题相对“满意”的解答。事实上，那些务实的决策者往往正是如此作为的。

第二章考察团队与群体决策。小组或者团队作为决策主体，也会受制于有限理性的约束，难以准确地处理信息，有效地应对问题。比如，常见的群体思维现象，会导致不同意见的缺失，造成虚假共识，可能致使大家集体亢奋、铤而走险，也可能造成团队消极被动、贻误战机。我们还探讨了团队决策中精英与群体的关系以及独裁的作用与误区。最后，我们介绍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社交网络在群体决策中的应用前景。

第三章聚焦在问题的定义上。对核心决策问题的选择和定义，是决策的实质性和关键性的要务。它体现的是组织的话语权和掌控力，既有实质性的利益，也有象征性的意义。对决策问题的定义，通常不是静止的、一成不变的，而是贯穿于决策的整个过程。问题的定义是决策的行动前提，在决策过程中漂移变迁，并被作为决策阶段性实施的结果得到总结与追认。从某种意义上说，决策就是如何定义问题。

第四章探讨组织决策的政治过程。组织中的重大管理决策，通常离不开核心“权力联盟”中组织精英的同情与支持。精英的存在保证了组织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权力联盟依据不同的决策问题而聚散。精英群体的利益以及精英之间的冲突与合作，影响管理决策的出台与实施。面对组织内外因素可能导致的组织变革与创新，如何诱引和说服精英，乃是组织中各级决策者必须积极应对的要务和挑战。

第五章考察决策情境的复杂与不确定性。可以说，管理决策者的日常工作本身就是到处救火，应对危机。许多情况下，决策者还要面临从未出现过或者从未应对过的突发事件与疑难问题。重大灾难或者危机可能威胁到组织的生死存亡。管理决策者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经验去仔细分析，必须凭借自己的临机判断去即兴发挥和果断应对。事后需要反思，如何去增强组织在应对危机和压力时的快速应变能力。

第六章探究那些基于渐进主义的决策方法。复杂和不确定的决策情境、难以避免的政治游戏与权力斗争，导致认知偏差的有限理性。这些因素的交互作用，意味着管理决策者通常不可能拥有绝对的权威和准确的信息去通过一揽子规划解决问题。遇事并不刨根问底，而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断探寻与摸索，以期改善当下的处境。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决策思路与方法充满实践理性，但其成功应用则需要足够的智慧、耐心与自律。

第七章，讨论决策的伦理道德约束。通常，管理决策者不仅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决策，在伦理道德方面也必须坚守某种基本底线，从而保证决策过程和结果的社会合法性。如果忽视决策的社会合法性考量，即使决策在事实判断层面无懈可击，也会对决策的实施过程以及实际结果产生负面影响。如何保持某种既定的伦理道德底线，相对公正地制定和实施决策，乃是对管理决策者的重大挑战。

第八章，探讨多种决策理论的综合应用。盲目偏执地坚持用单一视角和立场去机械、线性地看待和应对问题，可能会事与愿违，达不到决策的目标和初衷。心平气和地从多种角度看问题，包括对手的角度和第三方的角度，则可能更加有效和稳妥。能够从多种角度思考问题并保持头脑清醒，是对管理决策者相对较高的要求。决策者不仅要关注决策不同侧面和维度的分歧与融合，也要注重对所谓“度”与平衡的把握和拿捏。

后记追溯了笔者过去三十多年的人生轨迹和二十多年的职业生涯，回顾了对有限理性学说的逐渐理解和欣赏以及貌似一以贯之的应用与践行。笔者本来是学管理科学与管理工程的。后来的道路，则与所谓的管理科学渐行渐远。也许，我们需要真正地意识到社会科学亦是科学，对世事客观真实的描述与分析乃是属于科学的范畴，而不能一厢情愿地把科学框定为某种臆想的理想状态下的精准与无懈可击。

其实，有限理性概念的提出者西蒙教授及其早年在卡内基理工学院（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前身）的同事们（比如马奇和赛尔特等），并不是从哲学思辨的角度或者从管理实践的感悟中意识到有限理性的存在以及人的实际行为对决策过程和结果的影响。恰恰相反，这些人首先都是科学家、管理科学家，而且他们数理分析的技术能力超强，是最早接触和应用计算机进行组织行为研究的先锋学者。

正是在发现无法精准地通过数学模型去描述和计算优化结果的时候，他们才意识到有限理性是一种自然存在的实际现象，而经济学一直以来的理性假设只不过是一种被大家习惯性地接受了的理想化预期。这样看来，虽然以数理模型为主要研究方法的领域被传统地称为管理科学，但基于有限理性学说的研究，无论采用什么研究方法，不管是在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还是管理学领域，也都是广义的科学范畴之内的事物。

本书的题材和内容，正是涵盖了上述多种学科的精华，而且聚焦在以企业为代表的各类组织中的管理决策这一特定实践领域。这种跨学科的借鉴和融合，在学术文献和商业媒体中都是相对比较罕见的。有关决策的大部分书籍和文献都是以某个学科的特定视角与研究范式来呈现的。跨学科的解读与互鉴，尤其是基于同一主题的梳理与整合则是相对稀缺的。希望笔者的撷英集萃可以给读者带来有益的启发。

正是：

臆想理性是瞎掰，决策就是拍脑袋；

认知偏差人皆有，行为政治难避开。

问题定义可操纵，急欲结果找独裁；

危机压力不确定，伦理道德莫忘怀。

本书的案头工作横跨20年，而其主题的根芽则启蒙更早。1989年秋季，在得克萨斯大学读管理学博士的第一学期，我的导师大卫·杰米森（David Jemison）教授开设的“战略管理基石”课程上，每周要通读一至两本经典名著。这里，我首次接触到哈佛商学院约瑟夫·鲍尔（Joseph Bower）教授的名著《资源分配过程》。该书解释了企业中的投资决策，往往不是按照时髦的资产定价模型（CAPM）进行的技术分析，而是一个涵盖社会政治行为因素的多方互动过程。在此课上，我也初步接触了赫伯特·西蒙和詹姆斯·马奇的组织理论、查尔斯·林布隆的公共政策理论、詹姆斯·布雷恩·奎因的逻辑渐进主义，强化了对亨利·明茨伯格（Henry Mintzberg）有关现实中管理者角色和行为描述的理解和欣赏。

随后，我在组织理论大家乔治·休伯（George Huber）教授的组织理论和管理决策两门课程上，得以见识或者进一步深入接触与决策理论相关的大家学者（格雷厄姆·埃里森、查尔斯·林布隆、詹姆斯·马奇、杰弗里·费佛、巴瑞·斯涛、赫伯特·西蒙、威廉·斯塔巴克、卡尔·崴克等）的经典著作，可谓群星璀璨，蔚然大观。在鲁宾·麦克丹尼尔（Reuben McDaniel, Jr.）教授的政策分析课程中，我接触了大量公共政策分析的文献，体会了应用研究的奥妙，见识了珍妮特·韦斯（Janet Weiss）和阿伦·威尔达夫斯基（Aaron Wildavsky）等公共管理学者的洞见之作。是他让我记住了管理学的一个重大课题：为什么聪明人在组织中故意办傻事儿？

感谢过去20年间曾经上过我管理决策课程的所有学生。他们的参与和贡献使我能够不断提高和更新对经典文献和相关话题的认识和理解。自2004年在北京大学讲授管理决策课程以来，数千名学生上过该课。学生们针对中国案例和情境对课程材料的解读和应用更是使我受益匪浅，收获良多，并同时增强了我对这些理论和研讨在中国的适用性之信心。衷心希望本书对管理决策的研讨和实践能够做出些许贡献。

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助理、经济与管理图书事业部主任林君秀老师对本书出版的大力支持。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张燕女士一直以来的不懈努力和全面支持以及对本书的积极策划与精心编辑。

在此，也感谢提前阅读本书并为之撰写评语和推介的北大国发院BiMBA商学院的诸位MBA和EMBA校友，感谢苏昊校友文情并茂的序言。你们的理解和支持将是我在管理决策领域不断研习和精进的动力。

衷心感激挚亲家人之爱与众位师友的支持。转眼间，我的女儿已经升入中学，儿子也将进入小学的最后一年。他们的健康成长令人快慰欣然。爱妻袁远是我们一家人的领导，我和孩子们深深地受益于她的决策。我们也真诚地希望孩子们正直善良、自信乐观、豁达大方、平实坦然、刚柔相济、知行互鉴、慎独自律、合作友联。希望明智的决策与他们终生相伴，成全自己，增益社会。

于我而言，之所以能有今天的微薄成就，离不开父母的悉心恩养与一贯支持。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有关我和我们家庭的所有决策，父母总是力尽所能，倾其所有，义无反顾地把我的学业进步和职业发展放在第一位。他们的明智决策使我受益终身。他们的自我牺牲激励着我去善待我的后辈和所有亲人。满怀挚爱与感激，我将本书敬献给我的父母双亲。

马浩　谨识

北京海淀马连洼

2016年4月20日初稿

2016年10月19日定稿


第一章　决策个体：有限理性乃常态

出于良好的企盼，我们通常希望自己以及那些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各类决策者是理性的。事实上，这种理想状态在复杂和不确定的现实中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至少是极其难以实现的。任何人处理信息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所以有限理性乃是所有人必须面对的常态。决策者没有我们希望得或者想象得那么聪明。因此，与其沉溺于不着边际的理想假设，不如冷静客观地去观察和审视决策者的行为常态，去探究和理解其本真的表现而不是想象抑或传说中应该展现的状态。本章重点介绍有限理性学说以及相关的行为特点。首先，我们强调有限理性的核心表现在于局域性搜索而非全局性搜索，在于寻求问题的满意解而不是最优解。其次，我们介绍并讨论认知心理学所勾勒的人们在认知与行为方面常见的偏差、误区和陷阱，探讨现实世界中决策者的思考模式及其与行动的关系，并考察所谓拍脑袋决策的优劣是非。最后，我们就如何看待和应用决策者的有限理性提出相应的总结和建议。


有限理性与认知偏差

理性与有限理性

我们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聪明。决策者也不例外。二百多年来，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是人之“理性”（Rationality）。也就是说，面对问题和决策，每个人时时刻刻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有比较地选择那些可能使自己获益最大、受损最小的应对措施和解决方案。同样，现代心理学也考察人的认知与行为的模式与常态，以期增进人们在认知和决策方面的效率和有效性。在认知心理学中，人们自然展现的诸多认知习惯，通常会被冠以“偏差”“误区”和“陷阱”等标签。事实是，绝大多数人（甚至所有人）都不会像经济学家或者心理学家想象和期待得那样聪明，达不到他们“应该”达到的水准，常犯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错误。

在组织和管理决策领域，尤其是在公共决策空间，大家经常会抱怨决策者的无知无能与任意随性以及对最终结果的毫不在乎和不负责任，进而大肆抨击所谓“拍脑袋”决策的恶习及其带来的各种弊端甚至灾难。难道我们不能把更聪明和负责的人放在关键的决策岗位上吗？决策者不能更加理性一些吗？决策不能更科学一些吗？不幸的是，对此类问题的答案，通常是趋于否定的，至少是非常不确定的。聪明是罕见另类，愚蠢是一般常情。我们是愚蠢的。决策者是愚蠢的。我们试图做到理性，但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理性的有限性。我们不甘平庸，而往往又不得不囿于平庸。有限理性，乃是决策者的常态。

什么是有限理性

我们身处的真实世界复杂多变，充满了偶然和不确定性。没有足够的信息以及强大的信息处理能力，我们的行为和决策必将是在相对黑暗或者灰暗的空间摸索。遗憾的是，通常情况下，我们不可能充分获取或者迅速处理与问题相关的所有信息。因此，我们不可能提前知晓问题的所有可能解决方案，甚至不可能明确地知晓问题究竟是什么以及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里。也就是说，我们自身的利益和目标本身，也很难被清晰地预知和界定。这种困顿于信息处理能力有限的自然状态，被行为决策学鼻祖赫伯特·西蒙教授称为“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

西蒙教授的相关研究工作为其赢得了197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并对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以及经济学等相关领域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有限理性学说具有两个关键要素：一个是决策过程中的“局域搜索”（Local Search）而非全局性和系统性的搜索（Systematic Search）；另外一个是接受针对决策问题的所谓“满意解”而不是一味坚持寻求“最优解”。

局域搜索

受到信息处理能力的约束，我们在搜寻与决策相关的信息时，往往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的。首先，我们不可能思考或者探究那些我们根本想象不到的领域，也就不可能穷尽与问题之界定与解决相关的所有可能性。其次，即使是在我们可以想象到的领域，由于时间和成本的限制，我们也无法有效地收集和处理我们希望获得的信息。因此，出于实际的考虑，决策者在为所面临的决策制订解决方案时，通常是在相对本地化和局域化的具体空间中进行搜索，在可以企及的备选方案中做出选择。

也许这辈子最爱你的人你根本没机会认识。这，既是悲剧，也是喜剧，更是正剧。千万不要把它当成恶作剧。

本书作者

满意解

由西蒙提出的满意解（Satisfice）的说法，其实是由两个相关的英文单词Satisfy（满足）和Suffice（足够）拼合而成，意指足够令人满意的状态。即使我们企图用科学的计算和分析来理性地对待决策问题，由于人们难以清晰地勾勒出自己的多重效用曲线，难以获取和分析所有相关信息，因此难以计算出或者精准地确定问题的最优解到底在哪里。也就是说，优化往往是不可能的。

如此，决策者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在被“相对简化过”的世界里寻求最优解，这样可以使得信息获取以及计算分析更容易进行；另一个是在更加复杂真实的世界里寻求相对满意的解答，这种选择更加契合决策者的实际情境。西蒙在其诺奖演讲致辞中预测，这两种方法可能会长期共存。事实也确实如此。迄今为止，经济学和管理科学（比如运筹学）等领域的学者，仍然企图通过对人与世界的理想假设来简化决策问题的呈现和表述，并力求在现有的计算和分析手段下寻求决策的最优解。而管理学者，以及一些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则主要倾向于理解和预测在高度复杂和不确定的真实世界中人的行为。因此，对决策之满意解的搜寻和坦诚的满足，不仅是出于尊重现实的无奈，而且是实事求是的必需。

本书的主旨是管理决策。毫无悬念，我们这里采用的是有限理性的假设。我们将在这个基本假设的前提下，考察决策者的认知偏差，决策过程中的政治与权力应用，真实世界中决策者面临的危机、压力和不确定性，以及决策者所必须遵循的伦理道德约束。如果你想在这本书中看到决策树、决策支持系统、马尔可夫过程、贝叶斯模型或者线性规划之类的决策科学利器，我们可以在此告别了。如果你还愿意继续往下走，希望弄明白到底是理性优化得体还是有限理性的满意解靠谱，我们不妨继续。让我们一起看一看，你到底是否认同有限理性的假设，究竟是不是一个所谓的“正常的傻瓜”。

有限理性与战略规划

我们难以预测未来

常言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类似的格言警句充斥于我们的文献典籍和智慧宝库，貌似有理，实则牵强。事实是，人无远虑，不一定就必有近忧。人多远虑，也不一定不被近忧困扰。杞人忧天倒是思虑甚远，使自己忧得每日里寝食难安。导致近忧出现或者消失的因素复杂众多而不确定，很难一一被提前预识并予以远虑。世事之间通常不是单一线性的因果关系。如此，是否未雨绸缪地考虑未来与当下是否遇到麻烦没有必然的确定关系。我们至多能说，假设其他条件相同，远虑也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减免、化解和应对某些未来的麻烦。仅此而已。

反观一些著名科学家的论断，我们惊奇地发现，他们对于预知未来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令人振奋的热情。

我从不思考未来，它来得太快了。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预测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预测未来。

尼尔斯·波尔

没错，过去根本不需要被预测。话糙理不糙，预测未来的确是极为困难的。然而，就是有那么一众人等，他们坚信不疑地认为我们的各类决策者都应该比爱因斯坦和波尔们还要聪明，我们的决策一定要面向未来，全面系统，科学优化，理性神明！否则，便是尸位素餐，低下无能。恐怕我们并没有预知未来的奢华神功。

到底朝前看多远

案例1.1

松下幸之助的250年战略规划

1932年，在松下公司成立15周年之际，松下幸之助向员工阐述了松下公司的使命：通过制造像自来水一样价格低廉而供给丰裕的产品去克服贫穷，提高人们的福祉。为了完成这一使命，松下幸之助推出了一个250年的战略规划。这250年被分为10段，由10代人来执行。每一段又分为3个阶段：10年准备，10年发力，5年收官。

上述使命与其说是松下公司的使命，不如说是一代日本企业的集体使命。作为一种激励员工的信条，这种使命感自有其功效。250年的长远眼光以及愚公移山的精神亦值得褒扬。然而，几代之后，松下公司的所作所为，岂是松下幸之助所思所想？你如何看待松下的250年战略规划？你认为战略规划的未来考量应该聚焦在多长的时间范围？

资料来源：本书作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无论250年战略规划的具体操作性如何，松下幸之助的长远眼光和宏大梦想本身也许都值得战略家们敬佩。然而，我们在仰慕钦敬那些高瞻远瞩、运筹帷幄的大英雄之际，往往甚是喜好贬损和诟病那些所谓蝇营狗苟、目光短浅的鼠辈。殊不知，理想，通常也只是理想而已。事实上，高瞻远瞩与运筹帷幄的光鲜形象，多是走运得势之后的包装打扮。众多热衷于纵论未来者，可能不过是自作多情地庸人自扰，抑或不着边际地夸夸其谈。而那些并没有许多未来幻想的人，在当下脚踏实地地做事，顺藤摸瓜地前进，水到渠成地建功，倒也可能在不经意间影响未来，造就未来。这倒不是说，他们对未来毫不思考，而是说，他们更多关注的是可以比较相对清晰感知的近期图景，而不是去费功夫琢磨那些难以企及的所谓未来。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思虑未来的眼光到底要放多远。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在企业经营管理领域的另外一位奇才身上。

案例1.2

宗庆后的且行且看

再看中国企业家宗庆后。20世纪80年代末期，当宗老板亲自蹬着三轮车上街卖冰棍和汽水的时候，估计不会怀揣着25年的梦想以及哪怕只有2.5年的战略规划。如今，数次引领中国富豪榜的宗老板及其营业收入600多亿元的娃哈哈集团到底有没有长期战略呢？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恐怕还是没有。这么多年，一路走来，靠的是宗老板个人敏锐的直觉洞察和顺势的即兴发挥。

不管怎么样，这么大的企业，众多的业务线和经营区域，战略规划总是要有一点儿的吧？要在几年内进入世界500强！这也许算是比较长期的目标了。但具体的5年或者10年的战略规划，根本没有，有的顶多是下一年的业务计划。按照宗老板的说法，你没办法预知10年之后的事情，市场变化那么快，你定了也没有用。市场调研倒是要做，但做重大计划主要靠的是宗老板的个人判断。

资料来源：本书作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宗老板的直白，也许会让那些推崇战略规划和制度建设的人感到愤怒。太不把计划和制度当回事儿了！好在，愤怒也大抵无碍。娃哈哈也根本不用外人做咨询。井水河水两不犯。他做他的企业，你们推销你们的理论。也许有人会嘲讽说，这么做战略，迟早会出事儿。不过，这么做都快30年了。宗老板和娃哈哈的成就大概不是只用“运气”二字就能解释的吧！笔者倒是见识过诸多大公司宏大的战略规划部。他们或者沉溺于基本上跟战略毫无关系的事务性运作，或者乐此不疲地做着自娱自乐的战略规划。一个公司战略规划书的精美程度，主要取决于战略部当年新招大学毕业生做PPT的水平。

未来是今天的行动制造出来的

战略要接地气，首先要有勇气承认我们都是在黑暗中摸索。实际的战略是即时鲜活的，往往是基于经营者直觉的判断、果感的行动和迅速的调整。这是一个在日常行动中不断尝试纠偏的连续过程。如果我们可以预知未来，那么战略也许根本没有必要存在。面对未知的未来，而在每一阶段都争取即兴发挥得漂亮一些，最终也许能够总结出一段精彩的战略故事。所谓的高瞻远瞩，大抵来自对当下的细微洞察和积极应对。

我从不预测。我朝窗外望去，看看哪些可见的东西尚未被看见。

彼得·德鲁克

未来是做出来的，不是预测出来的。未来不一定是由那些一心想着未来的人制造的，倒可能是那些连想都不想未来的人做出来的。他们只专注于当下，但却在结结实实地制造未来。也许，宗老板现在看到的是未来大家都会看到的。也许，未来的宗老板们现在正在住地下室，在街上发小广告，在路上送快递。虽然宗庆后的所作所为没有松下幸之助那样漂亮传奇，但它真实。也许，这样对待有限理性，才是真正的实用理性。

决策中常见的认知偏差

认知偏差：病态还是常态？

在西蒙教授提出有限理性学说之后，认知心理学和行为决策学的研究进一步为我们揭示和界定了有限理性的具体表现和行为特点。不幸的是，基于对理性本身的推崇，这些领域的研究者们倾向于把有限理性或者不够理性的行为描述为“认知偏差”（Cognitive Bias）、“逻辑误区”（Logical Fallacy）和“行为陷阱”（Behavioral Trap）等一些相对贬义甚至与“病态”相关的、有待解决或者改善的“问题”或者“错误”。其实，仔细想想，如果大多数人都存在认知偏差，容易掉进陷阱、陷入误区，那么正说明了有限理性是常态、相对愚蠢是常态。

一个傻瓜会认为自己聪慧。一个智者会认为自己愚笨。

威廉·莎士比亚

芝加哥大学心理学家奚恺元教授曾经写了一本书叫做《正常的傻瓜》，列举了正常人中常见的窘态和傻相。其实，实事求是，平心而论，所谓傻瓜，确实是正常的，大多数人都是平庸的。超级精明是不正常的，脑筋急转弯转得快的人都不是正常人。而且，超常的人也只是在某些领域超常，在其他领域平庸。在某些领域超强的人，在其他领域可能超级薄弱，甚至愚蠢。

看看你是不是“正常的傻瓜”

通过对表1.1中问题的回答，诸位不妨看一看，你到底是不是“正常的傻瓜”。

表1.1　决策练习：你的认知是否有偏差和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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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本书作者根据各类文献和其他公开信息以及个人观察编辑整理。个别例子来自如下文献，或者受其启发：Bazerman, M.（1991）.Judgment in Managerial Decision Making
 .2nd Edition；Kahneman, D.（2011）.Thinking, Fast and Slow.Macmil-lan。

如何回答和解读你的答案

你可以不假思索和警觉防范地将这些问题回答一遍，完全靠直觉和第一反应，并记录下你的答案。然后，在做第二次的时候，你试图更加专注严谨，仔细认真，尽量全面系统地去分析和回答这些问题，与你第一次记录下的答案相比，看看有没有错误和疏漏。

比如，来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丹尼尔·卡尼曼教授的第一道题：一副球拍和一只球的价格合起来是110元。球拍比球贵100元，球值多少钱？正确的答案是，球值5元，球拍值105元。如果你本能的反应是球值10元，那么球拍就应该是110元，加起来的总数就会是120元，而不是原题给出的110元。你自己验算一下，就知道自己的答案是对是错了。另外一些与数字相关的题，需要你去动手查一查，这样会加深你的印象。

至于开放式的题目，比如最后两道题，请你尽量尝试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不同视角和思路去应对。你也可以随机询问和听取他人的观点和意见。看一看，不同的视角和思路得出的结论是否符合你惯常的思维方式，哪些可以接受，哪些需要反驳？哪些老生常谈、不痛不痒，哪些给你带来了全新的启示？哪些问题大家说的和做的不太一致？

这里，笔者只是想让大家亲自直接体验一下有限理性在我们自己身上的具体表现。笔者无意使大家沉溺于脑筋急转弯之类的刁钻难题。如果你的回答有偏差和疏漏，才恰恰说明你很正常。

常见的认知偏差

当然，心理学家不一定这么想。他们认为我们的偏差和谬误是可以改进并且应该改进的。然而，放眼望去，文献中关于各类偏差和误区的归纳可能接近三位数。人人有偏差，时刻有误区，处处是陷阱。真可谓防不胜防。就算你花上一辈子的时间，专门防范这些偏差和误区，就真能防得了吗？如果你认为可以，那你的这种想法本身就是误区！表1.2总结了二十多个常见的偏差，并提供了描述性的解释和简单的举例说明。

表1.2　常见的认知偏差、误区与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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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Schwenk, C.R.（1988）.The cognitive perspective on strategic decision making.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5（1），41—55；Bazerman, M.，&Moore, D.A.（2012）.Judgment in Managerial Decision Making
 .8 ed.Wiley；Kahneman, D.（2011）.Thinking, Fast and Slow
 .Macmillan；Hammond, J.S.，Keeney, R.L.，&Raiffa, H.（2015）.Smart Choices：A Practical Guide to Making Better Decision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作者根据上述文献和其他公开信息翻译整理。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只是浮光掠影地罗列和简述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常见偏差。而全面系统地介绍各种偏差，探究其潜在危害以及可能的改善办法，并不是本书的主要目的。对这些内容有兴趣、希望进一步深入了解的读者，可以参阅巴泽曼（Bazerman）和卡尼曼等专家的相关经典论著。下面，我们将以若干案例为基础，着重评介一些与管理决策比较相关的认知偏差。

选择性感知

什么是选择性感知

选择性感知是指当面临一个复杂的刺激时，人们倾向于感知那些他们“准备”去感知的内容，或曰有能力去感知的内容。对那些他们不熟悉的，或者没有兴趣或能力感知的东西，他们往往视而不见，倾向于忽视它们的存在。也就是说，我们总是去看我们想看到的东西。面临的刺激越复杂或者越模糊，人们的感知越容易受已有的主观先验的想法的影响，而越不易受“刺激”本身所代表的客观现实的影响。在管理决策情境下，选择性感知意味着这样一种状态：给定一种情形，每个管理者都将会感知该情形中那些与其所在部门的活动和目标明确相关的方面。这有点类似于我们常说的“屁股决定脑袋”。

案例1.3

选择性感知学说的原始证据

一家大型制造企业的23位中层主管正在参加一个由该企业资助的主管培训项目。其中有6位销售主管，5位生产主管，4位财务主管，8位其他部门的主管。他们每人收到同样一个案例，描述了一个专业制造无缝钢管的企业的组织状况及经营活动。案例材料大约1万字，提供了丰富详尽的有关该企业和行业以及近期历史的描述性信息。案例材料刻意地保持客观，只提供具体的事实，而将对材料解读和评判的任务尽可能地留给阅读者。

“你认为这家钢铁企业目前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每个人都要针对这一问题写出一篇简明的陈述。在23位中层主管回答此问题之前，实验主持者不断地提醒他们，在考虑问题时他们要假设自己处在该企业最高层管理者的位置上。他们的答案分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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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Dearborn, D.C.and Simon, H.A.（1958）.Selective perception：A note on the departmental identifications of executives.Sociometry
 ，21（2），140—144.本书作者翻译整理。

受职能背景影响的选择性感知

如案例1.3所示，6位销售主管中，有5位认为销售问题是企业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占83%；而17位非销售主管中，提到销售问题的只有5位，占29%。值得一提的是，在提到销售问题的5位非销售主管中，有3位是会计主管。可以想见，会计主管对销售感兴趣是因为他们对销售数字的敏感。如果剔除销售主管和会计主管，则其余的与销售没有直接关系的13位主管中，只有2位提到销售问题，只占该群体的15%。

5位生产部门主管中，有4位认为组织问题是企业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占80%。而17位非生产部门的主管中，提到组织问题的只有4位，占22%。而提到人事问题的3位主管都是与人事工作相关的，其中1位是公共关系主管，1位是行业关系主管，1位是医疗主管。

从上述答案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中高层管理决策者对企业最为重要问题的鉴别与解读，受到其职能部门背景的显著影响。与销售相关的部门认为销售问题重要，与生产相关的主管认为组织问题重要，与人事相关的主管认为人事问题重要。这种选择性感知现象，也正是迪尔伯恩（Dearborn）和西蒙想要检验的核心命题，该命题在此例中得到了初步的验证。

对方法论和结论的质疑

案例1.3只涉及一个企业，而且研究的场合是培训课中的虚拟案例，不是实战的情景，并且只有较少的23个样本参与。笼统地将企业问题分为三种类型，也可能使所得结论的真实性与可靠性受到限制。总之，从科学方法论的角度看，该研究结论的内在妥当性和外在普适性会遭到必要的质疑。

20世纪90年代初，笔者曾亲耳聆听西蒙教授在得克萨斯大学的一次演讲，他在演讲中称：“一个样本总比没有样本要好！”（A sample of one is better than none！）毕竟，这项粗糙的研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话题，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引出了后来研究者在不同情境下的检验。虽然支持和不甚支持的证据都存在，但大家仍然倾向于相信这种现象的存在。

对于没有发现“选择性感知”证据的研究者，他们自己也推测了一些可能的常见原因。比如，由于MBA的通才教育得以普及，企业中岗位轮换和通才培养蔚然成风，或者由于管理决策者的业绩评价机制得到改善，大家过分困囿于自身职能背景影响的可能性就会相对减弱，而从全局考虑的倾向性可能就会增强，至少在回答问卷的时候会显得更有全局观。

以领导的喜好为选择性感知的标准

然而，在真实世界中，即使决策者在认知上有所警悟，但出于永不消亡的利益驱使，他们仍然会倾向于以自己熟悉和喜好的方式去看问题，以符合自身利益的手段和说法去理解问题和定义问题。可以想象，另外一种选择性感知，可能是唯领导喜好而感知，而不是受上述职能背景的影响。领导认为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组织中最重要的问题，无论其对错。因此，选择性感知仍将是管理决策中不可轻易忽略的现象。

选择性的不感知

有些时候，大家可能对某些明显存在的事物，甚至是极为美好（抑或丑陋）的事物也会视而不见，置若罔闻。要么心不在焉，要么场合不对，抑或兼而有之。总之，人们的认知和感悟，会由于当下的实际场所和情景、心境和情绪以及下一步的去向和归宿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案例1.4

地铁站里的小提琴家

2007年1月某个工作日的早高峰期，美国华盛顿特区的某地铁站内，一位30多岁的男子，身着牛仔裤和长袖T恤衫，头戴棒球帽，在靠近入口处的某个垃圾桶旁边立定，拉响小提琴，开始卖艺。43分钟下来，他拉了6首曲子，总共有1097人从他身边走过，只有7个人暂时驻足倾听，最后琴盒里总共敛到52美元赏钱。

也许令人难以置信，这位卖艺者乃是古典音乐界的一线翘楚约书亚·贝尔（Joshua Bell），他演奏的是“音乐老爹”巴赫备受尊崇的经典作品，手中的那把名琴是制作于1713年的Stradivari，价值350万美元。而就在他在地铁站卖艺的三天前，这位享誉世界的小提琴家在波士顿交响乐厅的音乐会，每张门票的价格在100美元上下。

此次试验由《华盛顿邮报》策划，旨在考察人们在不经意间是否能够发现艺术的美妙。该报称，只有一位几天前刚听过贝尔音乐会的女子认出了他，给了他20美元；还有一位少年时代学习小提琴的男子，听出了琴声的不俗，给了他5美元；也有人只是出于道义，根本也不听什么拉琴，就随便往琴盒里扔了几美分的硬币。

当然，据目击者称，一位流浪汉曾在该地铁站内倒地身亡，警察、担架……进进出出，忙个不停。然而，没有任何路人停下来围观，也没有人为此放慢脚步。这就是华盛顿的上班族，专注于赶地铁上班，目标明确，心无旁骛，各自奔波于自己的忙碌，无暇于跟自己无关的事情。他们是路人，是过客。

资料来源：马浩，2014，“关键看你想要啥？”，《中欧商业评论》第3期，第124—125页。

无论如何，在上述案例中，策划者事前担心的围观、拥堵、追星、拍照等场景根本没有出现，甚至几乎没几个人意识到拉琴者的存在。艺术遭遇冷落？是飞快的生活节奏将我们的心灵变成了审美荒漠，还是明珠暗投，艺术被不合时宜地错置于注定无人喝彩的深渊沟壑？古典音乐，本身就不是大众艺术。在地铁站，更是知音者寡。即使有知音欲听，也不一定有时间停下来，抑或有心境在这样一个嘈杂的环境中去仔细聆听、耐心品味、从容欣赏。

哪些人是真正的顾客

真正的顾客，就是那些按时定点按照你的要求到指定的地方给你送钱的人。那些提前一年就订好音乐季的套票，满怀热切的期待与不可抑制的好感前往音乐厅听贝尔演奏，并起立鼓掌、大声喝彩的观众，才是贝尔真正的顾客。在音乐厅，你如鱼得水，众星捧月。跑到一个鱼龙混杂的混沌场所，面对非目标客户群体，即使免费奉送你的手艺，也会被人忽视甚至歧视。你可以抱怨别人不识货，但主要的问题是此地并非此类手艺的适当交易场所。

“甲之蜜糖，乙之砒霜。”分清甲乙，明辨其喜好憎恶，乃是精准定位的必要前提。朋友来了有蜜糖，敌人来了上砒霜。当年，美国某大城市的橄榄球比赛后，总会有一帮球迷不愿散去，在球场外的停车场上聚众狂欢，摇滚震天。当局决定，通过高音喇叭播放瓦格纳的歌剧来驱赶球迷。对于这帮醉心摇滚、憎恨古典的球迷来说，瓦格纳的音乐简直是不堪入耳、难以忍受的噪音。于是，瓦格纳的音乐一旦响起，球迷们使急忙夺路而逃，迅速销声匿迹。好一个机智的清场方式。

品牌形象：小众与大众的认知

小众产品蹿红大众市场，很可能是衰败的前兆，或者是“收获战略”的布局信号。毕竟，以小众的基因在大众间招摇是难以持久的。如果一个曾经斩获大奖的职业钢琴家只能经常性地向琴童们显摆或者跟青春“粉丝”们互动，他在职业音乐家阵营里的地位和铁杆乐迷心目中的形象就将会直线下降，由艺术家变成娱乐者。至少，在手艺本钱耗尽之前，可以集中吸进所有可能获取的现金流。

最初定位超级高端的5100矿泉水，在动车上免费赠送之际，品牌形象便与乐百氏、娃哈哈们无异。推崇“Think Different”（非同凡想）的苹果公司，曾经亦是小众产品的典范，iTunes本身也沿袭了苹果封闭生态系统的老套路。然而，从iPhone到iPad，苹果大步走向大众——人人啃苹果。岂不是要让大家全都“Think Same”？大红大紫之后又当如何？是继续跨界，全线布局，多价位推出产品，还是回归小众，更加精准地锁定和服务目标客户人群？

孤立事件与因果关系

俗话说，一叶知秋。透过某个具体事件或现象中的细节与特点，我们大概可以体味、领悟或者推测到某种大的模式、规律与趋势。显然，细究起来，这种举一反三的做法和推断，并非一定屡试不爽。孤立事件所表现的特殊性与一般规律所代表的普适性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往往远非我们想象得那样简单。管中窥豹，偶尔一斑全斑；盲人摸象，多是以偏概全。极端偏执地相信特例的通效，无论动机良莠，皆有自欺欺人之嫌。

一般而言，人们通常是喜好专门挑拣那些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和事例来为自己的言行进行开脱与辩解，用那些自己愿意相信的信息与事例来上纲上线地贬抑世事或指摘他人。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最好能够搞清楚什么是常规，什么是特例。

抽烟延年益寿？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一个生动具体的形象往往具有强烈的符号性作用和鲜活的象征性意义，通常比冰冷乏味的数据更有说服力。美国著名喜剧演员乔治·伯恩斯先生，享年一百多岁，终生酷爱雪茄烟。将近百岁时，伯恩斯先生仍然登台献艺，标准形象必定是一手雪茄，一手威士忌。每次登台的开场白必然是：“很多人经常问我，伯恩斯先生，你整天又抽烟又喝酒，你的医生怎么劝告你？我告诉他们，我的医生们已经死了好几波了！”有多少人不服，敢跟他叫板？有些人甚至还敢说抽烟有益于健康呢！“瞧，伯恩斯先生就是因为抽雪茄才能够保持精神矍铄、健康长寿。”

再看科学研究的结果。科学研究证明抽烟者在某些疾病上的患病率远远高于不抽烟者。当然，科学研究得出的结论也并非证据确凿、无懈可击。有些研究者对抽烟有害健康之说信誓旦旦，有些研究者却对该说法不以为然。很多医务工作者也是手不离烟、云雾不断。比如，某些癌症的发病率，抽烟者要高于不抽烟者好几倍。当然，如果是在百万分之几的数量级上的话，几倍的差别在实际生活中可以忽略不计。何况，抽烟给人带来的精神满足和愉悦以及对压力的减少与抵抗，远远高于它带来的直接负面影响，甚至可能降低某些疾病（比如心理疾病）的发病率。

其实，即使高发病率与抽烟具有极高的相关性，也并非就必然说明它们之间是因果关系。可能并非是抽烟导致疾病，而很可能是某种第三种未知因素，比如基因、生存环境、生活方式等，导致某些人既喜好抽烟又容易罹患某种疾病。即使有证据表明当烟民停止吸烟后某些病症消失或减轻，也不能准确地说明吸烟本身左右了该疾病，而可能是停烟后整体生活方式的转变改善了病情。只有将一个烟民和他的克隆者（不抽烟者）在完全相同的生存情况下进行比较试验，才可能得出比较准确的结论。而这种实验，显然迄今为止是不可能的。

任何数据都可能撒谎

任何数据都可能撒谎，因为它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反映的不过是我们对事物的不全面的把握以及相对粗略的估计，甚至是臆测与狂想。然而，不管怎样争辩，大量的研究数据已经清楚地表明，抽烟对健康的负面影响大概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和近乎普遍的规律。如此，用极端的事例或者夸大的数据说事儿，无论是狡黠地辩解抽烟于健康无甚大碍，还是不假思索地一味过分强调抽烟危害健康，都属于偏执，或者别有用心。抽烟与健康的关系，恰如运动与健康的关系、努力与成功的关系，也许并不像我们现在想象得这样直接、线性、简单，或者放之四海而皆准，适用于所有环境、所有人。

如果你把任何数据拷打的时间足够长，你让它招供什么，它就招供什么！

流行于统计学家中的说法

再比如，看到沙尘暴肆虐、火山爆发、飓风席卷、海啸狂飙、南方下雪等现象，一些正义感和责任感甚强的人士立马就会联想到温室效应，并振聋发聩地宣称这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其实，人类老老实实，大自然也不一定就会风调雨顺，就不报复。在没有搞清楚准确的因果关系之前，最好保持敬畏之心和谦逊之态。也不要太高看人类了。人类左右不了大自然。顶多是人类中的一部分人，以某种借口，正色铿锵、情真意切地忽悠另一部分人而已。有时以极端的事例，有时以科学的名义。

回到企业管理这一主题上来。看到某个企业在某些方面表现得特殊，就断定这种特殊性是其成功的原因，于是跟风效仿。这跟看到一个抽烟的人恰巧长寿自己也拼命抽烟没什么两样。也就是说，东施效颦，赶上的可能正好是西施不雅时的模样。同样，你不能看人家微软年终庆功会上光用于大虾的花费就得上百万美元，就要如法炮制。无论你消耗掉多少大虾，结果大概仍然还是和微软沾不上边儿。

企业家的（盲目）自信和乐观

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的比较

说起企业家，人们立刻就会想到冒险，似乎敢于冒险和喜欢冒险是企业家的天职。其实，你如果真去问问那些企业家（某些研究者已经这样做了），他们很可能会告诉你，他们并不比普通人更喜欢冒险。毕竟，练的是自家的买卖，谁不心疼钱呢？但实际上，他们确实比别人更勇于冒险。这又怎么解释呢？有这样一种可能，那就是企业家其实是被自己蒙在鼓里（self-deluded）。也就是说，由于他们过于自信和乐观，别人认为有风险的事情，在他们看来不过稀松平常。于是，他们对待风险的敏感度较低；当别人认为他们已经在如履薄冰、铤而走险的时候，他们却会自觉如沐春风、洋洋得意。这个解释由美国俄亥俄大学费雪商学院的巴尼（Bar-ney）和他的同事布思尼茨（Busenitz）在199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他们是通过问卷调查研究得出上述结论的。请看案例1.5中的描述。

案例1.5

盲目自信的企业家

随机挑选一组企业家（自己创建企业者）和一组掌管大企业的管理者（职业经理人），并对他们在两个方面进行问卷调查。两组的人数都在100人左右。

第一，问五个常识性的问题。每个问题有两问：第一问要求在两个备选答案中选一个（比如，哪种病引发的死亡人数更多，是癌症还是心脏病？）。第二问是问被调查者对自己的答案的自信程度，从50%（完全瞎猜）到100%（完全自信）。对于五个问题的第一问，企业家和经理人的平均得分相差无几。对于第二问，企业家对自己答案的自信程度大大高于经理人，尤其是在他们的答案是错误的时候。

第二，问一个管理决策方面的问题。一台进口的机器出了故障，必须选择一种方案来替换这台出故障的机器：（1）选美国生产的机器，你的“朋友”最近才买过一台这种机器，迄今为止还没出现过问题；（2）选外国生产的机器，这种外国机器出故障的可能性从统计概率的角度来讲比美国生产的机器要小。结果，一半左右的企业家们决定买美国生产的机器，90%的经理人决定买外国生产的机器。

资料来源：Busenitz, L.W.，&Barney, J.B.（1997）.Differences between entrepre-neurs and managers in large organizations：Biases and heuristics in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12（1），9—30.本书作者翻译整理。

企业家相对乐观和过分自信

在上例中，从第一方面的调查结果看，企业家通常比经理人更自信和乐观应该说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企业家在自己判断错误的时候尤其自信的事实，也说明他们对风险的估计大概相对不足，或者说他们对潜在的风险表现得不够敏感。这一点也可以通过第二方面的调查结果得到佐证。很多企业家可能这样认为：概率只是概率，高点、低点区别不大，况且我的朋友买的美国生产的机器就没出问题，到我这儿也不可能出问题。乐观自信的人更关注的是成事儿的概率，保守谨慎的人更关注的是出事儿的可能性。并且，乐观自信的人比较容易以偏概全，不假思索地由特殊而推断一般。这时的错误在于盲人摸象，而不是窥豹见斑。

其实，完全用自信乐观与否来解释上述结果是不全面的。企业家和经理人扮演的角色不同，决策准则和结果当然也会有很大差异。企业家是给自己干，经理人是给别人做代理。企业家的理想是通过努力取得成就，经理人的愿望是有秩序地执行任务。企业家更容易诉诸激情，经理人更容易归于理性。企业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无须过多考虑如何向他人解释；经理人必须考虑决策的负面效应，以及如何向所有者交差。按照风险概率高低做决策，既显得有理有据、尊重科学，又能避免责任、自圆其说。难怪90%的经理人都做出相对比较理性的选择。寻求成功和避免错误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行为理念和规范。

过于乐观自信，对风险不够敏感，导致很多企业家惨遭失败。同样，过于理性和保守，对风险一味规避，导致很多管理者庸碌无为、难成大事。当然，当你没什么可守的时候，你不可能成为保守主义者。而当你的任务是给已经长大的企业当管家时，相对理性和规矩便是在情理之中的，这是角色使然。经理人的这种角色是企业家代替不了的。但是，创业仍然需要企业家来担纲。企业家的这种角色也是经理人代替不了的。创业要有成就，就必须像企业家那样乐观自信、敢冒风险，尽管总体而言，创业失败的概率远远高于成功的概率。当自信和乐观巧遇使得自信和乐观获得正当存在的理由时，企业家便有幸能够成功。

理性的人调整自己去适应世界；不理性的人总是试图调整世界来顺应自己。因此，所有的进步取决于不理性的人。

萧伯纳

是不是某些人天生就是企业家呢？这是一个应该由基因学进一步研究的课题。基于对同卵双胞胎和异卵双胞胎的比较研究，现在已经有初步的证据表明，基因确实影响人的创业倾向。至少我们发现企业家的决策往往与众不同。我们大家都困囿于有限理性，企业家则可能更不理性。认知偏差也许成了他们有别于常人的“优点”，使之义无反顾地跳入创业大潮。否则，如果只是简单地分析一下失败的概率，他们可能早就停止任何尝试了。


决策者如何思考与行动

在一次接受采访时，电子商务巨头亚马逊的老板贝佐斯曾被问道：“你每天忙碌十来个小时，处理那么多繁杂的公务，你在什么时候思考问题？”贝索斯就像郭德纲说相声似的立马抖了一个包袱：“我在冲澡的时候思考问题。您还别说，我是如此地缺乏时间进行思考，以至于我常想我是否应该每天冲两次澡！”这个看似不经意的问题，其实值得大家思考与探究。各位管理者、决策者不妨也问一下自己：究竟在什么时候思考？

百分之二的人思考；百分之三的人认为自己在思考；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宁愿去死也不思考。

萧伯纳

无论是参照古往今来的中国圣贤智慧，还是随便参考一本西方管理学教科书的理性阐述，各类决策者和管理者似乎都是（或者应该都是）未雨绸缪的前瞻者、料事如神的预言家、深思熟虑的设计师。兵马未动，计划先行。分析思考，而后行动。所谓“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这种期许和描绘，作为总体思路和一般原则，也许还算是比较靠谱的。决策者对大局问题的思考与把握应该说是有益的。对事情有所思虑、有备而来，总比脑中空荡、胡蒙乱撞要强。

而具体到实际行动中的际遇与细节，则可能远非任何人之事前思考和谋划所能料定或解决的。然而，一旦陷入日常实务的运行与操作，决策者又往往没有时间和精力去针对面临的实际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思考，除非他们也像贝佐斯那样有一个适合自己的固定模式与偏好，比较系统地在某个业余时间进行思考，或者如比尔·盖茨一样，每年有意识地拿出一个星期，抛弃所有工作，闭门读书，深入系统地思考大问题。而事后的思考，虽可亡羊补牢，却基本上于现今之事无补。

在行动中思考

在日常的组织生活中，我们很难看到决策者闭门静思。我们看到的决策者通常是在连续不断的各种行动中。如此，如果说决策者在日常工作中仍然在进行思考的话，那么只能有一种比较令人信服的解释。那就是，他们在行动过程中思考，在解决问题中思考，在支离破碎的细节中思考。并非先思后行，而是思行合一。

也就是说，管理者其实一直在思考，随时随地在思考。行中思，思中行，思考与行动同时发生、密不可分。这是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卡尔·崴克（Karl Weick）教授匠心独具的想象、发现和理论解释。具体而言，思考可以限定（Qualifies）行动、激发（Provokes）行动、强化（Intensifies）行动。

思考限定行动

思考限定行动，意味着有思考的行动和无思考的行动是有本质区别的。有思考的行动通过不同程度的关注、企图和控制来限定行动。值得一提的是，崴克教授甚至认为“思考”并不是非常独立的动词，而更应该是名词做副词用，用来修饰动词，或者辅助其他动词，恰如“匆忙地”（做什么）和“尝试去”（干什么），等等。一个人不可能脱离具体的行动来思考。思考需要与某种行动相关联的素材与情境（Context）。

一个人在行动时，思考的出现与否和专注程度可以随着情境的变化而变化。比如，某人在路况通畅时心不在焉地一边开车，一边观景或者听音乐。此时的开车基本上属于“不假思索地”行动。当路况突然复杂时，此人可能立刻变得高度警觉和专注，随时准备调整应变。此时的开车便是“思虑紧张地”行动。这种行动，也就是所谓“有思考的行动”或者“思考着的行动”（Act Thinkingly）。

可以说，与专注、企图、兴趣等思虑状态相结合的行动都是有思考性的行动。管理决策者的日常行动通常亦如此。这是因为管理决策者的工作任务和情境复杂多变。他们很难意念松弛地将自己的思绪和行动隔离开来。谈话、沟通、协调、激励，等等，这些行动本身就已经自动地将思考囊括其中了。

思考激发行动

思考可以诱导、激发行动，将自己认为的某种逻辑诉诸实践。也就是说，一个人的思考可以在其脑海中里催生出一些逻辑假设或者因果关系。这种逻辑假设为某些行动赋予积极的意义，从而进一步诱发和鼓励此人去参与和实践这种有意义的行动。比如，“生活是美好的”的信念以及相关的思考可能会导致一个人的相应行动符合“生活是美好的”的逻辑，或者激发他去主动参与那些可能“使生活更加美好”的行动。

这种貌似唯心主义的说法，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也随处可见。如果一个人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很可能就会使自己的行动更加向善。或者，我们的日常言语和行为会对别人的思考和行动形成某种暗示与提醒。比如，你每天鼓励自己的孩子，说他们是最棒的，可能会激发他们向上的热情。即使他们明知道自己不是最棒的，也会在行动上更加自律地要求自己，向预期的标准看齐。

在组织管理环境中，这种现象也是不鲜一见。某些老板一天到晚地给员工讲使命愿景、未来IPO什么的，讲着讲着，员工会渐渐地感觉自己仿佛已经置身在愿景之中了，或者员工的所作所为正在帮助自己走向那迷人的愿景。这时，我们可能就很容易理解传说中美国航空航天总署的那位清洁工了。他认为自己每天的工作不只是扫地、擦桌子、倒垃圾，而是为保证登月计划或者航天飞机的成功发射做贡献。瞧，管理者不仅自己思考，还在让你思考，激发你的行动。

思考强化行动

思考可以验证、强化行动，为行动的过程和结果赋予更加具体和真实的意义。也就是说，在思考激发行动之后，如果初步的行动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预设的逻辑或者在某些方面使得该逻辑更加细化或者具体化，人们便会强化和持续自己的行动，并增进对该逻辑的信奉和推崇。

比如，一位男士因公给另外一个机构打电话，对方接电话的女士声音悦耳，态度热情亲切。男士会想象对方是一位美丽优雅的女士，于是刻意地以绅士的谈吐和风范与对方交流。对方如果感受到此番回报并同时产生相应的美好遐想，双方的沟通便会水涨船高、互相抬爱。

相反，如果一个人认为大家都不喜欢自己，看到别人善意的微笑，也感觉是恶意的嘲讽和不懈的鄙夷，那么他可能就会表现得更加不在乎或者不着调，引发别人真实的反感。如此往复，这种龌龊思虑和危险逻辑会在与人交往中不幸验证。

如此，强化行动的预设逻辑本身并不一定是真实的。对预设逻辑的笃实信奉也可能是危险的。比如，大家可能都认为《守株待兔》故事中的主人公很傻。其实，他所谓的“傻”，并不在于他不思考。他仍然是在思考的，只是对因果关系之概率的理解过于偏执。这种思考在一定时期内强化了其错误的行动。细思之，许多管理决策者，或者那些热衷于炒股的人，通过自己的类似思考和总结而把偶然现象当成一般规律来对待的案例（比如自以为找到了成功的秘诀），与守株待兔者实在难分高下。

想得明白，睿智。计划周全，更加睿智。干得漂亮，最大的睿智！

卡尔·崴克教授援引波斯谚语

表1.3总结了崴克教授关于行动与思考的主要观点。

表1.3　崴克教授关于行动与思考的主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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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eick, K.E.（1983）.Managerial thought in the context of action.In Sriv-astava（Ed.），The Executive Mind
 .San Francisco：Jossey-Bass.本书作者翻译整理。

思考与行动的结合：即兴发挥与瞬时调整

无论如何，管理者在做事之行动中的思考与判断才是最有价值的。事前的深思熟虑不是没有价值，而是价值非常有限。许多问题与机会是在决策实施进程中不断涌现的，根本无法在事前预知。因此，在没有足够的相关素材和境况之前，过度的深思熟虑并不会对行动的结果带来大的改善。

现实中的决策，是基于情境感的一系列当下的连续行动和思考。而行动中的思考、非常警觉专注的行动，往往会激发某种即兴发挥、随机应变。怪不得，崴克教授尤其推崇爵士乐高手们的即兴组合，不用任何细致的计划和排练，随心所欲，见景生情，高潮迭起，精彩纷呈。那才是组织运行的最高境界。

不幸的是，对于一个庞大复杂的组织而言，这种各路专家在小团队中即兴发挥、互相配合的奢侈是非常罕见的。许多情况下，决策者必须快速决断，在不确切地知道自己有没有足够的萨克斯演奏员的时候做出决策和反应。也就是说，他们必须“拍脑袋决策”。

正是：

管理决策思行中，思行其实本一统；

莫道行高不需思，勿言三思而后行。

行中思考定行动，思考导致思中行；

行动强化恰因思，思行合一见真功。

如何看待“拍脑袋决策”

决策的实质在于做出正确的判断，从而有效地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判断的基础是对决策者所把握信息的处理、加工和提取。这种判断可以建立在旷日持久的系统研究之上，也可以通过知觉顿悟和即时灵感来实现，抑或使直觉顿悟与系统分析互动并进。系统分析主要是基于理性的准则和科学的方法来实现的。而我们经常说的“拍脑袋”则更重视直觉和灵感的功效，但并非没有理性。专家“拍脑袋”，其背后有强大的相关信息储备、迅速识别模式和关系的能力，以及老练果敢的判断能力。所以，专家“拍脑袋”，有科学分析的基础，有艺术发挥的可能，实在无可厚非。

然而，公众和媒体喜欢天经地义、不容置疑地将“拍脑袋”与主观臆想和瞎指挥联系在一起。这实在是对“拍脑袋”的习惯性误解和无端的非难。在复杂的组织体系内，比如一个大型企业内，由于任务环境复杂、制度设计缺失、人事政治困扰、决策者认知偏差，以及时间压力和成本约束等诸多限制，管理决策很难产生于完全系统和理性的分析与制定过程中。不是决策者不愿意去尝试，而是基本上不可能。由于高层管理决策注定必须面对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决策总是在不完善的条件下进行的，常常没有机会通过各类实验进行模拟，往往没有可能在事前做出有针对性的准备。

什么人爱“拍脑袋”

什么样的决策者在决策时“拍脑袋”？答曰：最聪明的决策者和最愚蠢的决策者。最聪明的决策者知道，面临高度复杂和不确定的决策环境，“拍脑袋”是必需的，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拍脑袋”，需要高度的智慧、丰富的经验、果敢的出手、最终的担当。最愚蠢的决策者认为，自己是最聪明的人，于是无所敬畏、为所欲为，尤其是在自己不需要为自己的决策失误负责任的时候。正是许多愚蠢的决策者无知无畏、刚愎自用，酿成悲剧苦果，才导致大家对“拍脑袋决策”本身的全面诋毁和深恶痛绝。天才与蠢材之间惊人的相似之处，就在于他们都与众不同。但同样是“拍脑袋”，结果则可能是天壤之别。

那么其他人呢？一般决策者，既不愚蠢，亦非天才。耍官僚，走程序，免出事，避责任。毫不客气地说，大多数决策者尸位素餐。他们并不勇于为解决问题而积极主动地去决策。大凡遇事，就引经据典，诉诸规章制度和组织程序，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他们从不直接地应对冲突与危机，避免承担临机应变所带来的责任和后果。对于稳定环境下的组织中面临的常规任务来说，这种按程序办事的做法倒也无碍大局，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必要的，抑或非常必要的。不痛不痒的决策，往往都是非常科学理性的决策。这种情况下，基本上无所谓决策不决策，只是循规蹈矩而已。

然而，对于一个面临激烈竞争和复杂多变的环境、迅速发展壮大的组织而言，没有一定的组织程序和既定的经验与惯例来指导决策，尤其是高层决策，“拍脑袋”则是必然。因此，高层的决策者之所以通常是很孤独的，正是因为他们必须“拍脑袋决策”。而“拍脑袋”其实是一种很奢侈的技术活。蠢材当政，不乱“拍脑袋”，尊重程序，也许不会错得出格，但肯定不会有所成就。然而，不犯错误、少犯错误毕竟是决策的最低境界。长期而言，要发展、要进步，必须更加积极主动地在永不停息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中应对挑战、尝试摸索。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要让那些英明善断的领导掌权，让那些懂行对路的专家决策。说白了，谁该“拍脑袋”，谁就“拍脑袋”。此方为上策。

“拍脑袋”的主体：专家与外行

所谓“拍脑袋”，或“晃脑袋”“转脑袋”“摇脑袋”，就字面意思而言，都是用脑袋、动脑筋，指的是思考，是判断。其实，决策的实质就是信息处理、加工和使用的过程。而“拍脑袋”正是这样一个过程。“拍脑袋”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决策者自身的判断能力以及对信息的把握和应用。

第一，信息储备。信息是决策的基础。决策者脑子里的信息和知识储备对决策是非常重要的。信息的储备及其与决策的相关性在专家和外行之间可能是天壤之别。外行“拍脑袋”是随机的、凭空的、无根据的；专家“拍脑袋”往往是有某种思路和信息依据的。

第二，识别能力。“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外行处理信息是散乱零星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专家处理信息是成块儿进行的，是一个快速把握模式和规律的过程。外行“拍脑袋”通常是就事论事；专家“拍脑袋”往往是融会贯通，把握关键并重视各种重要关系。

第三，决断能力。专家以往的经验可以浓缩和积淀成某种近乎本能的反应和判断能力。这种反应往往是合乎某种科学逻辑的，但专家在反应的一刹那并不一定有意识地思考这些逻辑关系。专家“拍脑袋”不仅是信息的快速检索和处理加工，而且是快速和相对准确地给出直觉判断。

比如，一个象棋高手如果同时与50位业余选手对阵，就不可能花很长时间去思考每一盘棋，而必须在轮转到某一盘棋的时候快速决断。即使如此，高手赢的概率仍然远远高于业余选手。一个企业管理问题，五个MBA学生花一星期的时间研讨可能解决；有经验的业界专家可能在一个小时之内搞定。大人摔倒前，手舞足蹈地想要自我保护；婴儿摔倒则直接先碰脑袋，因为脑袋沉，且婴儿没有先前经验。这就是专家和新手在直觉决策时的区别。由此看来，问题的关键之一，在于是谁在“拍脑袋”。

有一点需要澄清，“拍脑袋”属于靠直觉决策，但并不一定是任意决策或者不理性决策。尤其对于专家而言，虽然“拍脑袋”决策的一刹那并不直接诉诸逻辑或者全面系统的理性分析，但决策的结果往往是符合逻辑和理性分析的。前提是，专家对此类决策具有先前的经验，可以快速检索提取、对接应用。也就是说，“拍脑袋”是有思考的行动。比如，有经验的司机快速刹车或者躲闪是不需要先分析后决断的。当然，如果面对的是谁也没有见过的新问题，也就没有所谓的专家。这时，无论谁“拍脑袋”都无所谓。

一个决策者，可以“拍自己的脑袋”，也可以“拍别人的脑袋”，但终究还是要“拍自己的脑袋”，因为自己是决策的主体。一个组织，要有效力和有效率地实现其目标，必须有一个终极决策者来拿总。这个决策者必须善于让别人（专家、下属、外人）“拍脑袋”，更善于自己最终“拍脑袋”，必须是能管理和欣赏各种专家的专家，是能够和敢于做出最后决断的总体决策者。

能不能不“拍脑袋”

与“拍脑袋”相对的可能是走程序，循规矩，“拍计算机”“拍制度”“拍大家”。计算机肯定比脑袋科学化，制度肯定比个人规范化，大家肯定比精英民主化，新方法肯定比老办法现代化，很多人这么认为着、企盼着、激动着。

毫无疑问，决策的科学化可能会使更多的信息得以被收集和被更系统地应用；决策的民主化可能使各方面的利益和实际情况得到更充分的反映和体现；决策的规范化可能使决策的效率和公正性得到大幅度的提高；决策的现代化可能使人感到与时俱进、焕然一新。

应该说，某些决策最好由科学化、规范化和民主化的决策程序来制定，比如库存管理等重复性较高的决策，不需要每次订货都“拍脑袋”。比如，司法判决必须依据既定的法律程序，减少和杜绝人为的偏差。比如，决策的透明度和大家的积极参与会增强大家对决策的理解和在决策实施过程中的支持。

当然，科学化的决策并不一定导致正确的决策和理想的结果。规范化的决策体系并不一定鼓励创新和应对紧急情况。民主化的决策并不一定导致对大家最有利的决策。现代化的方法并不一定是最适用的决策方法。决策的主体是人，而不是各种被“化”了的制度。决策的实质是保证最有效的判断。

20世纪，美国某大动物食品厂曾计划为狗开发一个科学营养的饼干系列，立志要打造全新的明星产品。一个庞大的研发队伍从动物心理学、生理学、营养学等各个角度对饼干的成分、味道、形状、颜色等做了科学的分析和精心设计，但制作出来的饼干，狗就是不吃。可怜，这些不懂科学的狗。

什么时候只能“拍脑袋”

古人云，有法依法，无法依例。例也没有怎么办？只好“拍脑袋”。

某些具有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决策，比如，企业经营战略和发展方向，无论怎么“化”（科学化、规范化、民主化、现代化……），都是要靠企业家来“拍脑袋”的。各种被“化”了的制度和决策支持体系只能提供有限的信息。由于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存在，最终的判断必定要由企业家来做出。企业家练的是自家的买卖，是不可能“拍屁股”的。这时，脑袋拍得如何更是至关重要。“千军易得，一将难求。”重要的不只是勇气，还有决策的能力。

还有一些境况，需要的是专家迅速地做出判断和决策。比如，股票交易市场上的即时决策，需要的是良好的判断能力。这里，“拍脑袋”是一种职业习惯，靠的是多年经验所支持的直觉。再比如，当你因急病被送进医院的时候，你是找一个该领域的医疗专家马上“拍脑袋”进行治疗，还是要求成立一个由“医生、护士、心理学家、营养师”组成的攻关小组为你民主化地提出“全方位、正规化的现代科学治疗和护理方案”？

记得30年前笔者在北京理工大学校工厂实习时，大家经常念叨一句话：“要问阎师傅手艺有多高，他三次见过毛主席！”阎师傅是当年响当当的劳动模范。手艺不高，不可能三次见到毛主席。手艺到底有多高？要淬火的工件在炉子里烧着，阎师傅根本就不用看仪表或看火色，单凭闻味儿就知道烧好了没有。“得，就是它了！”这种判断是纯粹“拍脑袋”呢，还是有点儿什么科学依据呢？

制度是人定的，点子是人想出来的，决策是人做出来的。就连“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现代化”或者其他什么“化”的说法和做法也都是从某些人的脑子里“拍”出来的。关键是看谁来“拍”和怎么“拍”。

正是：

无须贬抑拍脑袋，当知决策重判断；

外行凭空随机拍，专家参详依经验。

迅速识别见模式，果敢决断业精专；

直觉感悟合逻辑，自然反应亦卓然。


如何看待和应对有限理性

有限理性是人之常态，认知偏差难以避开，很多时候，大家做决策都是不自觉地“拍脑袋”。这听上去也许让人有些泄气。我们就只能自甘无奈吗？其实，想开一点，任何事情都是相对的。矬子里面拔将军。鸡窝里面出凤凰。你傻，有人比你更傻。大家都不漂亮，你只要不漂亮的程度稍微低一些，你就是其中最漂亮的。两个人同时遇见猛虎，你不需要比老虎跑得快，只需要比另外一个人跑得快。……上述这些事例都是关乎比较的说辞。而说到比较，高低上下、优劣美丑，都是程度问题。大家都是有限理性的。只要有人比你更不理性，你就可能会意识到这种差别，并且采取相应的措施，去利用这种差别或者别人的更不理性。

总之，首先，我们要承认有限理性的普遍存在。这就意味着不能盲目相信与夸大自己的认知能力和判断能力。要保持开放的心态，有意识地关注和应对有限理性。其次，我们要尽量提高自己，理解别人，利用对手，或者借助那些更加聪明理性之人的智慧。如此，我们才能增进我们的判断能力，提升我们决策的质量和实施效果。另外，当我们遭受强烈的情感波动和困扰的时候，有限理性和认知偏差的潜在误区可能会更加凸显。因此，控制和把握自己的情感，也是保持足够理性之必需。

承认有限理性的存在

承认有限理性的存在，是更好地理解和做出真实世界中的管理决策的第一步。首先，只有承认我们理性的有限性，才会从实际出发，从解决问题入手，而不是企图收集所有相关信息或者穷尽所有的可能性。有时，以科学决策为借口，对完全理性的极端信奉和固执追求会导致组织浪费资源，贻误战机。如果相关的信息都可以被获取到而且能够被全面系统、准确精细地分析，则决策时机可能早已错过，决策不再具有实际意义。比如，接二连三的务虚会议和一层一层的严格审批，貌似重视信息和理性，实则是互相推诿和无效率。

其次，认识到自己的有限理性特征和具体的认知偏差与逻辑误区，则可能使管理决策者自己更加自省和自律。相对于那些自诩高明、不自量力的决策者而言，这种意识和警醒本身就是一种竞争优势。管理决策者可以通过一些程序性、制度性和规范性的方针和准则，去尽量避免认知偏差的陷阱和判断的误区。比如，金融机构在进行交易时，通常要有至少两个或者以上的人共同审阅某些材料和信息，才能进入下一步的流程。这是防止人为错误的基本程序设计。当然，类似的重复性的常规决策，比较容易根据过往经验去设计标准化的流程。而在更加复杂和不确定性的环境下，应对有限理性的挑战，意味着我们需要依靠相应的专家的解读与判断。当组织中的专家也没有某个决策领域的经验，或者该领域尚无靠谱的专家出现之际，管理决策的制定与成败，则纯粹靠的是运气。

提升自己与扬长避短

纠偏是可能的

通过自省和洞察，管理决策者可以自觉地发现自己常见的偏差和误区，从而有意识地进行改进或者避免。心理学的研究表明，许多认知偏差是可以通过训练和干预得到避免或者改进的。通过参加学习和培训，管理决策者也会更加有意识地审视自己的认知短板，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升自己，或者更清醒地意识到借助专家和他人智慧的重要性。

纠偏是有代价的

但是，有必要指出，有些偏差是因为决策者的个人背景和经验导致的，有些则是与生俱来的，与其智力禀赋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如果偏差主要来自后者，那么外部干预和本人自省是很难改变的。另外，认知偏差形形色色，即使与管理决策相关的认知偏差也有很多。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毕竟是有限的，不可能一天到晚只关注如何避免自己的偏差或者弱点。即使能够做到全神贯注地纠偏，也不可能全部避免。

专注于纠偏不如扬长避短

致力于纠偏，也就必然意味着没有把时间花在应用自己的优点上面。大多数情况下，花功夫修补自己的短板，肯定会耽误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特长。发挥特长和避免偏差之间的度一定要把握好。应该说，一个人生来主要不是为了改正错误、提升短板，而是为了发挥特长、扬长避短。

因此，有限理性学说给管理决策者的一个重要启示，也许是偏差人人都有，关键是你是否有特长，是否在做你擅长的事情，而不是邯郸学步、东施效颦。

理解和利用他人

对有限理性的承认和应对，不仅在于自律与内省，而且在于如何更好地理解他人或者利用对手。知道自己的某些偏见和误区，出于同理心，管理决策者也能揣摩出这样一个道理：别人，比如下属与合作伙伴，也会具有同样的偏见和误区，比如，目光短浅。因此，由己推人，可能增加一些对他人的理解和同情、悲悯与关照。

理解他人

曹操当众烧毁自己部下暗中准备投降袁绍的信函，给大家足够的安慰与激励。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谁也看不清楚，这是正常的。每个人都注定要为自己留后路、找机会。这也是很自然的。如果是自己，可能也会如此。理解他人，宽待他人，这是对大家有限理性的一种认可和利用。

在当代，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前任CEO韦尔奇就曾说过，一些人一边自己挣大钱，一边厚颜无耻地对下属说，钱不是最重要的。我告诉你，钱就是最重要的，尤其是当你没钱的时候。不管管理者认为见钱眼开是否理性、有限理性，应该抑或不应该，能够以己推人，也算是有限理性下的理性，干脆坦诚、率直本真。

利用对手

当然，基于对有限理性的认识，管理决策者也可以积极主动地去利用对手的偏差和误区去影响和操纵他们的行为，并从中获取利益。拿破仑有句名言：当对手在犯错误的时候，千万不要打断他。孙庞斗智马陵道，孙膑巧妙利用的就是对庞涓之认知偏差和行为误区的准确洞悉和把握。大家都是有限理性的，你只需比你的对手更理性一点儿。

求助第三方

意识到自己理性之有限以及认知偏差之常见后，除了努力提升自己的段位之外，还可以制度化地或者就事论事地咨询专家或者其他第三方独立人士。睿智的长者、冷眼旁观的达人、独立公正的测评机构、专业精良的咨询公司，都可以成为管理决策者弥补自己决策判断短板的有力支撑。第三方的独立公正尤为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获得相对理性和准确的判断，而不是只听他出于你给他的利益或者提供的依靠而对你的刻意奉承和误导。然而，在现实中，这需要足够的胸怀和胆识，实非常人可为。

案例1.5

邹忌讽齐王纳谏

邹忌，1米85的个头，有名的靓仔。清晨起来，他穿着阿玛尼的时装，戴着博百利的帽子，照着香奈尔的穿衣镜，对他太太说：“给咱瞅瞅，我跟北城的那位师奶杀手徐老板比，谁更够派？”邹太太说：“您比老徐派多了，他哪有资格在您面前臭美呢？”邹再问其妾，其妾说：“我姐邹太太言之有理。”转天，有客造访，邹又问客人：“我跟徐老板比谁美？”客人说：“徐老板哪比得上您呢？！”

邹小帅如此连问三人，并不是明知故问，而是因为他并没有见过徐老板，“明日，徐公来。孰视之，自以为不如；窥镜而自视，又弗如远甚”。当邹小帅明白自己其实不如徐老板美之后，他也知道了他的老婆偏向他，他的妾室害怕他，他的客人因有求于他而奉承他。因此，邹小帅明白了需要公正独立的第三方的道理。

己所欲，施于人。我们刚刚表扬了邹小帅，说他明戏，他就不知自己是老几了！这不，他不但上朝逼迫皇老板向大家发问“孤美乎？”，还煽动大家积极抢答：No！

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

皇老板真的喜欢邹小帅这种人吗？

还是邹太太最明白。你是我的，因此你美丽。让有限理性见鬼去吧！

资料来源：故事原型出自《战国策·齐策一》，“邹忌讽齐王纳谏”。本书作者整理改编。

情感与理性

情感与理性是两个不同的维度

大家通常喜欢将理性（Rationality）和情感（Emotion）对立起来，甚至认为两者处在不同的极端。而且往往会说，一个人如果以理性见长，将会如何；一个人如果以情感为重，又会怎样。如此云云。其实，与理性相对应的大概主要应该是不理性（Irrational），或者反理性（Anti-Rational）。理性和情感完全是两个不同维度的概念和现象，而不是一个谱系上的两个极端点。理性范畴之外的东西，或者无须诉诸理性的事物，可以被广义地称为是“非理性”的（Non-Rational）。这里的“非”，并不是不理性或者反理性，而是“并非与之在实质上相关的”，或曰并不直接涉及理性。

比如，“拍脑袋”既是非理性的，仅靠直觉，但又可能合乎理性。同样，情感本身，也是非理性的范畴。情感的展现，既可以合乎理性，也可以完全没有理性。总之，理性和情感是人们应对世事的两种不同机制。

需要强调的是，其实理性和情感本身也都是多维度的，而不是铁板一块。某些人在一些领域非常理性（比如受过专业训练的领域），在其他领域可能就没那么理性。在情感方面，某些人可能在一些事情上情感非常鲜明外露、浓烈直接，而在其他的场合则可能相对内敛或者无动于衷。

确实，某些人长于理性，某些人重于情感。但我们必须意识到，某些人在情感和理性方面都高于常人，而有些人则既非常缺乏理性，又极端疏于情感。可见，人们并不总是“要么以理性见长，要么以情感为重”。二者之间存在多种组合的可能性。我们这里强调的，是二者在本质上的独立性和差异性。在承认这种界定之后，我们可以重新审视二者的关系，尤其是它们的互相影响以及交互作用。

理性可以操纵情感

在某种程度上，理性可以操纵情感。智商高的人不一定情商高。但智商高的人，可以在某些具体的情境范围和任务空间内刻意地展示某种情感表现，从而获得他人在情感方面的认同、赞赏与良好的回报。然而，在重复性发生的交往过程中，过分地利用理性操纵情感，也会导致露馅儿，迟早会被揭穿。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看到在情感领域出没着大批伪装得比较巧妙（理性相对较强）的骗子。如果大家都真实地情感对情感，或者都觉得应该如此，也就无所谓骗与不骗。都是骗子，也都被骗。你傻我傻，全都自愿。然而，事与愿违。情感和理性难以完全分开。情感容易被他人的理性预设所操纵，尤其是当不同人的“有限理性之有限程度”相差极大的时候。就像大家经常会说或者经常听到的：“真没想到，原来你是个大骗子！”一个人感觉受骗，通常不是用情太重，而是智商太低，理性比别人更加有限！

如果双方都是智商超高、理性极强，比如克林顿和希拉里，那么情感交往也注定是理性盘算后的自愿，无论是真诚投入还是互相利用。两个人如果能够互相利用一辈子，那就是真感情。同样，一个人如果能一辈子装好人，那就是真好人。

情感可以影响理性

情感可以影响理性。首先，在特定时间内，情感可以映射理性，或者假冒理性。一个情商很高的人，可以故意选择某种场合与契机，通过某种预设的言行，去凸显自己的智力和理性。也就是说，在比较从容的状态下，恰如其分的情感表露和应用，不仅能够诱发别人的好感，而且会增进别人对其综合素质（包括智商或者聪明程度）的总体判断。

其次，通常情况下，情感会影响一个人的理性判断，降低其判断的精准性。这时，这种情感对理性产生负面影响的现象，才使得大家倾向于把情感和理性对立起来。比如，情感导致的压力和紧张，可以降低人的理性，使之变得不理性或者反理性，抑或完全丧失理性。说起来，此时将情感和理性对立，也并非毫无道理。

也就是说，当人们的情感在其行为和判断上占据主导地位之际，无论是非常愉悦、极度悲伤，还是万般恐惧或无限焦虑，人们都可能会松懈理性的监管和约束，或者分析能力下降，使自己本来就已经非常有限的理性变得更加有限。理性被情感俘虏，可谓比比皆是、屡见不鲜。妲己迷纣王，吕布戏貂蝉，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英雄难过美人关。

人类行为出自三种源流：欲望、情感、知识。

柏拉图

情感也是满足自身利益的一种手段

说得更直白一点，臆想理性主宰一切，这也是一种偏执和强加。理性之说，假设人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的利益和欲望本身也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有些需要通过理性的判断力求得到满足，有些则可以通过情感方面的体验和感受直接得到满足。如此，很多情况下，没有任何理性的情感，也是符合自身利益的。人最终是要满足自己，而不是要合乎理性的要求。满足自己，既可以通过理性行为，也可以直接诉诸情感。只能说，过于依赖情感，可能会影响理性判断，从而导致某些方面的利益得不到满足，或者只在短期内得到满足而不能持久得到满足，或者会导致损失和惩罚等负面效应，甚至灭顶之灾。

情感上的自律乃是理性的表现

在情感和理性之间，倒是黑帮中的人在决策时相对更加自律。因为他们的工作性质不容许过多的错误判断。在影坛巨星罗伯特·德尼罗和阿尔·帕西诺首度面对面合作的电影《盗火线》（Heat）中，德尼罗扮演的江洋大盗，曾经对手下念叨前辈传奇人物口授的行规：在街面上混事儿，不能有任何情感纠葛。如果发现势头不对，必须在30秒内离开任何人、任何事儿！这可谓是理性的铁律。最终，德尼罗自己也没能闯过此关，到底是被帕西诺扮演的警察给“办”了。

通过情感宣泄彰显理性

有一种极端的情形，将情感威胁用到极致，反倒可能是最大的理性。比如所谓的边缘政策（Brinkmanship）。一个人壮怀激烈地不惜自我毁灭去应对对手，对手可能会更加理智，从而朝着更加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的方向行事。比如冷战时期的所谓“恐怖均衡”，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是能够“相互确保摧毁对方”若干次。这时的架势都是貌似极不理性的“死磕”，从情感上和实力上做出可信的承诺，宁肯同归于尽，不惜鱼死网破。此时的均衡，则可能是最为安全的，也是合乎理性的。

在管理决策中，一个企业领军者可以故意打情感牌，放言要不惜一切代价保卫自己起家的市场。那些可进可不进的对手企业，面临这种威胁以及背后可信的承诺，可能会三思而后行。如此，该领军者给大家造成了“某些地盘轻易碰不得”的印象。显然，情感展现与承诺，在某些场合是符合和彰显理性的。比如，可口可乐对碳酸饮料市场的倚重和整肃，就包含了这种情感上的承诺，斩钉截铁、不容置疑。


第二章　决策团队：群体与个体关系

无论是高管团队、职能部门，还是车间班组、前台客服，实际的管理决策往往是在组织中某个特定的小组内进行的。群体决策的动态与过程不仅影响决策本身的质量，而且影响大家对决策实施的态度和承诺。正如个体困囿于有限理性之制约，小组或曰团队这样的群体，照样也遭受有限理性之困扰，难以顺畅有效地处理相关的决策信息，难以全面精准地预知自身的利益。本章重点探讨群体决策中个体与群体的关系。首先，我们聚焦于群体思维与团队共识的常见益处与潜在弊端，并阐释其相应的组织与管理含义。其次，从决策的判断质量入手，我们讨论群体决策中精英人士与其他成员的对比，强调精英的不可替代性。再次，我们聚焦于独裁决策的考量，探讨独裁决策的实质和特点以及为什么组织的业绩压力尤其使得独裁决策应运而生、挥之不去。最后，我们评介移动互联网时代群体决策的特点，包括众筹和社会网络的应用。


群体思维与团队共识

无论是企业的高管团队还是工厂的班组车间，决策往往是在某个小组情境内具体做出的，或者由小组共同决策的，而不是某个人在真空中完全凭自己的喜好与想象单独进行的。因此，有必要考察作为群体决策主体的小组（Group）或者团队（Team）。本书中并不明确区分二者的细微差别，有时将其互换通用，特指一个组织内部更小的群体。

团队协作（Teamwork）在现代组织中日益占有突出和重要的地位。如何使得团队在保持凝聚力和抱团的同时尽量容忍和充分发挥成员的独立思考能力与个人特长，是决定团队决策质量和行为绩效的重要因素。一个团队，如果长期缺乏共识以及有助于达成共识的决策机制，可能会导致人心涣散、摩擦不断，无法有效地完成其共同的任务；而如果一个团队过分强调共识，则可能会出现另外一种同质化思维的极端，同样具有较大的潜在误区和风险。

下面，我们首先讨论群体思维的现象以及团队共识正反两方面的效应，然后进一步聚焦在群体决策中精英与他人的关系上，并讨论独裁决策的成效与弊端。最后，我们介绍社交网络在新时期群体决策中的应用。

群体思维与团队共识

在组织心理学中，有一个所谓群体思维（Groupthink）的说法，所指的正是一个小组中的人员所展现出的貌似同质性的思维方式以及近乎完全一致的观点与价值取向，亦即团队的高度共识（Consensus）。这种群体思维现象，既可以出现在负责企业战略制定与实施的高层管理团队中，也可以发生在负责执行具体项目与任务的基层工作小组中。因此，管理决策者有必要了解群体思维的成因和对小组绩效的正反面影响，以及在整个组织管理中的角色与作用。

通常被作为病态的群体思维

通常情况下，这种群体思维现象在文献中是被作为一种偏差和误区来对待的。这是因为，群体思维的出现，很可能是小组中占主导地位的强势成员将自己的思维方式、价值偏好和个人见解对整个团队的强加。这种表面上的虚假共识，必然存在某种程度的谬误和扭曲，使那些与主流意见相左的小组成员感到来自集体的压力，于是主动地自我审查、自我调整，以避免言行过激和自我孤立。

在实际中，群体思维的出现和存在，可能会导致一个团队忽略某些重要的外部刺激与不利信息，压制某些成员的独特见解和不同声音，掩盖成员间实际存在的利益冲突与意见分歧，混淆团队中不同的价值趋向和偏好排序，盲目地低估或者高估团队的集体实力，牺牲成员们的多样性思考可能给小组带来的新意和契机。而共识一旦达成，原先被团队否定过的东西，即使被逐渐证明是正确的，也很难重新成为团队的讨论议题。

小组成员间自然的共识

如果说群体思维通常是用来名状负面情形的，那么群体共识则相对比较中性。在极端情况下，群体思维可以促成或展现某种共识（或曰虚假共识）。在其他情况下，共识可以是小组自然形成的结果。一些基本的共识，尤其是做事方法与评价标准方面的共识，乃是有效团队决策的必要基础。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如果机缘允许，人们通常倾向于选择与自己的喜好、脾性和思路相投的人群。一个小组也会倾向于选择符合自己特性与规范的人。这样，双方有意识的互相选择，自然而然地会导致小组成员间相似的背景和经历、共同的诉求和期许、一样的态度和兴趣，从而造就小组中共享的价值取向、统一的思维方式、公认的行为做派，以及和谐一致的组织氛围。

此时的共识，源于团队成员超强的同质化特征，浑然一致、有机天成，乃是共同思维模式和真诚共识的自然流露，而非建立于某种外部因素之上的强加、高压、操纵或者说服。这种共识，可以增进团队成员间的相互信任和理解，减少沟通障碍，降低协调成本，增加团队的凝聚力和行动的专注与集中，有利于提高其业绩。显然，这种自然的团队共识，虽然本身的成因不一定扭曲，但仍然可能会由于思维模式的过于单一和偏狭而导致一个团队错误地判断时局，决策失利。

团队共识：思考内容与思维范式

完全的群体思维，通常不仅思考的内容与结果相同，而且思维的模式和过程也近似或者相同。而团队的共识与分歧，不仅表现在具体的思维内容上，也表现在思维的章法、模式与过程上。然而，除了在被群体思维完全笼罩的团队中，这两种层次上的共识并不一定同时发生。大家可以推崇和实践相同的思维模式，而最终的思考结果和观点形成可能会不尽相同。或者大家的思维过程与模式虽然各异，却都能殊途同归，共同就某种思想和意见达成共识。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团队可能在具体目标和任务的重要性、紧迫性以及可行性上产生分歧，但仍然可以在业绩评判过程等指标方面做到思想一致、理念相同。

比如，大学里某系的教授们，由于各自的能力禀赋和研究方向及方法不同，可能会互不买账，有时甚至会对同一个研究课题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观点和建议，并且谁也说服不了对方。这种学术上的争论，可能会让那些在系里就读的博士生们感到为难。但是，这些教授又可能在如何判定学术研究成果的分量（无所谓对错）和如何培养博士生等学术程序上有着惊人一致的共识。这种团队共识，以程序和范式上的思路共识为表象，其背后的严肃与神圣，可能会使其在团队中的实际影响与作用远远大于具体课题研究方面内容与结论共识之缺失所带来的冲突与纷争。

诚然，科学研究和发现不可能是一个一花独放的过程。群体思维，尤其是内容方面的群体思维，会导致思想狭隘，影响多视角、全方位的详尽探究和考察。然而，不同的视角和方法，可以由不同的团队分别进行尝试。一个小组不可能一应俱全、不计合力，还是应当有所集中和整合。即使要在内容和题材上百花齐放，至少在评判科研成果的路数上，大家应该有一个共通的标尺和量度；否则，一个团队或者一个组织便失去了必要的凝聚力，要么山头主义、帮派林立，要么个体户搭伙、散兵游勇。

显然，在通常的组织中，尤其是在现代企业中，团队的任务要比上述通常相对独立的科研活动更需要协调与配合。至少大家在思维范式和决策程序方面应该有一定程度的共识。就像古时一群猎人决定去什么方向打猎，与其每天争论不休，不如大家都同意依照一种固定一致的程序来进行决策，比如拿一块兽骨来烧，骨头从哪个方向先被烧裂口，就向哪个方向去狩猎。如果连这个基本的共识都没有，那么一个小组肯定决策效率低下、业绩不佳，甚至行将解散，因为它缺乏作为一个团队存在下去的理由。

群体思维与团队共识的正面效应

任务环境的要求

需要指出的是，群体思维与团队共识，无论其成因如何，都并不一定是病态。是否会出问题的关键，首先在于群体思维是否恰好适应团队或者组织的任务环境的要求。比如，美国西南航空公司长期以来坚持统一思想，甚至坚持“任人唯亲”的人力资源政策。在员工遴选与聘任方面，他们只招募那些认同和信奉其“为顾客热情尽心服务”之价值观与经营理念的人，亦即跟现有组织主导想法一致的人，而不是那些很有本事的个人英雄以及与该公司的思路不相同的人。

如此，在一个组织面临的任务环境（比如飞行服务）相对常规稳定的情况下，群体思维和团队共识可以减少旁枝末节的袭扰，迅速确立标准理念，统一行为规范，集中精力进行其核心业务活动。这时的团队，享有大家共同认可和追求的使命目标、共同打造和遵守的操作规程、解决问题的明确渠道和方法、和谐一致的工作态度与精神面貌，以及建立在理解与信任基础上的相互关照与灵活变通，比如对员工家庭生活的谅解与尊重。

组织层级的特点

一个组织中相对基层的小组，通常的使命就是依照命令执行相对常规的任务，而不是集体去面对复杂多变的不确定性和突发性决策与挑战。此时的群体思维与共识可能正面效应多于负面影响。过分的思维发散会导致犹豫不决，思想混乱，忙于争吵，耽搁行动。比如，一个执行特定任务的军事小组，必须思想统一，命令统一，协作如一。此时玩的显然不是头脑风暴游戏，献计献策，集思广益。服从与执行才是天经地义的。

如果士兵们都开始独立思考，他们早就跑光了！

萧伯纳

于我而言，共识似乎是一个放弃所有的信仰、原则、价值观和政策的过程。因此，它是谁也不相信但谁也不反对的东西。

玛格丽特·撒切尔

显然，此时团队对任务的执行，并不是缺乏思考的盲目行动，只不过主要的思考任务是由上一级的指挥或者本团队的领导或专家等精英来完成的。有时需要详细的疏导与沟通从而逐渐达成共识。有时需要命令和时限来快速统一思想，明确团队目标与方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某种群体思维的结晶。“支部建在连队”就是要保证基层战斗单元的思想和行动的一致性。

群体思维的放大效应

无论是一个小组还是整个组织，群体思维的内容如果可以随时翻盘刷新，则精英领袖的远见和远景可能迅速得到有效的实施与执行。此时的群体思维，则主要是精英成员的思维，甚至完全是小组或者组织中精英领袖一个人的思维。比如，比尔·盖茨在1996年将微软的群体思维从原先的稳做PC（个人电脑）王国的“老大”在短期内紧急转为争当网络时代之技术与产业核心。同样，华为最近的“让听到炮声的人来决策”，也是其群体思维的又一次承诺升级和集中体现。在这种氛围下，员工要不断地听到炮声。没有炮声，也要自己制造一些炮声。而听不到炮声的人，在这种组织中是很难生存下去的。

很明显，具有超强群体思维特征的组织或者团队，其果敢与执行力往往比较出色。然而，其成功的前提，在于群体思维的内容与结果是否顺应环境变化的潮流。如果顺应，则可不断成功转型。否则，必然囿于惯性、故步自封，比如柯达的高管团队对于传统成像技术的集体痴迷导致其在数码时代的集体失语。因此，高管团队中精英领袖的判断水准和决策质量，最终决定了企业的命运。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没有群体思维和团队共识的存在，无论决策正确与否，都无法被迅速有效地施行。如果群体思维存在，则错误或者英明都会被放大。

只有在精英领袖决策极端错误的情况下，群体思维才真正危险，会给小组或者组织带来惨重打击甚至灭顶之灾。尤其是在环境动荡、危机四起、灾难潜伏、巨变突发的情境下，或者一个企业原来的核心竞争力已经日薄西山、风光不再之际，如果一个团队或组织依然集体沉溺于过去的辉煌，不愿意承认现实，不能发现新的应对方略和发展契机，或者如果团队精英压制鼓吹改革的声音，拒绝自我调整的建议，则会导致团队与组织的自绝自缢。同样危险的是，团队精英过分自信地采取操之过急或者意气用事的行动，策动群胆，操纵集体，甚至不惜编造谎言与威逼利诱来煽动大家集体疯狂，齐心戮力，鲁莽行事，酿成悲剧。这种对组织构成的潜在危害和打击，恐怕才是学者们提出和研究群体思维现象的真实诱因和初始动机。

群体思维是团队层面有限理性的表现

很无奈，群体思维的特征往往就是从众，而众人所追从的肯定是那些占强势主导地位的精英。群体思维，除非完全自然形成，大多数情况下实际上都是一种盲从。而盲从则必然是无论决策正确与否都要服从。不可能正确就从，不正确就不从。如果真是那样，也就不是什么盲从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个组织不能完全有效地处理与决策相关的信息，而只能是片面地把握和应对问题，这也就是组织层面的有限理性。这种情形，在大多数组织中亦是常态。

管理启示：精英决策与组织设计

更无奈的是，我们大概不可能一方面期待群体思维和团队共识带来的强大执行力，另一方面又能同时防范错误的盲从。从决策规范和组织设计的角度来看，团队精英应该有意识地从程序上设计一些防范机制，以避免群体思维和习惯性共识所带来的潜在危害。比如，对组织中的重大决策要邀请公正独立的第三方专家进行诊断咨询，提出建议与批评。这样做的目的并不在于让别人代替自己决策，也不在于借外人之口来粉饰自己的主意，而在于帮助避免硬伤或者犯比较初级的错误。这种防范机制的设计必须要在决策之前完成，其使用必须制度化，而且需要实实在在地发自内心，认真虔诚。

最后，对于组织高层管理而言，一个具体的基层团队如果业绩出了问题，并不一定就是该团队的过错，很可能是高层管理者的决策错误，比如在分配任务时的渎职与失察。群体思维是一种在相对长期的固定交往和实践中形成的思维定势与行为常态，不太可能在短期内有所改变和突破。一个团队不可能一会儿长于群体协作，一会儿善于单兵作战，今天士卒思想行为整齐划一，明天各个诸葛亮般神机妙算。当一个抱团的团队被用在适当的任务环境中时，群体思维可能是竞争力的源泉和保障。当这种团队被错误地指派到需要大家集思广益、开动脑筋、多视角思维、创造性突破的任务环境中时，打败仗应该怪高层管理者用兵不当，而不应该责难基层团队的群体思维。

总之，与其抱怨群体思维带来的决策偏差和误区以及相应的不良结果，不如事前考虑好一个团队到底在多大程度上需要保持共识，在多大程度上允许公开的质疑、反对、批评，是应该一人独断还是民主集中，是否可以容忍小组中思想和行为的多样性。


群体决策中精英与群体的关系

倚重精英：别拿诸葛亮不当干部

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甚至“赛过诸葛亮”。这种说法，很多人也许会认为话糙理不糙，纵然貌似夸张，毕竟有些道理。其意大抵是说众人的集体才智往往会高于任何个体，无论该个体如何聪慧机敏、精明强干。因此，决策需要发动大家，群策群力。果真如此吗？未必！上述俗语中名状的情形发生的可能性当然存在。而三个臭皮匠永远也顶不上一个诸葛亮的境况则亦是屡见不鲜，甚至可能更为常见。因此，偏执地认为集体智慧必定高于个人决断或者可以替代个体的决断，则无疑是夸大了集体智慧的作用，并同时低估了个体智慧与专长在管理决策中的不可或缺性。

任何对于无知的正式攻击都将是徒劳的，因为大众会时刻准备着去保卫他们最珍视的财产：无知。

亨德里克·房龙

大多数人的问题并不是其无知，而是他们所知道的太多的东西其实都是错误的。

乔西·比林斯

皮匠与诸葛亮各自“暴强”

首先，至少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皮匠与诸葛亮的智慧高能点是针对不同任务环境和活动领域的，属于完全不同的类型，因而在其功能上不可能互相替代。如此，在诸葛亮擅长的领域里（比如软件开发），三百个臭皮匠（比如不通技术的行政管理者）信誓旦旦地赤膊上阵，也抵不上一个诸葛亮。同样的道理，在皮匠们专长的领域里（比如抡锤砸线、修鞋补包），三个诸葛亮也可能比不上一个臭皮匠。所谓术业有专攻，隔行如隔山。不可相提并论，难以互相比较。诸葛亮不会当皮匠，皮匠不敌诸葛亮。各有绝活，兀自“暴强”。无谓攀比，两败俱伤。决策的正确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判断的质量。在不同的决策领域，由该领域的专家“拍脑袋”决策，方为上策。谁该干啥就干啥，而不是事事共同讨论，或者干脆让外行做决策，让团队成员做自己并不擅长的事情。试想如下假设之场景：

哈佛大学：“为了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并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新生一律参加一个学期的军训。”

学生：“我要是冲着军训来上大学的，早就直奔西点军校了！”

西点军校：“孙子曰，两军交锋，得算多者胜。为军者不可不算。哪位的高等微积分科目不及格就不准毕业！”

学生：“您饶了我吧！我要是微积分玩儿得转，早去加州理工大学了！”

皮匠和诸葛亮皆不敌泥瓦匠

将领域专攻与专业限制的道理想通了，也可以帮助我们避免把诸葛亮和皮匠拿到各自强项领域之外的第三方领域去比较。比如说，随便找一个体育教练和一个包工头，让他们比赛唱卡拉OK，很难在事前系统地预测和断定谁输谁赢。从技术上来说，他们各自的行业专长都与所比试的科目没有直接关系。从社会实践而言，二者出没娱乐场所的机会大概也是旗鼓相当、半斤八两。这就好比让皮匠和诸葛亮一起比赛当泥瓦匠，基本没有什么意义。我们也许不知道谁砌墙的本事更大，但我们大概会知道无论皮匠还是诸葛亮在砌墙时都不敌泥瓦匠。谁在自己专长的领域之外卖乖，都是扯淡。试想如下假设之场景：

周瑜：“既生瑜，何生亮？！”

诸葛亮：“到处都是泥瓦匠，为什么非要我当泥瓦匠？！”

刘备：“诸葛同志，你敢不服从分配？把你下放到三线厂中去！”

泥瓦匠：“本来就已经僧多粥少了，怎么又来一个光说不练的？”

诸葛亮：“我也没办法，这年头都讲究跨界人才、一专多能。”

人力资源部：“你要争当诸葛亮们当中最好的泥瓦匠、泥瓦匠中最好的诸葛亮！”

皮匠乃是局部诸葛亮

在某一任务环境下，如果皮匠与诸葛亮的智慧是可以替代的，则上述俗语可能会成立。皮匠们可以通过其智慧组合模拟诸葛亮。比如，某一个管理问题，可以由三个专长领域较窄的专家共同解决。经过他们若干天正规系统的分析和研究之后，问题得到解决。而同一个问题，也可以由经验丰富的管理高手（真正的诸葛亮们）在五分钟内靠丰富的经验和敏锐的直觉搞定，而最终结果完全相同，可谓殊途同归。此时的皮匠们其实是整体诸葛亮不同局部的构成要素。道术可能不同，资质可能各异，但团队才能的互补可以避免任何单一成员才技之不足，从而可以集体替代多面手诸葛亮的复合才能。然而，纵然二者的结果一样，诸葛亮仍然显得技高一筹、及时迅捷。

比如，世界著名的设计公司IDEO，其设计团队通常会由工程师、艺术人员、心理学家等多重才能的人构成。这样的人才结构和才艺互补，可以尽可能地使设计决策在多方面合乎潜在用户的需要。然而，即使在这样的多兵种团队中，往往也会有某些高手，比如身经百战、经验丰富的主设计师或者团队主管，见多识广、技高一筹。他们通常可以比别人更加迅捷地对许多问题进行有效的判断，果敢拍板，而且命中率较高。试想以下假设之场景：

诸葛亮：“决策就是‘拍脑袋’！”

局部诸葛亮们：“科学决策离不开！”

总设计师：“不争论！”

局部诸葛亮们：“有什么了不起的？条条大路通罗马。”

诸葛亮：“伙计，时间不等人呀！”

总设计师：“让一部分问题率先得到解决。”

皮匠乃是预备诸葛亮

如果皮匠与诸葛亮的智慧是完全同质的，只是在量上存在区别，则上述俗语也可能成立。前提是，皮匠们的智慧是可以线性叠加或相互激发放大的，因而可以在总量上超出诸葛亮的智慧水准。这时的皮匠则可以被认为是小诸葛亮、预备诸葛亮或者见习诸葛亮。其实，皮匠之说，大概只是谬传。原本用来与诸葛亮比较的是与“皮匠”谐音的“裨将”（副将之意）。几个小徒弟，道行相加，可能会高于师傅。然而，遗憾的是，上述情形的前提通常是很难满足的。力量可以叠加，而智慧则是难以叠加的，大多是在某一特定水平下同质性的重复。所谓“一个好汉三个帮”，好汉多了更适合打群架，并不能提高智慧的绝对值。

如果每个皮匠的个体智慧水准都远远地低于诸葛亮的智慧水准，则会出现诸葛亮一枝独秀、鹤立鸡群的局面。此时，存在如下的可能性，那就是无论皮匠们的集体智慧如何叠加、激发、放大，都无法达到某种临界点或者关键聚集度，因而其智慧总量集合也无法赶超诸葛亮。此时皮匠们的集体智慧，不敌诸葛亮一人的智慧。即使将诸葛亮与皮匠放在一起作为一个统一的集体来考察，个体的平均智慧水准也注定要低于诸葛亮个人的智慧水准，但应该会高于诸葛亮以外所有皮匠的平均水准。

如此，恰恰是由于诸葛亮的参与，整个集体智慧的水准比原先得到了提升，而不是集体的智慧盖过了诸葛亮的个体智慧。如果皮匠们足够多，则集体的平均智慧水准就几乎完全接近于皮匠们的平均智慧水准。诸葛亮，作为统计上的离散点，则是势单力孤，被迫向低水平回归，“泯然众人矣”。此时的所谓集体智慧，便无法逾越或者替代诸葛亮作为该集体中最优秀个体所具有的高超智慧。

俗话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俗话又说：“你就是浑身是铁，又能打几颗钉子？”

诸葛亮：“打仗不是打铁！哪那么多俗话？！”

管理学家：“让各自领域最高水平的专家来决策，而不是简单地依据大多数人的意见行事或者无论什么事情都让大家参与一下。”

皮匠们：“凭什么呀？肉食者鄙。群众智慧大无边！”

卡莱尔：“我不相信一群愚笨之徒的集体智慧！”

笔者认为，通常情况下，诸葛亮是不可替代的。所以，请不要老拿皮匠说事儿。一句话，团队中精英的判断通常是无可替代的。

我不害怕由绵羊率领的雄狮大军；我害怕由狮子统领的绵羊队伍。

亚历山大大帝

当代精英与创新：从0到1

从蒸汽机到飞机，从计算机到互联网，人类社会的重大创新，离不开精英的才智发挥和独立原创。精英的贡献是任何委员会、公民投票、集体表决都替代不了的。

所谓的未来，自然代表着某种新的状态，一种与老旧之过去和惯常之现今迥然不同的状态。进入未来，无外乎两种方式：一种是人类社会从未见过的某种新颖的状态在某些地方率先被营造出来，另一种则是别处已经出现的状态以不同的速度和规模被引入本地。前者是所谓原创（Crea-tion），后者是既有创新的传播推广和应用改进（Diffusion）。最近，彼得·蒂尔（曾经创立Paypal和投资Facebook的创业家及风投者）将前者形象地比喻为“从0到1”的挑战，亦即从无到有，源头上的创新。之后的扩散，从1到N的若干倍放大（Scalable Amplification），则主要是应用层面的事情，要靠更多人士的参与。虽然扩散传播的过程中也不乏产品创新和商业模式的创新以及各类其他的派生性创新，但如果没有从0到1的概念基础和技术原型的出现，一切均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通过公司内部绩效数据分析，谷歌发现最优秀的技术人才和平均水准的技术人才之间的业绩差距可达300倍。这种分析为公司用最优厚的待遇去吸引和保留卓越人才提供了强大的说服力。而对技术天才宗教般的崇拜，多少也算是硅谷企业间的共识，使得顶尖的工程师成为全球技术创新领域最受追捧的稀缺资源。这些人才是要解决从0到1的问题的。

精英的庙堂与大众的街市

毫不奇怪，自然会有人对这种倚重精英的做法颇有微词。那些主张开源创新的人就非常信奉大众和市场的力量，他们反对精英特权，反对大公司的技术垄断。推崇开源创新的埃里克·雷蒙德曾经把两种模式比作“庙堂和街市”。然而，即使是雷蒙德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原创的点子和元技术通常来自代表精英权威的“庙堂”，而街市则通常在技术的改进（Debug）和传播过程中贡献非凡。“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提是要有人栽树。“众人拾柴火焰高”，关键是要有人首先点火。

项目经理与战略家都离不开团队

回到诸葛亮的世界。其实，即使是诸葛亮，也会有其误区和短板，并不是处处神明。在诸葛亮的世界里，几乎一切都是预设的并且可以预知的。未出茅庐，已知三分天下。那么余下来的事情，就是成就天下的三分之一，按部就班地去执行罢了。所以说，智慧再高，才能再大，诸葛亮顶多也就是个执行任务的项目经理而已。除了不得已玩儿一下空城计，项目经理从不弄险，也就无所谓战略层面的创新。反观曹操，力求天下一统，以一己之私愿（远景或曰远见）去塑造未来，努力追索，不断折腾。此战略家也。

诸葛亮与曹操都是精英奇才，都很自负，都有见识，都敢决断，但诸葛亮始终相信自己、依靠自己。其团队只需无条件地信奉和执行。拍自己精明的脑袋，也会有出错的时候。比如派马谡驻守街亭，最终不幸失守。但在其营造的团队氛围里，诸葛亮永远是正确的，如果结果不对，只能怪更下一级的项目经理无能或者不听话。

而曹操则善用多方谋士，倾听他人的意见，既拍自己的脑袋，也拍别人的脑袋。这样，团队中的其他人员尚有晋言的机会，会有一种参与感和归属感。同样，曹操拍别人睿智的脑袋时，也有出错的时候。比如依庞统之谏连环其战船，终被火烧，结局悲惨。曹操没有过分地责怪自己和别人，只是“怨恨苍天”——怎奈天不助我也！

毫无疑问，终极的决策，无论对于诸葛亮还是曹操，最终都是自己的拍板决断。怎样利用自己的团队，则各有长短。在多大程度上允许其他人有不同的见解和行为，这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下面，我们具体考察独裁决策的功效与弊端。

挥之不去的独裁

在企业经营和管理决策中，是从众还是独裁，是看重决策的过程公正还是关注管理的最终结果？对于独裁的争论可谓由来已久、喋喋不休。技艺精湛和业绩优良是独裁者的两大法宝。如果没有在某个行业业务方面或者管理方面的技艺精湛，独裁者很难获得权力去施展独裁；而没有良好的管理业绩，独裁者很难能够长期持久地实践独裁。独裁管理方式可能会带来非同寻常的业绩，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它同时也可能造成组织中令人难以忍受的压抑和窒息。然而，当组织的业绩成为人们关注的主要焦点之际，独裁权力和独裁决策方式就很可能顺理成章且堂而皇之地存在并迅速蔓延下去。这时，我们对独裁决策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也可能会缺乏足够的警惕。

既然独裁决策依然存在于管理领域，并且可能会继续存在下去，我们就有必要对此有更深入的了解。

极端的成就来自极端的权力

从秦始皇开创中国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管理体制，到新加坡国父李光耀的铁腕治国，古今中外的独裁统治者曾经铸就诸多丰功伟绩。当我们赞叹中国的万里长城、古埃及的金字塔、古玛雅人和阿兹特克人的遗迹、印度的泰姬陵以及近代各个帝国的精美的艺术品时，我们大概应该不会忘记，这些人类文明史上伟大成就的代表通常都是在独裁和暴政的高压强权之下完成的。权力的高度集中导致了人才和资源的快速积聚以及对某些目标的绝对专注和痴狂的追求。

可以说，没权力办不成事儿。极端的成就来自极端的权力。

道理很简单，成大事，需用众力。每个人皆有自己的思想和利益，不可能自发自愿地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若用众力，可以感召，可以利诱，可以欺诈，可以强迫，但要把自己的意志和远见持久地强加于别人，并使众人长期持久地为之尽力，最终需要的是权力，是可以合法命令众人的权力。那种近乎绝对的、不受限制的终极权力，通常以某种“合法制度安排”（比如组织中最高决策者的位置）为依托和借口，从而按当权者自己的意志尽情行事的权力，可以被称为独裁的权力。

其实，即使是在现代社会，在以民主制度为主要政体的西方国家，由于极端权力的运用而导致卓越成就的事例也仍然为人们所传诵和称道。比如，闻名于世的巴黎卢浮宫，其金字塔形的附加建筑体，就是当年由密特朗总统力排众议、果敢独断，坚持采用贝聿铭的大胆设计而营造的。如今，卢浮宫被认为是古典与现代相结合的一个典范，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而在当时，该设计方案却遭到法国民众和众多国际人士的强烈反对。如果采取民主公投（或者内阁投票）的方式来表决，估计这个现代金字塔式的设计方案肯定难见天日，虽然法国人号称很欣赏艺术，很有鉴赏力。

案例2.1

兼容并包与校长专断

提到北大，大家似乎总是以为其最辉煌的时代莫过于蔡元培主政时的老北大，而孑民先生的治校良方主要在于所谓的兼容并包。昔日沙滩红楼老北大之辉煌，到底是所谓的教授治校，还是校长独裁？可能兼而有之，但关键时刻，恐怕还是校长拍板决断。比如，对文科学长陈独秀开除教职的决定便由蔡元培校长做出，而不是由大家讨论评议。可以说，此项决定影响了中国现代历史的进程。

在某种程度上，兼容并包的前提是独裁。蔡元培作为校长，凭其个人魅力、学识才气、果敢魄力，以及在教育部及国民政府的背景，拥有绝对的威望和权力，可以自行聘用和解聘教授。被其兼容并包揽进北大的人也都是他看得上的人、他认为有学术造诣和潜力的人。如果孑民先生聘了某位教授，而后来发现该教授学术或人品低劣或者专门与自己作对，却又不能解雇他，不知这时，是否还会搞兼容并包呢？

说到底，蔡元培时代是人治的时代，实行的并非真正的教授治校或者其他制度化的学术管理。这在当时的小规模办学时期大概是行得通的。值得庆幸的是，蔡元培是一个懂学问的精英领袖。如果换一个不懂行的人主政，照样拥有这么大的专断权力，不知道北大是否能存活到今天。在当今超大规模、多学科的现代综合性大学中，独裁校长能否成功主政，尚待探讨。问题是，现如今的校长，无论中外，根本就不可能有这种专断权力。

资料来源：马浩，“兼容并包：前提是独裁，实质是人才”，《北大商业评论》，2008年第11期，第124页。

管理精英独裁辈出

政教一体的统治体系已然远离西方世界，而民众们并没有从根本上逃脱各类独裁者的牢笼和藩篱。暴君、政客、教父收敛退场，老板、企业家、经理披挂上阵。独裁之道，有过之而无不及。随着银行替代教堂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殿堂，人们越来越受治于自由市场中企业制度下主宰人们经济生活的独裁管理者。无论政界的暴君和独裁者在民主风潮此起彼伏之际如何惨遭唾弃和谴责，在企业界，行事果断的独裁管理者依然有其施展的空间和发挥的余地。

纵观历史上诸多成就斐然的企业家和管理者，从亨利·福特到杰克·韦尔奇，他们的管理方式往往相当独裁，但却造就了令人叹为观止的辉煌业绩，至少在某一特定时期内功勋卓著。独裁者在缔造商业帝国时执着不懈的追求和行动能够帮助企业攻克难关、锐意进取，正如桑迪·威尔（Sandy Weill）当年一路厮杀、不断兼并从而收于治下的花旗集团。商业史上最受敬仰和传诵的领袖们几乎都是某个商业帝国的缔造者和伟大的征服者。尽管他们专断独裁，但是华尔街通常非常敬重他们，因为他们创造了卓越的成就，并培育了各类欣欣向荣、富可敌国的企业。

这种独裁权力的集聚和应用是很让当代的政客们垂涎欲滴的。这恐怕正是为什么韦尔奇拒绝“商而优则仕”，只经商而不从政的玄机之一。在政界，他很难得到近乎为所欲为的权力。

独裁的实质与赋权的把戏

企业界这种独裁的天然温床，实在令那些鼓吹“员工民主”以及“参与式管理”的人士懊恼不已。然而，不管你喜欢不喜欢，独裁管理者都实实在在地存在着，甚至无法逃避。流行的游戏通常是为强权者而设计的，不管游戏的内容和方式如何。在谈到领导力的时候，流行的商业杂志和畅销书总是不停地在两个极端——独裁管理方式和员工参与（自我组织）的管理方式——之间摇摆不定。这些媒体也许会在某一段时期内大肆吹捧正在流行的那种管理方式的优越性，但是，另一种方式绝对不会在现实中消失。“赋权”（Empowerment）的观念也许听起来比较时髦，但是独裁——无论它是好是坏——依然广泛存在，并将继续存在下去。正像有人鼓励你勇敢地“去敲老板的门”，也有人会提醒你，“不要有任何借口”。

独裁的自我毁灭

处处受到制衡的权力，几乎不可能取得里程碑式的辉煌成就；而不受限制的独裁权力，往往在辉煌过后毁灭独裁者自己。所以说，帮助独裁专制者成事的是独裁权力，埋葬独裁专制者英名的还是独裁权力。没权力成不了事儿，有了权力也是个事儿。极端的权力不仅可以实现极端的成就，也可以酿成极端的恶果和危机、灾难和悲剧。独裁者欺诈和操纵大家的极端例子可能造成骇人听闻的后果，正如大家熟知的世通（WorldCom）公司和泰科（Tyco）公司的案例。

而经过专制权力洗礼的独裁者很难清楚地意识到，大家之所以容忍他的独裁和专制，并不是（或者不仅仅是）因为他的人格魅力，而是因为他带领大家创造的优秀业绩。然而独裁者在兴头上往往“刹不住车”，即使辉煌不再，对辉煌的记忆却总是挥之不去，越思度越精彩，越感觉越真实。这世界，舍我其谁呢？而当独裁者的业绩持久地低于人们愿意为之忍受独裁专制的地步时，独裁者的专制和独裁便显得令人生厌和荒唐滑稽。

尽管如此，我们对独裁者的崇拜和景仰，对于独裁者的不可一世、恣意妄为而言，可谓推波助澜、加油鼓气。我们对英雄的崇拜似乎与生俱来。我们渴望大成就。我们追捧有大成就的人。在这种追捧中，我们其实是在营造自己的参与感和成就感，觉得生活有意义、有奔头、轰轰烈烈。独裁者毫无疑问具有强烈的权力欲和沉重深厚的英雄梦想与伟人情结。而追随独裁者的人往往由于认同独裁者的梦想（或者独裁者描绘的梦想）而主动迎合和追随独裁者本人。我们需要方向感，需要认同感，需要归属感，需要成就感。因此，我们需要领袖，崇拜英雄，拥戴独裁。

从这个角度讲，独裁的存在是我们自找的。

绩效的压力呼唤管理天才之独裁

当经营绩效比管理风格和过程公正更重要时，独裁管理就会大行其道、备受青睐。独裁管理的吸引力就在于它经常能够在短时间内强制性地使组织完成预定目标。这种管理能够在扫除各种程序上和文化上的障碍的同时，有力地推动目标的实现。独裁管理者把目标明确化，并能够集中人力物力来高效地实现这个目标。独裁主义通常会赢得那些看重结果而不看重手段的人的支持。

在21世纪商业世界的险恶竞争中成功地缔造商业王国，仍然需要果敢执着、“一根筋”的领导者，以独裁者才可能具有的强制力量，将组织引向清晰宏大的目标。因此，认为独裁管理已不合时宜而试图取缔它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一厢情愿的想法。大多数的现代领导者都认识到了这一点，尽管他们口头上极力标榜自己更热衷于更人性化和更温和的管理方式。

独裁决策者的特点

独裁决策者们具有以下一些共同点：他们都有明确的目标和为实现目标而采取的方式；他们都把强制力作为实现这些目标的重要因素；他们都有一些依据其自身性格与需要而采取的手段，包括胁迫、侮辱、暴力、勾心斗角、欺骗、托辞和宗教般的狂热。独裁决策者们把自己当作真理与谬误的仲裁者，他们既是法官又是陪审团。可以预见，他们是不能容忍任何反对意见的，无论这种反对是现实的还是臆想中的。

独裁主义仍然有很多追随者，特别是那些关注最终结果或者视组织生存和凝聚力高于个人自由的人，而不仅仅存在于特定的民族和文化内。它适用于特定的管理和商业环境，并且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显著成效。总之，在特定的条件下，独裁能够快速促成我们需要的结果。我们需要去了解独裁，因为我们不能奢望它会从此消失。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群体决策

网络时代的众筹游戏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一种特殊的群体决策方式陡然走俏。众筹（Crowdfunding），可谓当下的一大热点，时尚新潮。然而，众筹现象本身可谓源远流长。说白了，就是大家共同集资，凑份子，随“会”。其实，中国房地产业近三十年的飞速发展，即是众筹的绝佳案例。地产商通过卖楼花，还没“挖坑”呢，就把购房者的钱“众筹”到自己腰包里了。网络的便利迅捷及其无所不在的触角，无疑使得众筹更加引人注目。从源自纽约的、以艺术和游戏为主题的众筹平台Kickstarter，到国内的“人人投”以及类似北大社区“1898”那样的咖啡馆，众筹之势，扑面而来，惹得人心躁动。如今，几个上班族团购一餐饭，也要出口成章：“咱众筹一把吧！”

笔者最早意识到网络众筹这一现象，应该是在十多年前。美国有位大学生，为了给自己筹集最后一年的学费，建立了一个网站，通过其Paypal账户向公众募捐。每个人只需给他捐助1美元。他承诺的回报，是将自己毕业典礼时穿的学位服剪成碎片，分别邮寄给每一位给他捐助的人。创意很新颖，卖点很明确：你只需花费1美元，就能帮助一个青年学子完成他的学业。而这个感恩的学生郑重承诺要通过行动证明自己是一个诚实守信的人。如果他守信，你将在一年后得到一个小小的惊喜。即使他不守信，你也犯不上为了1美元给自己添堵，而且很可能你已经把这事儿给忘了。只当娱乐一回吧。爱心就在掏钱的一瞬间。

为了某种华美的名义或者温情的借口筹钱，也许只需出资人一时的冲动就够了。然而，在众筹日益成为商业运营手段之际，如何用好筹来的钱则需要专门的学问；如何用筹来的钱再去持续地赚钱，则需要非常专业的技能和手艺。一般而言，众筹项目的成败至少取决于四个要素：清晰的项目目标（Clear Aims）、出资人的具体需求（Concrete Appeals）、可信的项目发起人（Credible Advocators）以及专业的项目管理团队（Capable Ad-ministrators）。

项目目标与公众需求

首先，使命清晰，目标精准。无论是兴办造福所有人群的公益事业、资助自己信奉的组织或喜爱的明星之某项活动，还是搭建同道者自娱自乐的社区平台，抑或纯粹以营利为目标进行投资，都必须将众筹项目的目标清楚明了地告诉公众。尤其要在事前明确公开地界定非营利性项目和营利性项目的区别，使得大家对项目成败的评价标准持有合理的预期。

1884年，纽约在搭建自由女神像最后基座的时候遇到资金缺口。著名新闻人普利策向美国公众发起募捐，筹得所需的款项，使这一象征美国精神的建筑得以完成并光耀后世。而近年兴起的“余额宝”，则是通过众筹的方式增加资金规模优势，通过与银行和基金的博弈使得众筹者获得财务收益。清晰的目标意味着专款专用，无论是将众筹的慈善款挪用于营利目的，还是以慈善为借口绑架商业利益，都会损害众筹的声誉。

其次，需求具体，吸引力强。无论出资人以什么动机和方式参与众筹，是无偿捐助、产权投资、债权借贷，还是收获作为报偿的产品与服务，或者是为了某种社区的营造与维系、高尚身份与体面声名的获取，众筹项目都必须能够明确地满足他们的某种特定需求，给他们提供足够的理由和吸引力来参与。给自己喜欢的导演筹钱，帮助他们完成某些商业风险较大的作品，可以同时满足参与者的道德优越感、社会责任感以及艺术与审美情趣。“余额宝”则给普通人提供了作为投资者的骄傲和盈利快感。开发商卖楼花筹钱，是基于购房者对高额回报的预期，或是对住房本身的强劲刚需。

满足的需求越是真实具体、旺盛持久，众筹成功的概率就越大。当然，参与众筹者，也应该对自己的真实需求抱有适当的预期。否则，无端的臆想和一时的虚荣可能使人悔之不及。比如，购买了分时段产权共享度假酒店的客户，如果自己并不需要每年去使用，又找不到合适的出租对象或者二级市场出手，则可能根本达不到资本回报的预期，还要每年支付各种税费账单，自己套牢自己。

众筹倡导者与项目管理者

众筹项目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项目的倡导者和发起者。他们必须在公众中有足够的公信力和影响力，仗义靠谱，通常拥有良好正面的社会形象，有公益服务的经历与业绩，其所在机构或者与之交往的群体比较值得信赖，等等。项目的倡导者可以是所筹资金的直接受益者（例如为自己的作品发起众筹项目的艺术家），也可以是某些“粉丝”或者第三方平台。

另外，当倡导者自身对所倡导的项目具有高度承诺和自律的时候，尤其能够吸引公众的热情和参与，比如自己主动出资作为种子资金，或者事前约定，如果达不到筹资的预定数目就决不启动项目，退还已经募得的资金（All or Nothing），不会为了短期利益去牺牲项目所必须达到的品质。

众筹项目的成功主要不在于筹钱，而在于用好资金、做好项目，否则众筹便沦为圈钱的把戏。无论是营利性项目还是公益性项目，需要的都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要有专业能干、专注执行的项目管理团队。当下最时髦的众筹游戏，大概就是开个咖啡馆了，但成功的案例并不多见。股东们很多，会经营的很少，找专业人士经营的更少，自己当客人的机会也不能保证。如果咖啡是刚需倒也无所谓，可事实上，那些股东们自己都不经常光顾的众筹咖啡馆，连团购都算不上。业余的激情和美好的臆想代替不了专业的能力与执行。

众筹不是团购，不是传销，不是摊派，不是邪教，不是业余办投行或者人人搞创业的群众运动。大多数的所谓众筹，最高境界也不过是自娱自乐，而通常的结果则是集体犯傻、一笑了之。

社会网络与众包

随着互联网革命的风起云涌，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强势来袭，线上的社交网络正如火如荼、方兴未艾。网站、社区、部落、博客、微博、微信，聊天、游戏、网聚、学习、娱乐、购物，等等，不一而足。实际上，在线社交网络也会对各类企业与组织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比如，新兴营销渠道的选择、广告宣传的策划与投放、众筹和众包的应用，等等。这种互动性和参与性强的决策方法与过程的出现，是当下广义群体决策的常见现象。

案例2.2

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决策创新

2009年，美国国防高级研究项目署（DARPA）主持的网络挑战比赛“气球项目”，给如何使用社交网络来获取和传播信息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也取得了令人兴奋的成果。“气球项目”是这样的：在某个规定的时间，DARPA在分散于美国各地的10个地点将10只红色气球升起，每只气球高出地面30.5米。在所有的参赛小组中，谁能在第一时间准确地报告10只气球的位置，谁就将获得4万美元的奖励。

来自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MIT Media Lab）的参赛小组，基于众包的思路，巧妙地利用了Facebook和Twitter等社交网络，在9个小时内准确地获得全部气球的定位（经度和纬度），从而拔得头筹。

他们允诺给那些帮助他们确定某一只气球位置的人4000美元，10只气球将共同耗尽所有预期的4万美元奖金。第一个准确告知他们某只气球位置的报信者将获得2000美元，而如果这位报信者是由于别人的告知和邀请才参与比赛和报信的，那么其邀请人将获得剩下的2000美元的一半，即1000美元，其邀请人的邀请人将获得剩下的1000美元的一半，也就是500美元，以此类推，直到所有这个链条上的人都得到了奖励。

这就是利用社交网络进行众包的决策战略。在决策实施中，该团队用心设计了各种预防措施，比如核对报信人的IP地址和邮箱的真实性等，以防范有人欺诈和误导。他们成功地识别了发自布朗大学的一条故意制造的虚假信息，判定貌似在罗德岛州的某只气球其实是人造的假象。当然，关于奖金的分配也产生了一些纠纷。除了来自DARPA的4万美元奖金，据说麻省理工学院又赔上了2万美元，才打发了所有参与报信的人。

资料来源：Larry Greenemeier（2009）.Inflated expectations：crowd sourcing comes of age in the DARPA network challenge.Scientific American
 .December 21.本书作者翻译整理。

可见，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善用群体决策，增进相关人员的参与感和贡献感，将是新颖而重要的挑战与契机。如何发动群众、利用众智，值得大家积极探索与深入思考。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毛泽东


第三章　决策目标：关键是问题定义

简而言之，决策就是去定义问题。为什么要进行决策？决策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一般而言，目标是相对模糊和虚幻的，而我们所面临的各种实际问题则是相对直接和具体的。通常情况下，目标可能散落或者隐含在各种问题之中。目标的最终实现，有赖于对一些相关问题的关注与解决。决策旨在解决问题。什么是问题？什么不是问题？哪些是重要而必须解决的问题？给定各类资源约束以及决策者的有限时间与精力，对问题的选择和定义，则是决策的实质性和关键性的要务。本章着重强调问题定义的挑战和应对。首先，对问题的定义贯穿于决策的整个过程。问题的定义是决策的行动前提，在决策过程中漂移变迁，并被作为决策阶段性实施的结果得以总结或者追认。其次，决策目标通常是在行动中得到修正和加以明晰的。最后，问题定义中对务实和务虚的拿捏以及对机会与威胁的认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组织中人的行为表现以及决策的实施过程与结果。


对问题的定义贯穿于整个决策过程

管理的核心是决策。决策的起点是对问题的定义，或曰如何去定义问题。弄清楚了要解决的问题，答案本身的获取很可能显而易见，顺藤摸瓜而已。当然，这并不是说，弄清楚了问题的实质，所有的问题就可迎刃而解，或者答案的获得就可轻而易举。毫无疑问，有些问题，不管了解得清楚与否，都可能无法得到解决和处理。而本章所要强调的是，在很多情况下，决策不力往往是因为没有真正清楚地认识问题，或者把决策的焦点聚集到错误的或者并非重要的问题上去。所以说，正确地定义问题通常是决策成功的前提。

对问题的界定本身通常比其解决方案更为重要。解决方案也许只涉及数理或者实验的技能。提出新问题，发现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老问题，需要创建性的想象力。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决策通常是为了实现某个目标而进行的。而决策目标本身体现的往往是决策者和他们所代表的群体的利益。因此，对于一个决策者或参与决策的某个群体而言，一旦掌握了定义问题的权力，也就基本保证了其在决策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并且使得决策的结果和问题的解决符合其偏好和利益。但是，由于决策者注定要受“有限理性”和“信息不确定”等条件的制约，对问题的定义也就往往不可能在决策实施之前就被完全清楚地界定；由于决策环境和背景条件的不断变化和转换，对问题的定义也就通常不可能一成不变、始终如一。

如此看来，对问题的定义，实际上贯穿于决策过程的始终，并不一定总是先定义问题，然后再解决问题。问题的定义和解决恰恰可能是循环往复地交互作用在同一个过程里。著名公共管理学者韦斯（Weiss）教授对问题的定义做出了如下论断：首先，对问题进行定义，是决策的起点，为决策者营造某种声势和气氛，提供行动的前提和依据。其次，对问题的定义，也囊括了决策的全部含义，在决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反复出现和涉及。最后，对问题的定义也是决策实施的阶段性结果，被总结和追认，成为下一段决策的起点。也就是说，决策的结果一般来说对应的是对问题的某一种特定的定义。而特定结果的出现，通常进一步强化和印证了为什么与之对应的某种定义能够在当初的决策环境和背景下胜出，并且得以继续存在。

对问题的定义是决策的前提

对问题的定义界定了组织行为的合法性

首先，对问题的定义是决策的起点。对于同一个问题，不同的人很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和理解。给定同一个事件或现象，由于经验、阅历、认知和利益等因素，人们可能看到的是不同的问题，或者对问题有不同的定义。而在一个组织中，一个问题一旦被组织的当权者给出了官方的、正式的定义，对问题的这种定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给问题定了性，并相应地决定了信息的收集、行动的依据、人员的参与和采取的程序：什么是相关的信息，传播的范围以及传播的渠道；什么是合适的行动，是强烈激进还是春风化雨，是大张旗鼓还是悄无声息；什么人可以参加，他们的责任、义务和权利如何；什么是正当的程序，是自上而下还是上下互动，是允许试验创新还是一味循规蹈矩。

对问题的定义影响了人们的认知和作为

著名行为决策学家巴泽曼教授曾经举过这样一个例子：一个公司面临营业额连年下滑的危机，必须采取相应的行动。假设有人提出如下两个方案。方案一至少可以保证40%的员工能够坚守岗位，并保住60%的生产能力，而且一旦市场有所转机，下岗的员工可以被迅速召回并恢复原有的生产能力。方案二需要立即让60%的员工下岗，并直接丧失40%的生产能力，下岗的职工能否再返岗或被妥善安置，完全要靠市场转机和运气。如果把这两个方案同时拿出来，让读者模拟决策者对两个方案分别打分，表明自己的支持程度，很可能就会有人更倾向于方案一，因为它显得更加正面和积极，大家看到的主要不是威胁，而是机遇。

其实，上述两个方案是完全相同的。同一件事情用不同的标签来定义和辨识，也会导致不同的理解、影响和效果。当问题被定义成机会的时候，一个组织往往会允许和鼓励大量的外部信息，采取更加勇于冒险的行动，导致多方面的积极参与，尝试新的思路和办事程序。当问题被定义成威胁的时候，一个组织通常会限制新信息的收集和传递，行动趋于紧缩、冻结、僵化和保守，参与决策的人数会减少、参与程度会降低，更加信奉现有的组织体系和惯用程序，对控制机制的应用会更加频繁和严厉。

当年，睿智务实的小平同志倡导的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口号，给人的是有希望和有机会的感觉，激励人们奋发向上，打破平均主义的低效率，坚信“发展才是硬道理”。如果从另外一个方面来思考和表述同一个问题——“让大多数人暂时相对穷下来”，则无疑会令人焦虑和泄气，招致更多无休止的争论，甚至引发更多的反对和阻力。

对问题的定义赋予了某些部门正当的权力

如果一个企业由搞财务的人或者倾向于用财务视角思考问题的团队把持，任何问题都可能被定义成财务问题。因此，这个企业所有重大问题的决策，都必须有搞财务的人参与。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福特汽车公司，一直延续着当年（20世纪20年代）由于重视成本和效率而沿袭下来的“财务部门对所有问题有最终拍板权”的习惯和规矩。而福特在80年代日益面临的产品创新的挑战和压力并没有被定义为关键问题。同样，一个决策团体如果把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定义为市场营销问题，这个定义本身就可能自动排除某些人或部门参与决策的权力。

因此，定义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它既可广邀支持、协作、承诺和努力，也可控制全盘、锁定僵局，甚至打压对手、铲除异己。

对问题的定义与再定义贯穿于整个决策过程

对问题的定义贯穿于整个决策过程。决策往往是一系列的行动选择，而不是一锤子买卖。旧的问题解决以后，会产生新的问题。而新问题和老问题，从长期的决策序列来看，很可能是同一个问题，或者是对同一个根本问题的不同侧重、强调和包装，甚至是完全不同或者相反的定义。也就是说，在长期的决策过程中，对问题的定义也会被反复地提及，或者因为主动自省，或者因为分歧疑义，而最终则多是因为不同集团和方面的利益。决策者在组织中权力的变化起伏、对话语权和决策权的获得和丧失，以及环境背景和企业自身的变化，都可能会导致对问题的不同理解、把握和操纵，以及对问题的不同定义此消彼长、波动震荡。

问题定义的变迁反映组织内外需求的变化

韦斯教授曾经列举美国政府政策的改变来说明其观点。比如，美国联邦政府在收集公民个人信息方面，对这个问题本身就经过了相互矛盾和冲突的不同定义之间的多次较量和反复。从大萧条时期后的罗斯福新政开始，为了更好地管理政府福利项目（当然也有为了更有效地征税等其他目的），政府需要收集关于纳税人的私人信息。这种对问题的定义被称为“政府情报”或“政府知情权”定义。

时至20世纪后期，民众对不同政府部门重复收集私人信息，既有不堪文牍重负的抱怨，也有对政府可能过分介入个人隐私的反感。因此，国会通过法案来减轻民众的文案负担，限制和减少政府部门对民众的信息收集。当这种“减负”和“保护公民个人隐私”定义占上风的时候，政府也不得不做出姿态，裁减部门、合并表格等。某些部门则趁机招兵买马、扩张势力，另外一些部门则可能不幸地遭到对手在新的问题定义下以合法名义进行的毁灭和打击。

问题定义的变迁背后反映的是不同意识形态思潮的时髦与背运。而如今，在遭受恐怖主义袭击后，国家安全成了重要考虑，“政府知情权”定义又再次大显其威。进入美国的外国人，也要被照相并按手印留档。新成立的运输安全总署（TSA）则更是大肆扩张势力。在反恐的旗号下，政府公然监听公民的私人电话。这曾经是难以想象的。

对问题的再定义是序列决策中的必需

再比如，美国出兵伊拉克，也是一个序列决策。刚开始对问题的公开定义是要寻找和消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后来，随着事态的发展，不得不将问题定义成“在全世界范围内保持对恐怖主义者的遏制和先机”。用这样一个更广大和宽泛且不太容易让人明显反对的定义，就比较利于当初决策的继续实施，并进一步寻求对策。这样，既避免了承认当初决策不太慎重和准确的尴尬，也避免了马上改变航向（比如撤兵）所带来的丢面子和麻烦，而且可以赋予出兵阿富汗等其他军事行动以合法性。所以说，对问题的定义会反复出现在决策实施的过程中。

想一想中国的实践，启示也是一样的。例如，千百年来，对孔夫子的定义就一直不断地被当权者翻来覆去，“圣人国师”“道德楷模”“酱缸源头”“丧家走狗”，如此往复。再如，当下，同一个企业内对自己业务范围的定义也会随时间变迁。有些企业可能今天说游戏耽搁甚至毒害青少年，我们永不涉足游戏业务；明天又说游戏也可以是健康的并帮助年轻人开启心智，我们决定为游戏行业的健康发展尽我们应尽的责任。

对问题的定义是决策的结果

对问题的定义也是决策的结果。由于决策制定和实施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人们对问题的理解，也很可能会随决策过程而变化，直到决策的结果和成效清楚地证明了对问题的某种定义占了上风。只有这个时候，决策才告一段落，我们才真正看到并理解决策过程所遵循的那个关于问题的特定的、具体的、实际的定义，并将它作为决策产出的结果，来正式追述它，承认它，明确它。

对问题的这种定义，尤其是在决策实施带来的结果比决策之初的情形有明显改善的时候，会被用来引证当初的选择是明智的，决策是适当的，实施是满意的，一句话，抓住了问题的根本和实质。

对问题的定义是某种初始定义下决策实施的阶段性结果

比如，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以下简称美联航）把它的业务定义为“出行服务”而不只是航空运输，于是它曾兼并了一家汽车租赁公司和一家高档酒店，要提供一站式服务。然而，这种一站式服务完全可以由各类旅游公司替代进行，不需要一家航空公司去实际购买、拥有并管理酒店和租车业务。由于三种业务面临的挑战——技术特点、业务流程、管理方式和顾客需求等——大相径庭，美联航并不具有管理其他两项业务的能力。经过几年实验之后，美联航最后决定回归其航空主业，卖掉了其他两项业务。这个案例表明，美联航关于业务定位和经营范围问题的定义或曰再定义，实际上是经过不同的定义较量后，并在其他竞争性定义被付诸决策和实施之后的产出及结果，并且强化了对“我们的使命到底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原有定义，使之更加关注其主业。

对问题的定义与核准是不同定义交锋检验的结果

即使对问题的某种定义从一开始就被很多精英或高瞻远瞩者认为是错误的，这种对问题的定义，在某些情况下，也应该被给予机会，让它去竞争，去表现，以至于最终被否定，被淘汰，被当成反面教材。我们平常说的所谓过程公正，大概也是这个意思。给人以失败的机会，这样大家才会对那些相对比较确切的问题定义心服口服。从这个意义上说，流行的、实际的、最终的问题定义往往也是决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产出的结果，而不是决策前就已经被明确清楚地奉为纲领的指路明灯。作为某一阶段决策结果的问题定义，也就成了下一阶段决策的起点，直至新的定义（由于新的人和事以及新的环境特点）来取代它，或者与它竞争。

以此观之，对问题的定义的确贯穿于决策过程的始终。而如何定义问题是每一个欲有成就的管理决策者必须学会的一项基本功。对问题定义的操纵可以增进和巩固自己在组织决策中的话语权与核心地位。具体如何定义问题呢？问题的定义有哪些基本路数呢？下面我们具体讨论问题定义中两个比较常见的要素：务实与务虚，机会与威胁。


对问题定义的操纵

问题定义中的务实与务虚

问题定义是行动导向的

对问题的定义，通常都是行动导向的，或者蕴含在行动之中。问题的解决，需要一系列相应的行动。因此，对问题的定义，一定要考量与之相关的行动及其使人们感受到的意义。任何人类活动都包含两个基本层面：务实和务虚。作为（或者自认为）有思想的高级动物，人类在进行各类活动的同时，总是喜欢并试图去思考和理解行动本身或背后的意义。通常由于利益和兴趣的驱使，也可能因为审美或世俗的考虑，有时纯粹就是为了满足所谓的求知欲，要刨根问底，有时也习惯性地要求干什么都得有个说法，要弄清道理。无论如何，人活着，就得有意义。

行动需要被赋予意义

人类活动，在如火如荼、实实在在地进行之时，也就是名义、标签、目的、动机、说法、借口、理由、意义等被大肆渲染、此起彼伏之机。于是，虚中有实，实中见虚，虚助实行，实亦强虚，虚实并进，往复交替。在实与虚的与时俱进中，一幕幕精彩的故事得以上演，一代代多姿的百姓生生不息。有人清清楚楚地活着，有人浑浑噩噩中死去，有人明明白白地痛苦，有人糊里糊涂地欢喜。生命在传承，生活在继续。同是一番人生世事，不同的人感受的是不同的意义。

行动一旦被赋予某种意义，行动也就不再是简单的行动，它便融入某种信号体系中，具有典范的作用，成为以后行动的依据。意义可以神圣、崇高、美好、壮丽。比如：

“不为五斗米折腰。”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只有首先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辛苦我一个，幸福千万家。”

“高举民族工业大旗。”

“抵制日货！”

某些行动的意义，也可以意味着恶劣、龌龊、无耻、不义。比如：

“为富不仁。”

“资本家的乏走狗。”

“走白专道路。”

“叛徒绝没有好下场！”

“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口是心非。”

当一个活动被赋予了某种意义以后，人们才决定是否全身心地投入，是否本能地抗拒；抑或不痛不痒、无动于衷，抑或阳奉阴违、表里不一；或是嘴上说好，而实际不动，或是干得欢实，而只字不提；要么鼓励别人积极行动，自己袖手旁观，要么自己当仁不让，他人根本没有机会参与。因此，意义既是诱导和引发行动的秘密，同时也是阻止和抵消行动的利器。

意义营造：务实与务虚

对意义本身以及意义形成和作用过程的管理、控制和操纵就是务实背后的务虚。“务”显然带有“谋”的色彩、“管”的含义，是某种主动的姿态，是某种有预谋的筹划和鬼谧。而“虚”就是“实”背后强大的符号体系，是在社会组织中广泛共享和通行的“意义”。“务虚”就是去运作这种意义的营造、维持、传播、修正和监控体系。

管理，恰恰就是这样一种特定的人类活动。务实，就是要让人们扎扎实实地做事，达到组织的目的；务虚，就是让人们在卖力的同时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很值得，非常有意义。笔者曾经在另一本书《管理的境界：人靠谱、事办成、幸福生》中强调，管理的理想境界在于让人们心情愉快地用正确的方法去做正确的事情从而达到大家共同的目标和各自的期许。这种境界不仅关照了组织管理的目标导向性——做正确的事情（有效力），以及资源配置和组织过程的优化——用正确的方法做事（有效率），而且很好地兼顾了组织对任务的重视和对人的关怀这两个通常此消彼长、难以协调和平衡的挑战。

问题定义中的虚实结合

当然，这并不一定就是说，“管任务”是务实，“对付人”是务虚（虽然很多情况下的确如此）。实际上，无论是管人还是管事，都可能包括务实与务虚的成分。要把事儿办成，需要通过务虚调动人的积极性，给人以足够的象征性理由和激励；而要让人心情舒畅地做事，不能只“玩虚的”。靠复杂和强大的符号体系去鼓动、指使、怂恿或蒙骗他人做对自己不利的事情，或根本违反人的利益的事情，是不可能长期持久的。

长期而言，利益是人的行动的根本驱动力。在利益面前，谁都不傻，一切虚终究只是虚。在人们的基本利益得不到尊重、保护、满足和增进的情况下，任何表面上的、流行的符号和意义都会显得多余、滑稽，从而具有讽刺意义，根本抵不过人们自己所理解的事情背后的真实意义。

组织之所以区别于市场，并不只像经济学家想象得那样，只有交易费用在作祟。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组织的社会性和它的价值体系，亦即共享的意义，决定了组织成员的主要关注点不在于就业合同和与组织的交易，不在于组织成员是否在与组织的日常重复的交易中得到了应得的待遇，而是会在大多数情况下更多地考虑自己是否合群，是否符合组织规矩，自己是否有业绩，跟同事比怎么样，别人（上级、下级、同事）怎么看待自己，等等。

让同事对自己有好感，让组织觉得自己很忠诚，让老板觉得自己可信赖，应该说，在组织中，这都意味着最终符合自己的利益。因此，即使是自己为组织、为同事、为他人有所牺牲，也是极其有意义的。如此，一个组织公民就诞生了。组织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我们在共同成就某种惊天动地的大事业。能成为这样的组织中的一员，我骄傲，我激动，我欣喜，我庆幸都来不及。也就是说，在硬邦邦的实在道理（费用、报酬、理性）之外，还有虚的存在空间和相关意义（牺牲、奉献、荣誉）。

营造大家持续与组织为伍的理由

说白了，管理的务虚，在很大程度上是给组织成员寻找和造就某种继续参加游戏的理由，不管你是春风得意马蹄疾，还是犄角旮旯受排挤，抑或小马扎稳稳地坐着，不高不低，没有沙发舒服，但总比蹲着、站着有福气。这种理由、这种符号、这种意义，在某些情况下更是显得重要和不可代替：你要相信公司，相信领导，相信群众，相信社会，相信组织，虽然现有组织活动的结果和过程对你来讲，并不公正或不完全公正，或者结果和过程比较公正甚至非常公正，但就是并不对你有利。这不禁让我想到过去的某些说法，比如，“您这辈子积德行善，忍气吞声，下辈子不就有好日子了吗？”“哪能老轮不到您呢？”为了下辈子的福气，这辈子怎么着都有意义。

如此，管理者需要营造一种制度化的、共享的信仰和价值体系，从而赋予组织面临的问题和相关的行动以共享的意义，并不针对某一个人，而是贯穿整个集体。在美国，警察退休通常会得到一块金表，以资奖励和嘉许。欢送会上，退休的警员很是让那些初出茅庐的警校毕业生羡慕。这就是制度化的诱惑和激励。中国某保险公司的董事长，个人魅力非凡，而且平易近人、乐善好施，年终庆功会上热情地拥抱他手下那些在各方市场攻城略地、业绩卓著的干将们。某干将言：“这辈子，被老妈抱过，被老婆抱过，再就是被董事长抱过。有董事长这一抱，明年不给奖金也玩命干！”这就是精神的力量。士为知己者死，这话实在不虚。

名义与借口的妙用

务虚的关键，在于善用名分、名义与借口。中国人做事讲究师出有名，并且希望名正言顺。外国人大抵也不例外。什么是名呢？简而言之，名就是名分或名义，是对某种活动或行为的动机和出发点以及要达到的目的所做的口头或文字上的表述、交代和解释。

名义与真实动机的关系

当外在名义和真实动机完全一致时，名义或名分所代表和昭示的便是行动背后的真实理由，可谓名实相符、实至名归。当外在名义和真实动机出现偏差的时候（但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契合），名义便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活动或行为的借口或托辞，可谓名实有背、言行相隙。当实际名义和真实动机完全背离的时候，名义便成了纯粹的欺诈和骗局，所谓瞒天过海、欺世盗名，“挂羊头，卖狗肉”。比如：

“为了您的爱情，请您买我们的钻石、鲜花、巧克力。”

“以危房改造的名义，我们开发商品房，变相圈地。”

“喜欢纯天然、绿色、环保和创新吗？快来买我们最新研制（自己染）的绿色大米。”

在通常的社会交往和组织活动中，虽然我们可以通过观察一系列行动来推断人们做事的真实动机，但真实的动机往往很难在事前被清楚地了解。于是，在事前，人们对某些活动或行为进行判断的唯一依据便是它们所假借的托辞和名义，很少去追问名义背后的真实动机。由此，久而久之，人们对事物的判断便依赖于对其名义的判断和考量。

对于那些心怀各种动机的做事者和他们的反对者而言，这种对名义本身的依赖和仰重给了他们广阔的想象空间和实践余地，去创造或去破坏，去实现或去阻挠，从真实的谎言到莫须有的罪名。比如，一个大企业或老品牌，可以用自己产品的安全性强和可靠性高来作为宣传卖点，打压那些不知名但有实力的挑战者。一个新兴的企业也可以动用反垄断法，帮政府寻找收拾那些强势企业的口实。

名义的种类

名义可以有不同的种类。它可以是约定俗成的礼数，也可以是祖宗留下的规矩；可以是白纸黑字的法令，也可以是传说中的惯例；可以来自双方的默契，也可以基于对第三方的考虑；可以神圣不可企及，也可以纯粹是自身利益；可以非常宽泛，也可以非常具体。

比如：

“出于国家利益……”

“以上帝的名义……”

“本着弘扬传统文化的宗旨……”

“这是组织对你的考验。”

“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

“为了更好地为客户服务……”

“看在令尊大人的面子上……”

“我也是为了这个家呀！”

通过诉诸各类符号、概念、修辞、故事、传说、神话、典礼、仪式、迷信、理想、主义、制度、法律，等等，行为才似乎显得比较名正言顺，有意义。比如时下，某企业要创建一个新品牌，最好是能挖掘出千年的文化底蕴和深厚的人文内涵，这就得首先在名义上下大功夫，玩符号，炒概念，修华章，编故事，整传说，搞仪式，办典礼，谈理想，送关怀，做鉴定，造神话，不然顾客咋能迷信呢？！策划大师及其雇佣者们乐此不疲，不是没有原因的。一个好的名分，就是一个好的卖点。

当然，故事还要讲得符合社会的各类制度安排，不触犯法律规章，不明显与社会习俗背离。

名义的三大功能

名义至少有三大功能。名义可以赋予行动以合法性（Legitimacy）、可信性（Plausibility）和可行性（Feasibility）。首先，行动背后有法律依据、制度依据或其他被大家接受或认可的依据，行动者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压制反对派并使之就范。其次，由于人们很少挑战各类冠冕堂皇的名义，并经常把这些名义（通常是大义）视为理所当然、天经地义，因此便不大怀疑行动背后是否有其他真实的动机。这样一来，行动所标榜的名义就会比较可信。最后，由于合适的名义和借口帮助消除或降低了人们对行动本身的怀疑和阻挠，行动的可行性也会大大增加。

这三种功能在名义和动机既有重合又有分离的情况下，表现得最为突出。当名义和动机完全吻合的时候，没人会也没有必要去花心思讲名分、找借口。如果名义和动机完全不搭界，那么拼命找出些名义也很难服众，至少长期内不可能。

美国得克萨斯大学的花百蒂教授（Betty Sue Flowers）曾经潜心研究她所谓的人类社会的四大神话：宗教、民主、英雄和经济。每种神话背后都可能是真实的利益，也可能是虚妄的名义。她曾以第一次海湾战争为例：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打的是经济仗，用的却是恢复沙特阿拉伯民主权利的名义；伊拉克的萨达姆实际推行的是个人英雄崇拜，而用的则是伊斯兰圣战的名义。实际而言，双方的名义和借口都有问题，但又都在某种程度上站得住脚，竭力使双方各自的民众在很大程度上都觉得政府的行为合法有理、可信可行。

名义之所以有上述功能，跟其特点是分不开的。人们通常所援引的名义的最大特点就是很容易被人们理所当然地接受，不容易激发人们的疑问和挑战，用起来比较方便。比如，很多名义和借口都是未经检验的假设（Untested Assumptions）或未经挑战的习俗（Unchallenged Conventions），但经过社会化的包装和演绎，便成了无可非议的规矩（Rules Taken for Granted），具有超强的可信性。当年，那些地主河霸们可以用“祭河神，祈求保佑渔民”的名义做借口搜刮地皮，并且世代相传，屡试不爽。而渔民们一出生便要接受“河神存在”这个大家都接受的所谓现实（Social-ly Construed Reality）。这就是以漂亮名义做借口的明证。

名义成为借口

名义之所以能成为借口，首先在于有选择的代表性：以偏概全。把小的优点放大，对不利因素闭口不谈。借口之所以能够奏效，还在于它通常是经过严格审查的正统说法。这种正统说法往往给人们某种心理上的安全感。借口之所以能够理所当然，就在于它强烈的制度化，作为名义的传统、习俗和神话不断地被重复上演。借口之所以能够历时长久，还在于行动主体不懈的把关：拒绝任何挑战。

对挑战者的惩处，或诉诸强权势力，或诉诸习俗传统，或诉诸制度法律，使得名义和借口得以贯彻执行。对于这些名义和借口，那些对行为动机持怀疑态度者们或者不知真假、难辨真假，或者因为怕惩罚而不敢挑战，因为事不关己而不愿挑战，因为没实力而不能挑战。况且，这些名义都是“为你好”，你还有什么理由来挑战？！

你可能会纳闷：“大米已经被种了几百辈子了，都是白的。谁听说过有绿大米的？！”可能立马就会有人（很可能是你身边的人）反驳说：“什么？你不相信科学？这是人家新研制的纯天然品种！”有理性敢怀疑的人倒是不少，可又有多少人愿意被别人视为科盲呢？于是，老百姓们也无奈地穿上了“皇帝的新衣”。骗子们更加自鸣得意。有人能攒美国畅销书《没有任何借口》，就有人敢说他们蒸包子的技术是六西格玛加纳米。

当然，名义不但可以使人和企业对逆境和困扰防守应对、行动自如，而且可以使他们在各种社会活动和交易中抢占上风、主动出击。30年前，在美国的沃尔玛，每个店入口的地方，都有一个员工向顾客问好并帮顾客准备好购货的推车。在没有电子安全监测系统的年代，某些贪心的顾客拿了商品而不付款，企图从入口溜出去。门口这个员工起初的实际作用就是为了对付这些盗贼的袭扰，但他表面上却是以迎接和问候顾客的名义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既温馨，又仁义。一石二鸟，平中见奇。

名义的应用实在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在文明社会中，蛮横强加的名义越来越少了，而错综复杂的符号体系却大受青睐。明枪易躲，暗箭难防，“糖衣炮弹”最吃香。

“为了您的健康……”

“关爱生命。”

“回归自然。”

“心灵的沟通。”

“爱的见证。”

“物超所值。”

“我就喜欢！”

“成功人士的选择。”

“非一般的尊崇感受。”

“尽享人生美妙瞬间。”

瞧，商家都是活雷锋。人们不一定信，但通常不那么反感。看样子，在操纵问题定义方面，名义和借口的空间还很广阔。

定性与贴标签：机会与威胁

通常情况下，针对我们所受到的外部刺激或者遇到的问题，我们倾向于给问题粗略地定个性，看看它到底是一种威胁还是一种机会，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对于一个组织而言，亦是如此。由于组织的定义通常需要某种倾向性和行动性，因此定性不可能过分模棱两可。在某种特定时期和场合，问题的定义通常是非此即彼，要么主要是机会，要么主要是威胁。这样，组织中的人员才能感觉相对不困惑，并且在行动上有据可依。因为在通常情况下，组织应对机会和威胁有不同的程序和倾向。如果模棱两可或者说机会与威胁同时存在，那就说明大家还没想清楚，组织还没有明确给出定性，因此组织也无法有相应的行动。原因很简单，组织中通常没有应对“既是机会又是威胁”的流程去启动任何行动。只能暂等。

机会与威胁产生不同的组织反应

在管理学文献中，机会可以被理解为具有正面的、获益的和可控的三种特点；威胁则是具有负面的、损失的和不可控的特点。两种不同的定义不仅影响了组织中人对问题在情感上的不同体验和感受，而且启动了不同的组织流程。

面对威胁类型的问题，决策者通常会采取紧缩的应对方针，加强控制，减少参与，以及做出更加集中的决策。决策者希望有一个迅速的反应。此时的关注焦点和应对措施，通常会收敛于组织内部，从而容易进行控制。组织成员则可能出于对被定性为威胁事物的厌恶或恐惧而拒绝积极参与，多是逃避责任，冷眼观望。

如果决策问题被定义为机会，则高层管理决策者更容易授权给他人去做与利用机会相关的任务，扩大和强化组织对机会进行反应时的群众基础。组织成员更可能有热情去积极地参与其中并且担负责任。此时的关注焦点和应对举措，大多倾向于向外部扩展，去进一步捕捉机会、利用机会。

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们更愿意冒风险去避免某一特定数量的损失（威胁），而对于相同数量的收益（机会），人们愿意冒风险的程度则有所降低。因此，如果决策问题被定义为避免损失，则决策者愿意冒更大的风险，采取较大幅度的行动，去应对威胁，以便自保。如果决策问题被定义为机会，比如获得潜在收益，则决策者愿意冒的风险就可能相对较小。

总之，不同的定性，引发不同的组织反应态势和运作流程。正像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另外一种问题定性：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手段可能完全不同。这就是定义问题的重要性。


对问题定义的摸索和探寻

上述讨论的对问题的操纵，一个基本的假设是管理决策者对问题有足够的理解以及足够的掌控空间。事实上，由于有限理性的约束、问题与环境之复杂性以及不确定性的困扰，决策者自身有时也很难清楚地界定、把握或者解读他们实际面临的问题，或者难以预见那些需要他们去积极定义和主动解决的问题。因此，他们必须在行动中摸索探寻，在行动中发现问题，锁定自己的真实目标。有时，他们也需要向别人咨询请教，去问别人问题，去问别人自己的问题到底在哪里或者究竟应该怎样解决自己的问题。下面，我们探讨两个方面：一是如何在行动中发现自己的问题和目标方向，二是如何向别人问问题。

目标在行动中游移

目标明确的可能性

管理决策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决策者的实际目标。那么决策目标应如何确定呢？如果我们相信有限理性的假设，则至少在高度复杂与不确定的场合，目标往往不可能在决策之前完全清楚地被认知和界定。如此，目标会在行动中飘零游戏，在选择中被体味，在路径中被揭示，在行动中被逐渐明确，在变化中被不断修正。

在众多的管理学教科书中，“目标明确”通常是作为管理决策的一条铁律来呈示的。这种说法和警示，从基本道理上说，应该没错。没有目标，何谈路径、方法、手段和战略？有了目标，才能有的放矢、方向明确。然而，在现实的决策过程中，确实存在着目标本身的确定非常依赖于其实现手段与路径的现象，或者一个决策将某个目标及其实现路径与手段同时锁定的情形。也就是说，选择某种方法，先干起来再说，然后再逐渐修正、调整，甚至放弃、转移，在行动中确定、理清目标。

具体目标（偏好）随着某种可选方案的出现而锁定

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有位知名的组织行为学专家特里·米歇尔（Terry Mitchell）。有一次他要买新车，于是将自己的目标与喜好逐条列出，并以之为标准对经过初筛的几款车型进行打分，运用了若干种流行的决策理论与手段去分析比较。无论怎样分析，其中的某款车型都屡屡得宠、每每胜出。然而，最终这位教授却买了另外一款车。他自己的解释很简单：因为它是蓝色的。

教授买新车，可能在实现了购买选择之后，才真正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对那款蓝色的车情有独钟。也可能在没有见到那款蓝色的车之前，他根本没有把颜色看得太重。而正是这种颜色的出现，唤起了他心灵深处的某种审美偏好。然而，如果在正式分析时就把蓝色这一单项的权重定得很高，压倒一切，又似乎显得很不理性。这时的决策目标，可能连决策者自己也觉得飘忽懵懂。些许情感，几多理性。难以完全说清。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有位硕士毕业生，在申请博士项目时分别报考了美国西北大学、得克萨斯大学、佐治亚理工学院、香港科技大学等校的计算机工程、管理信息系统、供应链与生产管理、公司财务等多个专业。他到底要干什么呢？他的职业目标究竟是什么呢？大方向应该还是清楚的：也许就是为了去境外深造；也许是为了充分发挥和应用他较强的数理能力；也许是“多撒胡椒面”，哪家给的条件最优厚就去哪里。

学生读博士，在多种可选择的路径中尝试、比较，一旦选择了某种路径或者说备选方案，同时也就选择了一个比较具体的阶段性的职业目标。比如，大概知道到境外读学位，基本方向是应用数理技能，实际要做什么、具体目标如何，先不去管，不去强行排序，一旦选定了某个专业与学校（比如唯一被录取的学校、奖学金最高的学校、女友或者要好的朋友同去的学校等），决策的目标便迎刃而解、一目了然。也就是说，这种决策模式下，决策的做出要看可行的路径和方案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出现。决策一旦做出，也就意味着具体的目标和解决方案同时被锁定。

目标需要在行动中锁定的因由

由上述两个有关个体决策的例子我们可以粗略地看出，目标的确定往往并非决策的基础与前提。在摸索选择中辨析自己的归宿与诉求，在具体的路径中揭示决策者的偏好与企图，在实际的行动中逐渐审视和明确自己的目标。这样做虽是迫不得已，却也大致上合乎情理。如此这般的原因，至少有如下几种。其一，决策者无法在事前明确地知晓或者清楚地描述决策的目标。其二，决策者目标的确立取决于所出现的备选方案与路径的特点及其可行性。其三，决策者面临多种相互冲突的目标，难以清楚地排序和确定。其四，目标的明确通常是一个连续化的过程，需要在事中体会和修正以及在事后追认与确立。

组织中的目标变迁

个体决策如此，组织决策大概也不例外。当许多人仍然认为其主业是计算机业务的时候，IBM的经营目标正悄然而从容地向系统集成与服务领域转变。也许IBM的PC业务在2005年之前甚至更早就应该被卖掉。但关于公司未来经营方向和目标的公开辩论与较量，很可能会在公司内部遭到PC部门元老和当权派出于维护自身利益和声誉而表现出的反对和情感抵触，而逼迫大家在这种“路线”斗争中站队表态更会造成无谓的内耗和纠纷。同时，公开的辩论也会在公司外部引发竞争对手的关注与警觉。然而，这种转变毕竟在不动声色地进行着。其经营目标的转移与逐步确认可以从它历年的投资趋向与收入来源的变迁中窥豹见斑。

当英特尔在记忆储存装置业务中受到日韩企业的攻击而节节败退之际，其早先已经染指渗透的CPU芯片业务越发成了救命稻草。英特尔起初也并没有像微软那样远见清晰，其经营目标向CPU的转移也是一个自然渐进过程的结晶。同样，当G.D.Searle公司发现了阿斯巴甜之后，便从研制胃溃疡药品全线转移到人造糖的业务。当万科卸载了其他业务而专注于房地产行业时，其目标经营领域才得到了清晰的界定。这些企业都是在经营活动的行进当中，由于对某个路径的尝试和某种手段与方法的实验，以某种初步成果为平台和契机，才逐渐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到底是吃哪一路的。

目标在行动中展现

与个体决策与企业决策相比，政府决策更是具有浓厚的目标色彩和强烈的象征意义。比如说，美国某届国务卿上任伊始，如果没有在第一时间会见以色列外交使团，以色列方面便会感到不安，揣测美国的中东政策是否有细微的改变。再有，由于政府必须安抚各方利益集团，因此，其决策目标的陈述通常比较宽泛、抽象、模糊，轻重不分，虚实难辨，比如公平与效率兼顾。无论怎样粉饰，政府决策的实质性目标往往都是昭然若揭的，只看其资源分配便可初见端倪。

世界上恐怕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敢说教育不重要、环保不重要，也很少有政府会说文化艺术与精神文明不重要。恰恰相反，许多国家的政府经常都会把这些领域极力鼓吹为国家建设与发展的重点目标。比较各个国家在这些方面的预算支出与其他领域预算支出的相对大小，便可比较清楚地看出一个政府的政策到底是以牺牲公众利益而获得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片面增长为主要目标，还是将教育、环保、文化艺术与精神文明等当作宗旨来奉扬。

目标在行动中变化

不管是个体决策还是组织决策，其目标往往是随着决策环境的变化以及手头备选方案的出现与变化而变化的。一个人在解决温饱问题的时候，其阶段性的目标可能非常具体，就是温饱。当他发现自己的某些选择与手段不仅可以温饱，而且可以富裕的时候，他才可能意识到并确信，原来自己生活的目标不仅是温饱和富裕，而是要比别人更富裕，并且要让别人知道自己比富裕还富裕。一个企业的目标可能是做大、做强、做久，也可能是圈钱、洗钱、逃窜，还可能是能够做大就大干，不能大干就小干，随时准备去逃窜。

对于个体决策者来说，不去过多地较劲纠缠于目标的冲突与排序，可以省却时间，顺其自然，让具体的决策选择本身来解决目标偏好纷繁复杂的困扰。对于企业与政府决策者而言，这就意味着，在某些问题上不争论，不强攻，不激化矛盾。不管大家各自的目标相去多远，只要大家（或者大多数）对某项（些）决策能够有最大程度的共识，并能接受该项决策及其实施后果，就应该通过该决策行动起来，没必要在目标间的冲突上踯躅盘旋。如果我们沉溺于“姓资还是姓社”或者“到底让哪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无休止的讨论，改革不可能走到今天。

决策者确实可能并不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目标，也可能不愿意或者不适合清楚地向大家挑明实质性的决策目标。无论如何，对目标的观察和把握必须以出台的具体决策为依据，从其赖以实施的路径、方法与手段来仔细探究。

管理者应该问什么样的问题

有些问题过于不着边际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著名相声演员马三立曾经说过很多关于旧社会算卦的事儿。非常出彩。其中一个段子说的就是某个媳妇的戒指找不着了，请一个盲人卦仙儿帮忙算算。马三立可谓快人快语：“你两只眼睛看得清清亮亮的都找不着，问他一个嘛玩意儿都看不见的瞎子，这不是倒霉催的吗？！”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寨。“请问陈永贵同志，我们平原地区学大寨，如何才能把梯田造好？”笔者没有费神去查找当年的报纸，但我想这类问题大抵是被某些企图赶超大寨的村镇领导们真诚地问过的。要依马三立的风格，回答肯定是：“他要有平原，还造梯田干什么？！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

2004年6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致福轩。伦敦经济学院院长戴维斯爵士做关于英国银行监管体系对中国银行业启示的专题演讲。演讲后，有记者提问：“中国很多银行的坏账率高达百分之十几甚至百分之几十，请问戴维斯爵士对银行坏账问题的解决有什么建议？”戴氏答：“英国银行的坏账率在1%左右，不是什么大问题。我对这个问题没有太多的经验和研究。”

2004年6月：杰克·韦尔奇访华。在北京、上海两场高峰论坛上，韦尔奇受到中国企业家的追捧，据传与会者支付15000元人民币就可以获得向韦尔奇当面讨教一个问题的机会。某企业掌门人不惜重金七问韦尔奇。其中一个问题是如何快速实现该企业与新近兼并的一家外国同业企业的整合，并使之良好运转、快速盈利。韦尔奇回答得很精彩：“十几年前我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正是因为没有很好的答案，才把它卖掉了，没想到今天它又被卖到了你的手里……”

为什么问不着边际的问题

媳妇问卦，可能在于没文化，缺乏起码的分析力。卦仙儿凭经验至少可以判断戒指大概可能失落的区域，水缸边、锅台前之类。所以，仔细说来，卦仙儿不是没有用处。问题是，这种问题是否需要请教卦仙儿，因为卦仙儿是要收费的。媳妇是否应该自己有所思考？说得好听点，“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说得难听点，这个媳妇有点儿弱智。但知道自己弱智，而求教于比弱智者更有经验和分析能力的人，也不能不说是弱智者的智慧。由于这种媳妇的存在，卦仙儿就有饭吃。当然，很多企业管理咨询公司也就有饭吃。

平原上学大寨造梯田的事儿，在现在看来似乎很荒唐。但在当时的情境下，大家感到的不是荒唐和可笑，而是激情与梦想，是时髦和摩登，是顺乎潮流、与时俱进。四五十年过去了，我们大概以为自己进步了很多，其实不然。向一个从来没有处理坏账经验的人讨教如何处理坏账问题，与向一个从未拥有平原的人讨教在平原上造梯田有什么本质不同呢？我们现在倒是不学大寨了，但总还是得学点什么吧！要不怎么进入500强，怎么与时俱进呢？！

学习什么呢？什么时髦学什么！于是，我们从旧的教条慷慨激昂地迈向新的教条。冲出中国，走向世界。现在不提“赶超”了，时髦的说法是“对标”，向世界级的“新大寨”和“洋大寨”们学习，谷歌、脸书、宝洁、通用电气。工作任务完不成“没有借口”，扫黄打黑要有“执行力”，防火工作要狠抓“细节”，防洪抗旱要有“战略”创意，副食店要“基业长青”，小煤矿要有“核心竞争力”，恐怕教堂寺庙也得掀起“平衡计分卡”运动的新高潮哩！

要学习、要对标，就难免有困惑、有问题。有问题，就难免要问。企业管理者应该问什么样的问题呢？这个问题其实是应该留给企业管理者自省的问题。连你自己都说不清楚你有什么问题，那么，什么问题都可能是问题。别人可以强加给你问题。这种现象本身就是问题。

什么是靠谱的问题

曾经有智者指点病人如何看病，准确地说，如何看医生。管理者不妨借鉴一把。病有三种：第一种病是现有医理知道的并能够治疗的，这种病不治有害，治则通常有效，容易痊愈或控制，比如，胃溃疡。这种病通常是要找医生治的。第二种病是不看医生也会自己好的，看了可能稍微好得快一点，比如感冒。医生可看可不看。可以根据经验，自己诊断，买些非处方药品，或干脆硬挺。第三种病，现有医理无法理解和解释，现有医术和药品无法治疗，不去看医生，治不好，去看医生，照样治不好，比如某些恶性肿瘤。

智者言：第一种病最需要去看医生而且最好是去看医生，这是他们拿手的也愿意做的活儿。第二种病最好不要麻烦医生，这不是他们拿手的。但医生往往喜欢这种活儿，因为他们可以把你的自然痊愈装扮成自己的功劳，并且收费不菲。第三种病主要是你和上帝间的关系，和医生没太大关系。如果上帝赐你奇迹，你就享受奇迹；但千万不要把医生当成上帝。

医生的职业训练和任务是准确地判断和有效地治疗他们能够治疗的疾病，而不是拿你当样本尝试奇迹在你身上是否会发生。当然，在医生和上帝之间还有研究人员。但在研究人员对第三种病的研究没有实质性进展的时候，你可以假设他们不存在，除非你愿意当他们的实验样本。

因此，管理者首先需要搞清楚的是，哪些问题自己可以解决，哪些问题必须请人帮助解决，哪些问题是自己和他人（比如咨询公司）谁都解决不了的。

杰克·韦尔奇号称超级管理天才、世界第一CEO、职业经理人的典范。如果韦尔奇果然神奇厉害、所向披靡，那么，连韦尔奇都玩儿不转的业务，别人再玩儿，能玩儿出什么花样呢？你若真能玩儿，还问韦尔奇干吗呢？

如果韦尔奇是上帝，他会给出答案。但韦尔奇没有，因为他不是上帝。如果韦尔奇是研究者，他会寻求答案。但韦尔奇没有，因为韦尔奇早就把那桩业务卖掉了。如果韦尔奇是个好医生，他应该只看他会看并能看好的病。韦尔奇这样做了，他是一位出色的医生。韦尔奇主政通用电气的时候，要求通用电气的每个战略业务单元都在其行业中数一数二。疑难杂症业务都批发给“专科医院”和那些实际上或者自认为比韦尔奇更能解决这些疑难杂症的CEO们了。所以要问韦尔奇，还是问韦尔奇拿手的本事，比如如何选择和考察管理团队等，而不是问那些韦尔奇已经拒绝诊治的疑难杂症。

道理很简单，学大寨没有错，但学大寨的核心不是造梯田，而是学习大寨人如何因地制宜、创新发展。有些问题，倒是不问也罢。

正是：

决策始自论问题，定调正名执大局；

笃持己见求共识，明辨威胁与契机。

审势定调邀承诺，善借名分合时宜；

游戏界定重实际，答案自向问题取。


第四章　决策过程：政治与权力应用

从对问题的定义开始，组织中的决策就不仅仅是纯粹的技术考量，而是彻头彻尾的社会政治过程，充满了刀光剑影的政治交锋，涉及权力的攫取、分配、保持以及展现和应用。在组织中，任何重大决策的出台与实施，大都离不开处于核心“权力联盟”中组织精英的同情与支持。组织中的精英，即所谓基于以往贡献和成就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游戏的裁判。其存在保证了组织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对于具体的组织未来发展方向与路径，这些精英之间也会有派系分歧。面对组织内外因素可能引发的组织变革，他们也会做出不同的反应。如何获取他们的同情与支持或者最低限度的容忍与默许，乃是组织中各级决策者必须积极应对的要务。本章详细探讨组织决策过程中政治与权力的应用。首先，我们界定政治行为，介绍各类政治游戏，讨论政治行为对组织的正负面影响。其次，我们考察组织中的各种权力基础并探究权力的获取和保持及其在决策中的应用。最后，我们着重探讨组织创新决策中诱引精英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管理决策乃是一个政治过程

就像我们在上一章揭示的，从对问题的定义开始，管理决策就不仅仅是一个理性分析和技术考量的过程，而是一个剑拔弩张、杯弓蛇影的政治过程，充满了利益的交锋和权力的较量。在一般人心目中，一提到政治或者权力，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是龌龊与肮脏，那些各种不可告人的无耻私欲以及根本拿不上台面的卑劣伎俩。其实，仔细想一想，政治原本是一个中性的过程。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离不开政治。在组织中，如欲达到既定目标，更是离不开相应的政治过程和权力运用。管理的一个经典定义，就是“通过他人把事儿办成”。通过他人把事儿办成，就必然要诉诸命令、劝说、激发、诱惑，当然也离不开鞭策、恐吓、操纵、惩罚。这就必然伴随着政治与权力的运用。在本章的第一节，我们首先界定政治行为，然后介绍组织中常见的政治游戏，最后探讨政治在组织中潜在的正反两方面影响。

什么是组织政治

政治的实质

政治至少需要三方主体参与。具体而言，一方主体通过影响另外一方从而搞定第三方，这是政治的实质。人一生下来就是政治动物。不同子女之间以及子女与父母之间的关系，是人类最初始的政治关系。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资源和父母的宠爱与关怀，不同的子女之间既可以互相友善结盟，也可以互相诋毁拆台，还可以独树一帜、与众不同。总之，其言辞作为是要影响另外两大主体（兄弟姐妹与父母）对自己的态度与行为，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即使是独生子女，也会利用父母中的一方来对付另外一方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孩子作为第三方的存在和作为，注定也会影响夫妻间的关系与决策。

圣人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笔者言，三人行，必有政治。政治行为的产生来自主体自身利益的驱使。因此，政治可以说是与生俱来、与人同在，难以逃脱、不可避免的。无论你喜欢不喜欢，政治都是一种自然的客观存在。然而，这并不是说，政治是人际关系中唯一的要素或者一定是主导的要素。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组织，都存在各种制度设计和安排，企图用相对正式的程序和规范来界定和影响人们的行为。这些设计和安排，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代替或者改变纯粹的政治行为，但它们不可能从根本上根除政治行为。

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

亚里士多德

那些过于聪明而不去参与政治的人受到的惩罚是受制于那些比其愚蠢的人。

柏拉图

什么是组织政治

根据我们对政治的基本定义，组织政治可以被理解为组织中三方或者多方主体之间为了自身利益互动博弈的行为过程。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在表面上看到的多是两方之间的博弈。故事中的第三方或者多于第三方的主体，可能出于自我保护或者其他目的，故意藏踪隐匿，使人难以觉察。也可能，在我们的观察与分析中，我们更倾向于关注的只是表现明显的两方，而通常不会去追问谁是潜在的可能产生作用抑或正在实际产生重要作用的第三方。

在组织管理文献中，一个通常被强调的观点是，政治行为是组织正式体系之外的一种非正式的运作体系。明茨伯格曾经将影响组织运作的体系分为位置权威、意识形态、专家权力与政治活动，并倾向于认为前三种体系通常是具有明确合法性的，而政治活动则并不是经过组织合法界定的。因此，组织政治自身，不论其目的与方法，通常是不具备或者不涉及合法性的（Alegitimate）。也就是说，组织中的政治权力（Political Power）不是由组织正规合法地授予的，并不广为大家接受，也没有经过官方的认证。作为官方正式体系之外的要素，政治行为可能会造成分裂或者矛盾，将组织中的某些人与部门同组织的正式体系相对立，或者在正式体系脆弱无力之际，将组织中的一部分人或部门与另外一部分人或部门直接对立。

组织中的政治活动，往往是通过某种具体的政治游戏来实施和进行的。这些游戏通常遵从某种游戏规则。而组织中政治游戏的规则可能多种多样，或显或潜，或繁或简，亦稳亦变，亦清亦浑，可宽可严，可强可弱。

组织中常见的政治游戏

不同的政治游戏在各类组织中不断地被上演，其前因后果以及过程特点也被西方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们系统地甄别和深入地研究。明茨伯格曾经系统地梳理过组织中常见的十三种政治游戏。也许，在我们这个权谋道术充斥于历史掌故和各类典籍的文明古国，这些游戏大部分不过是小儿科而已。我们单拿一本《三十六计》就可能让洋人目瞪口呆、惊诧不已。

然而，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生活和工作的众多华人职业人士甚至社会精英，往往抱怨自己无法融入西方社会的组织政治或者公司政治。这应该是一个很纠结的心理误区，一个很矛盾的实际现象。也许我们的古人比较强调务实和奋进。而今天的人们，则可能沉溺于某种道德至上的教条，严重无视现实，采取鸵鸟姿态，既看不上各种所谓肮脏的政治伎俩，又疯狂地嫉妒别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善自己的地位和境遇。

其实，你仔细想清楚就好了：古今中外，要在组织中实现自己的目标，一个人必须以积极健康的心态去应对组织中的各种政治游戏。此乃在组织中生存所必需。在一个组织制度健全、政治影响比较轻微的组织里，某些特定的技术岗位可能不需要与过多的人或部门打交道。只做好本职工作，不参与任何政治游戏，与世无争，也许是有可能的。即使如此，你仍然有可能被动地卷入某些政治游戏中。因此，你必须对组织政治有哪怕是最低限度的敏感性和相应的常识。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政治与道德无关。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

有人说政治是第二古老的职业。我发现它跟第一古老的职业令人惊奇地相似。

罗纳德·里根

如果你想在组织中有所作为，并且希望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方式有所作为，那你必须参与政治，获取权力。别无他途。有了这种积极的心态，下一步就是去理解和体味不同的政治游戏之特质要点，从而能够更加主动地参与或者应对组织政治。

表4.1列出了组织中常见的政治游戏。

表4.1　组织中常见政治游戏一览

[image: ]


资料来源：本表内容以及本节关于组织政治的讨论主要取材于Mintzberg, H.1983.Power in and Around Organizations
 .Prentice Hall。本书作者翻译整理。

组织政治的正面与负面影响

组织政治的潜在负面作用

毫无疑问，政治活动，作为组织中正式体系之外的非正式活动，甚至是不合法的活动，通常给组织带来巨大的额外成本和伤害。显然，政治可能造成组织中的人员分裂、气氛紧张、士气低落。政治活动也会耗费巨大的个人与组织能量，使之不能直接应用于组织的正常运营之中。另外，政治活动可以用来延续组织已经不再需要的权力基础，也可以用来引入组织根本不需要的新的权力架构。

如果一个组织中政治活动主导一切，正式的组织体系完全瘫痪，组织中的所有决策完全由政治体系取代，那么这种组织已经成了完全政治化了的组织，成了彻头彻尾的政治游戏竞技场。所有的行动都主要被赋予政治色彩，那么这种组织的内耗可能使其一事无成，甚至最终崩溃。

对于一个正常的组织而言，权力游戏，无论是否普遍或者激烈，都是在组织具有正式权力和系统运作体系这些大前提下的一种存在、一种不可或缺的补充和修饰，并且偶尔成为正式体系的一种替代机制。毕竟，政治活动也有其积极正面的作用。

组织政治的潜在正面作用

大家通常看到的是政治的阴暗面和副作用，对于政治活动潜在的、正面的和积极的作用，我们很少去系统地思考和琢磨。明茨伯格认为，如同正式的权力系统可以被滥用于组织的政治活动中一样，组织中的政治行为（通常是非正式的，甚至可能是不合法的）也可以被用来支持或促成正式的组织目标。因此，组织政治的一个正面效应，就是可以弥补或者纠正组织正式决策体系中存在的偏差与不足，比如，灵活性的缺乏。

首先，组织中达尔文式的“适者生存”的政治争斗可以促使组织中最强的人士占据最高决策的领导岗位。在残酷的组织竞争中，次优者或者软弱者基本上没有胜出的可能。

其次，出于各方参与者自身的利益，大家都会主动地在组织政治游戏中以各种方式亮相。这些政治活动可以尽量使一个问题的各个方面得到充分的争辩和交锋。而正式的组织体系则往往按部就班地推行一种方针政策。

再次，由于正式组织体系的压制和拦阻，某些必要的组织变革难以得到重视与实施。政治活动可以帮助撕开一些口子，引入新鲜空气。比如，“吹口哨”和“少壮派政变”游戏。

最后，通过政治斡旋，比如通过建立“关键候选人”等提前吹风与造势，或者通过有选择的结盟游戏争取获得大家的理解和支持，某些管理决策的具体实施过程可能会变得更加顺畅。

这里，笔者完全赞同明茨伯格的基本判断：“组织政治可以使我们烦恼，但它也可以为我们服务。”服务是我们必须争取的，烦恼则是必要的代价。当看到本节的游戏列表和分析总结时，那些在组织中有切身体会的读者可能会不禁莞尔，会心一笑。如果你看了没有任何感觉或者依旧愤愤然，则不妨先去练练瑜伽或者禅修，平心静气，养养精神。

正是：

组织难免有政治，各类游戏须详识；

既在组织体系外，亦与正规程序织。

激发活力求影响，润滑系统纠偏失；

游戏种类规则通，灵活应用好办事。


管理决策与权力的应用

广义而言，所谓的政治过程亦即权力的使用过程，涉及权力的获取、应用、巩固、把持和更新。政治就是通过权力的使用从而影响人们之间的关系和利益分配。权力，乃是实现组织目标和个人利益的重要手段。管理决策，归根结底离不开权力的应用。在组织中如何界定权力？不同的部门和个人可以构建哪些权力基础？这些权力基础之变迁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如何获取权力？如何保持权力？这是管理决策者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下面我们首先梳理权力的定义与分类，然后以战略权变理论为基础，考察掌权和专权的机制与秘密。

权力是最具劝说力的修辞。

弗里德里希·席勒

权力的定义与分类

简而言之，权力是影响他人的能力，是通过影响他人从而实现自己意图的能力。有关权力的一个经典定义，来自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他将权力界定为“在社会关系中一个行为主体在面对阻力与对抗的时候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的概率”。显然，既然是概率，就意味着权力并不是一个准确恒定的常数，而是一个根据情境变化的变量。也就是说，权力是一种潜能，一种“势”或者“场”，类似于我们俗语中对“权势”的解读。

具体而言，按照权力的来源基础，韦伯将官僚组织中的权力划分为三类：（1）来自法律规章界定的合法权力，比如正规组织中领导职位所赋予的指挥下属的权力；（2）由公认的社会制度安排所界定的传统权力，比如某个氏族中最年长者在某些事务上的最终评判权力；（3）由于个人魅力所带来的追随者的自然尊崇，即所谓的“卡里斯马权力”。与此相似，著名的管理者与管理学家切斯特·巴纳德（Chester Barnard）也明确地区分来自组织中正规职位赋予的位置权力以及由于个人特质所拥有的领袖权威。

在更加细分与包容的分类体系中，French和Raven两位学者将权力划分为如下五种：控制对别人奖赏的奖赏权力、通过强力胁迫别人的强制权力、法律和规章界定的合法权力、由于别人之尊崇和敬仰而拥有的尊崇权力，以及由于专家资质和特长而拥有的专家权力。显然，这一分类拓展了个人层面的权力来源。除了引人尊崇的人格魅力之外，一个人还可以通过某些领域的技术专长而拥有权力。这凸显了现代社会技术精英的重要地位和职能。

在另外一个相似的分类中，Ramesh K.Shukla则如此划分组织中的权力：

位置权力：由于组织中的特定位置带来的权力和职能。

专家权力：由于专家在特定领域所拥有的知识、信息和技术专长所带来的权力。

资源权力：由于拥有组织行动所需要的资源而拥有的权力。

政治权力：由于个人在劝说、谈判、结盟和利诱等方面的政治技巧而拥有的权力。与上述French和Raven的分类中的奖赏权力相似，Shukla这里界定的是广义的掌控资源的权力。另外，Shukla还特别界定了所谓的政治权力。与本章开篇讨论的明茨伯格对政治权力的定义相似，Shukla认为政治权力是一个人由于高超的政治技巧而拥有的权力，比如我们常说的“会来事儿”，能拉关系。

Shukla进一步指出，按照权力的权变理论，不同的权力基础对管理决策最终结果的影响取决于决策的具体情境。简而言之，决策的情景可以用两个维度来衡量：组织不确定性以及技术不确定性。当组织不确定性很高的时候，比如一个组织内的办事流程非常隐匿神秘、不公开透明，此时首先派上用场的是政治权力，其次是以掌控资源为基础的权力。而当技术不确定性很高的时候，比如生产线出现问题影响企业的正常运营，这时最为重要的，通常是以专家技能为基础的权力，其次是以掌控资源为基础的权力。显然，当组织不确定性和技术不确定性都较低的时候，按部就班，常规运作，没有什么事情需要临机处置或者即兴发挥，此时位置权力通常最为重要。我们将在下一小节继续探讨权变理论与权力获取和保持之间的关系。

有关权力的最新研究，聚焦在权力的展现方式上。Fleming和Spicer最近区分了片段式权力和系统性权力。片段式权力，其使用相对直接并较为清晰，指的是每一次就事论事的权力使用，包括强制和操纵。强制，指的是直接使用权力。比如，企业老板可以强迫没有完成既定任务的员工免费加班。操纵，则相对费心思，主要是试图影响他人对事情的重要性及相关性的判断，从而使他人的言行发生在特定界限之内。比如，在某些组织中，那些不“自愿加班”的员工将受到老板在不同场合下各种微妙的嘲讽和冷落。当他们意识到这种无形的压力时，往往会无奈就范。

系统性权力的使用，则不像片段式权力的使用那样直接，而是相对隐匿，但确是全面广泛、深入腠理。统治，就是试图通过构建和传播主导的价值观念从而使权力关系显得自然而难以避免。比如，韦伯所说的传统权力的使用便是这样一种过程。这种通过意识形态和制度化安排而得以施展的权力，并非解决问题最有效率的方法和路径，但确是最具组织合法性的。

权力最为系统和广泛的使用，比上述的统治更进一步，主要体现于所谓的主体化：并非直接干预人们的某种具体行为，而是试图影响他人的自我意识、认知、感觉、经验、情感、价值偏好与态度，使现有的权力格局成为他们自我主观感受的一个自然部分，使他们安于现状，承认并接受现有的秩序是自然的、无可改变或者替代的。从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视角来解读，人们某些显然的自由言行，貌似没有受到任何明显的强制、操纵或者意识形态上的统治，完全出于自发自愿，但很可能实际上是某种权力特质与应用状态的表现。外在权力的力量已经成为组织成员自身的主观感受和自我意愿。

显然，具体到某个人或者组织，可能会有多种权力基础或曰多种权力类别共存的现象。比如，某些管理决策者，既是企业的最高统帅，又是最强的技术专家，而且是超具人格魅力的精神领袖。这种决策者的权力无疑相对强劲宽泛。而那些权力基础相对单一而具体的人士，则通常只能在组织中的某些特定空间内施展权力。

表4.2列出了权力以及相关概念的经典定义与分类。

表4.2　权力以及相关概念的经典定义与分类

[image: ]


资料来源：Schukla, R.K.（2007）.Influence of power bases in organizational decision making：A contingency model.Decision Science，13（3），450—470；Fleming, P.and Spi-cer, A.（2014）.Power in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science.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8（1），237—298.本书作者翻译整理。

正是：

权力基础何其多，单项独立亦复合；

官方位置合法性，领域专家把话说。

奖赏惩罚决定人，关键资源分配者；

荒野枭雄靠蛮力，文明魅力在人格。

决策过程见证权力的应用及其获取与传承

有关组织中权力的获取和把持，存在诸多实用手段以及理论解读。其中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观察视角是所谓的战略性权变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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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文献中该理论的思路，在一个组织中，权力在不同的组织部门或成员间的分布与转移，取决于该组织所面临的来自组织内外的各种问题（比如威胁及不确定性等带来的挑战），尤其是影响组织核心活动的那些战略性的关键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的演化与变迁。

一般而言，那些能够解决组织当下所面临的关键问题的部门或成员比较容易顺理成章地获得合法权力，因为他们可以保证组织的核心活动和功能不受干扰。而一旦获得权力，当权者又通常企图把现有的权力基础制度化，从而把组织权力长期保留在自己手里，无论自己的能力和专长能否继续适应未来的挑战和危机。下面我们依次探讨权力在决策过程中的获取与保持。

如何获取权力

权力的获取，或曰掌权，取决于能否解决组织内外部的关键问题。这些关键问题通常表现于组织挑战、技术难题、竞争定位以及外部关系等。在一个人员个性突出、大家各自为政的组织里，如果大家都离不开组织又都不愿意或者没办法出面去组织的话，能够把大家拢在一块儿的人很可能会受到大家的推举，由于能够应对这种组织挑战而获得权力。当一个企业的产品设计、工艺流程以及制造质量之长期粗陋低劣威胁其生存的时候，能够解决这一技术难题从而扭转危局的技术专家获得企业经营权力就相对容易。了解行业特点，精通经营，富于远见，指点迷津。对这种能力的报偿，很可能是得以接收管理某些资产优良但经营不善的企业的权力。当一个企业总是被政府或其他社会组织骚扰打击（或者必须依靠这些组织才能生存）时，它很可能需要一个政府关系良好、社会网络丰厚、人脉资源广泛的掌门人来摆平各种关系。

总之，谁能够解决组织当下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和最重要的问题，从而保证组织的生存、正常运作与长期发展，谁就理所当然地拥有权力，或者进入最高权力机构。这是所谓权变理论的逻辑道理。

如何保持权力

权力的把持，或曰专权，取决于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和多长时间内将现有权力基础制度化。这种制度化通常需要诉诸特定的语言规范、议题秩序、人事安排、执行体系等。首先，当权者可以控制组织喉舌，即所谓的话语权，统一语境，宣传洗脑，排斥和贬抑各类异端邪说，增强合乎自身利益的组织记忆。其次，当权者可以安插自己信任的人和积极靠拢自己的人到重要岗位上，选派“钦差大臣”，遍撒耳目，主持和参与组织中各个阶层的决策。最后，当权者可以自己或者通过其代言人控制各种重要会议的议题，决定哪些上会，哪些冷处理，并在事前界定议程项目之间的关系以及采用什么讨论顺序、究竟哪些人有资格参与会议。

总之，当权者可以制定标准操作程序和决策实施机制，使某些部门和人士持久地拥有合法的话语权、参会权、议事权，并最终直接参与决策的实施与执行，从而保证在实际组织运行中贯彻和执行现有当权者的路线和方针，强化其既有权力。

掌权与专权的矛盾

显然，上述的掌权与专权之间的运作机理是相互矛盾的，至少在表面上看二者是不能同时存在的。如果真的是谁有本事谁就掌权，则任何“缺乏合法权力基础的专权”就根本不可能存在。而实际上，拥有组织现时需要的本事的新贵们，不一定立马就能掌权；当权者原先赖以掌权的本事虽已风光不再，却并不一定就会马上下台、拱手让权。如果组织每次遇到新的重大问题，都立刻换上崭新的一班人马，保证当权者的资质与能力同合法权力基础的要求立刻即时地完全契合，其实是不可能的。

组织不是机器，也不存在一个独立公正的“第三方”，随时按照最优技术标准进行操作。如此，任何时候，企业的权力巅峰区域都上演着企图掌权者以及意欲专权者之间的博弈。而这种博弈，其实也是组织的一种内在的自我保护机制，不一定就是病态的。在一段时期内，权力的相对稳定性，符合组织运行的稳定性、常规性、连续性和有效性的要求。

既然是博弈，就有可能是相互竞争，也可能是相互合作，还可能是所谓“竞合”。如果现有当权者能够证明自己终究要比组织的其他部门与个人更好地解决组织未来的核心问题，其专权其实是“合法”的。如果当权者意识到自己的权力基础已经过时或者瓦解，从而有意识地吸引和拉拢那些更具未来权力合法性的部门与人才，或者主动更新自己的阵容，改善和增进自己权力基础的合法性，这时的“权力主动分享”或者“自我更新”是符合当权者继续专权（或者留在权力中心）的目标的，也通常是有利于组织的利益的。

当然，如果当权者意识僵化、故步自封，拒绝一切更新，反对任何调整，则其专权就可能会阻碍甚至最终威胁组织的生存与发展。除非当权者有足够的蛮力，完全不在乎外部环境的压力，并已经将自己的权力基础全面持久地制度化，否则，新生势力终究要占上风。

正是：

组织应对各方急，关键能力乃必需；

应对威胁不确定，缓冲核心活动区。

因解困境得权力，便拉解困为大旗；

权力基础制度化，奉为至宝不相移。

权力：为什么只为某些人所拥有？

显然，在组织中，权力是实现组织目标的必要手段。然而，权力的争夺本身，并非注定符合组织的生存和发展需要。这是因为，在实现组织目标的同时，权力也会为当权者带来诸多利益。因此，对权力的角逐，往往充满了各种私欲或者不可告人的目的。此乃人之常情。对于组织而言，也许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权力能否满足当权者的私欲，而在于当权者的决策能否最终为组织及其成员带来最大的利益。没错，绝对的权力可能产生绝对的腐败。同样，绝对的没权力绝对办不成任何事儿。在多大程度上给予或者容忍决策者的权力，是每个组织在设计之初都需要考量的重要问题。

巨大权力之获得要求你在秘不可宣的想入非非中向自己保证，你生下来就是要行主宰控制之职的。

安德鲁·卡耐基

给定所有人之私欲，是否大家都会不顾一切地去角逐权力呢？并非如此。事实上，权力只为某些人所拥有，并非每个人皆可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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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为什么要获得权力呢？基于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结果，斯坦福大学的Pfeffer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权力通常与健康长寿紧密相连；权力可以帮助当权者获取财富；权力可以使得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把事儿办成。

如此“超爽”的状态与结局，还有什么理由比这更有说服力的吗？！但为什么并不是所有人都去力争权力呢？到底是什么阻碍了一个人去努力获取权力？Pfeffer教授的解释更是冷峻直白：首先，你相信这个世界是公正的，因此一切该来的大概都会来，无须你去额外地争取，通过构建权力基础而获得。显然，这种想法会阻碍人们从各种情形与人群那里学习，尤其是从他们不喜欢或者厌恶的人那里学习，更不用说去违心地争权夺利了。

人们总是愿意相信他们希望的东西。

凯撒大帝

其次，你相信那些关于领导力的浪漫说辞：领导者身上闪烁的都是仁、义、礼、智、信、勇、严的光芒，充满正直、真诚、荣誉、责任、关爱和担当，根本不需要为权力而勾心斗角。领导力文献大肆吹捧的都是大家希望和臆想的领导者所“应该”展现的特质和行为。而领导者绝对不会告诉你他们是如何在真实的权力博弈中厮杀上位的。可以说，当权的领导者往往善于告诉人们他们喜欢和愿意听的东西，并将自己包装得高尚与友善。更何况，历史是当权者书写的，要符合当权者的利益和想法。

再次，你不过是在践行一种类似自欺欺人的心理“自残”（Self-Handi-capping）：出于对失败的恐惧而诉诸某种自暴自弃。什么是心理自残呢？比如，由于害怕考试通不过，就故意不复习，从而可以找到“因为没复习才没考好”的虚伪借口。实际上，正是因为惧怕在权力斗争中失败或者无功而返才故作姿态地声称“权力没意思，政治太肮脏”。

哪些重要的个人品性特质可以帮助一个人获取权力呢？基于自己与同行过去几十年的研究，Pfeffer教授列出了如下几点：自我实现的雄心（Ambition）；积极做事的能量（Energy）；对所追求目标的专注（Focus）；对自身情况的审视和把握（Self-Knowledge）；比较自信（Confidence）；有同理心，容易与人共鸣（Empathy with Others）；能够容忍冲突（Capacity to；Tolerate Conflicts），而不是凡事必要弄个黑白分明、非彼即此。读者诸君不妨立刻比对一下，你周遭的掌权者是不是具有这类品性特质呢？

实际上，谈到具体的做法，大家经常所不齿的一些小把戏，正是寻求权力者屡试不爽的利器。比如，积极寻求机会被上司发现并看重，主动去定义问题和评判标准，强调自己擅长的那些领域的重要性，从上司需求的角度去审视问题，善于赞赏和奉承他人，使得别人感觉良好而不得不用某种方式回报你，如此等等。当然，这些努力争取获得权力的人往往也离不开高人的指点，要向那些比你更有获权之能力与技巧的高人学习。一个最大的忌讳，就是自以为智力高超，从而过度自信抑或清高，看不起他人。

当然，获取权力也是有代价的。也许，最大的代价是你基本上不再有任何人可以信任。


组织变革与创新：诱引精英

组织变革与创新通常是一个上下互动的过程

自上而下的指令

组织变革，或者具体而言，组织内的创新，往往是一个上下互动的决策过程，由组织中高、中、低各个阶层的人员以不同的身份和动机来参与。大家也许会以为，组织变革与创新主要是由组织的最高层英明决策，然后中低层人员奉命执行。领袖振臂一呼，大家应者云集。显然，这种情形是存在的。它要求最高决策者高瞻远瞩，而且有足够的权威去雷厉风行地推动决策的实施。比如盖茨在1996年强迫微软拥抱互联网，抑或乔布斯在21世纪初引领苹果从PC时代转向移动互联网领域。这主要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决策与实施过程。

成功是一个很糟糕的老师，它诱惑聪明者并使之相信他们不会失败。

比尔·盖茨

牢记你将会死去是我知道的最好方法，这可以帮助你避免陷入认为你会失去什么的泥潭。你已经赤身裸体，没有原因不去遵从你的内心。

史蒂夫·乔布斯

自下而上的拱动

其实，在很多情况下，创新和变革可能来自组织的基层或者中层。正是他们的各种决策和点滴行动影响着组织日常的发展进程。“春江水暖鸭先知”“绝知此事要躬行”。由于身处一线前沿，他们可能对组织变革的必要性更加感同身受、意识清醒。无论是出于改变现状的激情、建功立业的雄心，还是迫于当期业务的压力，这些一线的人员都可能会主动或被动地去摸索和践行某种创新，去建议和请求组织中高一阶层的决策者去同情、支持并倡导相关的组织变革与创新。这是自下而上的过程。

上下往返的互动过程

无论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如果没有中层决策者及时准确的上传下达、因势利导，组织就难以流畅地运行，组织变革与创新就更难以奏效。高层的愿景和旨意需要中层决策者去体会、分解与落实。基层的创新措施和建议需要中层的同情、筛选与倡导，尽量使之符合组织战略当下的关键词，符合高层的期许。中层的倡导与包装将决定某种自下而上的变革与创新举措是否有足够的动力进入最高决策层的视野。对于中层所支持和倡导的基层创新举措，最高决策者要审时度势，有选择地默许容忍，继而公开认可，最终全面推广。也就是说，最高决策层在适当的节点会对基层已有的变革与创新进行裁定追认，从而使其在组织中获得全面系统的合法性。如此，组织变革与创新通常是一个上下互动的过程。

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农村改革中的包产到户开始，主要是一个上下互动的进程。自发产生于乡村级别的包产到户，乃是大胆的基层改革尝试，得到某些开明的县领导的默许和支持，进而得到四川、安徽、福建、广东等省级领导的支持与总结，上报中央审查、商讨、评议，从而得到初步的容忍和追认，再进而由最高决策层逐步倡导并在全国推广。在深化改革的进程中产生的各种问题，又被不断地反馈到中高层政府部门，引发各种政策调整，从而更加有效地推进全国上下各行各业的改革举措。

在商业领域内，企业的各类重大决策，比如资源配置决策，通常也是上下互动的政治过程。早在1970年，哈佛商学院的约瑟夫·鲍尔教授就详细地阐述了其令人惊讶的研究结果：大型企业内的重大投资决策基本上不是由企业高层按照资产定价模型或者净现值等漂亮精准的财务指标和准则来进行的，而是一个充满了政治意味的上下互动过程。

需要投资支持的业务项目（企业基层）会向自己业务单元的主管（业务高层、企业中层）提出动议和申请，界定投资的战略意义和具体使命（Definition）。业务单元主管则会在不同的项目之间进行筛选，然后决定是否为某个项目提供动力和支持（Impetus），将其作为备选方案承报到企业最高决策层。而企业最高层通常也不是亲自直接去进行最终的选择，而是通过设立相应的组织结构与程序去营造某种可以影响方案选择的组织氛围与情境（Context），并且通过某种具体指标（Measurements），比如财务或者业务增长指标等，来提供项目评价的标准。显然，组织氛围与情境的界定，从一开始就会影响基层和中层的行为，影响他们如何去界定项目和为哪些项目提供动力和支持。

组织精英与权力联盟

组织中的既得利益者

既然是变革和创新，就是要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现状。这就必然要或多或少地触动甚至侵犯组织中某些方面的既得利益者，从而遭遇各种形式和力度的阻挠和掣肘。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抵抗变革的阻力，是一个组织为了保持其自身稳定性和连续性的一种正常反应。否则，如果没有任何阻力，则可能恰恰说明所谓的变革只是流于说辞，并没有什么实质意义。

然而，当一个组织的所作所为与外部环境或者大多数内部成员的要求相差甚远之际，变革与创新的声音与诉求便会日益高涨。此时，变革与创新者同既得利益者之间就必然要发生某种冲突和摩擦。在变革过程的上下互动中，如何应对既得利益者，乃是变革与创新者必须小心回答的问题。

组织精英

所谓的既得利益者，广义而言，可以是任何在现有体制和常态下享有某些利益或特权的部门、阶层和人群；狭义而言，往往是组织中有头有脸的人物，曾经为组织做过这样或那样的贡献，如今身居要职，或者曾经身居要职而现在仍然在幕后发挥作用，掌握话语权和决策权，对组织中的权力与政治格局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他们是经过组织规则考验与鉴定过的可以信赖的人士。他们具有监督组织内一切活动的权力和地位，并且通常扮演着组织中与社会控制相关的角色。由于他们的资历和地位，他们是当下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也通常是游戏的裁判，但通常并不自己直接出场参与游戏。当然，这里所指的是一个组织中最高层次的精英人士（El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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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把视角拉向稍微低一些的组织层次，那里的所谓精英可能既是选手也是裁判。

可以想见，这些精英人士的地位和势力，来自组织所认可和褒扬的以往的功劳与贡献。这种精英地位来之不易，而精英地位的丧失则更是代价惨重。因此，组织中的精英将会不惜一切代价力保其精英地位，避免出局。他们不能常规性地出现失误或者动作变形，也通常不会在组织当下最强势的集团认为不合时宜的道路上奋不顾身地越走越远。他们没有连续犯错或者产生重大失误的奢侈空间。在选择是否支持某些组织议题和变革与创新举措时，他们注定会谨慎选择、小心承诺。对于组织中的变革与创新者而言，他们可以提供支持与资源，也可以拒绝与之有染或出头露面，甚至会在关键时刻放弃以往的支持，与创新者断绝关系。对某些议题他们也可能暂时将其搁置或进行冷处理。为了避免由于过早地支持某种变革与创新举措可能带来的负面结局，精英人士往往会尽量保持旁观者的身份，坐山观虎斗，从而最终出手支持即将获胜的一方。

当某些精英人士起初支持的变革与创新者遭遇组织内外利益相关者的强势阻挠或者面临难以抵挡的反击清算时，这些精英人士可能会迅速与之划清界限，收回支持。也就是说，一个残酷的事实是，精英往往反复无常、随机善变，在关键时刻，可能薄情寡义、六亲不认。其主要动机在于自我保护，甚至因此不惜牺牲他人。从长远来看，这也许是韬光养晦的做法。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胜者为王”。这种“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做法，在某种意义上确实会显得没有原则和担当，但长期而言，这可能比以卵击石的“硬碰硬”所带来的精英地位的丧失更利于组织发展以及个人的成就。

权力联盟

精英通常不以个体为单位存在与产生作用。泛而言之，精英是一个群体、一个阶层、一种势力。他们之间有大家公认的相对一致的游戏规则以及自身整体的利益。具体而言，精英往往扎堆聚拢，形成各种大大小小的权力联盟（Power Coalition）。这些权力联盟，可以是正式的，由组织中的法定职位形成，也可以是非正式的，由不同精英人士按照某种个人意愿和切身利益自发形成。在联盟中大家互通有无，提携照应。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权力联盟，通常都不是永久的，而是根据时势和相应的组织问题而不断地暂时聚合与离散。一位精英人士的地位在不同的权力联盟中可能有时边缘，有时居中。毫无疑问，一个组织中最核心的权力联盟往往由最高层的精英人士构成。

由于权力联盟因时就事的聚散开合，组织中的变革与创新注定是坎坷多变的，不可能一帆风顺。精英对不同权力联盟的选择性参与，以及对具体变革与创新的支持和背离，最终是为了自己在组织中的业绩和地位。同一个权力联盟内暂时的共同目标，是在一个互相调和、求同存异的过程之后形成的。即使实现了这一目标，联盟中的每位精英人士也只是实现了自己的部分诉求。一旦政治风险与成本超出了某些联盟成员预期的收益和回报，他们便可能及时退出该联盟从而减少自己的潜在损失。可以想见，这种中途退出，对那些依赖他们支持的创新者而言，将是致命的打击。因此，在关键节点，变革与创新者必须诱引精英，防止他们收回承诺、放弃支持。

另外，同一个权力联盟成员之间的互相信任和支持也必然是有限度的，不可能完全依赖。一位精英人士很难会为了某个联盟暂时的共同利益去牺牲自己的精英地位与组织前程。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位精英人士随时随地、完全彻底地只为个人地位与利益盘算。他必须善于结盟、沟通、谈判、劝说，懂得与他人互惠互利的原则，尊重组织长期形成的游戏规则，能够在适度的范围内承受必要的隐忍与退让。否则，别人很难愿意与之结盟。总之，精英人士游走于不同的权力联盟，要有大局观，能够对组织利益、联盟诉求、变革与创新势力以及个人地位之间的适度平衡有较好的把握与拿捏。

还有，组织中的游戏规则是经过长期的发展和经验而逐渐形成和修订的，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和相对的稳定性。一个特定权力联盟在某一轮交锋中的失利一般不会导致其从组织中彻底撤出。它可能暂时偃旗息鼓、改弦更张，也可能改头换面、卷土重来。总之，利益冲突会继续存在。当然，随着新问题的出现，失利联盟的成员也可能加入原先在对垒中胜利的联盟或者第三方的联盟。组织中权力联盟的交锋对垒，胜负结果都是暂时的。随着情势的变化，联盟再次重组，敌友重新划分。非常幼稚地企图一战定乾坤，通常是不可能的。

变革与创新需要诱引精英

组织是权力联盟交锋对垒的场所

从组织政治的视角来看，任何一个组织都可能是代表不同（甚至敌对）利益的权力联盟之间交锋对垒的舞台。组织决策的过程，也就必然映射出这些利益冲突以及这一冲突过程中对权力与地位的角逐。决策的准则和依据，往往不是理性的或者纯技术层面的，而是占据了组织上风的主导权力联盟的利益和诉求。给定精英与权力联盟在组织中举足轻重的作用，组织中的变革与创新者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即是如何最大限度地获取组织中精英群体的同情与支持。对于那些想在组织中有所作为，希望推动变革和创新的底层精英和新兴势力来说，他们必须依靠上一级别的组织精英的赏识、支持和推介。即使是组织的最高决策者，往往也不可能任性而为、一意孤行，而是必须通过说服和发动权力联盟与各级精英来施展自己的抱负。从这个意义上讲，组织变革与创新意味着如何“诱因精英”（Seduce the Elites）。下面我们首先考察什么样的变革与创新容易被组织中的精英群体接受，然后探讨变革与创新者应如何诱引精英。

什么样的变革与创新容易被精英接受

影响精英决策的因素很多，包括组织外部的情势以及内部的动态，要考量组织决策与政策的连续性、公众意见与可能的反应、政治同盟和对手的倾向性和潜在的反应，等等。了解精英的决策准则和偏好，是诱引精英的必备功课与前提。

首先，由于对稳定秩序的偏好，精英群体通常本能地反对激进和剧烈的组织行动。因此，如果变革与创新要赢得组织内精英群体的支持，它必须至少看上去是比较保守的，并不会对现有的组织秩序和权力格局构成任何实质性的挑战。也就是说，变革与创新必须披上某种适当的外衣，显得不那么扎眼唐突，使人恐惧不安，最好能使精英们感到熟悉，仿佛“似曾相识”，皆在他们的意料之中。就价值观而言，变革与创新不能直接挑战或者威胁组织的现有主导价值体系（Value System）和思维方式（Mind-set），而是要尽量被描绘成是对它的一种拓展与补充。

其次，由于精英群体是现行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得益者，他们通常会从现有游戏规则的角度去审视一切组织行动与举措，而不是试图去理解变革与创新者的思路或者外在的什么逻辑条理。因此，变革与创新者需要摸清精英群体熟悉的言辞语境、逻辑思路、本本框框、价值偏好，要预先设想如何把所有可能的冲突和争论用精英懂得并喜好的言语和方式进行回应和化解。换言之，精英关注的主要不是事情本身的道理，而是事情是否合规，是否合乎现有组织秩序和主导价值体系与思维方式的框定。

最后，变革与创新者必须竭力用各种招数和伎俩去说服组织精英，并不断证明变革与创新之成功的可能。精英在没有胜算之可能的情况下肯定不会承诺支持。他们不能随意失误。即使没有获得精英群体的明确支持，变革与创新者也必须至少争取使得精英群体不直接反对变革举措或者可以对其默许容忍。变革与创新者也必须有足够的耐心，积跬步以至千里，力争最后的成功。唯有成功，变革与创新者方可实现雄心大志，在组织中得到提拔与擢升，进入精英阶层。他们的成功也会使得那些支持他们的精英对未来的变革与创新更加理解与宽容。反之，一旦失败，不仅变革与创新者折戟沉沙、声名狼藉，组织精英们也会变得谨小慎微、顾虑重重，难以再次轻易地去支持未来的变革与创新。

如何诱引精英

教育精英与大家

即使组织中的精英群体再开明，遇到变革与创新的请求，他们也需要足够的时间和相应的过程去消化和理解，更何况大凡变革与创新必然会与现行的秩序与做法有所冲突。变革与创新者千万不能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理所当然，道理显而易见，而是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花大功夫去教育和说服精英和广义的既得利益者，也要去教育那些可能从变革与创新中受益但由于无知和偏见却公然反对的人群。这种造势是必需的，而且要用大家听得懂的语言来解释，要尽量符合组织当下的价值体系和思维方式与习惯。

耐心管理各方的参与过程

教育与说服也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变革与创新者不仅要用符合组织习惯的言辞和方法去兜售自己的主张和举措，也要尽量开诚布公，引发各方人士发表不同的意见。可以通过摆事实和讲道理来促进沟通和理解，也可以使反对派公开亮相，发表自己的看法，发泄自己的不满，表达他们的不安与恐惧，使他们参与到变革与创新的讨论过程之中。在这种开诚布公的来往过程中，变革与创新者可以逐渐地将各方的理解引向符合组织价值体系和思维习惯的方向上去。

另外，变革与创新者还可以伺机在不同的权力联盟中寻求同盟，从而避免到处树敌的尴尬境地。还有，变革与创新者要在精英群体中寻求可靠的信息代理人，能够准确及时地提供相关精英群体和主导权力联盟的可靠信息，从而有效地把握他们对相关的变革与创新举措的意见和态度。

戊戌变法中，康梁志士壮怀激烈，其“上峰同盟”光绪帝一百多道谕旨，但也只是自说自话、难以奏效，其面对的强势精英群体根本不买账。当然，老佛爷也不是对所有的变革与创新都完全不买账。比如，在技术领域，你把火车车厢装扮成大个儿的轿子的模样，来自西洋的火车也就不再是“奇技淫巧”的洪水猛兽，而只不过是蒸汽机驱动的铁壳轿子而已。

正是：

游戏规则有公断，组织精英为裁判；

创新之举欲成效，诱引精英功大半。

教育沟通消误解，疏导歧见避祸端；

合乎定轨少威胁，或可得意过险关。

内部创业决策的要点

内外兼通的组织创新者

在企业内推进变革与创新的人群中，有这样一种人，他们类似企业家，企图去开创新的业务、新的市场，从而在现有组织的支持和扶助下去建功立业，开辟新天地。我们可以把这些组织变革与创新者称为内部创业者（Intreprenuer）。这些人通常是内外兼通的行家里手。他们具有广阔的外部视野，监控外部环境中的多方因素，辨识趋势，把握方向。同时，他们往往也是内部相对基层的骨干，通晓企业内的组织关节和各类门道。

过于沉溺于企业内部的运作或者现有模式内的精耕细作，可能使人缺乏或者淡化对外部机会的了解和欲求，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而只感叹于外部机会的精彩，不懂得企业内行事的窍门和禁忌，不会诱引精英或者没有能力获得必要的组织支持与容许，不能有效地利用组织的资源和合法性，同样将使内部创业举步艰难。因此，一位具有外部视野的内部人士、一个能够同时实现内外平衡的创业者，也许更有成事的可能。

内部创业的组织空间

在现有企业内创业，创业者既面临组织中官僚体制和规章制度的限制与约束，也享有独立创业者们难以企及的丰富资源与身份合法性。包容和阻挠共在，挑战与机遇并存。

首先，企业现有制度环境对创业的促进因素通常体现在上级激励、组织资源和组织资质等几个方面。一个志向高远的企业领军者，不仅自己渴望创业成就，也通常热切地希望自己的下属和未来的领军者能够保持创业的意识、心态和行动。因此，他们会甄选人才，委以重任，大胆放权，鼓励创新。

其次，在既定的企业内创新，通常也就意味着要应对各类规章制度、繁文缛节、标准流程和组织惯性。同时，企业还面临业绩压力的双刃剑：对基业长青的渴望可能激励大家去积极创业；而当下的业绩压力又可能逼迫企业专注于短期效益，从而抑制了大家创业的冲动与实践。

然而，现有企业内的制度色彩并不是非黑即白，对内部创业构成鲜明的促进或者截然的阻碍。通常，企业里存在这样一些中性空间，或曰“无所谓走廊”“三不管地盘”：开放区域、边缘领域、灰色地带。对于诱引精英而言，在这些相对比较安全的领域内尝试乃是比较稳妥的。

开放空间，是组织默许但是既不明确支持也不公开反对的某些试验田。这里，创业者可以自由尝试甚至野蛮生长。边缘领域，乃组织内的盲区或者现有利益集团间冲突不明显的地盘，通常表现为远离核心业务或者独立于常规体系之外的特别组织安排。灰色地带，则可能是合法性受到一定程度的质疑和挑战，必须低调隐蔽、谨慎行事的半隐半露空间。这里的运作通常需要保持一定的模糊性和足够的冒险性，打擦边球，领先半步，弄不好可能身败名裂，若成事也可以“一俊遮百丑”。

内部创业举措要争取精英的包容

给定企业制度环境中的机会与威胁以及内部创业者的经验与才能，企业内创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类创业举措本身的特点和具体进程能否得到组织精英的支持。一般而言，创业举措应该着眼于独辟蹊径，尽量不与现有的主营业务发生直接冲突；要低调隐蔽，对现有的运营模式和组织惯性不造成明显的威胁；也许还需要耐心渐进，争取多方的理解和包容，在不同的时期适时推动，逐步施行。

首先，企业内创业举措要独辟蹊径，这意味着企业内创业举措对现有的主营业务和经营模式要具有非对抗性和非威胁性。企图直接替代和抛弃现有核心业务的创业举措，往往会招致既得利益集团的极力阻挠，遭到组织惯性的强烈反弹。除非是面临致命的威胁或者有高瞻远瞩、果敢独断的领军者出现，否则，企业的方方面面很难接受否定自我的革命性的创业举措。因此，成功的内部创业往往不直接挑战现有组织的核心区域，而是尽力对主营业务进行服务、配套和补充。即使是间接地挑战现有组织核心，也要通过打造和包装，减少创业举措的对抗性和威胁性，争取赢得现有组织精英的理解和认同。

其次，为了避免或者减少对现有组织的对抗性和威胁性，企业内创业举措需要低调隐蔽、伺机而行。低调动作，亦即不张扬，在创业过程中不去招致不必要的注意和好奇（也包括不必要的关心与好意），无论是来自企业内部的还是竞争对手的。隐蔽慎行，意味着可能需要保守秘密，暗地里潜伏行动。当然，很多情况下，创业举措也需要明暗并重，在低调动作和隐蔽慎行的前提下，在适当的人群中和级别内提醒大家创业举措的存在，并及时通报其进展和成就，从而从组织精英那里进一步争取必要的资源与同情，巩固创业举措的合法性。

最后，蕴含在独辟蹊径和低调隐蔽准则背后的核心意图可能是要强调做增量，不去直接诋毁、替代或者边缘化现有的常态和秩序。这也许是所有变革和创新所必须遵循的一个基本法则。另外一个基本法则，大概是渐进行事、渐入佳境，而不是臆想“休克疗法”的神奇功效，贪图毕其功于一役的爽快大手笔。因此，企业内的创业举措，也许需要逐步渐进、积小成大，以期水到渠成。也就是说，在逐步渐进的过程中，要不断创造小胜利、小进展、小突破。一来鼓励自己，二来说服别人，最终实现创业目标。

英特尔从DRAM到CPU的业务重点转移，并不是一蹴而就、立竿见影的。其CPU业务的培育和发展在转型之前已然初具规模、小有成就，形成了关键的人才和技术集聚。如此转型，方可水到渠成。IBM从PC制造商向系统集成服务和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的转变，也不是郭士纳一锤定音并在短期内实现的。这需要一个新旧较量、意识觉醒、逐渐推进、事后追认的全部过程。雀巢公司的Nespresso咖啡自动煮制机和咖啡胶囊，从其发明引入到形成一个风靡全球的业务，经历了近四十年的漫长进程。这个相对独立于雀巢组织体系之外的业务单元，不断地尝试去推广其产品，教育消费者其产品的优越性。21世纪前10年间，Nespresso实现了30%的年增长率。如今，年销售额高达40亿美元的Nespresso被认为是咖啡中的“苹果公司”，象征着高尚生活的品质、品位和情趣。


第五章　决策情境：复杂与不确定性

复杂组织中的决策，尤其是高层决策和战略决策，通常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决策情境的变化，从范围和方向到力度和频率通常都很难预测。如此，决策者的日常工作本身就是到处救火，应对危机。许多情况下，决策者会面临从未出现过或者应对过的突发事件与疑难问题，比如重大灾难的袭击或者关乎组织生死存亡的威胁。这就意味着，决策者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经验去分析和理解决策情境中的玄机和挑战，而必须凭借自己的临机判断去即兴发挥和果断应对。而事后反思如何设计组织结构和组织文化，增强组织中的沟通能力和应变能力，乃是应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积极举措。本章探讨决策情境对决策者行为与决策过程和结果的影响。首先，考察组织日常运行中决策者面临的压力和困境，具体分析那些以随时应对危机和灾难为常态的组织中的管理决策。其次，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重点评介“承诺升级”和“应激僵硬”模式的现象及其背后的原因。最后，讨论决策者在快速多变的环境下可能采取的应对措施，包括快速决策方法、以时间为导向的决策方法以及决策的“简单法则”。


面临日常压力的管理决策者

所谓的复杂组织，意味着其外部环境充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其内部组织结构同样复杂繁琐，运作流程模糊甚至多变，决策过程和实施结果通常具有很大的随机性。在这种情况下，管理决策者每天的日常工作就是在各种压力下去展开活动，以期有效地完成组织的使命和目标。可以说，管理者每天都在忙于应付，东奔西走，四处救火，应对各种变化与危机。在极端的情形下，应对危机和灾难本身很可能就是这些组织的家常便饭，好比急诊室和救火队。如何保持决策流程的合理设计、现场决策判断的鲜活精准以及执行的顺畅灵活，是应对复杂与不确定性的最大挑战。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对复杂组织中管理者角色的描述，然后具体解读两个应对危机的经典案例，并期望能够从中得到某种有益的启示。

管理者每日四处救火

管理者每日究竟在干什么？有事实也有传说。按照明茨伯格的研究，传说还颇多：管理者是深思熟虑的计划者；需要强大的管理信息系统将各类信息汇总综合；管理者没有固定的具体工作；管理越来越靠科学，管理实践则是一门高深的艺术。而事实究竟又如何呢？

管理者工作的特点

基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明茨伯格曾经实地考察了各类管理者的日常工作状况与特点以及他们每天扮演的具体角色。管理者的工作连续不断、永不停歇，他们的任务往往简短、破碎、多样化，充满了不连续性。他们经常性地被各种活动或者突发事件所打断和耽搁。握手、剪彩、谈判、家访、开会、颁奖，以及处理各种软信息，无一不是分内活儿。管理者大都喜欢面谈、开会、打电话，而疏于看那些繁琐而不鲜活生动的卷宗报告。管理不仅是一门科学和艺术，更是一门手艺。

与人们印象中智勇神明的管理决策者的“高大上”形象相比，真实世界中的管理决策者通常灰头土脸、风风火火。如果没有相对清醒的意识和某种大致原则的指导，一年下来，管理决策者会发现，自己可能一直忙于救火或者收拾残局，很难按照自己的想法去促成一两件自己喜欢的事情或者更能为组织带来价值和荣誉的事情。因此，虽然管理决策者不得不忙于应对日常的压力甚至各种危机，但力求清醒地确立自己的决策准则，并且合理地分配自己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将是极为重要的管理决策基本功。

下周可不能再有任何危机发生了。我的日程已经排满了。

亨利·基辛格

危机连傻瓜都会应对，是日复一日的生活把你搞得筋疲力尽。

安东·契诃夫

管理者到底扮演什么角色

根据对多位管理者的田野调查，明茨伯格发现并总结了管理者扮演的三大类主要角色。

决策者角色：涉及企业的外部定位及其变迁；有效地分配组织的各种资源；不断地与组织内外的各方人士谈判；在组织出现内外动乱或者无序时，出面平息制止，妥善解决。

信息角色：意味着企业管理者应当是组织中各类信息的监控者和传播者，包括正式渠道的信息以及各类非正式渠道的信息，而且还要扮演组织发言人的角色。信息是决策的基础，可以说，信息角色与决策角色息息相关。

人际关系角色：有关沟通、激励以及领导力的角色，包括担纲代表组织形象的名义首脑、手握实权的真正领袖，以及协调各方人事与机构的联络者。决策的实施离不开大家的努力，人际关系角色与管理决策活动亦密不可分。

可以看出，明茨伯格对管理者角色的描述，紧紧围绕着管理决策的方方面面。这也恰恰说明了一个基本的常识——管理就是决策，就是去制定决策与实施决策。如前所述，管理者不仅要扮演好这三大类的角色，而且要有意识地把握自己的决策准则和时间分配。

正是：

管理任务多传说，既是艺术亦科学；

管理其实乃手艺，长于行动多角色。

决策重点定大局，信息处理慎琢磨；

人际关系善打理，时间分配最要着。

应对危机：释义、意会和即兴发挥

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和具体任务，决策者必须能够依据自己的职业素养和实践经验来做出决策。尤其是当决策者面临重大危机和灾难的时候，可能完全没有时间和机会进行系统的思考和全面的分析，必须当机立断，靠即兴发挥做出决策并指导或者劝说大家迅速地行动。

案例5.1

面临灭顶之灾的消防队员

1949年8月5日下午，15位消防员被空降到美国蒙大拿州高奇峡谷。这些被临时集结在一起的消防员虽然都是经过训练的，但他们彼此之间并不熟识。他们的队长原先以为该次行动不过是面对“10点钟火情”，也就是说，救火队员可以比较有把握地在第二天早上10点钟以前将火势控制住。

实际上，当天的风势迅猛多变，因而这些消防员以及辎重不得不被从2000英尺的高空由降落伞投掷到地面上。而通常的投掷高度是1200英尺。运载通信设备的降落伞未能及时打开，导致通信设备被摔碎。好在人员与其他救火装备完好无损。4点10分，消防队员们收拾起装备，迅速地小餐一顿。

当队员们吃饭的时候，队长道奇先生与当地的护林游骑兵吉姆会面，考察地形及火势。他们发现自己所处的周边有大片森林的位置可能是一个死亡地带。道奇让副手海曼带领队员避开火势向峡谷北面小河的方向进发。道奇与吉姆也简单地吃了点东西。

5点40分，道奇与自己的队伍重逢，指挥队伍向小河方向前进。这时，他突然发现峡谷南面的山火猛然穿过峡谷，在他们前面200码的地方向他们扑来。他大喊着让队员们逃离大火。队员们在2英尺多高的乱草中奔跑。火势越来越凶猛，烈焰高达30英尺，以每分钟660英尺的速度向他们逼近。

感到情况万分危急，道奇命令消防队员们放弃救火装备。2分钟后，大家惊奇地发现，道奇在大家前面点燃了一道隔离线，并让大家在烧过的地方躺下。但没有一个人听他的话。队员们纷纷向他们认为安全的山脊跑去。

2名消防员由于躲在山脊的石缝里而幸存。道奇自己躺在烧过的灰烬里也得以生存。其余13人全部在烈火中毙命，大火于5点56分吞噬了他们，吉姆的手表指针在那一刻熔化。


思考题：


1.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这场悲剧？

2.这种悲剧是否可以避免？

3.如果你是道奇或者队员之一，当时你会怎样做？

4.这个案例对于小组决策有什么含义？

5.这个案例对于在出现危机、压力、威胁甚至灾难的情况下做决策有什么启发？

6.这个案例对于领导力以及组织设计有什么启示？

资料来源：本案例的故事取材于历史学家Norman MacLean的著作（Norman Mac-Lean（1992）.Young Men and Fire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由社会心理学家Karl Weick引述并解读（Weick, K.E.（1993）.The collapse of sensemaking in or-ganizations：The Mann Gulch disaster.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38，628—652），本书作者翻译整理。

无法提前预知抑或回答的问题

显然，上述案例中的故事是一场悲剧。不仅如此，导致悲剧发生的因素也并非单一的，而是复杂众多的。追求理性的人会说，为什么事前不告诉消防队长和队员实际的山火信息？执行这么重要的任务，为什么消防队没有携带备用的通信设备？为什么偏要在高度过高的情况下强行投掷辎重和通信设备？为什么在飞机上大家不互相熟悉一下从而更好地形成团队和小组？为什么队长要在队员们吃饭的时候自己单独行动？为什么关键时刻大家都不听队长的话？这种不幸的悲剧完全是由于运气不好吗？此番悲剧到底是由于天灾还是人祸？如果你当时在场，会怎样做？

要知道，当时的情势极端危急，狂风怒号，大火熊熊，周边温度高达60摄氏度。人人惊慌，不知所措。这时，你无法跟人交谈，寻求建议。你也不认识你的队长，他让你放下救火装备的一刹那，你还是救火队员吗？你还要听他的话吗？他的话有意义吗？你能相信他吗？

所有的大问题，都已经没有时间去思考：我们应该朝哪里走？我们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战略去应对当下的局势？每个人面临的最为直接和迫切的问题是：如果我不是一个救火队员了，那么我是干什么的？应该怎么办？那就各自逃命吧！如此，这个本来就是临时形成的队伍，其沟通和运作瞬间坍塌。没有人听从队长道奇的指令躺在他主动烧出的隔离带中栖身保命。

其实，很多因素是人们在决策和行动之前无法预知并且在行动之中无法控制的。我们常常臆想信息完全、预案全面、组织严谨、行阵有序、能力超强，从而可以迅速解决问题，但在通常情况下，这些假设往往是很难成立的。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出问题。

就拿山火信息来说，可能每天都有大大小小的山火，报与不报，需要判断，到底报成什么样的级别程度，也需要判断。只要是判断，就可能有误。如果为了免责，是火就报告，就往大里报告，那么消防队员干脆就天天住在山里别出来了。这种资源浪费是谁也负担不起的。在高度不确定性的环境中，某些悲剧的发生是相对自然的，基本难以避免。

事后反思能够得到什么启示

然而，这并不是说面对危机和灾难，我们完全束手无策。亡羊补牢，未为迟也。吃一堑，长一智。君子不贰过。我们总可以从重大灾难中学习到一些用生命换来的经验和教训。比如，在执行任务之前和之中，尽量迅速增进大家的相互了解和信任，形成组织的正式命令链和非正式的合作氛围，形成大家作为一个集体对各项行动比较一致的“释义”与“意会”，也就是说，相对统一的“意义营造”和“意义赋予”（Sense-Making and Sense-Giving），从而提升组织的凝聚力以及韧性和灵活性。这就意味着，从组织目标的确立到组织的结构和流程的明晰，从指导方针的制定到运营机制的熟悉，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都应该在组织中迅速得以完成，以便能够更加有效地应对突发的和意想不到的危机甚至灾难。

如果有足够的信任，即使大家不把道奇当作队长看待，也会尊重他作为一个有经验的救火队员的专业经验、见识以及智慧。这样，大家的集体释义与意会可能会更加理性和坦诚，而不是各自为政、慌不择路地逃命。谁也跑不过大火。主动火烧隔离带的做法，虽然现在已经成为一种常识，但在当时却并非如此。即使是常识，也未见得所有人都清楚。而且，不管预案做得如何完美，也总是可能有难以预见的现有常识关注不到的危机。因此，如何能够快速形成集体的释义与意会，从而更好地临机发挥，是在发生危机的情况下组织面临的主要挑战。

常识并非常见。

伏尔泰

比如，崴克教授曾举例说，一队瑞士官兵，在阿尔卑斯山中迷路。队长拿着某张地图看了看后，坚定地朝着某个方向一直走下去，而不是走一走就怀疑方向是否正确。最终走出迷途，到达目的地。而大家事后发现，那张地图根本就不是阿尔卑斯山的地图！当然，这种做法也可能导致完全失败，所有人葬身雪夜。但在完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迅速地形成集体中一致的释义与意会也不失为集中精力应对危机的一种相对有效的尝试。

当然，事中的释义与意会以及临机发挥，离不开事前有目的地对组织进行合作意识的共建以及对各种常识的确认和普及。毕竟，对已知常识的专业推广和制度化应用会对组织应对危机的能力有所助益。下面我们来看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

面临引擎失灵的升空飞机

过去27年间，笔者曾经乘坐飞机往返于中美之间将近百次。乘坐美国联航的航班最多，每每感叹于美国空乘人员的职业素养。很多“空姐”实际上都是大妈，笔者甚至有一次在商务舱碰见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乘务员。跟她聊天，她笑着直言道，“我们这一行经验很重要，我的主要任务不是给你端茶倒水或者卖免税商品，而是在整个飞行过程中尽我所能去保证你的安全”。我对她的这些话一直印象很深。2009年的一次航空界的奇迹，更加印证了她的说法。

大家可能不知道，许多大的航空公司的航班上，每一个航班的空乘人员的安排和调度其实都非常复杂。有时，进入一个航班的空乘人员可能碰巧互不相识，正如上述临时集结的救火队员。这时大家要迅速地按照分工找到自己的位置，互相介绍和认识，形成团队成员之间必需的理解、信任和默契。在出现危机的情况下，空乘人员的职业素养、从业经验和默契合作，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乘客的伤亡和损失。当然，驾驶舱内飞行人员的合作无疑更是至关重要。

案例5.2

迫降纽约哈德逊河之奇迹

2009年1月15日，美国航空公司（US Airways）由纽约市拉瓜迪亚机场飞往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道格拉斯国际机场的AWE1549号航班（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代码共享航班UA1919），于下午3点24分56秒在第四跑道起飞升空。机上乘客150人，机组人员5人，包括机长、大副以及3名空乘人员。承担该次飞行任务的是空客A320-214型飞机。机组与地面塔台第一次联系是在下午3点25分51秒，报告升空高度达到210米。此时飞机由大副Skiles操控。大约2分钟后，他发现一群飞鸟正在向飞机方向集结。后来黑匣子的实时监控数据显示，3点27分11秒，飞机升至距离地面859米的高度，在机场西北7.2公里的位置。此时，那群加拿大大雁进入飞机的两个引擎，导致其失灵。飞机由于惯性继续以每小时343公里的速度升高，在3点27分30秒达到930米的高度，然后在3点28分10秒下降到500米的高度。驾驶窗玻璃上很快布满了撞来的大雁。

机长Sullenberger此时接管飞机操控，大副Skiles开始按照3页纸的紧急预案措施企图重新发动引擎。实际上在3点27分36秒，机长就向纽约航空管制机构报告“撞上鸟了，两个引擎失去动力，我们要返回拉瓜迪亚机场”。航空管制机构立刻通知拉瓜迪亚机场塔台暂停所有航班的起飞。机长被告知可以返回拉瓜迪亚机场，在13号跑道上向东南方向降落。机长回复说无法实现该计划，并询问能否在更近的新泽西的Teterboro机场降落。航空管制机构在联系该机场后通知可以在1号跑道降落。紧接着机长说道，他们无法这样做了，他们将被迫降落在哈德逊河。纽约航空管制机构后来在报告中说，看到AWE1549号航班在华盛顿大桥上空仅仅270米的高度越过，在哈德逊河上空朝南滑落。在最终“着水”之前90秒的时候，机长告诉大家“准备防止撞击”。空乘人员立刻照章指导乘客准备着水。下午3点31分，该航班结束了6分钟的航程，在无动力的情况下安全着水。

飞机在着水后，机长立刻打开驾驶舱门并命令大家迅速逃离飞机。前舱的2位空乘人员立刻打开飞机中部的机舱门，组织乘客从充气滑梯滑落到两个机翼上，等待救援。一位紧张的乘客，慌忙中打开了后舱机门，导致河水进入机舱。后舱空乘人员企图关上该门，未果，便紧急催促乘客从座椅上空跨越奔向中部的两个出口。乘客当中还有一位坐在轮椅上的人士。机长在检查机舱两遍并确保仓内无人的情况下，最后离开飞机。一位积极帮助其他乘客的男性乘客Dave Sanderson，在帮助大家逃离飞机之后，看到站在机翼上等待救援的人实在太多，于是自己跳进河中，在寒冷的河水中游向最近的船只。

时年57岁的机长Chesley Sullenberger，曾经是空军战斗机飞行员，自1980年退役后一直为民航公司效力，曾经飞行19663小时，其中4765小时是驾驶空客A320机型。大副Skiles曾经飞行15643小时。机长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受到的职业训练使他选择尽量在周边有救援船只的水域降落。他们在哈德逊河的降落地点正好靠近纽约曼哈顿50街西区，周边有3个船坞。事实证明，这个着水地点极为有利于救援。纽约火警救援和警察署迅速布置，派遣船只、车辆、直升机和救生员等多方力量全力以赴。机上150位乘客全部生还，除了个别伤病事件需要现场处理外，24人进入医院治疗，2人需要在医院进行过夜治疗。

事后，机长和空乘人员获得各种奖励，包括时任美国总统的小布什的嘉奖。当选总统奥巴马邀请机组和救援英雄参加5天后在白宫举行的其总统就职典礼。

资料来源：https：//en.wikipedia.org/wiki/US＿Airways＿Flight＿1549。本书作者根据上述资料来源和多种英文公开报道编译整理。

6分钟的惊心动魄，以飞机安全着水而告终，与遭遇灭顶之灾的救火队员的命运完全不同。两位飞行员均是职业老将，两人的飞行里数加起来超过3万英里。他们按照既定的规程，依照自己的经验与判断，即兴发挥，从容应对，镇静实施，最终避免了一场极为可能发生的巨大灾难。从考虑返回拉瓜迪亚机场，到请求降落新泽西的Teterboro机场，再到降落哈德逊河，机长必须在分秒间迅速“拍脑袋”决策。而这种“拍脑袋”背后的逻辑支撑是多年的飞行经验和职业专长。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应对危机之际，决策者事前的职业训练以及个人的经历可谓举足轻重。另外，应对危机时，组织流程设计的合理有效亦至关重要。

组织微调与重大灾难

从某种意义上说，上述案例中飞机的成功脱险，应该被认为是一种奇迹。也许我们丝毫不应该想当然地认为事情本来就应该这样，否则就是飞行员不称职或者不负责任。飞行员或者任何管理决策者都要保持敬畏之心，忠诚敬业，这一点自不待言。然而，面对极端的压力与威胁，即使是训练有素的职业人士，也可能会情绪失控、动作变形，以致出现灾难性的后果。很多情况下，这自然也难免。其实，更进一步而言，即使决策者英明果断，在自己有选择空间的范围内做对了一切，结果仍然可能是失败与灾难。比如，如果上述案例中哈德逊河上恰巧有游船等某种障碍物，降落仍然会有问题。如果我们足够谦虚谨慎，那么我们可能遇事不仅要抱持最好的希望，也要做最坏的打算，而且必须时刻秉持这样一种诚惶诚恐的座右铭：失败是必然的，成功是偶然的。每次成功都是侥幸。

案例5.3

挑战者号灾难的决策启示

1986年1月28日，美国航空航天总署（NASA）的挑战者号载人航天飞机升空不久便解体爆炸，7位宇航员全部丧生，包括1位作为业余宇航员的中学教师。也许美国民众以及NASA当时都曾显得过分自信，认为前24次发射都成功了，第25次发射也理应成功。挑战者号的灾难，无疑动摇了人们心目中NASA无往而不胜的光辉形象。

事后的调查表明，导致挑战者号灾难的，是Morton-Thiokol公司生产的火箭助推器上的O形圈。O形圈使用于固体火箭助推器上不同部件的连接处。在过去成功发射的时候，曾经数次发现O形圈有不同程度的损蚀（由于发射时的热气进入）。然而，根据以往的经验判断以及随后的测试与分析，NASA和Thiokol公司最终的结论是并不需要马上更新O形圈的设计。

然而，挑战者号发射当天，气温只有华氏28度（比以往发射的最低温度低15度），给发射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T公司此前的试验表明这种低温冻雨天气可能导致两层O形圈全部损蚀。另外，由于中学教师的参与，当天全美中小学校的学生都坐在电视机前急切地盼望着通过电视实况转播观看他们心目中的航天英雄。

各类不同预测的结果表明，固体火箭助推器失败的概率在十分之一到十万分之一不等。没人能在事前准确地预知成功的概率。工程师和管理者们不得不用自己的经验与判断对成功的概率做出假设。事实上，每次发射之前，都会有技术人员对若干潜在的技术问题提出质疑。每次发射的决策程序本身并没有显著的不同。

对于决策者而言，至少有三种理论可以供他们参考。

理论一：每次发射的成功与否都与前一次发射的成功与否没有任何关联。

理论二：成功将使未来成功的概率变小；失败将使未来成功的概率增大。

理论三：成功将使未来成功的概率增大；失败将使未来失败的概率增大。

在挑战者号灾难之后，NASA和Thiokol公司都解雇了一些人，配置了更多的资金进行测试，并使用了三层O形圈。NASA对关键部件的262个问题进行了评审和解决，最终决定仍然保持原来的固体助推火箭外壳的设计，并没有进行实质性改动。


思考题：


1.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这场悲剧？

2.这种悲剧是否可以避免？

3.如果你是发射总指挥，当时你会怎样做？

4.上述关于成功的三种理论中，哪一种最能解释挑战者号灾难？

5.工程师与管理者在NASA的这场悲剧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6.组织决策中，如何防范错误与误差的逐渐积累？

资料来源：本案例的素材取材于Starbuck和Milliken关于挑战者号的调查与解读。详细论述参见Starbuck, W.and Milliken, F.（1988）.Challengers：Fine-tuning the odds until something breaks.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5（4），319—340。本书作者翻译整理。

也许成功和失败来自同一种做法

挑战者号灾难之后，许多人指摘NASA骄傲自满、不可一世。正像我们经常听到的如此铿锵有力、义正词严的警戒和不满：“你们这样下去，早晚要出事的！”问题是，不这样，就不出事儿了吗？事情远非如此简单。事后调查发现，是O形圈的问题。但与O形圈同等重要级别的零部件有数百个，每一个都可能存在风险和问题，在事前是否要把每一个问题都充分解决、“砸瓷实”了呢？如果是那样，恐怕航天飞机还没有上过一次天呢！失败的概率，无论人们如何行事，总是在那里的。

我们通常会臆想，如果按照正确的办法做事，就应该成功，或者迟早会成功；如果按照错误的办法做事，就会失败，或者迟早要失败。其实，大家可能忽略了另外一种大概更加常见的情形，那就是，失败和成功恰恰来自同一种做法。其实，25次发射，每次都不一样，都有各式各样的变化。但从总体设计和具体实施来看，25次发射又有惊人的一致性。第25次与前24次在程序上也并没有本质的差别。而且，每一次发射，包括成功的前24次，都有工程技术人员提出各种质疑，需要管理层出面劝说或者施压，他才会同意对自己负责的部分签字放行。从这个角度看，前24次每次都可能失败，但“碰巧”都成功了。

第25次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此次发射时的气温之低前所未有，以致O形圈被损蚀。这是技术方面的问题。也许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影响发射决策。7位航天员中有1位是中学老师，准备在太空中授课，美国许多中小学校的师生都集结在电视机前准备观看发射的直播。很难断定这种爱国热情和政治因素是否影响了最终的发射决策。NASA还是NASA，只是外部环境不作美，于是出事儿了。试想，如果当年第一次发射就失败了，大家会如何反应呢？

微调是决策者的惯用伎俩

O形圈燃烧损坏的问题，早在前面的若干次发射中，就已经被发现。解决的方式是再加一层，用两层O形圈加固。这是一项微调修补的举措，符合有限理性学说界定的局域性搜索和满意性解答的原则。一旦这个问题在设计参数区间内得到解决，它也就不再成为一个问题。一旦一个组织不再把某个问题当成问题，在以后的行动中也通常不会再回放或者追溯这个问题。组织总要应对新的问题或者更为重要和紧迫的问题。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不再成为组织需要明确和正式对待的问题已经完全没有问题，不再产生负面影响。只是说，常规情况下，一个组织没有能力，甚至也没有必要，去完全掌控或者及时追溯这些已经相对满意地解决过了的问题。为什么说过分的圆满可能根本没有必要呢？试想，就拿已经发生了的25次发射来看，如果不解决所有的问题而出事儿的概率是4%（二十五分之一），给定同样的资源和时间，完全彻底地解决所有问题并成功发射的可能性为0（出于保险起见，一次也没发射），哪一种方案更能令人接受呢？凡事都有风险，关键在于可接受的风险程度和发生概率。

其实，即使在挑战者号灾难发生之后，饱受指摘的NASA也并没有洗心革面、痛改前非。他们并没有改变助推火箭的整体设计。对于O形圈的处理，也只是又加了一层，使用三层加固而已。大家在应对问题时，通常采用的是微调方式，修补测试，如果能足够应对，就继续下去。一种情形是，量变到质变，也许某些问题，量小无碍，但积少成多，便会酿成重大灾难。比如，三聚氰胺在奶粉中的使用，或者塑化剂对白酒的影响。防微杜渐，其实是极为困难的。

另外一种情形是，某些细微的问题，并不具有累积效应，而且发生的概率极低，但一旦发生，后果极为严重。对于这样的问题，通常情况下，组织没有足够的资源甚或意识去防范。一旦发生，只能自认倒霉。因为这种问题并不只是一种或者几个，而是种类和数量众多，往往防不胜防，或者如果只防范它们就别想干正事儿了。

我们从历史中学到的启示就是我们从来不从历史中学习。

黑格尔

灾难使得决策者暂时性地反思

灾难的一个潜在的益处，是它可能使我们至少暂时停下来，花一些时间去审视我们的系统设计、基本原则是否靠谱。当然，组织的管理决策者是否能够系统地反思与学习，也取决于灾难本身的特点，比如可预测性以及可重复性等，以及个人与组织本身的学习能力。一个善于学习和调整的组织可能会改善自己的决策方法或者提高某些方面的防范能力，比如火灾之后加强全体员工安全意识和流程的培训。就像NASA的例子一样，灾难过后，也不一定有过多的反思与调整。过度调整，可能会损害系统的稳定性和常规的可靠性。毕竟，一个系统的自我保护功能是将变化保持在最低限度从而能够保证其核心功能得到稳定的发挥。比如，中国高铁早期的若干事故，无论原因如何，并没有引发多少系统性的改变，一个比较可见的微调措施，是将实际运行时速从设计的350公里降到300公里左右而已。这不一定能真正解决问题，但确是一种应对。无论组织是否反思学习，一旦灾难远去，大家往往又会回归某种常规的做法和自己熟悉的情境中，继续沉溺于日常的渐进微调中。

正是：

常胜将军挑战者，空中悲剧绝覆辙；

是否成功致成功，抑或成败无因果。

莫道前胜引失败，何解范进中举说；

组织决策重微调，逢灾遇难或纠错。

组织发展的间断均衡范式

也许，上述的微调与灾难只是一种特例。有关事情发展变化的一个更为广泛的规律，是所谓的间断均衡范式（Punctuated Equilibrium Para-digm）。通过悉心梳理并比较分析个体成长、小组动态、组织发展、科学演进、生物进化、物理变化等六个领域的文献，Gersick教授提炼出所谓的间断均衡范式。那就是，诸多领域的发展变化遵从一种基本相似的规律：长时间相对稳定的渐进演化阶段（Evolution）偶尔被短暂而剧烈的革命性动荡激变（Revolutionary Upheaval）所干预打断。就上述特例而言，灾难便是一种暂时性的强刺激，在打破现有的微调演化之后再次回归到新一轮的演化和微调。

在漫长的演化阶段，由于根深蒂固持续存在的深层结构与运行规则的制约和影响，只有渐变的改变、修饰与调整被允许进行。这时的变革主要是在趋同基础上的修补，是在框架内的变革。在革命性的动荡阶段，基本的深层结构和运行规则有可能被改变。这时的变革是重构性的，是对框架本身的改变。比如，在篮球运动中，从2分球到3分球的规则改变便是框架内的渐进改变。如果哪天大家把篮筐给去掉了，这个游戏也就不再是篮球了。这便是革命性的对框架本身的改变。

根据Gersick教授的观察和建议，一个系统的演化并不必然由一个低级阶段向一个高级阶段擢升跃迁。也就是说，变化本身，包括革命性的变化，并不一定带来进步或曰发展。变化，仅是变化而已。对于不同的当事人而言，那些被称为重开天地的革命性变化，有些是进步，有些是倒退，有些则是回到原先的状态。也许，关于革命性变化唯一可以确定的说法，是这种变化在事前往往难以预测，其范畴和结果难以确定。

其实，中国学者对间断均衡范式也早有涉猎。金观涛教授等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就企图用当代科学中的系统论等视角和方法，去分析中国几千年以来大一统中央集权的超稳定结构问题，以及这种超稳定结构对当时兴起的改革开放会有哪些影响。2013年，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在梳理中国历代经济改革得失的时候，也回访过这一问题。无论是盛世丰年的国泰民安与休养生息（演化）还是乱世荒年的底层暴动与改朝换代（革命），似乎都从正反两个方面印证和强化了中央集权的不可或缺。


逆境与危机下的决策动态

上面我们主要探讨了管理决策者必须时常应对危机这样一个基本命题。面对危机和灾难，管理决策者有哪些常见的表现姿态和方式呢？这些姿态和方式对决策的过程和效果又有哪些影响呢？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管理决策者如何应对逆境和威胁，我们详细介绍两个重要的心理学和组织行为学理论：承诺升级和应激僵硬性。

序列决策中的承诺升级

什么是承诺升级

承诺升级（Escalation of Commitment）指的是在必须一步一步进行的多轮序列决策场合（A Course of Action），随着决策的进行，人们会因为多方面的原因固执地坚持自己初始的立场（而不管它是否站得住脚），从而扩大和增进对原有决策方向的努力与继续投入（比如追加投资）。对于承诺升级，不同的人群和在不同的场合下，也会有不同的态度和解读。

在创业文献中，人们经常被极端煽情地怂恿和鼓励。时髦的说法是“永不言败”。即使100次倒下，也要勇敢地第101次站起来。面对最终的失败，也要无怨无悔。各种类似的说教充斥于媒体坊间，信誓旦旦，推波助澜：只要你努力，就一定能成功！你之所以还没有成功，就是因为你努力得不够。结果往往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不撞南墙不回头。

我并没有失败。我只是找到了一万个行不通的方法。

托马斯·爱迪生

永远、永远、永远不要放弃。

温斯顿·丘吉尔

相反，在那些推崇理性决策的人群里，人们又被不断提示和警醒：决策者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不要将错就错，在悲剧的道路上越滑越远，直至堕入深渊和灾难，难以挽回，无可救赎。比如，投资决策要果断自律地适时止损。民间也不乏类似的俗语：“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何必破罐子破摔？”“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笔者是1983级的大学生。记得当年我们全国高考统考时语文的作文题是看图说话。图中给出的画面是一个人企图用铁锹挖井。挖了大大小小若干个坑，有深有浅。其中有一次，几乎就要挖到水了，但他又放弃而到别的地方去挖了。作文的题目，是要根据图中的故事，写一篇议论文。

依照当年的语境，估计出题者的意思是想要我们批判一下浅尝辄止的毛病和不能持之以恒的浮躁心态与肤浅作风，希望大家静下心来，深入挖掘，精耕细作，定会终有所成。现在回想一下，如果你快挖到水的时候，面临的是铁锹（或者其他现有器械和技术手段）搞不定的一段（比如巨石或者其他障碍），纵使你坚持一辈子，大概也不可能“愚公移山”。这时的承诺，即使不断升级，可能也注定是徒劳的。该撤就撤。说起来容易，但实践中无法提前预知什么时候“该撤”，止损点到底应该怎样确立。

常见的承诺升级

这里，我们可以给承诺升级做如下的定义：在序列决策中向着既定的选择方向进一步持续做出追加性投入的现象。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组织、企业还是政府，承诺升级的现象都可能发生。案例5.4列出了一些比较典型的承诺升级事例，反映了不同程度与时间跨度的承诺升级。

案例5.4

是否继续承诺升级

1.一个博士生已在一个冷门专业攻读三年。此时是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继续完成学业（但毕业后极可能面临无法找到工作或只有临时工作的风险），还是从现在开始马上转向全新的不相关的研究领域？

2.某人炒股，在50元的价位上买入了一批股票，但不久后股价便降至20元。因为坚信股票本身的投资价值，此人在这一价位上又买入了更多数量以摊低平均价。很快股票价格再次下挫，于是投资人重新面对继续买入、持有不动或是全面卖出的艰难选择。

3.美国政治家亨利·基辛格曾经雄辩地声称，美国在海外出兵，必须尊崇两大基本原则。第一，要有重大的美国国家利益。第二，在完成既定使命之后要有计划和能力按部就班地迅速撤回兵力。反观美国历次海外出兵，从朝鲜战争到越南战争，从出兵伊拉克到出兵阿富汗，第二条原则基本上没有得以实现，而是要不断地增加兵力或者拓展自己必须扮演的角色，陷入起初并未意料到的泥潭之中。

4.“超导超级对撞机”（Superconducting Super Collider）曾经是位于美国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附近的一个超大级别的“粒子加速器”高能物理科研项目。其研究设施的设计直径是87.1公里，在尺寸和功效上都是当时全球同类设施中最为庞大的。该项目于1983年开始设计，并在1987年由里根总统批准。该项目原计划的预算为44亿美元。到1992年，项目实际成本已经高达82.5亿美元。该项目虽遭美国国会众议院否决，但得到参议院的支持。到了1993年秋季，预计成本已经上升至110亿美元。于是该项目最终被终止。苏联的解体，导致了外在竞争的消失，希望盟国分摊的费用从来没有到位，得克萨斯州政府及其时任州长对该项目也并非充满热情，众多科学家认为，如果把这个超大项目的资金用于资助更多的小型科研项目可能更划算，其他州的政客认为不应当拿全国纳税人的钱去补贴一个得克萨斯州的项目。

5.1993年，史玉柱通过集资等方式在珠海市筹建巨人大厦。巨人大厦得到珠海市政府的大力支持，获批土地约4万平方米，每平方米125元。在内外各种因素的驱动下，巨人大厦的设计规划从开始的38层逐渐升高，升到54层、64层……直至72层，要成为当时全国最高的大厦。预计的建设成本也从2亿元骤然增至12亿元。史玉柱希望通过卖楼花等手段筹措资金，弥补缺口。然而，当时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使得楼花的出售以及其主业保健品业务受到巨大影响。最终，在只建了3层之后，资金链断裂的巨人大厦于1997年成为烂尾楼盘。

资料来源：Staw, B.M.（1981）.The escalation of commitment to a course of action.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6（4），577—587；Kissinger, H.（1994）.Diplomacy
 ，Simon and Schuster；Appell, D.（2013）.The supercollider that never was.Scientific Ameri-can
 ，October 15.杨连柱，2008，《史玉柱如是说：中国顶级CEO的商道真经》，中国经济出版社。本书作者翻译整理。

承诺升级的诱因

承诺升级的原因，往往错综复杂，既有决策者心理方面的要素影响，更有社会情境与规范的考量。组织行为学大家Staw教授曾用回溯理性、模型化和前瞻理性三个大类的因素来解释决策者在序列决策中进行承诺升级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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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承诺升级的原因探究



资料来源：Staw, B.M.（1981）.The escalation of commitment to a course of action.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6（4），577—587.本书作者翻译整理。本小节的讨论内容也主要取材于Staw教授的这篇文章。

回溯理性与承诺升级

虽然决策者注定要受到有限理性的困扰，但社会规范和预期往往要求决策者表现得足够理性。为了满足这种社会预期，决策者就难免要在某种程度上进行表演和掩饰，显示自己的能力，从而减少各方对自己的质疑。如此，管理决策者通常存在对自己先前决策之正确性进行辩护和证明的动机，要诉诸回溯理性。这一动机的大小，既取决于先前决策带来的负面结果的严重性，也取决于组织内外的社会压力。现在的严重负面结果，如果可以确定是由决策者先前的错误决策所导致的，而且决策者必须为自己的失误承担责任，那么决策者就会有强大的动机去为自己先前的决策辩解，证明自己的决定是有道理的。

当然，在某些情况下，尤其是对于那些超级自负的管理决策者而言，自我辩解，主要是因为决策者要给自己一个交代，并不完全是要做给别人看。他们更愿意相信自己是正确的。显然，当组织内外都非常在意和强调决策者的能力的时候，决策者也会增强其自我辩护的动机。

无论是来自内在的还是外在的压力，这种自我辩护的动机，通常会导致决策者的承诺升级。一个常见的辩护因由，便是强调我们的方向是正确的，只是努力程度不够，如果轻易放弃，则得不偿失。因此，决策者希望通过继续追加资源投入来扭转乾坤、转败为胜。“一俊遮百丑。”这样，决策者不仅显得有理性、有能力，而且还有魄力、有毅力、有胆识，有足够的自信坚持与勇敢担当。然而，这只是决策者自身的辩护动机所导致的承诺升级倾向。真正的结果如何，并不完全以决策者的意志为转移。

行为规范的社会化与模型化

在组织中，某些特定的行为规范，通过社会化的共享与传播，会促成某种大家争相效仿的榜样标准，称为一种模型化的预期。对于管理决策者，研究表明，大家最为期待的行为是其果敢和一致性。不能没有主见、优柔寡断，不能随波逐流、朝令夕改。虽然大家嘴上说喜欢有错就改的决策者，但其实，决策者根本没有几次犯错的机会。如果自己貌似谦虚地承认若干错误，可能早已出局了。说白了，无论对错，都要挺着，要保持大家对自己的信任。这样才可能有继续留在决策岗位的机会，争取扭转乾坤，当然也可能一败涂地。也许，这正是组织决策的一种悖论。决策者需要有一定程度的刚愎自用和果敢坚持。缺了这种素质，难以获得大家的信任和支持；多了这种素质，也可能导致盲目和错误的承诺升级。

前瞻理性与承诺升级

是否进行承诺升级，以及承诺升级是否可以扭转乾坤，还取决于前瞻理性的考量。所谓的前瞻理性，就是要看承诺升级可能带来的未来的正面结果的预期。一个要素是某种正面结果的潜在价值，另外一个要素是这一正面结果实际出现的概率。如果价值高、概率大，则决策者会倾向于进行承诺升级。正面结果出现的概率大小，则取决于承诺升级需要的资源缺口，以及组织能否从容地募集并投入这些资源，这些资源投入后能否解决问题，使得系列决策的结果向着正面的方向转化。当然，也要看导致先前决策结果失利的原因是否继续存在，是否有新的阻碍和威胁。

应对承诺升级时的无奈

可以说，承诺升级是决策中一种常见的自然现象。有人认为这是一种难以自拔的病态。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积极不懈的追求。问题的实质在于，究竟系列决策的结果或者发展趋势是周期性地高低往复、正负相间，无规律地随机波动，还是永久性地下沉与衰落？不同的境遇，有不同的可能性。因此，决策者在事前往往也难以确定自己的决策准则到底是义无反顾地一路前行还是适可而止地脱身止损。

对于常规组织中的管理决策者而言，也许，在重大的承诺升级之前，听取中立的第三方的见解，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助益。尽管如此，最终的决策仍是决策者自己的选择。不在其位，难解其难。对于自主创业的企业家而言，如果总是听取别人的意见，可能什么也不需要去干了，因为到处都存在风险和不确定性。企业家往往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或者自认别人之不可为而自己可为，于是要不停地折腾。

实际的结果是，不承诺，或者不承诺升级，基本上会一事无成。一旦承诺，或者承诺升级，大多数会失败，只有少数可能成功。此乃创业的悖论。少数承诺者的成功会吸引无数自信之人倾情效仿。其实，在世界军事史上，关于承诺升级的事例也没有一定之规，并非“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孤注一掷的案例中，既有绝地逢生、反败为胜的，也有回天无力、片甲不留的。承诺与否，肯定是一门情境艺术。

正是：

组织决策序列行，渐固承诺前后承；

挫折越大越投入，陷阱愈深愈劲冲。

力求解证初愿优，欲转乾坤显英雄；

欲彰理性戕理性，人之自辩乃常情。

应激僵硬性的多层次分析

在组织行为学的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现象是某些行为主体（个体、小组、组织）在应对突发的危机与灾难等外部刺激时表现出的某种僵硬性，即所谓“面对威胁的应激僵硬性”（Threat Rigidity）。具体而言，这种僵硬性乃是相关主体近乎本能的自然反应，在个体、小组和组织这三个层面上展现出高度一致的模式。其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收缩控制（Constriction of Control），一个是减限信息（Restriction of Information）。

应激僵硬性的主旨在于尽量迅速地回归到该主体惯常所最为熟悉并擅长的主导运作方法上，从而以此应对当前所面临的威胁。作为一种常见的自然反应模式，它既可能在剧烈的环境变化中由于对外反应迟缓和单调而导致失败，也可能在渐变过程中由于保全内在核心功能而照常应对、死里逃生。也就是说，面对来自环境变化的各种威胁，相关主体之生存成败很可能完全取决于同一个反应模式（如图5.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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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面对威胁的应激僵硬性



资料来源：Staw, B.M.，Sandelands, L.E.，&Dutton, J.E.（1981）.Threat rigid-ity effects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A multilevel analysis.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6（4），501—524.本书作者翻译整理。本小节的讨论内容主要取材于这篇文章。

个人层面的应激僵硬性

在以往的以实验为主的研究证据中，在个人层面，面对威胁，会产生心理上的紧张和焦虑以及生理上的惊觉和唤醒。这些心理和生理上的反应则会对个体在认知与激励方面产生影响。首先，这种影响体现在对信息收集与处理的减限上，主要依靠自己已有的思路和预期，只关注那些核心的或者主导的信息，而忽略边缘旁侧的信息。其次，在控制方面进行收缩，倾向于采用自己长期学习和积累的经验法则或主导习惯来做出反应，并同时增强自己的专注力。

这种僵硬反应的潜在结果有两种可能。其一，如果一个人应对威胁的经验法则或主导办法恰恰适应了环境的要求，则会产生相对良好的效果，从而抵御威胁，增进自己的表现。比如，在一个渐变的环境威胁下，采用以往惯用的应对手法可能正好抓住了问题的重点，保证了个体不会临时起意、胡思乱想、四处出击，从而成功地应对威胁。其二，如果应对法则与环境变化的要求南辕北辙，该个体应对威胁的效果则会不佳，甚至会导致情形恶化。比如，环境的剧烈变化，要求个体迅速认清情势与以往不同，从而采取与主导方式不同的反应模式。此时，墨守成规可能难以应对威胁。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一个个体是否受过与应对威胁相关的专业训练，会对上述模型的结果产生不同的影响。比如，通常情况下，一个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在面对威胁时的应激僵硬性，可能会导致情势恶化，因为其主导法则往往会导致其反应之灵活性的丧失以及对多种可能备选方案兴趣与尝试的缺乏。相反，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其由于学习和训练获得的经验法则与主导反应则通常是符合应对环境变化之要求的，因此可能越是在遭遇威胁，从而有外部压力和自身惊觉的状态下，越是发挥得好。比如，一个业余人士当保镖，听到枪声，本能的反应可能是躲闪和自保。而职业保镖则必须朝着枪声的方向去主动出击或者挡枪护卫雇主。

组织层面的应激僵硬性

小组在遇到威胁时，同样会产生应激僵硬性。通常而言，当一个小组遭遇外在的威胁时，其内在凝聚力会上升，共识会增强，大家更可能齐心合力，共渡难关。但这种凝聚力和共识到底能够持续多久，至少受两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小组成员对威胁及其后果的归因，二是该小组对是否能够成功应对威胁之概率的判断。

如果大家认为威胁主要是外来的，而且小组很有可能会成功应对或化解，那么大家可能会更加团结并倾力支持自己的领导。这时，小组会减限信息，排除过多的疑问和猜想，减少不必要的信息收集与传递，同时会紧缩控制，增强领导进行集中决策的权力。这种状态也许能够更好地帮助该小组渡过难关、解决问题。

相反，如果小组成员倾向于认为威胁并不是主要来自外部环境的变化，而是主要来自小组领导的预测不利或者其自身的某种缺陷，并且，在初始应对举措之后，大家觉得现任领导没有办法成功地解决问题、应对危机，那么短期的僵硬性可能会被打破，新的信息可能会被引入，原先主导方法下的控制手段也会松动失效。如果这种松动能使大家找到应对危机的新方法，则小组表现会得到提升；否则，处于凌乱松散状态的小组可能会更早地分崩离析。

组织层面的应激僵硬性

组织层面所面临的威胁意指那些难以把握的急促突发事件，或者无法预测，或者其结构不清晰，可能对组织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比如一个企业遭遇其竞争对手联合某些媒体进行的恶意诽谤，从而面临公关危机甚至生存危机。研究结果表明，当面临危机时，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会尽量用简化的语言来描述面临的问题，通常是重复性地应用以往惯用的方法和言辞来定义问题。虽然信息收集和与利益相关群体的交流的绝对数量会增加，但由于所采用的现有的信息渠道以及惯常主导的操作流程的限制，一个组织所关注并获取的信息之类别和内容本身可能具有非常大的局限性和特定性。比如，一个组织通常倾向于只关注那些潜在地能够证明和支持自己决策的信息，从而在实际上减少了信息需求与交流的复杂程度。

在收缩控制方面，遭遇危机时，组织也倾向于使得决策权更加集中化，决策体系和流程更加正规化、标准化。这种收缩，使得决策的产生主要聚集在组织的高层。而高层的决策者更加具有全局观、整体感和信息优势。如此，在某种程度上，收缩控制保证了组织中声音与行为的一致性，避免了低层无序决策、随意发声的尴尬与混淆。同时，在遇到危机之际，尤其是伴随着相对的业绩下滑，组织对效率的关注也会成为一种主导因素，组织会更加重视资源的有效利用以及对成本的控制，并加强对不同岗位与部门的问责。

多重层次的互动效应

显然，一个小组中的个体行为会受小组结构与动态的影响并对其产生反影响。同样，一个组织会受其中不同的小组和群体的影响并对之产生影响。在个体、群体与组织三个层面都具有面对威胁时的应激僵硬性的相似模式下，三个层次之间也会互相影响和作用。试想这样一种情景：一个企业可能遭遇外来的恶意收购，此时，企业会收缩控制、减限信息，人事招聘可能全面冻结，投资项目暂时停止运作，内外的信息发布只能来自企业总部，其他任何层级不得擅自接受媒体采访，如此等等。

比如，一种可能的情形是，战略部的成员认为这是战略部首脑的失职，未能预见并出招抵御这一威胁。战略部具有市场价值的成员可能表面上表示与大家同进同退，与组织共存亡，但实际上可能都在四处搜寻后路。如果研发部、市场部等其他核心部门也是类似的情况，认为主要是现任领导决策不利才给外人造成可乘之机，则大家可能迅速各谋出路，多个部门实力瓦解，整个企业人心涣散，最终难以找到任何有效的措施自保。另外一种可能的情形是，大家都认为这种恶意收购完全是外部的威胁，各个部门的员工都比较信任自己的领导，大家也相信企业层面领导的能力与决心，则这时大家同仇敌忾、一致对外、共赴危局的可能性就会增强。

应激僵硬性乃是一把双刃剑

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在逆境与威胁面前的应激僵硬性乃是一把双刃剑，既可能顺利过关，也可能全军覆没。一个行为主体，无论个人、小组还是组织，其行为成败主要取决于威胁本身的性质和特点。如果威胁来自剧烈的变化与动荡，则以往的应对方式往往难以奏效，必须能够看到外部威胁的各种刺激中原先没有见过的新的关键信息，从而灵活调整与应对，这样方可解决问题。否则，如果囿于应激僵硬性，仍然依照原先的主导方式应对，则可能会强化威胁，坐以待毙。如果威胁来自重复性的、相对渐变的外部因素之影响，那么依靠惯常之主导方式则可能恰巧从容应对。过分激烈的行为或者不着边际地在非主流区域搜寻，倒是可能由于不必要的折腾而伤了组织元气，反而导致应对不利。无论如何，遇到某些外部威胁和逆境时，能否成功应对，皆归因于同一种做法，那就是此时各类相关主体所自然而本能地展现出的应激僵硬性。

正是：

组织小组与个人，应对威胁律可循；

僵化行动紧收缩，冻结资源慢逡巡。

增强控制多集中，减限信息闭阀门；

故步自封或当灭，化解威胁亦逢春。


快速多变环境下的决策

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以及信息与网络技术的普及与应用，在企业以及各类组织中，信息沟通与交流日益便捷。与之相伴，各行各业的决策速度似乎也都在不断地提高。与信息技术相关的某些前沿行业，比如移动通信行业，本身就是瞬息万变、突飞猛进的，需要快速决断、及时反应。有些传统行业也在不断地受到来自各方的冲击甚至颠覆，比如服装制造，已经从每年一季的设计生产和销售周期进入到一个月之内就能实现多轮迭代的境地。就连以快时尚著称的ZARA也有被认为过时过慢的风险。如何在快速多变堪称常态的情境下迅捷高效地进行决策，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

斯坦福大学的凯瑟琳·艾森哈特教授，曾经专注于研究以硅谷企业为代表的机构如何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进行决策并在该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在此，我们介绍艾森哈特教授的三个相关的研究成果：快速决策的方法、时间导向的决策方法，以及决策的简单法则。

快速决策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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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美国（包括Zap等在内的）12家计算机企业的实地调查研究（包括采访和问卷等多种研究手段），艾森哈特教授发现采用快速决策方法的企业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它们依靠某些简单的法则去处理信息、比较方案、快速执行、迅捷纠偏。它们可以用2—4个月的时间去做出一般企业需要6个月甚至1年以上才可能做出的决策。在信息技术（IT）行业等快速多变的竞争环境里，如果不能迅速反应、应对变化、解决问题，再漂亮的战略也无济于事，可能战略决策做出之时，早已时过境迁，一切都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如果一个企业反应迅捷，则即使决策出现偏差，也可以快速纠正，并且增进组织学习和今后应变的能力。这是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下快速决策所具有的自然优势。

这里所强调的快速决策，并不是偷工减料、简化现实，而是广泛监测、迅速比较、大胆尝试、持续学习。研究结果表明，采用快速决策方法的企业比决策相对较慢的企业处理和应用更多的信息，而不是更少的信息，考虑和比较更多的备选方案，而不是更少的方案。快速决策企业往往善用专家咨询系统，及时征询专家的意见与建议。而且，它们重视对冲突的迅速解决以及各个战略决策之间的整合。总之，它们的主要特点就是提高了所做一切事情的速度（Accelerated Pace），从而可能增进决策过程的效率以及应对变化的有效性。

具体而言，快速决策企业的速度来自如下做法：首先，它们积极监控和分享大量的实时信息。实时信息的特点是信息的采集和播报与事情的发生同步进行，没有时间上的滞后。这种做法使得快速决策企业感觉鲜活、与时俱进，及时发现各种机会与威胁。

其次，它们同时考虑多种备选方案，积极比较，避免由于承诺升级而被锁定在某些不适当的领域，一旦某个方案失灵，可以迅速地转换到备选方案。也就是说，快速决策是一个快速比较和筛除的过程。与此相反，决策较慢的企业通常在一个具体的方案上花费太多的时间。

再次，快速决策企业通常采用某种“二阶”的咨询建议体制。最高决策者——首席执行官（CEO）首先会征求所有高管团队成员的意见，然后聚焦在整个企业中的某个或者少数几个最有经验的管理者身上，听取这些可以信赖的“顾问”的意见。还有，快速决策企业的高管团队采用相似的办法解决决策中可能产生的冲突。他们会首先争取获得共识，如果大家仍然有分歧，则会由CEO最终拍板，做出相应的决策。

最后，由于上述机制的存在——即时信息、多种方案、顾问意见、冲突解决——快速决策企业通常能够对企业经营中的多种决策进行整合，较好地理解和管理不同决策之间以及各种备选方案与补救措施之间的关系。艾森哈特教授的研究结果表明，采取快速决策方法的企业之经营绩效，在快速多变、难以预测的竞争环境中，要高于决策缓慢的竞争对手。

时间导向的决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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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快速多变、难以预测的环境下决策，一个相对独特的做法，便是有意识地采用“时间导向”，亦即把握自己的时间节奏，而不是传统的“事件导向”，亦即跟随外部环境的重大事件而被动应变。基于对英特尔等高科技企业的研究，艾森哈特与同事Shona Brown发现并阐释了以时间导向（Time Pacing）为基准的决策范式。以英特尔创始人之一摩尔的名字命名的所谓“摩尔定律”，声称微处理器的处理能力每18个月左右就翻一番。其实，这并不是类似物理定律的一种铁律，而是英特尔公司所希望努力达到的某种目标，是一种人为的设计和企图，而且至少在20世纪的后20年是基本上被英特尔引领的实践所证实了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英特尔公司当年曾经是实践时间导向决策法的典范。

事实上，除了明显可测的摩尔定律之外，大家较少知晓的是，英特尔公司每9个月左右就会增加一条芯片生产线。这也是按照公司所设计的某种节奏去运行的。英特尔公司会提前两年构建生产线，并且是在未知具体的产业走向以及自己到底要生产什么特定产品的情况下构建的。这种以可以预测的节奏进行产品开发与生产的做法，既是对自己的一种激励和鞭策，也是对竞争对手的一种先机遏制（Pre-emption）。

时间导向决策的关键是节奏而不是速度本身

究其实质而言，时间导向决策意指按照时间上的里程碑来规划产品开发与设计，引进新业务，进入新市场。虽然采取时间导向决策方法的企业可能行动非常迅速，但时间决策的精髓实质主要不在于速度本身，而是要依据时间来把握自己的节奏，调整自己的步调。时间导向决策是系统的和积极主动的决策方法。

具体而言，时间导向意味着企业的运营是按照系统地设立的截止期（Deadline）来进行的，管理者与运营团队必须按照相应的截止期来调整自己的工作力度与节奏。比如，3M公司规定每年总收入的30%必须来自最近3—4年所开发的新产品。这种时间导向使企业中的人产生了某种使命感和紧迫感，促使他们聚精会神，集中力量，朝着既定目标迈进。有人戏称，这种做法无疑是要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去跑马拉松！

管理“转换”的重要性

转换（Transition），指的是从一项活动转到另外一项活动，通常在短暂的时空内迅速完成，类似接力赛中的交接棒。这是节奏管理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善于管理转换的企业通常非常看重对转换方式与机制的设计与管理，从而争取使得转换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平稳的交接。

在世纪之交，吉列公司每年要进行20次左右的产品更新换代。这就意味着吉列公司必须主动有序地统筹其产品设计开发、上市销售和收获退出。而且，在任何一个时点上，开发、上市、退市都会同时出现，要同时管理不同阶段的挑战。这更增加了组织管理的难度。

管理“节奏”

时间导向的主要挑战在于管理节奏，如何去设计自己在产品和市场上的节奏，如何制定和管理关键的“转换”点，如何使自己的节奏与客户和供应商的节奏更好地对接。当然，一个企业的节奏注定要受到自己的资源与能力的约束。因此，企业的节奏必须也需要与其能力相匹配。以英特尔公司为例，在从X86到奔腾系列芯片的开发周期里，英特尔公司遥遥领先，占据相应市场上80%以上的市场份额，掌握足够的主动权和话语权。因此，其时间导向决策和掌握自己节奏的做法是有底气的。这种时间导向上的奢侈大概不是所有企业都可以拥有的。

正是：

事件时间双轴线，两种进度把握观；

事件基准为参照，被动忙于做应变。

时间进程为导向，企图掌握主动权；

难在按期调节奏，更应适时做转换。

决策的简单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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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快速多变和难以预测的环境下，管理决策者可以通过使用一些被证实过的比较靠谱的简单而又具体的决策法则来简化其任务环境，更加迅捷地针对主要矛盾进行决策，应对变化，解决问题。

首先，简单法则，顾名思义，应该简单。这不仅体现在法则明确、指示清楚，而且体现在这种法则在数量上也必须相对稀少有限。因此，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下，简单的法则相对容易被记起和使用。其次，简单法则，由于数量上较少，容易在一个群体中被大家沟通和共享。因此，简单法则降低了群体间的沟通成本，易于在需要与人协调的情况下使用。最后，艾森哈特等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简单法则决策的有效性至少不输于综合系统的全面分析。

简单法则的情境针对性

需要指出的是，简单法则，并不是笼统的说教，而是有相对的针对性的。简单法则是针对特定的任务环境以及特定的人群的，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比如，一个职业橄榄球队教练对他的队员饮食方面的简单法则只有三条：一定要吃早餐，多喝水，那些可以采摘的、拔下的和宰杀的（意指蔬菜瓜果和肉类等真正的食物）想吃多少吃多少。对于这帮职业运动员而言，每天有大量的消耗，根本不用担心能量过剩。试想，当任务环境改变之后，比如运动员退役后，还奉行这种法则肯定是不合适的。显然，这种法则对于非运动员群体，可能从一开始就是不合适的。

联想到我们身边的事例，也可以看到简单法则之针对性的重要性。也许劝解糖尿病患者群体要“管住嘴，迈动腿”比见人就不分青红皂白地传播“冬季进补好处多”要合理多了。或者，向病入膏肓、行将就木的弱者倾情鼓噪“生命在于运动”的教条，无疑是在戕害生命。失去了针对性，简单的法则就可能变得模糊含混、滑稽可笑。比如，告诫人们要“努力做最好的自己”。

简单法则的纲领性与灵活性

通常，简单法则乃是一种具有指导意义的纲领性法则，在给出方向和宽泛的准则之后，又给决策者以足够的选择空间，去灵活发挥与应用。比如，上述的运动员饮食原则，并没有具体规定要多吃白肉、少吃红肉，或者多吃草莓、少吃香蕉。同样，军队野外作战饮食的准则会强调一定要吃加热过的食品、真空包装的食品或者密封包装的罐头食品等。这是对总体“规程”的强调，而不是对具体“内容”的限制。一个训练有素的外科医生会知道，导致生命危险的最为关键的三个因素是失血、感染和麻醉不当。一个简单的准则，就是尽量注意这三方面的潜在威胁。但每个医院和医生所采用的具体应对做法却可能非常不同。

再比如，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某投资企业确立了如下三个简单法则。第一，接受投资的企业必须具有1亿美元至5亿美元的年收入，而且投资项目必须属于该企业原先参与过的行业。第二，该企业应该是在消费品领域经营，专注于那些一般老百姓如果每月有100美元的多余零花钱会去买的东西。第三，该企业的老板可以认识黑社会的人但自己不应是黑社会的。看得出来，这几条都很具有纲领性，同时又留出了一定的选择余地。最后一条，是考虑到了日益严重并蔓延的地下势力对企业界的影响，但要尽量避开他们对投资项目的直接影响。

简单是终极的复杂。

列奥纳多·达芬奇

简单法则的类别

根据其具体的功能特点，简单法则可以被分为如下三种类别：边界法则、排序法则、终止法则。边界法则（Boundary Rules）可以帮助决策者界定一个行为的范围边界，哪些属于边界之内，哪些锁定在边界之外。比如，曾经催生了因特网的美国政府军方的“国防高级研究计划署”（DARPA），每年30亿美元的研究预算分配主要遵循两个基本准则：对于基础研究有贡献，有实际的应用价值。再比如，职业盗窃者在选择盗窃目标的时候，通常不过分在乎房屋本身的特点或者安保系统的完善与否，而是更关注房屋中是否有人。因此，一个最为简单的法则是，不要进入门前停有车辆的房屋，因为此时里面有人的概率非常之大。可见，边界法则可以帮助决策者迅速确定做什么和不做什么。

另外一个常见的类别是排序法则（Prioritizing Rules），它可以帮助决策者在面临资金、精力和时间短缺时在不同的备选方案中迅速地遴选出比较可行的方案。比如，某些企业的人力资源部在做出雇人决策的时候，如果两个候选人的条件不相上下，简单法则就是首选现有员工推介的候选人。

再比如，战地医院在决定先为哪些受伤的军人治疗时，一个简单的准则可能是首先选择那些通过立刻治疗可以保住生命的受伤者。也就是说，没有存活希望或者现有医疗条件下存活希望不大的伤者并不会得到优先治疗，而那些不治疗就会死去但及时治疗可以存活的伤者才有优先治疗权。

同样，在很多机场，一旦出现天气或者其他不可控原因导致的延误，当起降恢复正常的时候，一个简单的法则，可能是尽量不打扰还没被延误的航班，而不是按照原定的起飞时间顺序放行。这样，有些已经被延误超过若干时长而必须赔付客户的航班，既然已经赔付，就可能会被继续延期或取消。同时，这样做还可以提高整个机场和各家航空公司的总体正点率。

终止法则（Stopping Rules）可以帮助决策者在事前就清楚地界定什么时候停止某项活动，从而避免损失、伤害或者灭顶之灾。比如，那些职业自律的投资者的止损法则，可能非常简单粗暴：当一项金融资产的价值折损超过其初始购置价值的10%时，必须立刻抛弃！

与之相似，职业登山选手们也有一些保命的简单法则：在某个既定时间还没有到达某个高度或者地点的时候，必须折返，即使胜利在望；否则，便有可能性命不保。简单的规则，往往来自无可辩驳的统计规律和血淋淋的生死教训。

简单法则的来源和背后的道理

这些简单的法则，可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大浪淘沙，水落石出，也可能来自自身或者他人的经验，尤其是各类事故，还可能基于科学研究的证据。比如，季羡林曾经依据自己的人生经验总结出了几个重要的判断人的法则。其中之一，就是坏人不知道自己是坏人。同样，美国喜剧演员蒂娜·菲（Tina Fey）曾经告诫，不要告诉疯子他是疯子。除了经验之外，简单法则还可以来自基于科学发现所提炼出来的常识。比如，基于大数据的分析，儿科医生判断儿童是否受感染，可以依赖几个主要现象和指标：痉挛、呼吸急促、意识降低、毛细血管再充盈迟缓等。

最后，我们来看简单法则背后的道理。如上所述，简单法则的形成，通常来自血的教训。至少在事情重复发生的领域，前人的经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后人的指南。即使是在全新多变的领域，依据快速学习和尝试总结出来的某些初步的简单法则，也会有一定的道理，可能会帮助决策者迅速地应对问题。原因在于：其一，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充分地了解问题；其二，如果他们行动迟慢，可能连继续存在或者应对变化的机会也没有了。


第六章　决策方法：渐进的摸索探寻

面对高度复杂和不确定的决策情境以及组织中难以避免的政治游戏与权力斗争，困囿于有限理性的管理决策者通常不可能拥有绝对的权威和准确的信息与判断去全面系统地制定和实施决策，从而通过一揽子规划一次性地解决问题。基于某种方向性目标的不断探寻与摸索、尝试与纠错、推动与促进、梳理与磨合，乃是复杂组织中常见的决策思路与方法。这种决策思路与方法需要足够的智慧、耐心与自律。本章着重探究渐进主义的决策方法以及在貌似无序状态下的应对策略。首先，我们讨论“枝节法”决策的实际作为与实践理性，揣摩“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背后的道理。其次，我们评介逻辑渐进主义的主要思路与运作方法，解读“摸着石头过河”的无奈与机巧。最后，我们介绍组织决策的“垃圾桶模型”，考察决策者、各类问题、问题的解决方案、决策时机等要素如何在随机互动中产生特定的决策结果。


枝节决策法的实践理性

遇到问题和麻烦，我们通常会希望全面系统和坚决彻底地解决问题，干脆利落，不留后遗症。然而，世事是一连串的事情，一大堆的事情，往往剪不断，理还乱。就像对待疾病，我们总是希望知道疾病的根源到底在哪里，怎样才能对症下药，最好能够根除。然而不幸的是，许多疾病的原因或者相应的解决办法，医生和医学研究者也不得而知。生活和工作中，对待很多问题的解决，大家其实都是在“猜”，包括专家在内，只是专家猜得稍微有经验一点儿、相对靠谱一些。

因此，在真实世界中，也许我们不得不就范于非理想化的现实，希望能够通过不断的渐进摸索和试错纠偏去尝试应对问题，以期改进我们的境遇。有了这种心理准备，再去考察那些所谓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和“治标不治本”的决策办法，也许就能多一分理解，少几分指摘，从而更加实际地在“隔靴搔痒”和“暂且应对”的基础上去提升我们的决策质量。让我们首先看一下政治学家查尔斯·林布隆关于决策的“枝节法”的学说。

林布隆的枝节决策法

众多的教科书总是教诲大家说，决策者要尽量全面系统地做出科学决策。但实际上管理者并不这样做，他们有着更为实际的决策办法。这些实际的做法，在理论上也得到了解释和印证。美国政治学者查尔斯·林布隆（Charles Lindblom）教授早在1959年就提出了所谓的“枝节决策法”（以下简称“枝节法”），作为对传统理论所推崇的“根源决策法”（以下简称“根源法”）的替代。传统的理论认为，思考问题应该从根源出发，首先确立明确的价值观和决策目标，然后对可能的解决方案进行分析，最终做出决定，选择最能满足目标需求的解决方案。而枝节法则无须在事前对复杂的价值观和目标进行排序，无须将目标的确立与分析方法的选择按先后顺序割裂开来，也无须分析所有的解决方法，只需关注增量，关注大家实际共同认可的选择。表6.1比较了根源法与枝节法的不同点。

表6.1　根源法与枝节法的比较

[image: ]


资料来源：Lindblom, C.E.（1959）.The science of“muddling through”.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19（2），79—88.本书作者翻译整理。

目标与方法的同时选择

那种认为价值观应该在选择解决问题的方法之前得到澄清的想法确实很好。但是，当我们遇到复杂问题时，决策者根本无法提前预知大家不同的价值观或者成功精准地为不同的价值观排序。即使决策者企图以自己的价值观作为决策的标准，他们通常也无法知道如何来排列其价值观，因为不同价值观之间可能会相互冲突。从枝节法的角度看，决策者无须对决策者的价值观和目标进行根源上的比较，而只需考察不同决策方案之间的边际区别或者在增量上的区别即可。

林布隆举了下面的例子：两种决策，X和Y，都能达到同样的目标a、b、c、d、e，但是X比Y更能达到目标f, Y比X更能达到目标g。因此，在做决策选择的时候，决策者面对的实际任务是在目标f和目标g分别代表的增量价值之间的比较和选择。可以说，影响决策者政策选择的最终因素在于增量的差异，而无须费时费力地试图从根源上去探究不同的价值观，也不必在选择决策备选方案之前去为不同的价值观排序。排序和选择是同时进行的。一旦决策者选择了X，也就隐含地意味着决策者认为f比g更有价值。此时，价值观（决策的目标）与决策方案本身（实现目标的方法）同时被选择。

决策好坏的判断

人们对于不同价值观的优劣排序可能永远争吵不休，而对于具体政策的选择则可能更加容易达成一致。因此，对一个政策好坏的判断，最直接也最可靠的办法，是看不同的决策者是否能在某个决策方案上达成最大限度的一致。这种做法，只看结果，不看根源，不去纠缠这个决策方案能否成功地达到某种目标，因为目标本身无法被界定或者决策者无法对不同的目标达成一致。

小平同志当年针对有人提出改革的方向到底“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而采取的“不争论”的态度，体现的即是枝节决策法的务实态度——先干起来再说。企业中也是一样，与其讨论营销最重要还是生产最重要，不如看一看，在现有的备选方案中，营销和市场相关的决策者以及所有决策者最容易达成共识的方案是哪个。

就像选美，与其无休止地争论美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有多少维度和指标，如何确定它们的权重和关系，不如直接问大家，你们认为这些候选人中谁最美？一旦有了共识，决策选择方案与决策者的价值观同时被确定和揭示。

有限的分析比较

枝节法遵循的正是有限理性学说，其决策分析采用的是局域搜索和比较的方法，其决策准则是决策者对满意解的共识而不是对最优解的刨根问底。枝节法之所以能够大规模地降低分析的负担，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其渐进主义风格以及只对增量（Increments）的关注。所考虑的替代性决策方案与现行的决策没有巨大的差异，只有边际（Marginal）的不同。

以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政治为背景，林布隆教授认为大家在重大问题上存在基本共识，否则美国的民主政治体系也不可能存在。双方在具体问题上的决策是互动调整（Mutual Adjustment）。考虑与现有政策在边际上或者增量上有差异的决策备选方案，可以有效地利用决策者的知识和经验。与现有政策有重大偏离的备选方案，通常根本不可能被提出来，更别说被采用了。它们的各种可能结果与影响更是无法被提前预知和判定。因此，可以说，忽略对它们的考量不会产生显著的不良影响。这种决策格局下，不可能出现大起大落。

连续不断地进行有限比较

决策不是一蹴而就抑或一成不变的。组织中的决策，比如政府政策和企业战略，往往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决策者企图不断地逼近理想的目标，而且理想的目标本身也可能改变。林布隆认为，一个睿智的决策者会意识到，其决策只能部分地实现其希望达到的目标，而且还会产生一些他不可能提前预见的、原本希望避免的后果。但如果决策者能够成功地进行一系列连续不断、迭代继起的渐进增量实验，就可能会避免一些影响深远的重大错误。也就是说，一旦渐近和增量被预期为常态，激烈的决策巨变根本就不可能在被考虑之列，因此也就不可能产生因巨变而引起的灾难性后果。而每一个决策都是一小步，可以快速知晓是否有成效。如果有，继续增量尝试；如果没有，立刻纠偏修正。

正是：

边走边看路崎岖，调整适应步轻移；

遇事勿从根源纠，不问终向何处去。

下步若比现在好，便解今日大问题；

循序渐进自从容，实践理性有矩依。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读

中国特色：可以随时随地挖沟

在中国的不少地方，马路上挖沟是一大景观。自来水管道坏了，挖，填上。下水管道坏了，挖，填上。其他什么地下设施坏了，挖，填上。而且可能经常是挖过好长时间，才填上。一挖一填，耗时费工，名义GDP直线上升；挖挖填填，碍市扰民，难免大家怨声载道。这种缺乏全局观念、系统规划和协调运作的现象，通常被称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纠缠于旁枝末节，治标不治本。

这种做法，看似愚蠢，实际上是合乎当事人（挖沟者）的利益的。首先，下属有活干，当领导的可以从中得到各种好处。其次，只需各自为政，不需要与别的部门沟通，而沟通和协调是需要耗费成本和能量的。最后，“头痛医头”，很可能暂时减缓了“头痛”，至少比“头痛不医”或者“头痛医脚”要显得更加可行，当下可以交差应承。至于为什么“头痛”，如何避免将来的“头痛”，那是留给后人发愁的事情。即使留心在意了对将来“头痛”的防范，却保不齐哪天“脚痛”。

美国行径：照样就事论事

在美国，挖沟的事儿不是没有，只不过效率比较高，基本上当天填平。而美国特色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通常会整出比挖沟大得多的动静，堪称与灾难并行。第五章中提到的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后，发现火箭助推器上某O形圈的设计缺陷（非常小概率事件）乃为灾难的罪魁祸首。NASA所得到的组织教训，也不过是对航天飞机上相似的零件和环节把关得稍严一些。它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在每一次发射前都全面审察总体设计，不遗余力地检验所有设备部件，不放过哪怕最不起眼的一颗螺丝钉。下次出事的不大可能再是O形圈，很可能是其他地方。防范了“脚痛”，并不一定就降低了“腰痛”产生的可能性。

2001年8月，笔者在华盛顿白宫附近游玩，因头顶上空飞机的呼啸而震惊。的确是震惊。怎么可能会有飞机在首都中心的上空飞行？当时白宫上空并无航空管制，这与我们在中国得到的常识大不相同。没想到，一个月以后，“9·11”恐怖袭击直奔美国五角大楼。可以想见，亡羊补牢，其后肯定会有华府上空航空管制政策的制定。但这种应对袭击的防范可能不至于涉及地铁、长途汽车、超市剧院、主题公园等。否则，整个国家便成了草木皆兵。所以，只能是哪儿痛先治哪儿。暂时缓解了“心痛”，却可能忽视了潜在的“腿痛”。

纽约世贸大厦被袭之后，美国政府的决策确实比简单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更进了一步，成立了国土安全部，加强了对多种公共设施的保护等，比如对旧金山金门大桥的监控和保护。然而，在更高一层的意义上，一般来说，任何政策都是针对某一个局部问题的枝节疗法。当人们担心公路大桥会被敌对势力袭击的时候，却没有想到公路大桥会由于其他原因而坍塌。

2007年，旧金山附近一截高速公路大桥断裂塌方，明尼苏达州高速公路大桥也发生大面积断裂塌落。初步猜测，其原因可能是设计有缺陷，但不至于有危险（小概率事件）。也有一说，是使用了40多年的大桥，钢筋老化。出事以后，美国交通部长敦促各州政府立刻对同样设计和类似结构的桥梁（约750个）进行检查，以防患于未然。这次灾难性事件，很可能引起大家对成型于20世纪中叶的美国公路系统的安全性进行全面审视。但这种审视和警觉可能并不会在很大程度上扩展到海底隧道或者更加老化的铁路运输系统。关注了“大腿”，可能会暂时撇开“小腿”的隐约之痛。

为什么“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现象屡屡发生呢？原因可能很多，其中至少两点比较典型。其一，决策者的任期以及激励机制决定了他们必然把精力放在那些易于操作、立竿见影的任务上面。因此，治标不治本的现象自然盛行。其二，全面系统地解决问题，或者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日常的大多数组织中基本上不可能。

面子工程：激励机制的压力

组织中的决策者一般都有一定的任期。要显示能力、成就业绩，必须迅速地解决问题，很难会去花大力气调理组织的元气和体系。迅速蹿升的人往往都是在局部领域做出了业绩，又迅速地到别的领域去做相似的事情，治头痛的走到哪儿都是主要治头痛。即使一个“医术”全面的决策者，在有限的任期内，也只能主要集中精力治疗几种病症，难以照顾到方方面面。

决策者的激励机制往往注重迅速可见的效果。一个组织的基本功和元气需要长期培养和积累，而某些小花招却能立刻奏效。这样，决策者很可能主要治疗那些相对容易治好而又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的痛处。大家通常爱褒贬某些政府领导善于搞面子工程云云。其实想一想，这种激励机制下，搞点面子工程，比不搞任何工程照样能够当官的要好得多。

总之，如果决策者没有长期观念、期望和责任的话，他只能就事论事，解决当下的问题。比如，某个银行要为一个国有企业提供某种金融服务，可以使该企业在十年之内达到平均收益最优。而该企业的CEO则直截了当地选择了该银行的另外一种服务：前三年收益最优，而后七年成本巨大，十年平均收益低下。这位CEO关心的是自己任期内的业绩，企业的长期健康暂不考虑。

不得不治标：治本不可能

从可行性方面来看，许多情况下，由于各种原因作祟，治本几乎不可能。第一，在决策者（而非研究者）可以预见的未来，几乎不可能找到根本。某些癌症（甚至某些病毒性感冒），我们根本不知道其作用机理，只能在猜测和尝试中循症治疗。猖狂肆虐的沙尘暴、遍及全球的温室效应，我们并没有弄清楚根本原因。现今的应对方式，即便不是南辕北辙，至少也是隔靴搔痒。北京老城的地下水道，自元大都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工程和修补都有，很难找到一个人完全通晓整个下水道体系并能将这种知识及时地文献化，转变成制度记忆。挖沟的时候，哪儿该挖哪儿不该挖，其实难以预知。也许有人会搬出大数据这件利器。但数据再大再多，该用的时候，都可能由于各种制约而使得数据缺乏或者根本不合适。

第二，由于问题复杂和利益冲突，多方决策者或者决策集团很难就问题本身的定义达成共识，更不要说导致问题的根本原因和全面系统的解决方案了。比如，造成北京堵车现象严重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是北京人对堵车的忍受程度全世界第一，还是公路体系设计缺陷、辅路分流不利、汽车数量太多、司机素质不高、交通法规僵化、管理程度低下、特权车横行霸道、城内停车位少，抑或是养车费用太低、道路资源免费？且不论与汽车交通有关的众多政府部门是否能够协调一致地解决堵车问题，是不是每个部门都真正想要解决这个问题都是问题。谁知道究竟需要花多少人力物力和时间去研究这个问题，又由谁去评判是否找到了问题的根源症结？

第三，没有明确目标的全面出击、系统检查，容易分散资源，不着边际，并且很难找到“头痛”或者“脚痛”的根本原理。从理论上说，任何微小的疾病都可能扩展成致命的威胁。但如果身上任何地方有某种疼痛，都做一遍全身检查，大概也是多余。即使全身检查并非多余，也可能由于成本约束、时间压力和资源限制而难以企及。如果一个人有无限的资源与时间去看病，他可以雇一个班的保健医生，头不痛也可以去查一查为什么还没有痛。而对于下岗职工而言，有了大病也可能根本看不起，每年体检更不能保证，谈及私人保健医生简直如痴人说梦一般。

第四，同样的道理，政府、企业和其他组织的资源也是有限的，不是哪儿痛都去治的，或者浑身都治的。通常是哪儿好治先治哪儿，哪儿痛得厉害先治哪儿，哪儿喊痛喊得厉害先治哪儿；别处干脆甭想。一个企业的财务部出了问题，并不一定引发查处市场部的劣迹。一个学校游泳池里不幸淹死人后，学校领导班子顶多也就是强调一下学校体育场馆的安全保卫措施，而基本上不会去调查一下学生食堂的卫生状况和预防食物中毒的程序是否健全以及是否在有效地实施。而当食堂出事以后，也就只是整顿食堂而已。

警惕治本者的忽悠

说了这么多，并不是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唱赞美诗，而是为“坚决果断，干净彻底，全面系统，正本清源，从根本上一举解决问题”奏安魂曲。诚然，“一张白纸，好描绘最新最美的图画”。然而，人一生下来，就不是白纸一张。组织一成立，就是有色体。今天的问题往往镶嵌在昔日的问题里。解决老问题，会有新问题，需要持续不断地在现有条件下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中制造和发现问题，在发现问题中选择和解决问题。而企图天天更新系统，臆想日日洗心革面，无异于梦呓。

我们能做的，顶多也就是在某些有条件选择的当口，适当合理地设计组织体系和决策程序，积极努力地增强组织记忆和共享信息，从而能够在日常决策中稍显从容有序地解决局部性的疼痛问题。即使如此，这种系统性的反思与纠偏，也往往是由某种灾难性事件引起的。平时微调演进，直到灾难骤起。革命性的变化，不是常规，而是特例。

顺便提醒大家，在热衷于批判“治标不治本”的“拍脑袋”决策时，千万不要小觑了另外一种保健方式——“头不痛就医头”。街道上，好好的马路牙子，硬是一年换好几次。道路两旁，商家店铺的招牌幌子，个性鲜明，主题突出，却被强行要求家家统一。不头痛也得整得你头痛。头痛就得医头，头痛医脚头更痛矣。更要小心有人坚持要给你做全面体检。


逻辑渐进主义的前世今生

枝节法决策，不仅不对遥远的过去刨根问底，而且也不对无限的未来圈定预期，只是专注于解决当下的问题。通过不断继起的连续比较、小步微调，逐渐逼近下一步预期达到的状态。因此，枝节法描述的是所谓的Muddling Through，意即跌跌撞撞、蒙混应对、渐进摸索、得过且过，不可能看得很远，只能关照眼前的下一步。这种纯然枝节法的决策，跟我们经常说的“摸着石头过河”，还是有些区别的。“摸着石头过河”，同样是渐进摸索，尝试纠错，但至少大方向是相对清晰的，那就是要“过河”。因此，与“摸着石头过河”相对应的是所谓的“逻辑渐进主义”，亦即有目的、有方向的渐进摸索。

早在1967年，爱德华·瑞普（Edward Wrapp）教授就勾勒出了逻辑渐进主义思路的主体框架。1980年左右，明茨伯格对管理决策和战略制定的研究进一步为决策的渐进过程提供了实例证据和概念框架。同期，詹姆斯·奎因教授的工作使得逻辑渐进主义的决策方法得到更加正式的呈现和推介，并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内正式的系统规划与渐进决策中的权力政治过程进行了巧妙的融合。

有目的之渐进摸索

在运营中制定和实施战略

企业的战略决策与其具体的运营细节不可能完全分开。企业战略和政策的调整，体现在日常的运营活动中。通过对一系列运营决策的观察，可以窥视出企业战略和政策的走向。有效的管理决策者通常不会清晰地给出明确的政策建议，从而将自己和组织无端地裹挟在正式政策的紧身衣里；相反，他们通过具体的行动来逼近既定的目标。有效的管理者明确地意识到组织问题难以用一揽子计划来全面彻底地解决，必须小步捯饬，渐进而行。他们善用耐心，避免政策层面的争论，聚焦在貌似孤立和偶然的细碎行动上，不断向目标推进和靠拢。当这些细节最终整合在一起时，大家便可发现一个总体方向明确、运作逻辑清晰的决策制定与实施过程。看似无序，实则有型。

管理决策者相应的技巧

在瑞普教授的眼里，有效的管理决策者通常展现五种技巧（参见表6.2）。

表6.2　拒绝政策紧身衣：有目的之渐进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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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rapp, H.E.（1967）.Good Managers Don't Make Policy Decisions.Har-vard Business Review
 ，45（5），91—99.本书作者翻译整理。

第一，管理者要非常知情，通过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多种渠道获取信息，尤其是对企业不同层面的运营决策要有所把握。不管你在企业中爬梯子爬到多高，都必须保持这些信息渠道的时刻畅通，从而能够获得各个领域和层面的真实信息。

第二，管理决策者必须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那些必须由自己亲力亲为的三四件重要的事情上去。这些事情通常对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具有持久的影响和重要性，而且决策者可以在这些事情上真正有影响、有所为。这与广泛地知情和关注多方动态并不矛盾，只是说，从务实的角度来看，不能四处出击，过分地分散和消耗自己有限的实力。管理决策者所聚焦的这些事情，一旦办成，最好给上司、下属和同僚都能够带来绩效和荣誉。

第三，敏锐地洞悉组织的权力结构，善于参与权力游戏，挖掘和利用组织中那些“无所谓走廊”，很少或者绝不闯入被封闭的走廊，力求在相对中性和开放的空间行走，而不踩在别人的脚上。这就意味着，要极力洞察那些掌握核心权力的人员对不同领域事物的态度与偏好，敏锐地捕捉不同决策之间的各种潜在联系，更要耐心地等待合适的决策时机。

第四，与一般教科书中关于目标明确的说教截然相反，瑞普教授离经叛道地认为，管理决策者（主要是最高管理者）应该“显得不甚精确”。在使得组织中的人觉得有足够的方向感的同时，并不公开正式地明确界定组织的具体目标。目标是相对开放的，会随着组织内外的情况以及资源与能力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组织目标的定义会与时俱进，不断被修正。否则，话说得太满，事情做得太明显，等于套上某种政策紧身衣，遇到问题难以有回旋的余地。

智力乃是根据变化进行调整的能力。

斯蒂芬·霍金

神经症在于没有能力去容忍模糊性。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如此，为了不断改进，为了有意自保，为了防止由于公开明确的目标带来的反对势力更加直接和疯狂的阻挠，也为了给众人留出想象和参与的空间，决策者心目中的未来目标，不可能一览无遗地展示给众人，勾勒出来的只能是大方向上的承诺。其实，组织在任何时期的实际目标，是体现在一系列具体的运营决策中的，而不是挂在墙上的说辞和口号。这些决策本身比文字更有说服力和解释力。另外，对于组织中的部门和下属而言，组织的目标越明确，任务越具体，自己工作的可想象空间也就越小，实际上是减小了发挥自己才干的余地。

第五，管理决策者要善于“有目的地渐进摸索”。这里所要强调的是决策者的概念能力和整合能力。对知情的强调，意味着决策者要对组织中广泛的动态感兴趣。对聚焦时间和精力的强调，则要求决策者在广泛的兴趣和监控下，考量哪些东西与自己认为最为重要的几件事情有关。对政治游戏的提醒，意味着要善于等待时机，在不同的运营决策中发现关系和机会，将这些关系在适当的机会中进行整合与推动，从细微的运营决策中实现自己最终的意图。有关要保持目标相对不精确的忠告，也正是要给自己和别人更多的机会和可能性。这便是所谓的逻辑渐进主义：渐进背后有逻辑，有某种粗略的思路考虑。

对具体行动建议的检验准则

在有目的之摸索的过程中，如何判定到底采取什么样的行动？瑞普教授认为至少有三个基本准则。

第一，该建议或者其中的某些部分是否能够推动组织朝着既定目标的方向前进？

第二，该建议或者其某些部分将会如何被组织中的不同群体看待？谁会强烈反对？谁会大力支持？谁会感觉无所谓？

第三，该建议与现有的项目或者其他新提的建议之间有什么联系？是否能够被镶嵌在现有的项目上？是否能够跟其他的建议打包放在一起从而更容易在组织中被接受和推动？

显然，这些问题都是从实操而不是纯粹理性设计的角度出发的。通过在实操中可以被组织接受的行动组合，才能一步一步地朝着既定目标行进，有时顺畅，有时受阻，可能横着走，可能需绕道，也可能暂时后退、回潮。但最终的总体结果，是逼近既定目标，摸着石头成功过河。

正是：

高效管理决策者，渐进运作有方向；

兼听知情察动态，集中精力和能量。

权力游戏觅通途，政策目标多开放；

因循意图勤摸索，耐心平实柔亦刚。

“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

在管理实践的进程中，所谓“摸着石头过河”的做法，经常被人们当作由于迫不得已而姑且为之的勾当。先干起来再说！走着走着，突然发现，水变得越来越深，石头似乎没有那么容易被摸到了，于是，大家开始焦急地反思和争论：我们不能再这样继续盲目地试探下去，而是应该更加清醒地进行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

工程、医学、商业、建筑和绘画主要关注的不是那些必需的而是那些权变的——不是事情本身是什么而是可能会是什么，简言之，即其设计。

赫伯特·西蒙

这就出现了一个值得回味的问题：过河之前，或许大家尚有足够的时间去研究思考、计划准备，那时都没有心境和条件去认真仔细地做所谓的顶层设计，凭什么有理由去预期和要求，当下困囿于深水区的这些更加迷茫无助的“过河者”会更有心思、精力和能力去进行顶层设计？或曰：下水前，不知深浅，无从设计。

身在“河中间”的困惑与焦虑

当知，下水之后，“过河者”并不一定变得比下水前更加从容淡定、神明有序；而且，是不是要在原定的地方到达河对岸，这个问题本身也会历经变化，招致怀疑；也许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大家都是顺水漂流，摸着石头朝着下游走，或许在某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到达彼岸，也可能漂着漂着，又回到了出发的这一侧，并且会有人感慨喟叹：真是想不明白，当初那些人为什么那么着急地上赶着要过河呢？！

道理很简单，我们没有我们想象和期望得那么聪明。因此，我们不可能预知最优的方法路径，甚至不可能完全清楚地意识到我们行事的目标本身。在充斥着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境遇里，通过尝试和纠偏来推进事物的进程向着阶段性预期的某个方向发展，将是一种常态。

所谓的顶层设计，是一种理想，偶可为之。尤其是在组织创立之初，做事的基本程序和相关的制度安排，可以通过先知先觉者的打造与坚持，形成特定的组织发展基因。至于组织进程中具体的作为和实践，则注定要依靠决策者在事件发生过程中的临机应变。不断地应对问题，解决问题，用新的问题替代老的问题。

无论是过河之前还是过河之中，有限理性的事实不会改变。没错，处在深水区的人们通常比在过河之前更加容易体会到顶层设计的必要性。但是，这一事实本身并不意味着身处深水区的人们更有能力和意愿去折腾奢侈的顶层设计。他们面临的更实际的挑战，是如何拼命地挣扎而不至于被淹死。

多变的问题

其实，到底过河不过河，什么时候过河，在哪儿过河，是不断变化的问题。当初为什么要过河？当初过河时为什么没有搞顶层设计？过河的过程中，如果发现河对岸并不如想象得如意怎么办？过河的过程中可能会牺牲骨干人员的生命时又怎么办？现在大家呼吁的顶层设计所真正要解决的问题，是当初的问题、当下的问题，还是未来的问题？

当初要过河，可能是要解决问题A。在过河的过程中，大家发现，问题A不再是主要问题，河对岸有更大的问题B。于是有人仍然坚持过河，有人希望折返，有人原地踏步，水性好的人可能希望一直在深水区里游泳。有人则伺机向下游张望说，河还是要过的，不如先缓一缓再做商议。当然也有一些人会说，上游风景更加靓丽，应该逆流而上，一鼓作气，进入理想境界的桃花源去。

无论显得多么理性，对顶层设计的期冀与企盼，都可能会将我们的思路带入另外一种思维误区：原来，由于看不清楚、想不明白而只能在黑暗中摸索。现在，经过了足够的探索和尝试，我们的经验和能力提升了，终于可以科学决策、顶层设计了。殊不知，我们现在看清楚的可能只是过河之前的问题。用今天的顶层设计去解决昨天的问题，与刻舟求剑无异。面对今天暗藏的一些更大的问题，我们也许更加无知无力、无助无奈，看都没看见，谈何设计？

在行进中不懈地探索

毕竟，我们是企图理性的。顶层设计的呼吁，自有一定的道理。增强做事的系统性和规划性，作为一种理想原则，估计谁也不会公然反对。然而，如果我们承认自己的有限理性，就必须接受现实，在尝试中行进，在探索中变革。增进顶层与基层的对话与互动，使得基层人士和意见能够有进入顶层的开放通道，这也许是比顶层设计本身更为重要和实际的。

如果我们在关键的节点上可以揉进些许顶层设计的话，那也应该是对于管理和决策准则的设计与改进，而不是决策内容本身。上下互动的实验与尝试，明确开放的上升通道，有目的的摸索渐进，鼓励在增量上做文章，尽量避免直接触犯既得利益者。这些基本的准则，体现了一个组织平和务实的态度和精神。即使是这种准则的设计，也注定要在具体的实践和探索中被怀疑、打折、篡改、扭曲。实践与探索，需要付出代价。

也许，呼吁加强顶层设计的人们，自己也清醒地意识到顶层设计本身的缺陷和困难。之所以仍然呼吁和鼓吹，其实是意欲重新定义问题，构建影响未来的权力。组织的最高层必须牢牢地掌握定义问题的话语权。而对问题的定义，则不必沉溺于过往的目标和经历。不法先王之法，而法先王之所以为法。用新的语境定义新的问题。在没有能力架桥的情况下，摸着石头过河的宿命也许在所难逃。其实，思路更加宽广一些，我们可以发现，除了河流，还有诸多其他的选择和比拟，高山、莽原、沙漠、草地、白云、蓝天。梦想照进现实，探索依然继续。

逻辑渐进主义

逻辑渐进主义的说法，由詹姆斯·布莱恩·奎因教授于1977年至1980年间在《斯隆管理评论》上发表的关于战略管理与变革的三篇文章中正式提出和详细阐述。奎因发现，20世纪70年代盛行于全球大型企业的战略规划运动并没有给多少企业带来有价值的体验，反倒是增加了大家对战略的困惑，不知道如何将宏阔的规划和日常的运营有效地结合。具体而言，大企业精心设计的战略规划体系事实上并不能决定该企业的战略，它们实际上成为控制职能的延伸。而实际存在的鲜活的战略，则是在正规的战略规划过程之外产生的。奎因于是提出了逻辑渐进主义的概念，并通过整理10家大企业的战略变革过程说明一些重要的战略“子系统”的演化以及整体战略之形成逻辑都是渐进的。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总是想象有这样一个房间，企业所有的战略概念都在这个房间里制定出来。后来我发现这样的房间并不存在……企业的战略甚至可能并不存在于任何一个人的脑子里。我肯定不知道战略到底在哪儿写着。战略只不过是逡巡游荡于一系列的决策中。

奎因教授的高管访谈对象之一

相对于常见的基于理性设计的“正式系统规划方法”（The Formal Systems Planning Approach），奎因教授强调的是“权力—行为方法”（The Power-Behavioral Approach），类似于所谓的“根源法”。这种方法关注与决策相关的心理与行为因素以及权力的应用。具体的考察要素包括组织中的多目标结构、决策的政治过程、谈判与讨价还价、寻求问题的满意解、权力联盟的角色、渐进摸索的实践等。其要点如表6.3所示。

表6.3　逻辑渐进主义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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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Quinn, J.B.（1978）.Strategic change：“logical incrementalism.”Sloan Management Review
 ，20（1），7—19.本书作者翻译整理。

与林布隆的枝节法和瑞普的有目的之渐进摸索学说略有不同，奎恩并不完全抛弃基于理性设计的正式的战略规划体系，而是试图将权力—行为方法与正式系统规划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种整合的理论框架才是他心目中的“逻辑渐进主义”。

渐进的逻辑

高层管理者倾向于渐进行事。对问题早期的承诺往往是宽泛的和尝试性的，并且要不时地进行回顾和审视。许多情况下，企业以及外部的利益相关者很难确定不同选择方案的确切结果和影响。各方通常都希望能够测试自己的假设并有机会去学习和应对他人的反应。即使是在重大压力之下，大多数高管仍然对权力关系极为敏感，并试图改进权力动态对自己的影响。通常，他们会故意延宕初始决策的出台，或者用宽泛的语言来描述决策，从而能够鼓励下属参与，更多地从相关的专家那里获取信息，增进大家对决策实施的承诺。有时，危机会逼迫决策迅速出台。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决策者仍然希望能够保持多项选择的可能性，直到他们相对清晰地知晓危机和相关的决策如何影响他们的权力基础以及重要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需求。

除了认知上的有限理性，奎因极力强调所谓的“过程限制”（Process Limits）。使大家对战略方向和具体决策产生明确的意识，造就大家应对战略变革的信心基础和应对风险的“舒适空间”，达成一定的共识，遴选和培训人员，开发和积累与某种领域相关的组织资源与能力，尝试建立早期的标杆和基础，这些活动都需要逐步递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无论是系统规划还是跌撞摸索，都需要具体的步骤和相应的时间。渐进，乃是组织中战略变革的自然节奏和逻辑。

战略子系统中的渐进主义

有意识的渐进主义可以在多个方面帮助相关的战略子系统：应对认知和过程上的限制；建立决策必需的逻辑分析框架；促成相关部门与个人对有效地实施企业战略所必需的意识、理解、认可与承诺。让我们来看一看企业“多元化管理”子系统。对于业务多元化的备选方案，需要按部就班地考察其与企业现有业务和文化的匹配。同时，子系统的决策者也要考虑相关的权力和行为因素可能对选择某个方案产生的正反面影响。无论是理性分析还是行为政治，都需要采取渐进的过程。

正式规划与行为政治的融合，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诱发高层对多元化战略的心理承诺，使他们意识到多元化战略的必要性并在多元化的大致方向上产生某种基本的共识。其次，通过早期的尝试提升决策者对多元化战略可能带来的风险之承受能力。这样可以帮助大家建立对待风险的“舒适地带”和一定的信心基础。最后，建立新风尚。新业务的成功会提升相关部门和人员在企业中的地位和权力。由此，相关的人员可以获取更多的资源，得以提升至企业总部高层，从而影响企业未来的战略走向。

总之，在多元化子系统中，决策者通过渐进的方法，不断确立和改变多元化战略的方向和优先次序，把握权力动态、组织资源与能力的变迁以及各种机会的出现，从而创造新的战略潜能。

逻辑渐进主义的动态进程

管理决策者往往通过多年的系列决策去推动不同子系统的运营与改进，并试图从这些序列的和渐进的决策过程中发现关联，形成范式，从而实实在在地影响企业的战略进程。战略决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和实验性，从宽广的概念到具体的承诺，最好不要盲目地过早进行承诺，尽量获取信息，降低风险。

可以说，逻辑渐进主义并不反对理性分析和正式规划，也不意味着完全的被动反应和无所作为。从概念精神上说，逻辑渐进主义是一种企图将正式组织程序和实际的权力政治行为有机结合的哲学理念。从决策过程和实操机制来说，逻辑渐进主义是一种充满“实践理性”的决策方法，可以在多种形态的企业里和不同性质的组织中有效地践行。

正是：

复杂组织大体系，协同作用相互依；

变革常宜渐行进，实施最宜应逻辑。

倡促容忍与理解，疏减反对和阻力；

收放自如因势导，总向终极目标趋。


垃圾桶决策模型的管理启示

我们力图通过正确的决策有效地实现我们的目标。但我们常常会惊讶地发现，事情往往是顺便办成的，尤其是重要的大事情。怎奈，生活似乎不讲理。应该的事情很多，但事情通常却偏偏不按“应该”来发生，而是碰巧出现。下面，我们考察决策过程的模糊性和随机性，具体聚焦于所谓的组织决策的垃圾桶模型。

决策之模糊随机

虚构事例：碰巧的欢喜

《辕门斩子》一出戏中，杨宗保违反军令，穆柯寨私自招亲穆桂英。“犯军令理当斩以昭警戒”，其父三军元帅杨延景无奈欲将其斩首。佘太君求情，八千岁求情，延景就是不准，于理也不应该准。正面求饶不能解决问题。穆桂英下山投宋，包打天门阵，为本来一筹莫展的杨延景解了燃眉之急。延景因而赦免宗保，令其夫妻戴罪立功。如此，杨延景的一个问题成了另外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或者说两个问题互为解决方案。如果两个问题未能恰巧碰面，单独铆劲解决任何一个问题都难以成功。

刘震云的小说《一地鸡毛》中，小林的妻子因家离单位远而多次向其单位领导呼吁增设班车站点，但总不能如愿。过了一阵子，班车却鬼使神差地突然开通了。小林欣喜之余，一打听才知道，是单位里新来了一位某个领导的亲戚，也住在这一片，于是班车便有了他们这一站。自己天天努力催促领导，没有任何结果。由于沾了别人的光而顺便实现了自己原本努力达到的目的，心里却像吃了个苍蝇。是悲还是喜？跟谁讲理去？

国际风云：信不信由你

国际冲突，可以外交手段解决，也可诉诸刀兵。如果碰巧一国新上台的领袖鹰派风格，作风强硬，民众情绪高涨，热血沸腾，而其军方此时正好有一批军火要报废，很可能就顺势兵戎相见，把要报废的军火储备派上巧用。有人问，国家打仗哪能靠这种混蛋逻辑？也难说，军方首脑可能架不住军火商的诱惑，需要不断地购买和消耗军火。政客需要军队显示威风。军队的存在本身就是“解决方案”仅过来寻找可以应对的问题和要摆平的事情。没有冲突时，就已经摩拳擦掌。冲突来了，更是主动请缨。稀里糊涂，就干上了！

大学教授：窝囊的便宜

假设你是某大学的教授，由于科研需要急欲更新计算机设备，于是找系主任申请。一般情况下得到的答复是，今年的预算已经用完，等到明年才能提上议事日程。按道理，这事儿现在办不成。不成想，你正在与系主任纠缠，你们的一位副院长突然进来了。他恰巧刚刚从校外拿到一笔科研经费，按规定只能做购置设备之用。他要买台新计算机，并主动要把自己现在的（已经非常高级的）计算机让给你。他是你的领导，曾经在评职称时跟你“合作”发过学术文章，因此，此举既满足了你的急用，也还了你一个顺水人情。你得到了计算机，却又觉得有些搓火与龌龊。苦笑挂在脸上，委屈藏在心里。说了这么多，跟倒垃圾有什么牵扯呢？

决策的垃圾桶模型

马奇教授与其同事曾经构建了一个有关组织决策的垃圾桶模型（如表6.4所示）。依照其理论构建与计算机模拟研究，在很多情况下，某些特定的组织就像是一只垃圾桶。其决策过程就是垃圾积累和倾倒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充满了模糊性和随机性，貌似繁杂无序，其实是有一定的规律和章法的。问题得以解决的方式也可能有若干种可能性。

表6.4　决策的垃圾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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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Cohen, M.D.，March, J.G.，&Olsen, J.P.（1972）.A garbage can mod-el of organizational choice.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7（1），1—25.本书作者翻译整理。

什么样的组织像垃圾桶？

什么样的组织像垃圾桶呢？简言之，就是“有组织的无政府主义”或曰“有序的混乱”（Organized Anarchies），比如某些大学、医院、酒店、政府机构等，即那些各个组成部门相对独立而又连接松散的复杂性组织。这种组织通常具有三个特征：首先，组织目标与偏好繁多，不可能完全清楚一致地界定，部门间的利益存在较大冲突。其次，组织的运作流程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够清楚透明，组织中的成员只能在尝试中摸索。最后，决策者来来往往，去留不定，对某个决策过程的参与具有较高的流动性。试想，在这样一个运作规矩混乱、利益错综复杂、人员流动迅速的环境里，“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奋斗终身”的可能性可谓微乎其微。大家并不是一辈子在这里，所以没必要认真讲死理。显然，这时的决策有很大的偶然性和临时性。许多情况下，决策做出了，但却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互联网是人类构建的第一个连自己也无法确知的东西，这是我们进行的最大的无政府主义的实验。

埃里克·施密特

垃圾桶里装什么？

如果这类组织是一只垃圾桶或若干只垃圾桶，那么垃圾桶里装什么呢？有四类垃圾流不断地在垃圾桶里汇集积聚：问题和事情、解决方案、决策者以及决策时机。组织内外的相关者们的愿望、想法、不满、要求等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解决方案”就是能够为别人的问题提供答案的事情与东西，通常是组织中某些人与部门的功能与技艺，是他们的活动产出的结果。“决策者”是组织中要解决问题的人。“决策时机”就是组织按照预期必须产出某种决策的当口和契机。

四类不同的垃圾，被不同部门中不同的人按照不同的顺序倾倒进垃圾桶中，这些垃圾得以用不同的方式耦合：问题在寻找可行的解决方案；解决方案在寻找可以解决的问题；决策者在选择究竟要干什么或者不干什么；决策时机促使或者逼迫决策者做出某种选择。它们倾向于互相寻找和接触。问题的解决与否，则取决于是否有某个决策者在适当的决策时机使得某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与某种可能的解决方案连在了一起。

决策是如何产生的？

垃圾桶满了的时候，不得不倒；不满的时候，规定的时间到了，也得按时倒。于是决策必须出台。但是决策本身并不一定能解决问题。垃圾桶模型中，组织决策的产生可能有三种方式。第一，解决。决策者可以努力造势做局，力图坚决彻底地解决某个问题。第二，疏漏。某些解决方案可能在多个决策时机屡屡遇不上合适的问题，于是资源惨遭浪费，问题仍然是问题。第三，逃离。问题也可能由于得不到解决而与新的选择机会结合，而原有的选择即使导致了决策的产生，却没有问题可以去解决，因为问题已经与新的选择相伴。

根据马奇等的模拟结果，第一种方式，即“我们一定要把××搞定”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在大多数假设条件下，不是最常见的成功解决问题的方式。但也不是说甚为罕见。任务清楚，目标单一，时间充足，资源富裕，或者“不成功便成仁”的时候，该方式还是可行的。比如，一个人可以一辈子考大学，旨在“范进中举”。一个军事长官也可以对其敢死队说：“给我顶住！不然老子毙了你！”当组织复杂到一定程度，如垃圾桶时，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大概就不那么灵验了。但最终而言，那些重要的问题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第二种方式可能也比较普遍。比如，上面换计算机的例子中，可能一个组织中某些人或部门的计算机更新得很快，换下来的机器被闲置浪费，而别的人或部门急需这些退役档次的机器却无力支付。因为没有沟通，问题与解决方案不能相遇。即使有决策者同时知道问题与解决方案的存在，也不一定愿意去促成问题的解决，或者因为他与其中一方不和，或者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解决了这个问题可能会引发新的对自己个人或部门不利的问题。也就是说，解决问题是需要决策者的能量的，包括心理的、物质的、政治的，等等。

第三种方式是逃离。问题得不到解决，就逃离原来的定位和选择，争取与新的机会耦合，即使老的选择产生了决策，也不再有需要这个决策的问题。比如，一个人老是抱怨自己所属工种的工资太低，有机会就去人事部门反映问题，但这个工种就他一个人，组织犯不上为他费力气单独定政策。但他偶尔听到另外一个自己也能干的工种可能有较高的待遇，不过必须在该工种有一年以上的经历，于是立刻转岗过去。他刚转过去，国家就出台了政策，明令规定他原来的那个工种不能低于某种待遇。即使此时该组织执行国家规定出台新的薪酬政策，也已经没有对应的人属于这个工种了。而原先的抱怨者仍然没有解决其问题。

如何倾倒你的垃圾

如果决策果真如倒垃圾，就一定意味着决策完全无序吗？非也。知道了垃圾桶的机理，还是能够在“有序的混乱”中摸索出一些门道的。比如，经常上网的朋友都知道，当某网站流量稀松的时候，一些垃圾烂帖也会招致很多点击和回复；当网站流量巨大时，很多精彩好帖也会被滚屏淹没。垃圾倒得太早，可能被压在桶底，难以与企盼的其他垃圾碰面。垃圾倒得太晚，可能会失去与要解决的问题或者要寻求的解决方案接触的机遇。什么时候倒垃圾，跟谁同时倒垃圾，倒什么样的垃圾，垃圾与垃圾之间耦合需要多少能量，是九牛二虎、费力不讨好，还是随手之劳、轻而易举，这些都是想要把事情办成的人必须懂得的秘密。你可能看不惯，可能生闷气，可能非常理性地歇斯底里，但很多情况下，决策还真就是倒垃圾。

正是：

有组织的乱哄哄，各部目标常相冲；

运作程序混散乱，随机决策垃圾桶。

你来我走决策者，问题解答皆耗能；

待到决策时机到，垃圾出清事或成。

有目的地折腾：大事儿往往是顺便办成的

按照垃圾桶模型的思路，即使是在有组织的混乱状态，重要的问题，或晚或早，大概都会解决。这是因为重要的事情通常权重大，出现的次数多，更有机会得到注意，更能吸引解决方案的出现。但我们还经常看到另外一种情形，大事儿往往是顺便办成的。不一定是极力强攻、主动出击，而是机警敏锐地审时度势、伺机行事。也就是说，在更加广阔的空间，许多重大问题也可以通过原本是“疏漏”和“逃离”的决策方式解决。此时，“荒废”和“流拍”则恰好由“邂逅”和“巧遇”所代替。

坚决彻底与相对隐匿

我们“一定要如何”的说法，比如，我们一定要解放全人类，曾经非常时髦、激动人心，很有一些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然而，当人们如此心潮澎湃之际，他们大概很少会意识到，人世间的许多事情，其实往往是顺便办成的。也就是说，许多事情通常是在干别的事情的时候无意间捎带办成的，或者通过干别的事情的名义和手段，有意从暗中操纵和促成的。如果干什么事都目标明确、途径清晰，则办事完全靠的是蛮力，缺乏技术含量。比如，丛林战略中，我比你的劲儿大，我要夯翻你，我就拼命夯翻你。这是野蛮人的做法。

自从有了人类文明史，就有了所谓借刀杀人的伎俩。于是，一切人类活动，便都有了浓重的政治色彩，平添几分诡秘和狡诈，隐匿了些许率直与露骨。目标越明确，反对势力就会越警觉；途径越清晰，阻挠和反击就越容易奏效。生拉硬拽，强取豪夺，明目张胆，正面攻击，在很多情况下，尤其是在与对手势均力敌或者弱于对手的情况下，通常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小孩子最知道自己的利益

二十年前笔者还在美国的时候，某次在家里请朋友唱卡拉OK，某友人三岁之子霸占着话筒自己瞎玩，不唱，也死活不撒手，谁要都要不回来。笔者急中生智，顺手从茶几上递过去一听雪碧。于是，一手接饮料，一手交话筒，不需任何言辞，立马成交，宾主尽欢。这是笔者记忆中少有的一次可以称为耍弄政治游戏的勾当。后来好长一段时间，笔者都为当时这一创意甚感愧疚却又自鸣得意。直到自己有了孩子，才知道如此拙劣之举对家长而言简直就是家常便饭。不是你糊弄孩子，而是孩子时刻对你进行人之本性的教育。其实，在关照自己利益的时候，孩子和大人的智力是对等的。孩子的反应出于本能，可能比已经被各种所谓教育缴了械的大人更敏感、直接、真实和鲜活。

利益与交易

虽然笔者从小学开始就当干部，但对政治游戏和手段基本上是不开窍，甚或反感、躲避，直到今日，也只沦落为一个纸上谈兵的下场。好在纸上谈兵的人虽然迂腐，但迂腐得真诚，大概也可能会多少领悟到一些道理。而真正在世事中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将对手玩弄于股掌之间的高手，往往是不会自暴真经的。他们喜好大肆宣讲的基本上是“我们一定要如何如何”和“你们一定要怎样怎样”之类的豪言壮语。因此，笔者所言，不过是一个迂腐的管理学教授之痴人说梦。姑妄说之，姑妄听之。

上初中的时候，一次学校包场看电影。给全班同学分完电影票后，笔者发现有些人没来，于是就把剩下的票交给老师了。一个在小学时也当过干部的同学当场责问我，交上去也是浪费掉，为什么不把多余的电影票送给邻居朋友，下次找他借小人书不就方便了吗？或者送给校门口卖冰糕的，下次打完排球想吃冰糕不就可以不掏钱了吗？笔者当时实在哑口无言。笔者是一个按规矩执行任务的人，即所谓的“乖孩子”“好学生”。他是一个随时想着利用资源办事的人，并不一定是什么“好学生”。怪不得，现在他是一位老板，笔者则是一个教书匠。学校要能“教”出企业家才见鬼了呢！

真正接触到政治游戏的力量，是在大学期间。柯云路的小说《新星》在20世纪80年代是被大学生们当作政治学和社会学文献来读的。大家对改革新星县长李向南（尤其是冷面帅哥周里京的电视剧版形象）多是万般推崇，而对所谓保守派的县委书记则是厌恶至极。但对我触动最深的还是该书记小女儿的一段话：“如果我反感某个人，我才不会在我爸面前说他的坏话呢，我只需要说这个人经常和我爸反感的人在一起就行了。”这种政治基因，真是代代相传。当年，玄德公也没说“吕布真是坏透了，一定要将其千刀万剐”，只一句“你可知丁董之故尔？”便足以促使曹操结果了吕布的性命。读三国，是书上的故事。看同龄人，是一种现实的震撼。

激将法之旁敲侧击

千万别把这当成是中国特色。其实，哪儿都一样。饱经沧桑世故的“老游击队员”也未必不被蛊惑。当年看美国某电视剧，男主角想说服到他家过年的岳父与他一起搭架圣诞节的彩灯，而老头儿毫无兴趣，甚至反感那些花里胡哨的灯饰。男主角知道从海军退役的岳父历来看不起海军陆战队的人，认为他们不是真正的海军，海上功夫根本不灵。于是，男主角慢条斯理地对岳父说：“您看，街对面那家的灯饰是这条街最漂亮的，是他们家老爷子亲自操办的，人家海军陆战队的人动手能力就是强。”老头儿一听，二话没说，就冲出门外，开车直奔灯具店去买更好更大的灯了。话说到点子上，事情就被捎带着办了。

跨国交易中的诡异

国家层面的事情，何尝不是如此呢？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假道伐虢，围魏救赵。古今中外，多少秘密的握手，就把多国间的事情摆平了，有些直截了当，更多的则是互相捎带、各自顺便。近代日本的国策，应是令人瞩目的例子。自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加速其工业化与军事化进程，成为亚洲较早发展起来的国家。囿于资源困扰，日本时刻觊觎周边国家的资源。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与轴心国为伍，其称霸东南亚继而整个亚洲的野心昭然若揭。由于树敌过多，强攻珍珠港，激怒美国，招致原子弹袭击，最终不得不投降。

当日本以战败国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时，得到了美国人员的大肆同情与援助。然而，人们不应忘却，战争只是实现国家利益的一种手段，非常极端的手段，而国家利益的实现，可以通过政治、外交、经济等其他多种方式。日本企图称霸的最终目的，在于攫取和使用别人的资源。这一目的，通过军事行动没有实现。但是战后的几十年，通过商业行动，日本不仅照常使用着别国的自然资源，而且大量使用着东南亚诸国以及其他国家的人力资源，为日本企业的盈利做贡献。糖衣炮弹，胜于炮弹。

伺机录制超大交响曲

举世公认的马勒《第八交响曲》（“千人交响曲”）的最佳演绎，是霍伦斯坦指挥伦敦交响乐团于1959年的录音。其之所以能够得以演出并被录音主要在于当时英国广播公司（BBC）第三台财务预算末期出人意料地出现了一笔可观的剩余，必须在预算期满前花出去。而主管古典音乐节目选择和录制的经理恰好同情马勒的音乐并且知道霍伦斯坦一直想要录制该作品的愿望。于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为后世音乐爱好者留下了宝贵的惊喜。

如果在做预算的时候就申请这样一个动用1000人左右的项目，肯定会因成本控制的考虑而被否决。即使该经理企图故意压缩其他开支从而造成节余，则也需要过多的能量耗费，承担更大的风险，从而遭受他人的批评，结果必是望而却步无疑。如果他没有这种潜在的梦想和冲动，这种选择恐怕也难以被想起。如果没有指挥和乐团的积极配合，更是难以促成此举。多方因素，恰好给力。

巧立名目：企业家的把戏

再看企业层面的情形。改革开放之初，你想开民办银行，政府不让。怎么办？顺便借道。就实质而言，你只要有资金吸纳，并且能够将资金留存一段时间，自由周转，或者不需要一次性将与资金等价的物品全部提供，你就是银行性质的经营。

当年，中原某市有一家读书社，实行会员制，多家站点遍布全市。会员一次性交纳年费若干，便可在全市任何站点免费借书还书。如果有足够的会员规模，就会有足够的现金吸纳。这在当时图书种类和数量匮乏、图书馆系统与公众基本隔绝、大家尚以读书为荣的年代，无疑给大家（尤其是学生和待业青年）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从政府到学校，再到家长，谁会反对读书呢？因此名正言顺，模范典型。读书社可以去废品店廉价购书，可以从图书馆和学校拿报废的书，可以收购一些民间的书，门面房在当时还算廉价，除去运营成本，吸纳的会费资金就可以投资实业，比如煤矿等。这种思路和实践远远早于甚至高明于“罐头换飞机”的易货贸易思路，应该说是改革开放后民间资本运作的先期亮点。

大事儿也是顺便被摊上的

当然，在人们顺便办成了一些事，甚至办成了一些大事，从而功成名就以后，他们很可能会忘却，其实这些事情都是顺便办成的，而反倒会坚信自己能够心想事成且屡试不爽。控制性臆想作祟，无端膨胀，难以自拔。于是，许多先锋与高手又捎带着开始铁窗生涯，或者黯然退场了。从安然，到泰科，再到世通，从三株，到科隆，再到三九，我们看到的是急速成事，而又急速倒台。昨天还令人啧啧赞叹的榜样标兵，倏忽间，在“一定要成为全世界最×××”的呼声中，轰然坍塌，一落千丈。这些资本运作的高手，看得我们眼花缭乱。世通虚报利润110亿美元，怎么办？兼并。搞个上千亿美元的兼并，百亿美元级别的亏空，不就显得小菜一碟了吗？把现有的棘手问题埋葬在一个可以被描述为“新的契机”和“美好未来”的大问题中，不就能“一俊遮百丑”了吗？

所以，就管理者的招数而言，最日常、最普通的做法是不断地用新问题顺便掩盖老问题，或者在试图解决新问题的时候，顺便解决老问题。不能太露骨，也不能前后丝毫没有任何关系。当然，任何做法都会出现问题。这种顺便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会出问题。也就是说，很多事情是顺便解决的，很多事情也是在顺便被解决的过程中败露的。并且，事情的败露本身也是顺便发生的，比如世通的败露，是因为内部“吹口哨”者偶然发现会计偏差，而并不是被“一定要把打假进行到底”的“王海”们发现的。这好比是一个人超速驾车，被警察拦下，由于言语支吾、形迹可疑，又被警察发现了车里藏的毒品。一个人的事情顺便败露，其实，就是另外一个人的事情顺便办成了。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已。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当你再次听到谁对你说“顺便说一下……”的时候，你应该知道，“顺便”的东西才是真正的东西。不管是好是坏，一定要竖起耳朵，睁大眼睛，看你是否顺便被裁掉、贬职或者打击。从积极的方面讲，掌握资源的人顺便的一句话，可能就是你实现目的之通途。与其潜心栽花，不如随意插柳。就企业而言，战略与计划，不过是为了增加歪打正着的机会和可能性，而顺便成事往往发生在有意的不经意间。如何有意的不经意呢？当然是“要想鞋湿透，最好河边走”啦！


第七章　决策底线：伦理道德的约束

就事实判断而言，无论是对个人还是组织，只要法律没有明令禁止的，就都可以去做。然而，在现实世界中，所谓的合法性，不仅意味着要合乎法律条款和行政规制，还意味着在人情世故、传统习俗、公众评判和社会预期等多方面要做到合乎情理。因此，在价值判断层面，尤其是在伦理道德方面，决策者应保持某种基本底线，从而保证其决策的社会合法性。忽视决策的社会合法性考量，即使决策在事实判断层面无懈可击，也会对决策的实施过程以及实际结果产生负面影响。如何保持某种特定的伦理道德底线，乃是管理决策者在日常工作中必须面临的重大挑战。本章着重探讨管理决策的伦理道德约束。首先，我们比较全面地介绍多种伦理分析框架及其背后的道德哲学。其次，我们聚焦于意识形态的考量，探讨管理者合法权威的来源、其行为的社会合法性，以及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的应对与担当。最后，我们考察决策过程中的公正性问题，并比较过程公正和结果公正等不同的决策准则及其在现实中的实践和应用。


管理决策的价值判断

源自哈佛商学院1965年正式推出的SWOT分析，如今已经成为一个广为人知的战略分析基本框架。其实SWOT分析只是哈佛战略分析框架的一个部分，也就是其事实判断层面，可以帮助管理决策者判定企业在其环境中可以做什么，以及其能力决定了它能够干什么。大家经常忽视的，则是该框架中的价值判断部分，涉及管理决策者想要干什么，以及公众、社会与政府认为企业应该干什么。事实判断，力求组织能力（优势与劣势）与外部条件（机会与威胁）的匹配与契合。价值判断，讲究管理决策者以及企业的价值偏好与社会预期的交集与合规。这里，我们首先简要描述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关系，然后集中阐释伦理道德的标准，重点探讨价值判断与社会合法性的考量对管理权威与决策的影响。

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

大凡世事，皆可从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两个层次来探究。事实判断，依据某种观察方法和分析手段，对事物的实质与状态或者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与运行模式进行描述性的说明和阐释，讲究冷静、客观、准确、真实。事实判断所探询的问题通常是“是什么”“怎么样”“为什么”“可能不可能”。价值判断，遵循某种价值标准和偏好体系，对事物本身的存在与特点或者事物之间的关系属性进行评判性的陈述和褒贬，涉及是非、对错、好坏、爱憎。价值判断所探寻的问题通常是“对不对”“好不好”“该不该”“喜欢不喜欢”。

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之关系难解难分

当然，人们在进行事实判断时，往往会受到其价值判断的影响和约束，因为人们的爱憎好恶不仅会影响其冷静与客观程度，而且会影响其对观察与分析手段的选择，从而影响其判断的准确性与真实性。比如，不管在少数服从多数还是大家推崇一人专断的价值偏好情况下，一时流行的对事物规律的理解都可能会非常荒谬。同样，价值标准与偏好体系的形成与改变，以及价值判断的实践过程，多多少少也会考虑或者参照事实判断所得出的对事物的直观印象以及对事物背后规律的基本理解。比如，一般的社会道德准则崇尚尊老爱幼。这种道德规范，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老幼的行为能力相对有限”这一基本事实判断。

在现实中，人们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通常是难以完全分开的。仁智并见，各执一词。比如，我们经常听到“××当年曾经被错划成了‘右派’”的说法。言外之意，似乎还有人被“正确地划成了‘右派’”。其实，这句话说的本来应该是两个层面上的意思。第一，划“右派”这件事对不对？这是价值判断的问题，是原则问题。第二，这个人是不是按照“右派”的标准被划成了“右派”？这是事实判断的问题，是技术问题。我可以说划“右派”这件事本身是错误的，但如果我确实是按照“右派”的标准被划成了“右派”，那么我就不能说是被“错误地划成了‘右派’”，除非是开会选“右派”时我不在因而被偶然选成了“右派”。

价值判断对事实判断的混淆

可以说，事实判断讲究的是冷峻客观，而价值判断则通常比较随意任性，并且会影响价值判断的准确性，甚至颠倒是非、混淆视听。事实上，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除了某些受过专业训练的职业人士，很少有人会刻意地去区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大家往往是将事实判断（客观道理）和价值判断（个人好恶）混淆在一起。这种偏见，其实是一种常态。某些人或机构还可能更进一步，大凡遇事，则千方百计地将大家的视线从事实本身引开，借机造势，或打悲情牌，或讲家国情怀，自占道德高地，从而在公众舆论领域获得大家的同情和支持。

比如，遇到地震等灾情，某企业家可能对自己的员工说，大家捐款救灾，无论多少，都应该量力而行。说的倒是实在话。但那些自诩高尚之辈，自己一分钱也不捐，还可能破口大骂该企业家“为富不仁”。当一个人与另外一个人进行辩论的时候，如果在事实判断层面理屈词穷，而又要照顾自己的脸面，不愿意认栽跌份儿，他就很可能会从道德伦理的层面抬高自己。比如：你嚷什么？你这是对待同事该有的态度吗？你以为你是处长就可以这么强词夺理吗？或者说，你就不能绅士一些吗？难道说，我们弱势群体就应该遭受这种待遇吗？

再比如，在任何一个国家，当一个本土企业在与外资企业的竞争中处于弱势或者受到威胁时，它很可能会高高举起爱国主义或者民族主义的旗帜，呼吁民众出于道义方面的责任来同情与支持自己。因此，无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在组织层面，无论其实际对错，伦理道德方面的说辞和操纵都不能轻易忽视，因为他们最容易在民众中迅速产生直接的共鸣。立场和观点每个人都有，而且可以随时随地针对任何事情倾情抛洒。而事实的真相本身，通常很难有足够的信息被立刻判定，而且大家可能根本就不在乎，无意知晓或追究。

不畏浮云遮望眼

然而，在有些领域内，在事实判断层面进行专业的剖析还是可能穿透价值判断的虚妄，冷静客观地看清事情本身更为关键的节点或要素。比如，基辛格等信奉“真实政治”（Realpolitik）的美国务实派的外交学者和外交家，一直强调美国外交政策不能被“意识形态的优越感”（Ideolog-ical Supremacy）所绑架，而是要冷静地分析美国的国家利益所在以及地缘政治等多种客观因素对美国全球外交和军事政策之制定与实施效果的影响。然而，纵观历史，美国政府的实际决策与结果，也许永远难以逃脱意识形态的优越感和浪漫主义的窠臼。在笔者的记忆里，倒是有一个事例，比较精彩地呈现了真实政治所推崇的客观分析所带来的独特见解。

三十年前，笔者在上大学期间曾经在图书馆看到过美国塔夫斯大学Fletcher外交研究所某位作者的研究报告。这份报告大概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发表的，它分析说，美国出于遏制共产主义在亚太地区扩张势力的理由，出兵越南，打击越共，进而深陷泥潭。这种外部压力的出现，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中国和越南两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更加紧密的合作。实际上，虽然中越两国具有相同的意识形态，但两个国家历史上就在种族和边界等多种领域存在持续的冲突。一旦来自美国的外在压力撤出，中越两国之间的内在矛盾就会凸显。这种矛盾可能导致的潜在争端是符合美国利益的。笔者当时看到这种“实事求是”的分析，着实感到一种震撼。果然，1979年，中越开战。虽然开战的原因复杂众多，但上述报告之预测，至少命中了其中的一部分。

总之，面对世间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之相互纠缠、难分难解，管理决策者既不能忽视价值判断的蛮横与挥之不去，也不能丢缺了事实判断的严谨与精准，既要尽量保持分析的冷静客观，又要洞察和知晓不同的价值判断背后的门道与利益。下面，我们首先简单介绍与道德伦理相关的多重理论框架，然后探讨管理决策者的合法性权威究竟来自哪里。我们会通过一个典型的案例引发大家对于管理决策者如何保持某种特定道德底线的思考。

道德框架与伦理准则

伦理道德的探究方法与应用层次

每个社会或者群体，都会有其特定的道德框架与伦理准则。这些框架与准则帮助其成员判定正邪对错与好坏善恶。对于伦理道德，至少有三种方法可以用来探究：描述法、分析法和规范法。

描述法（Descriptive Approach）旨在客观地描述勾勒或者解释说明某个群体中奉行的道德准则，而并不对其进行任何评判性的裁量，也不涉及是否对其进行推介和宣扬。分析法（Analytical Approach）则重在理解特定伦理道德信条背后的道理和因由，探究它们为什么能够成立或者持续存在。规范法（Normative Approach）则注重强调和提倡某些特定的道德伦理信仰与标准。其主旨并不在于客观描述，也不在于道理分析，而在于倡导人们在日常的行为中以某种道德框架和伦理准则来约束自己。我们经常遇到的关于伦理道德的说教和评判，通常是在这个层次上的，要看我们的行为是否合规或者不出格。

在现实中，伦理道德的应用与裁定是分不同层次的。不同层次之间的伦理道德规范可能有共同、类似或者平行之处，也可能大相径庭甚至背道而驰。对于一个企业或者类似的组织而言，至少三个层次的伦理道德考量是相关的：个体、组织（企业）和系统（市场经济）。

伦理道德规范的相对性

无论采用什么方法进行考量或者在什么层次进行应用，管理决策者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判定一项决策是否符合伦理道德规范？首先，管理者可以说，一切取决于情景。不同的情景，有不同的标准。管理者需要依靠自己在特定情境下的直觉和灵感来判定。其次，管理者可能会认为自己的直觉与灵感是不可靠的，需要遵从大家拥有共识的某些规范，某些公认的规矩或常识。最后，管理决策者可能会认为上述两种方法——直觉与灵感、规矩与常识——都是不可靠的或者不够的。前者可能不够稳定一致，后者可能只不过是文化偏见积淀出来的习俗。因此，最好是有一系列的指导方针来帮助管理决策者。比如，如今几乎所有的跨国公司都有自己所谓的伦理规范手册（Ethical Code）。

事实上，像各类跨国公司等企业一样，某个国家、地区、民族、企业都会有自己信奉的一些“指导方针”。然而，它们背后的道理和实际的作用可能非常不同。首先，很难说有多少全球共识的伦理道德规范。其次，即使是相同的规范和名称，其实际的解读与应用也可能存在天壤之别。因此，从这一点来看，笔者倾向于认为，伦理道德的考量通常不是普世的（Universal），而是相对的。其实，仔细想想，即使是同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不同阶层或者社群之间，在伦理道德规范方面也会有巨大的冲突。比如，对于养狗爱狗的群体而言，吃狗肉简直伤天害理、难以想象。而对于不养狗甚至反感狗的人士而言，让宠物狗吃牛肉、喝羊奶、穿得比人还奢侈，也是大逆不道，更不用说不负责任的养狗者可能给社区环境与秩序带来的不良影响了。

伦理道德框架纵览

到底什么样的决策和行为才是符合伦理道德的呢？伦理道德的规范应该遵从哪些准则或指导方针呢？曾经任教于哈佛商学院的伦理学专家肯尼斯·古德佩斯特（Kenneth Goodpaster）教授曾经系统地总结了伦理哲学史上比较典型的三大类别、九种具体类型的道德框架，并详细阐释了它们的主要思想观点及其背后的伦理哲学背景。参见图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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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伦理哲学史上典型道德框架纵览



资料来源：Goodpaster, K.E.（1983）.Ethical Frameworks for Management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Case Services.本书作者翻译整理。本节关于伦理道德的内容主要取材于古德佩斯特教授此文。

目的论道德框架

我们首先探讨目的论门类下的道德框架。目的论（Teleological Frame-works）关注的是人之行为的实际结果究竟是有益处还是有损害的。以17世纪英国哲学家霍布斯为代表的利己主义学派（Ethical Egoism），可以远溯至柏拉图，强调每个人的终极道德规范是寻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自身利益是判定好坏乃至一切伦理道德问题的试金石。此乃利己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方针。极端而言，那些认为通过每个人之自利行为从而最终实现大家获益的人并非纯粹的利己主义者，比如信奉市场经济和“看不见的手”的人们。而那些只是为了实现自己利益才关心他人者才是真正的利己主义者。主要的区别在于动机和终极目的之不同。在现实中，无论个体是否信奉利己主义，都很难想象一个组织会去公然地倡导和推行这种原则和规范。

与利己主义相对的是所谓的功利主义或曰效用主义（Utilitarianism）。功利主义，主要基于边沁和穆勒等人的伦理哲学观，并被众多的经济学家采用。功利主义的基本原则认为，一个行为主体应该寻求受其行为影响的最大相关群体与社区中预期效用的最大化，亦即“为最大多数的人谋求最大的好处”。这种伦理道德规范的核心精神是普惠与仁慈（Benevo-lence）。怀疑和反对者则声称，由于效用涉及众多主体而不是单独个体，效用作为一个群体的复合指标，本身很难被清晰精准地界定。而且，那些旨在追求最大多数人效用最大化的行为可能实现不了其初衷，还可能以集体和社区的名义武断地侵害少数无辜者的利益，导致不公正的结果。

在一个巨大的谎言和一个小的谎言之间，民众更容易成为前者的牺牲品。

阿道夫·希特勒

作为两个比较纯粹和极端的框架，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其实是有一些相似之处的，那就是对一种普遍适用的单一决策准则的追寻，以及对行为之成本与收益的分析。只是受益的对象不同而已，一个是自己，一个是大多数。在现实中，一个人通常不可能只考虑自己或者考虑全世界所有的人。他能够关注的可能是一个范围比一个人大但比所有人小的具体社区、群体或者圈子。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便是这样一种中间群体的具体产物。在某种特定的人群中，也会产生一些中间区域的伦理道德规范，比如大家常说的“艺术家们创造自己独特的道德世界”。

哲学家亨利·西季威克（Henry Sidgwick）试图用某种二元论来融合利己主义和效用主义。他认为任何合适可行的伦理道德规范注定要以效用主义为主导支撑，但同时也必须考虑利己主义的原则。二元论听起来很全面，也很均衡，但在实践中管理决策者如何达到均衡则是见仁见智的事情。其实，在市场经济体系中，企业经营本身就是二元论的某种特定实践。一方面，企业出于利己主义的目的去追求竞争优势和利润最大化，另一方面，企业也要信奉基于效用主义而存在的市场机制及其“看不见的手”。

义务论道德框架

与目的论的结果导向有所不同，义务论（Deontological Framework）强调的则是行为主体的义务与责任，或曰其行为本身的正当性。具体而言，两种有代表性的义务论伦理哲学企图构建某种单一的伦理道德规范，一个是存在主义，一个是契约主义。

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可上溯至古希腊哲学，主要由弗里德里希·尼采和让保罗·萨特等哲学家倡导，讲究通过“本真”（Authentici-ty）至臻个人“德行”（Virtue）。无论具体说辞是本真、坦诚、自由还是人格完整，存在主义哲学对是非对错的最终评判准则，则是听从决策者的“自由意志”（Free Will），强调的是行为动机（Motives）本身的纯粹与干净。

自由是对人的一种宣判。因为自从被扔进这个世界的那一刻，每个人就必须为自己的所有事情负责。

让保罗·萨特

在法律上，一个人如果侵犯了别人的权利，那么他有罪。在伦理上，如果一个人只是想去侵犯别人的权利，他就应该感到愧疚。

伊曼努尔·康德

存在主义者认为每个人自身才是有关对错准则的“立法者”，而不应是外在的某种权威或者情境。关键的问题是，对于对错的判断准则要来自每个人的“本真”与“自由意志”这一程序和事实，准则的具体内容则通常无关紧要。因此，同样都是讲求听从自己，存在主义哲学家则企图说明他们对自身的重视，主要在于判断准则产生的程序或者来源，这与利己主义者对自身利益这一具体目标本身的信奉大相径庭。但存在主义的批评者们则尖锐地指出，“只是真诚地听从内心深处真实的自己”等说教，基本上等于没说，不能外化成任何的具体规范和准则。

契约主义（Contractarianism）由洛克和卢梭等哲学家倡导，在20世纪由哈佛大学的教授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等发扬光大。如果说利己主义的核心在于自身利益，功利主义的核心在于最大效用，存在主义的核心在于内心本真，那么契约主义所强调的则是公正（Fairness）或正义。以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为例，契约主义假想一个群体间会存在一种初始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大家并不可能提前预知自己将来的位置状况和利益所在。因此，大家可以通过自由的约定，去相对公平正义地设计某种社会化和制度性的安排，并以之为规范来治理人们的行为和关系。

你忘却了：果实属于所有人，土地不属于任何人。

让-雅克·卢梭

与功利主义不同，罗尔斯教授认为一个社区不能为了社区中最大多数人利益的最大化去伤害另一部分人，即使在总量上某些人受到的伤害小于大多数人得到的利益。罗尔斯的契约主义并不完全反对人世间的不平等。给定政治权力与经济地位上的不平等，如果这种不平等的结果使得所有人能够得到补偿，尤其使得那些最弱势的成员得到补偿，那么这种不平等，仅仅在这种条件下，应该被认为是正义的（Just）。反对者则认为这种对不平等的补偿本身也是不公正的或者根本不够的。

其实，早在清末明初的中国，早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一百年之际，黄宗羲先生在《名夷待访录》中的“原君”一文中就阐发了类似的观点，谈及在“有生之初”的原始状态下人们对于社会治理和政治秩序的公共约定与制度安排。其学说，不仅以民为本为重，注重民权，而且更为独特和更重要的，是强调人作为独立个体所与生俱来的天然权利。观点犀利，辩理明晰，论据充分，有叙有议，洋洋大观，自成体系。问题是，黄梨洲或者卢梭假设的社会契约缔交之前的所谓自然人状态，好像根本没有真正存在过。我们一生下来就进入了一个没经我们同意就已经缔约过的社会空间。

也许，康德的伦理哲学思想可以在存在主义和契约主义之间构建某种内外兼顾的二元论。按照古德佩斯特教授的看法，在康德的哲学思想中，有两个核心的要点。一个是理性决策者的自由意志。一个是使该意志在某种社区内得以普遍化（Universalize）。前者为存在主义带来灵感，后者为契约主义提供佐证。康德的“至高原则”（Supreme Principle）中，有两点尤为突出。其一，你所尊崇的规范必须是你认为可以普遍适用的，而不是情境性的或随机性的。其二，不管是对人还是对己，应该永远把人当作目的，而不仅仅是当作工具。康德相信个人的本真与社区的公正之间有一种基本的和谐。

康德二元论的批评者怀疑对于普遍实用性的强调可能在某些情况下恰恰是不公正的。比如，在某些情况下为了保护一个善良无辜的人而撒谎。很多人可能会认为这种情境下的撒谎是可以被允许的。这就与“永远不要撒谎”的普遍性规范相违背。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卡通系列片《辛普森家族》，通过一个典型的小城市中的市民生活来映射美国当今社会形形色色的现象。其中有一个场景是，一位戴着黑色墨镜的“大哥”问小学生巴特·辛普森，如果你有个小兄弟贫病交加、无衣无食、无钱无家、奄奄一息，这时你去偷一块面包救他一命，你觉得这样做合适吗？巴特想了想说：“我猜可以吧。”这位大哥马上又问：“如果我们有很多这样的小兄弟呢？！”

无论如何，义务论（尤其是契约主义）对公正性的强调，与目的论（尤其是功利主义）对市场经济的信奉不同，可能会支持政府在经济事务中的干预作用，从监管到收入再分配，等等。不同的道德框架支持的是不同的意识形态。读到这里，我们可能已经有些眼花缭乱。针对上述的六种道德框架，我们到底有没有足够的共识呢？按照哪一种框架和规范去做才算是符合伦理道德的呢？哲学家们莫衷一是，实践者们的想法可能就更是绚烂多姿了。且慢，还有更多的框架呢！

混合论道德框架

除了上述的六种伦理道德框架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理论或者规范体系，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首先，我们来看所谓的直觉主义（Intuition-ism）。直觉主义区分“表面上的”（Prima Facie
 ）或曰一般性的责任以及具体情境下实际应该承担的责任。表面上的责任，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难以承担。直觉主义罗列出了若干基本的“表面上的”伦理道德原则：信守各种明确的和隐含的承诺；对自己的错误进行赔偿；对他人的服务表示感激；物品分配要公正；竭尽所能帮助他人；在德行和智力方面提高自己；不要伤害别人。

显然，这些原则是上述六种框架的混合物，是基于某种直觉的总结，是一些表面上的和一般性的原则。批评者的主要不满在于，这些基于直觉的原则没有任何理论体系和逻辑关系，难以判断其全面性或代表性。而且，在表面的原则难以被执行时，直觉主义并没有给出如何去承担实际责任的答案。当这些准则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也没有既定的体系去帮助大家寻找答案。决策者可能依靠的只是自己的直觉和所谓的常识。

与直觉主义相关的一个变种，是所谓的泛爱伦理（Agapism）。它强调的是“像爱自己一样爱你的邻居”，要充满人道主义，要有人情味儿。与直觉主义对通过智力感悟去对待表面上的原则有所不同，泛爱伦理则是通过诉诸情感来界定人们的行为规范。

不管怎样，直觉主义与泛爱理论注重的还是人本身的智力或者情感。另外一种基于神学和宗教领域的独特的道德框架，则是要遵从上帝的旨意，倾听上天的召唤。此乃所谓的“天启神示”（Divine Command）学说，所有道德原则的合法性都来自上帝的旨意。到底是因为上帝宽厚、仁慈、公正，我们要听从上帝，还是因为上帝是上帝，我们才听从其旨意？即使是强烈的宗教信徒们，有时也会有这样的疑问。

正是：

伦理体系花样多，描述分析规范说；

利己之外求功利，存在主义对契约。

直觉责任与泛爱，天启神示精神国；

综合前贤多视角，行动之中见良拙。

管理决策者的道德底线到底在哪里

中国的人文传统，讲究诚意、正心、明德、格物、致知，从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然而，对于修、齐、治、平等各类行为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什么统一一致的说法。到底是顺序渐进、阶梯递升，还是选择取舍、伺机而行？各种互相矛盾的解读，似乎同时存在。比如，不先修身、齐家，何以治国、平天下？退（穷）则独善其身，进（达）则兼济天下。家国难以兼顾，忠孝不能两全。如此等等。

当代社会，虽然这种传统与期许日益寡淡，但人们在社会中需要扮演的各类角色及其潜在的冲突并没有发生多大改变。比如，前线记者在面对伤势严重的同胞战士时，是去救人还是抢先发布新闻报道？人民警察在地震灾区，是坚守岗位，还是先去照看自己的家人？有人会说，你连自己的家都管不好，怎么能管好一个组织？也有人会说，你一天到晚就是忙工作，干脆别回家了。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面对个人、家庭、组织以及国家多个层面的问题，如何摆平关系、从容应对，不仅是技术操作层面的运作，更是道德伦理层面的挑战。对于那些现代企业中的管理决策者们而言尤其如此，因为他们掌控众多社会资源，其言行作为对国计民生影响深远。究竟怎么做才是合乎伦理的？面对多重道德约束和期许，我们最终应该如何立身行事？请看如下案例。

案例7.1

FBI线人：一个“吹口哨者”的案例警示

1997年，号称“全世界的超市”的ADM公司，由于与对手合谋操纵赖氨酸等食品原料的价格，被美国政府一次性判罚一亿美元，该数额为当年美国商业史上此类反托拉斯法案件的最高罚款。而帮助政府取证并成功地指控ADM的“吹口哨者”，正是该公司当年前途无量的明星高管人员马克·惠特克（Mark Whitacre）。这位本来可以在公众中成为国家英雄的人物，却惨遭厄运，锒铛入狱八年有半。

惠特克，康乃尔大学化工博士，曾先后任职于几家《财富》500强企业。进入ADM后，任生化产品部总裁，并曾被预示将是ADM下任CEO的主力人选。其时，ADM与日本的两家公司正在联手操纵世界市场上赖氨酸的价格。公司里暗中流传的说法是“我们的竞争对手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顾客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面对这种情形，惠特克当时面临至少三种选择：

第一，接受事实并参与价格操纵，力争成为下一任CEO。

第二，不声不响，悄然离去。

第三，成为告密者，将公司的违法行为公之于众。

面对这种道德困境，其妻子的行为无疑也对惠特克后来的选择产生了很大影响。如果他不去告密，她妻子扬言自己立刻就会去联邦调查局（FBI）揭发。最后，惠特克决定成为FBI的线人，并秘密录下ADM高层的谈话，最终帮助政府将ADM告上法庭。

在与FBI合作的岁月里，惠特克照常在ADM上班，而且仍然希望接任其CEO一职。惠特克继续采用原来接受各种灰色收入的做法，比如自己签字向其境外的账户（虚设公司）汇款，累计共达900万美元。

正是这笔据称是通过“ADM内部奖励高管常用做法”而得到的所谓“奖金”“回扣”收入，成为ADM公司在得知其向FBI告密后将其开除的原因：从公司偷钱。惠特克本人也因为这笔钱被以洗钱、偷税等罪名判处入狱十年半。

某些人士猜测ADM董事长（几十年间曾向美国两党的总统竞选捐款数百万美元）试图利用其政治影响将公众关注的焦点从其公司转移到惠特克个人身上。无论如何，实际的结局是，在所有直接参与违法操纵价格的ADM高管中，被判刑期最长的也只有三年。

惠特克在狱中总共度过了八年多的时间。虽然他早期也曾企图自杀，但他最终接受了现实，并成为狱中模范，自己坚持学习，并辅导帮助别人。2006年，他提前获释，出任加州某生化公司的首席运营官（COO）。以他的故事为蓝本的电影《告密者》（The Informant）于2009年9月问世。

大概谁也无法真正知道惠特克当时的心路历程。

也许，他后悔让妻子知道过多公司的内幕。

也许，他天真地希望既把公司的秘密告发给FBI，又可以保持自己在公司的一切待遇与利益，并能够成为下一任CEO。

也许，他会抱怨政府没有因为他在反托拉斯案件中的卓越贡献而对其有所宽恕。

也许，他会认为当初应该非常果断地离开，这样也就不会有后来的牢狱之灾了。

也许，最令惠特克感到欣慰的，是其青梅竹马（高中同学）的妻子所表现出的言行一致的道德实践。他在狱中的每个周末，其妻子都会带着三个孩子（两个是他们领养的）前去探监。


思考题：


1.如果你是惠特克，当时你会怎样做决策？

2.在复杂、不确定的环境下，在各方利益互相冲突的时候，一个人、一个管理者，最终应该保持一种什么样的道德底线？究竟应该忠于哪一方？

3.中国的人文传统，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齐、治、平，到底是顺序渐进、阶梯递升，还是选择取舍、伺机而行？

资料来源：本案例的故事取材于《财富》周刊的相关报道（My life as a corporate mole for FBI.Fortune
 ，1995，September 4）以及2010年左右的后续媒体报道。本书作者翻译整理。

作为一个存在于复杂社会关系中的个体，每个人通常都要扮演多种社会角色，面临不同的社会情境以及与之相关的伦理道德约束。这些约束之间往往是有冲突的。所谓的道德底线，其实并不是单一维度的。这使得人们的选择更加艰难。在多方利益诉求与纠纷的情境下，你到底应忠于谁？这是最为基本的问题。此案例中，惠特克已经将自己的组织给“出卖”了，却还想继续从该组织拿灰色收入，并希望接任下一任掌门人，还希望以爱国者和国民英雄等伸张正义的角色呈现于世人。也许，他想得到的太多了。


决策者的合法权威与企业的社会责任

在组织的管理决策中，一个主要的伦理道德方面的考量是决策以及决策者的合法性问题。我们究竟依据什么标准来判定决策的合法性呢？管理决策者的合法权威到底来自哪里呢？在现实中，伦理道德的实质内涵，则是体现于各种具体的意识形态之中。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意识形态来判定管理决策者的权威及其决策本身的合法性。

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Ideology）乃是意识或曰观点（Idea）的总合，是一个群体或社区中主导的观点或者最为基本的元观点。意识形态是深层价值观与真实世界之间的桥梁，人们通过意识形态将价值观转换为实际行动。作为特定的社会安排，意识形态是连接个人、小组、社区以及其他社会关系的纽带。乔治·洛基（George Lodge）教授将意识形态解构为五个主要部分：个人与小组的关系以及人们与社区的关系；对个体权利与人们之间关系的界定准则与制度保障；对个人权利之使用的控制与限定；政府的作用；对现实与自然进行感知与应对的主导方式。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变化，意识形态也会产生相应的变化。当传统的意识形态与目前实际的做法存在较大差距的时候，尤其是在所谓的社会转型期，就会有所谓的合法性缺口，导致大家在行动中的混淆。面对这种挑战，要么严格地以旧的意识形态限定人们的行为，要么改变传统的意识形态去适应新的现实情况，使得新的行为方式得以被合法化地承认或者容忍。长期而言，意识形态倾向于赶上并认可人们实际行为的步伐。比如，30年前大家对婚外情的道德判断现在看来可能恍若隔世。再比如，美国公民信奉的自由持枪的个人权利，由于当今大规模枪击行凶事件接连不断的发生，其合法性也在不断地受到质疑。

如果你一直都认为每个人都必须遵守同样的规则并被用同样的标准去评判，60年前，这会使你被认为是一个激进主义者，30年前，这会使你被认为是一个左派（Liberal），如今，这会使你被认为是一个种族主义者。

托马斯·索维尔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

当我们在介绍不同的伦理道德框架的时候，也许大家早就意识到了一个重要的区别，那就是所谓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区别。比如利己主义和存在主义主要是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哲学基石，而功利主义和契约主义则主要为集体主义提供支持。按照洛基教授的意识形态五部分理论（如表7.1所示），我们可以比较二者的异同及其对管理决策合法性的情境影响与约束。

表7.1　意识形态：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

[image: ]


资料来源：Lodge, G.C.（1984）.The American Disease
 .Alfred a Knopf Inc.本书作者翻译并改编整理。本小节的内容主要取材于洛基教授的论著。

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认为，首先，人的自我实现（成就）和自尊主要靠自己孤身奋斗，适者生存。重要的前提是每个人机会均等，独立的个体之间通过合约来维系其关系。其次，产权是个人主义的根本保证，包括对自己身体和财产的权利。再次，对于产权使用的控制与限定最好留给市场机制这一“看不见的手”。这样，每个规模都相对较小的个体之间平等交易，反对大型企业的垄断。再其次，政府是必要的邪恶存在，越小越好。其主要职能在于保护私人产权以及监管合约的执行。最后，各类知识的获得，来自科学分工和专业研习。

除了保护产权，政府没有其他目的。

约翰·洛克

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除私有制。

卡尔·马克思

集体主义（Collectivism）或曰社区主义（Communitarianism）认为，首先，作为一个有机体，集体或社区大于“原子”型个体成员的简单叠加，有其自身独特的需求。个体成员的自我实现主要来自对集体的认同、参与和贡献。社区主义更加在乎成员间结果的平等，强调大家的共识和一致。其次，集体主义强调个体作为集体成员的责任，以及整个集体对于弱势群体的责任。再次，社区的需求（清洁水源与空气、安全、就业保障等）至少与个体成员的欲求一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再其次，政府可以根据自己对社区需求的裁定去积极地干预市场，统筹社会发展。最后，集体主义强调的是整体性和全局观（Holism），讲究事物之间的相互依赖性。

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问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

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

如果你让美国联邦政府去掌管撒哈拉大沙漠，不出五年就会出现沙子稀缺。

米尔顿·弗里德曼

可以想象，在个人主义主导的意识形态下，基于集体主义的管理决策便会被认为是不公正的，可能侵犯个人权利，为平均主义而牺牲效率。相反，在集体主义意识形态主导的环境中，过分强调个人主义精神，也会被认为不合时宜，个人主义者可能会见利忘义，为了个人欲望的满足，牺牲整个社区及其所有成员的利益。然而，在现实中，事情通常不是非黑即白。除了极端的情形，大部分企业或组织中的意识形态都是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某种混合体。管理决策者权威与行为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取决于具体的意识形态之限定与支撑。

管理决策者的合法权威

出于决策合法性的考虑，管理决策者必须考虑自己与企业员工的关系，而且还要清醒地审视企业与其社区的关系。前者影响管理决策者权威的合法性，后者涉及管理决策者行为的社会合法性。管理决策者的合法权威可以来自四个方面。首先，管理者的合法权威可以来自拥有企业产权的企业所有者的任命，代表其利益。这种形式广泛见诸美国企业。其次，管理者的合法权威来自主要债权人的任命。比如，在日本企业中，代表银行利益的管理者。再次，管理决策者的合法管理权威可以是出于下属的信任、拥戴和推举。大家自愿受其管理。在民选领袖的企业或者同仁组织中，这种情形相对比较常见。最后，管理者的合法权威来自代表社区利益与福祉的政府之任命。比如，国有企业的领导者。

显然，前两种权威主要符合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精神，后两种权威比较强调管理权威对于社区与其成员的责任和义务。无论如何，我们可以预想，作为其代理者和代言人，管理者的行为倾向将会主要向其授权者的意图和期许靠拢。这也正是管理决策者之职业道德的体现。对于那些坚守职业操守的管理决策者而言，如果过分地期望他们主要向其授权者之外的人、机构或者事物负责，则无论期望者自认为有多么道德高尚和伦理必需的理由，也许都是不切实际的臆想与强加。

相关社区与管理决策的社会合法性

给定管理决策者的合法权威，对于管理决策的社会合法性而言，一个重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去界定所谓的相关社区。我们的社区是我们企业经营所在地的区域，还是更广泛的空间？是自己的国家还是所谓的整个地球村？是社区的经济生活还是所有领域？在社区内，到底谁来决定社区需求和成员共同的利益？是通过企业与市场解决，还是由政府以及其他非政府组织决定？是政府特许某些企业经办特定事务（比如过去官方钦定的盐商），还是政府与企业在某些领域合作共建（比如，当下的混合所有制企业）？

若干年前，竞争力较强的河南双汇集团，在进入某外省市场时，其冷鲜肉的市场零售价格低于当地肉联厂的出厂价。这种跨省竞争为打通全国肉食市场做出了贡献。但对于外省当地的社区而言，外部的竞争“扰乱”了本地社区既有的秩序，因此丧失了足够的社会合法性，引发了当地肉食企业的反抗和有关部门的审查。同样，十几年前，温州鞋商上亿欧元的库存在西班牙被当地人烧毁，也是因为温州鞋商的出现与作为，在社会合法性方面与当地社区产生了剧烈冲突。总之，不同的社区概念和需求的界定与满足方式，都会对管理决策的社会合法性产生重要影响。管理决策者必须时常审视这些社区需求的变化对自己企业的影响，而且也要同时关注自己管理权威之合法性来源本身的变化及其可能带来的影响。

企业社会责任：应对与担当

时下，每个企业都在大谈社会责任，这是全球化的浪潮。浪潮兴起之际，也许我们要冷静地思考一下，这种浪潮是因为企业和商家突然良心发现、道德高涨，还是恰恰因为在社会责任方面暴露了很多棘手的问题甚至出现了重大的社会合法性危机？如果一个企业连自己分内的事情都没做好，比如产品质量有问题，那么奢谈社会责任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一个企业的产品能够精准有效地满足消费者需求，即使它不极力标榜自己的社会责任，它也是实实在在地为社会做贡献，为民生福祉尽力。

当然，如果一个企业既做好本职工作，又在社会责任方面有突出的贡献，那将是非常值得大家尊重的。问题是，我们不能以道德模范的标准去要求所有的企业。否则，社会责任的期许，便很可能会成为一种社会化的要挟。无力承担此额外责任的企业，则注定要弄虚作假，来应对这种要挟，甚至用某些貌似担当社会责任的虚假言辞去故意迎合不正当的期许，甚至欺骗大家的情感。比如，前些年就有不良企业将大米染成绿色，推销其“健康环保”的绿色有机食品。

显然，依据不同的意识形态与对相关社区的界定，管理决策者对于企业的社会责任究竟是什么会有不同的解答、应对与担当。而且，对社会责任的解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家对市场机制的信任。在多大程度上相信“看不见的手”可以使每一个企业的分内工作符合社会要求，从而通过自己的日常工作来实际地践行社会责任。也许，大家对社会责任方面更加苛刻的要求可能会导致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提升。如此幸甚。在具体而有力的研究证据出现之前，笔者既不热情洋溢，亦不悲观叹气，而是倾向于采用“道德中性”或者“良心中性”的视角，更加看中企业在其本职分内工作上的质量和承诺。道德中性，需要的其实是更大的勇气。

留给那些在重大道德冲突之际保持中立者的是地狱里最热之地。

但丁

企业的首要责任是盈利

企业首先是经济实体，如果没有盈利，长期而言，一切关于社会责任的鼓噪卖乖皆为空谈。社会责任，或者说“额外的社会责任”，必定是在做好本职工作之外的锦上添花，而无锦花将不存，何况雪中送炭则注定是政府的责任。企业不是政府，也不是非营利性机构，企业就是企业。作为经济实体，盈利是企业的天职，否则就是滥用社会资源，不管动机如何高尚，借口如何堂皇。

20世纪自由主义经济学巨擘米尔顿·弗里德曼教授，曾在1970年的一篇文章中声称盈利是企业唯一的社会责任。这应当是文献中对企业作为经济实体的社会责任的最为直截了当的表述了。无独有偶，在管理实践中，原迪士尼老板迈克尔·埃斯纳在主政派拉蒙影业公司（Paramount Pictures）的时候，更是赤裸裸地强调盈利的重要性。

企业只有一种社会责任，仅此一种，那就是，利用资源，增加盈利，只要是在游戏规则之内，也就是说，通过公开和自由竞争而不是蒙骗与欺诈。

米尔顿·弗里德曼

我们没有责任制造历史。我们没有责任制造艺术。我们没有责任制造宣言。挣钱是我们唯一的责任。

迈克尔·埃斯纳

商家逐利，天经地义。可以说，在一定的法律与道德底限上通过经营活动从而盈利是企业作为社会一分子的首要责任。除了直接为企业实现盈利之外的任何活动都是企业的“课外活动”。如果说有道德底线的话，那就是通过正常的经营活动盈利。盈利本身就是社会认可的。然而，有些时候，法律和道德底线并非板上钉钉、确确凿凿。请看一起药品恶性涨价案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启示和思考。

案例7.2

一起药品恶性涨价案的启示

2015年9月17日，美国某医疗专业网媒Healio曝光了一封美国传染病协会与HIV医疗协会发给Turing医药公司的信函，质疑该公司为什么将一个自1953年起就存在的药品Daraprim从每片13.5美元骤然涨价至750美元，涨价近55倍。霎时间，抱怨之声铺天盖地。肇事者Martin Sh-kreli——Turing公司的CEO，立刻成为全美国“最受人憎恨者”。事发整整3个月后，12月17日，Shkreli被捕（后以500万美元得以保释）。但被捕的罪名则是FBI有关他自2009年以来从事证券欺诈的指控。

现年32岁的Shkreli，于2009年创办自己的对冲基金MSMB。他的主要财路在于做空那些产品在FDA审批过程中即将失败的生化企业的股票。2011年，他又创立医药公司Retrophin，致力于开发治疗一些罕见病症的药物。2014年Shkreli被Retrophin解除CEO职务后离职。2015年2月，Shkreli成立Turing医药公司。他的战略主旨在于获取那些已经不受专利保护的药品的专卖权，重新定价，以期获得巨额利润。那些虽然专利失效却并没有仿制药出现的药物通常是针对比较罕见病症的细分市场，仿制药本身的费用可能很高，而且市场容量又不大，所以没人愿意进入。如果能够控制这种药品的分销渠道，提价将是可行的方案，因为没有替代竞争。

基于此项战略定位，Turing在2015年8月15日以5500万美元从Im-pax Lab手中获得Daraprim的所有权，并逐步收缩控制该药品的分销渠道。该药品可以用于帮助艾滋病和癌症等疾病患者治疗弓形虫病。这便是后来该药在一夜之间暴涨55倍的原委。

在接受彭博社的采访中，Shkreli比喻道，“如果一家企业正在用自行车的价钱出售阿斯顿·马丁豪华车，我们把那家企业买下来，然后用丰田车的价格卖出去，那么我不认为这有任何罪恶”。他还声称Turing拓展了自己的免费供药项目，他们的许多药片接近1美元1片。即使是涨价的Daraprim，患者自己掏腰包的钱也不会很多。

但媒体报道说，事实上多数保险公司要求患者自付20%的药款，也

就是150美元一片。诸多评论者据此推断，这种巨额涨价遭到势力强大的艾滋病患者群体以及保险公司的强烈抵制，同时也为新近推出的“奥巴马医保计划”抹黑，因为它大肆增加了该医保计划的成本支出，给纳税人造成了额外负担。

无论什么罪名，对于Shkreli的被捕，网民评论可谓大快人心，认为恶有恶报，这个贪婪的混蛋实在是罪有应得。然而，Shkreli和Turing的故事并非一个孤立的事件，其背后的法律、伦理、经济和政治因素错综复杂，应当值得管理决策者们思考和借鉴。

资料来源：“Pharma Bro”Martin Shkreli arrested for securities fraud.The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17，2015.本书作者根据该文和相关英文报道翻译整理。

如何看待Turing公司药品涨价案？

从竞争战略和商业逻辑来看，Shkreli的这种做法可谓精妙。其手段在于收购那些产品价值被低估的企业，其主要目的则是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在对冲基金领域，这种通过炒作某些不起眼的股票而获利的做法，乃是常规战略。有些人认为，对冲基金的这种行为导致了无谓的市场波动。有些人则认为，正是有赖于对冲基金的此种行为才导致了股票交易市场的效率和有效性，使得任何一种资产都尽可能地接近其真实的市场价值。

Shkreli只不过是把他在对冲基金上的投机手段应用到制药行业。长期而言，这种做法也许会帮助促使不同药品的定价回归到接近其真正市场价值的水准。这大概是能够为这种做法进行辩护的唯一的正面理由。但从价值创新来看，这种做法似乎并未激发任何原创价值或者价值增量的出现。除了自己盈利，对整个社会和消费者剩余并没有直接贡献。

从法律上看，如果政府没有法规明令禁止药品涨价，那么这种做法本身并不违法。Shkreli最终因其在Retrophin和MSMB对冲基金上类似“庞氏骗局”的罪状被捕，这又留给人们足够的想象空间。有媒体宣称，Sh-kreli只不过是在玩华尔街上所有人都在玩的游戏，只是这次他玩得太大了！

显然，Shkreli事件的合法性缺失，主要体现于伦理道德方面。可以说美国上下，从相关患者到医疗社区，从朝野到民众，对于在病人身上大发横财的做法可谓恨之入骨、义愤填膺。截至2015年12月，来自美国30多个州的160多个组织呼吁Turing将价格恢复到9月份之前的水平。Tur-ing表示可以给医院患者提供最多50%的折扣，但拒绝在零售市场降价。

同仇敌忾之余，也许大家需要想一想，如果一种救人性命的药品只卖出一顿麦当劳巨无霸午餐的价钱，是否真正合理？如此的话，谁还去拼命创新呢？最近，美国一种治疗丙型肝炎的新药已经卖到1000美元一天的剂量。不难推断，今后新药的初始定价将会更高，否则，将来再想涨价，就很难再找到理由，结果可能更是挨骂受罚。

社会责任也可以带来经济价值

必须承认，某些企业在职业合法性与社会合法性两个方面都表现得尤为突出，既在本职分内工作中竞争优势凸显，又在社会责任方面当仁不让。它们的行为与成就，给大家带来保持希望的理由。

同时，也需要指出，一个企业如果在社会责任方面表现优异，也会受到公众的赏识、消费者的青睐以及政府的认可。这些非市场性的有利因素，会反馈到企业的本职工作领域内，为其带来竞争优势，并最终帮助它增进其经营绩效。从这个角度而言，社会责任其实是有经济价值的。


管理决策中的公正性

决策过程的公正性

决策过程公正性之重要意义

大家通常认为决策就是要解决问题，关键是看结果。其实，真相并非完全如此。在很多情况下，人们不光关注结果，而且也关注实现结果的过程、特点以及具体采取的方式和手段。在有些极端的情况下，人们对于过程的看重和较真可能超过了对结果本身的期望和在乎。比如，《秋菊打官司》，要的是一个说法。如此，决策过程的公正与否，乃是管理决策者必须认真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管理的真谛在于让人们心悦诚服地去为组织效力。

再比如，一个业务单元的一把手直接亲自审定每个员工的年终奖金，即使奖金的总量很大而且每个人实际拿到的份额也很大，还是可能导致大家的不满。由于暗箱操作，大家可能认为或者猜测自己拿的比别人少。如果该一把手与各个部门或者小组的主管协商每个小组和部门应得的总量，再由各个小组或部门内部自己商定每个人的实际奖金数额，则大家可能会由于自己的参与感而减少一些对奖金分配公正性的质疑。

过程公正性的解读要看具体情境

当然，大家是否认为组织中的决策是公正的，自然会受到其主导意识形态的影响。在一个强调个人业绩至上的组织里，比如某些投资银行和咨询公司，按照个人贡献的大小分发奖金则是最为公正的，末位淘汰也是理所当然的。在一个强调人人平等、平均主义至上的组织里，不同人员之间薪酬和奖金的巨大差距则会被认为是不公正的或者不和谐的。

因此，过程公正与否也是相对的，是有具体参照系的。比如，以服务品质著称的著名餐饮企业海底捞火锅店的一线员工，相对于同行业其他企业的同类员工，通常具有更多的参与感以及在服务中的决策权。这种参与感以及对员工决策的信任感，有益于员工在公正性方面的体验。在可比范围内的对手之间，一个强调公正性的企业会在员工积极性方面具有竞争优势。

过程公正的影响要素

影响过程公正的三要素

21世纪初以蓝海战略理论著称的W.钱·金和勒妮·莫博涅两位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曾经致力于管理决策过程公正性（Procedural Justice）的研究。他们详细阐述了过程公正在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性以及影响过程公正性的若干主要因素。

他们的一个主要观点和发现是，如果决策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不够公正，即使人们获得想要的结果也会抱怨和不满；如果决策和实施的过程本身是公正的，即使人们对某些决策持有反对态度，也会照章执行。人们希望自己被当作具有健全人格和尊严的人来看，而不只是一种资源或生产要素。具体而言，他们阐述了知识经济时代过程公正的三个基本原则：参与、解释、预期。

参与（Engagement），意味着让那些可能受到某项决策之影响的相关群体参与到决策过程中来，提出他们的意见和建议，质疑他人的想法和假设。这种参与体现了管理决策者对大家的尊重。大家的建议与互相质疑也可能有助于更加清楚地认识问题，并且增进对最终决策的认同以及在其实施中的支持。

解释（Explanation），意味着管理决策者要向受到决策影响的所有人清楚地解释最终决策背后的道理，使大家意识到管理决策者认真听取并考虑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如果大家认为决策者的解释是真诚的和全面的，即使他们自己的意见没有被采纳，他们也会认可决策者的努力和过程的可信。

预期明确（Expectation Clarity），意味着一旦最终决策出台，管理者需要再次向大家进行解释，告诉他们新的游戏规则，向他们解释在新的游戏规则下组织对他们的行为与结果的预期，以及相应的奖赏和惩罚措施。问题的关键是提前告知大家，而不是事后裁断。

过程公正并非讲求共识或者依赖民主

金与莫博涅两位学者进一步指出，过程公正，并不是通过共识来做决策，也不是由一人一票的民主讨论来做决策。虽然过程公正力求给每个人机会去参与和表达，但最终是他们意见的质量决定了其是否被采纳，而不是每个人的想法和利益都要被照顾到。过程公正，主要不是为了构建和谐或者依靠妥协来获取大家的支持，而是为了通过鼓励参与、解释原委和预期明确来保证决策的质量和实施的顺畅。

显然，过程公正不可能保证大家都同意、认可和支持一项决策。任何决策都可能有反对者或者不受欢迎。只是说，与过程不公正相比，比如暗箱操作或者流程混乱随意，过程公正更容易增进大家对管理决策者的信任，更容易促使大家自愿地与他人合作。至少你参与了决策过程，在实施和执行决策时，就很难再用不知情或者不曾被咨询而故意懈怠或者支吾搪塞。

实现过程公正的障碍是什么

信息即是权力。管理决策者可能出于保持自身权力的考虑拒绝分享相关信息，拒绝公开决策过程，拒绝与他人进行双向的沟通和交流，只是单向地发号施令。他们可能故意地将游戏规则和奖惩措施制定得模糊，交代得不清，从而保证自己的随机裁量权和控制权，拒绝别人对自己权威的挑战与威胁。

另外，潜意识里，大家总会觉得每个人都是只为自己的利益着想，如果鼓励大家积极参与决策的讨论，过分的畅所欲言可能于事无补。其实，研究表明，在大家认为决策过程是公正的前提下，他们会意识到牺牲暂时的利益从而促进组织长久的发展乃是必需的。即使决策结果对他们不利，他们也仍然会在组织中继续发挥自己的作用，前提是过程公正，大家认为过程是公正的。

过程公正与结果公正

与过程公正相关而又截然不同的是所谓的结果公正或者分配上的公正（Distributive Justice）。严格而言，结果公正并不是平均主义或者人人利益均等，而是每个人获得的结果与其贡献相匹配。参见表7.2中对于过程公正和结果公正准则与相关因素的对比。

表7.2　两个影响组织绩效的互补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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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Kim, W.，&Mauborgne, R.（1997）.Fair process.Harvard Business Re-view
 ，69，January，65—75.本书作者翻译整理。本小节的内容主要取材于该文和相关的文献。

正是：

决策过程与结果，公正与否是非多；

参与解释明期望，过程公正三原则。

权责分明求合作，资源奖赏酬应得；

程序公正人心畅，马不扬鞭自前跃。


第八章　决策总览：多视角综合应用

横看成岭侧成峰。不同的视角产生不同的焦点和结论。在同一个决策问题上，对多种决策理论和观察视角的通晓与应用，不仅可以帮助管理决策者相对全面精准地把握问题的实质，从而更加符合自己意愿地解决问题，而且可以使其增进对不同的决策理论独特魅力的认识和欣赏。坚持单一视角和立场，机械线性地去看待和应对问题，可能会事与愿违，实现不了决策的目标和初衷。心平气和地从多种角度看问题，包括对手的角度，甚或自己丝毫不屑者的角度，是对管理决策者相对较高的要求。本章探讨多种决策理论综合应用的实例和前景。首先，我们比较总体决策、部门决策和个体决策三个不同层面的理论分析视角。其次，我们探讨决策中对“度”与“平衡”的拿捏与把握。最后，我们从多个维度和层面探讨一个组织决策中的经典话题：为什么聪明人在组织中故意办傻事？


决策的多视角与多层面考量

我们对待理论的态度

理论的效用与局限

人类世界纷乱多变、错综复杂，不以任何漂亮优雅的理论为依据去主动为自己划线圈框。任何理论，无论如何精准和有效，都是在某个层次或者某个视角上对现实世界之复杂乱象所进行的零星捕捉与粗略概括。一个理论注定是基于某种假设而对现实所进行的一种简化，从而易于人们的理解和认知。任何一种理论都是构建在一定的假设和前提条件之上的，并且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依据有限理性的推断，由于我们缺乏足够的相关信息以及全面系统、及时精准地处理信息的能力，我们对世界的感知注定是不完善的，我们的各种理论亦是如此。

因此，至少在三个方面，我们的理论应用可能难以达到我们的预期。首先，理论的前提假设本身就可能是谬误，或者是不全面的。其次，理论对现实的简化也会忽略所要解释之现实问题中至关重要的领域和维度。最后，理论所适用的范围边界难以被清晰地界定，从而导致人们超出其适用范围的不当应用。无论如何，当理论与现实发生冲突的时候，最终倒霉和失败的往往是理论。理论需要不断更新，去更好地捕捉和概括现实，更加趋近真理，但也许永远无法达到真理的境界。

没有什么比一个好的理论更实用的了。

库尔特·勒温

科学不过是真理的形象而已。

弗朗西斯·培根

多种理论的综合考量与应用

在我们的社会实践中，面对各种重大问题的决策，我们无疑需要理论的指导，但也必须意识到理论的局限性。不同的理论，解释的只是问题的某一部分。只是依据某种单一的理论视角或方法去应对问题，可能以偏概全、于事无补。采用多种理论视角和方法去应对问题，可能会增进对问题的了解和把握。但随之而来的困惑是，不同的理论之间可能产生冲突和混淆。过多的理论并存，也给决策者在认知方面带来困惑和焦虑。因此，采用哪种理论为主导视角和方法，如何处理不同理论视角与方法之间的关系，乃是管理决策者必须考量的，既要避免单一视角的狭隘闭塞，也要避免理论过分多元导致的涣散与纷扰。

正像疾病患者既需要吃药治疗，也需要注意各种药物的副作用、对其他器官的损伤、不同药物之间的交互作用以及对整个身体状况的影响。一个有经验的医生，通常也会考虑自己领域的治疗对病人其他领域的潜在干预。不同科室医务人员的会诊，其实就是不同理论视角与方法应用的典型案例。一个企业中的高层决策，更是各个部门所代表和反映的不同理论视角与方法的碰撞及其背后所彰显的不同利益之间的交锋。对于不同理论视角与方法的洞悉与通晓，将会帮助管理决策者更加全面精准地理解问题的不同侧面以及相关部门和人士的观点和立场。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纸上谈兵的学者喜好把简单的东西说得尽量复杂，管理者和其他实践工作者要做的是如何把复杂的东西变得简单。貌似有些道理。然而，复杂背后有简单，简单之中有复杂。其实，学者中出色的研究大家和实干家中老练的决策者，都会力求在复杂之中抽取足够的简单，而在简单之中想象足够的复杂，从而在简单与复杂之间保持某种微妙的平衡。

在实践中，针对任何一项决策，能够把相关的主要理论视角与方法进行比较和应用，可能会帮助管理决策者认识问题的复杂性，也会增进决策者对不同理论视角与方法及其带来的独特见解的把控。

任何时候当你认为某个理论是唯一可用的时，就把这当成一个信号，要么你没弄懂该理论，要么你没搞清楚要解决的问题。

卡尔·波普

多视角与多层面的决策分析

古巴导弹危机

在政治学的文献中，有这样一个经典的多视角、多层面决策分析的范本，那就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教授对美国政府在1962年应对古巴导弹危机的决策过程的分析。这一分析涵盖了国家、政府部门和政客这三个不同层面的要素，囊括了理性分析、组织常规和官僚政治等多种理论视角与方法，展现了多重理论应用的可能性和重要性。

案例8.1

古巴导弹危机事件回顾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分别统领北约组织和华约组织两大军事同盟，将世界引入“冷战时期”。双方对峙的一个主要焦点在于核武器的全球布局和抗衡。

1962年10月，华盛顿的美国情报机构通过分析U-2间谍机所拍摄的照片，发现苏联正在古巴部署中程弹道导弹。于是，一次可能导致美、苏双方和相关国家数亿人死亡的大规模核灾难的军事与外交危机开始上演，自10月16日至10月28日共持续了13天。其间，美、苏双方互相博弈，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磋商。

面临危机，美国总统肯尼迪迅速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15人执委会，并命令该委员会“放下所有其他工作来迅速缜密地考量所有的危险和所有可以采用的应对措施”。至少六个备选方案曾被慎重考虑。

第一，不做任何反应。

第二，通过外交手段向苏联施加压力。

第三，秘密联络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

第四，入侵古巴。

第五，对古巴导弹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式”攻击。

第六，对古巴进行军事封锁。

最终，美国政府采取了第六个方案，封锁进入古巴的任何武器运载。其后，经过与以赫鲁晓夫为领袖的苏联政府的多轮谈判，双方达成协议。苏联同意撤出在古巴布置的导弹，并由联合国派团见证。美国公开宣称在没有受到直接挑衅的情况下永远不入侵古巴。私下里，美国还同意拆除那些尚未被公开报道的部署于土耳其和意大利的美制中程弹道导弹。

11月20日，当所有从苏联运入的导弹和伊尔-28轰炸机全部从古巴撤回苏联后，美国解除了对古巴的军事封锁。古巴导弹危机就此告终。

资料来源：https：//en.wikipedia.org/wiki/Cuban＿Missile＿Crisis；Allison, G.T.（1969）.Conceptual models and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3（3），689—718.本书作者翻译整理。

三种理论视角的多层面分析

艾利森教授从国家、政府部门和政客这三个层面入手，从三种不同的理论视角剖析了美国政府应对古巴导弹危机的决策过程。艾利森将三种视角具体化为三种概念性模型（Conceptual Models）。参见表8.1中对三种模型的主要观点、基本分析单元、主要概念、主导推断模式、一般性命题和具体命题所做的总结和对比。

表8.1　古巴导弹危机的理论视角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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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Allison, G.T.（1969）.Conceptual models and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3（3），689—718.本书作者翻译整理。本小节的内容主要取材于Allison, G.T.（1971）.Essence of Decision：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Little Brown及艾利森教授的其他相关论著。

模型一：理性政策

理性政策模型以国家为分析单元。理性政策模型认为，代表国家利益的政府是一个理性的和统一的（或曰单一的、一元的）决策者，它以国家利益和战略目标为根本导向，试图寻求实现目标的最优解决方案。

这是教科书中常见的理论视角。以博弈论为分析手段的许多经典的分析，比如认为美、苏双方可以保证互相摧毁若干次的“恐怖均衡”理论，便是这种视角的典范应用。由于任何一方都不能一次性地全面毁灭对方的反击能力，将其清除出局，对方的报复性反击也会造成首先攻击一方致命性的损失。双方都把刀架在对方的脖子上，任何的轻举妄动都可能导致双方同归于尽。因此，出于生存的理性考虑，双方都不会真正地“死磕”。

模型二：组织过程

组织过程模型以政府内组织部门的运作过程为分析单元。组织过程模型认为，实际的决策并不是由铁板一块的统一的政府来完成的，而是由不同的政府部门的产出（Output）之间的交互作用而形成的。

作为相对独立存在的组织，每个政府部门都有自己既定的任务和对事情的独特优先排序准则。最为重要的是，组织是根据自己常规的标准操作流程而运作的。这些常规流程的设计与应用主要是为了保证组织日常活动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有其自身的目标逻辑和节奏顺序。通常情况下，以规避不确定性著称的组织常规，不会因为特定问题的出现而随意改变。说得极端一点，组织的合法行径是按照其标准操作流程制造预期的产出，而这些产出可能根本无法解决国家和政府面临的战略问题或者干脆于事无补。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个急病患者被送进急诊室。对于患者一方来讲，这可能是危机甚至灾难；对于急诊室而言，处理急诊病人则只是它们的常规工作而已。所有的诊治和处理都需要依照该急诊室的标准操作流程来按部就班地进行。如果再进一步细分，急诊手术室有它们的流程，麻醉师有他们的条例，重症监护室有自己的规矩，药房也有自己的运作准则。各个功能领域都有自己的理由和偏好。它们之间的合作是否顺畅更是至关重要。因此，对病人的诊治实际上是急诊室各个领域活动之产出的综合结果。对于某些重要病人的诊治，即使院长亲自督战，他也只可能提振所有部门的注意力和警戒性，而基本不可能影响或改变各个专业领域的准则和流程。

回到古巴导弹危机，从问题的发现到应对都可以被看作政府部门产出的结果。首先，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之所以被美国发现，是由美国情报部门的日常工作中产出的情报信息和分析促成的。其次，无论采用哪种方式回应，都要有相应的部门去具体承担。它们各自的预算、实力、常规流程、现有的状态等组织特定要素决定了各种备选方案的可行性。比如，由于空军的能力限制，“外科手术式”的轰炸可能无法完全、精准、彻底地实现。

因此，一个总的结论是，一个政府的行动决策不可能与其各个部门的常规程序和当下实力偏离太远。通过考察与问题相关的政府主要部门的标准操作流程，可以大概预测其政策的大致走向和相应变化的振幅区间。

模型三：官僚政治

官僚政治模型以政客之间的政治游戏为分析单元。官僚政治模型认为，政府决策乃是身处各种具体职位并肩负自己特定的“包袱”（比如，特定的抱负与激励以及关系的拖累与期许等）的各类政客之间不断进行讨价还价的谈判交易的结果。

这里强调的既不是国家，也不是组织，而是作为个体或者小组的政客。官僚政治游戏，通常是在既定的渠道之内进行的。每个政客的位置决定了他对待不同问题的立场，可以参加哪些游戏，能够做出哪些贡献，可能获得什么样的资源和奖赏回报。正像组织部门要根据其标准流程制造产出一样，政客们也要在关键的节点（比如某些任务或决策的“最后期限”）做出某种选择。

位置决定行为。在官僚政治游戏中，首长和下属与幕僚的角色及游戏规则是非常不同的。居于各类组织之上的首长或者最高决策者，通常不会亲自提议做出决策，而是在各个组织的产出和政客们的决定之间做出某种选择。在不确定性尚未被化解之前，他们通常喜欢为自己保留较大的选择空间。居于各类组织部门内部的官员们，则会尽力地争取同级别的其他部门同事的结盟和支持。下级官员和幕僚人员，通常要通过自己在游戏中的行为和贡献，让上级官员或首长对他们必做之事抱有更大的信心。

总之，各种政治游戏的结果，会影响政客们对国家利益的理解，并影响其自身的利益及其同盟的利益；反之亦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越往个人层面走，不理性和盲目决策的可能性越大。尽管我们往往更愿意相信政府决策是理性的，组织过程是相对稳定的并且其产出是渐变的，但如果个体决策者（尤其是最高决策者）的权力大到可以抗衡国家利益或者废弃组织流程，此时的政府决策的理性程度将可能会大大降低，其不可预测性也会随之提高。

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

毛泽东

三种模型和视角的综合应用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里无意详细重述古巴导弹危机事件本身以及学者对其的理论解读。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查阅艾利森教授的相关论著。我们意在强调的是，三种不同的理论视角帮助我们考察了同一个决策过程的不同层面，带给我们更加全面的了解和领悟。尽管视角不同，但三个层面的分析又最终聚合在了决策最终的均衡选择之上，亦即对古巴进行军事封锁。

无论是国家层面的军事外交决策，还是企业层面的经营决策，其实，理性政策、组织过程和官僚政治这三种理论视角都会为我们对决策的分析理解和参与应对提供较为全面的概念框架和生动鲜活的灵感刺激。

正是：

苏置导弹古巴地，美国对策遇难题；

三个层面多视角，决策过程堪审析。

政府单一理性人，组织过程政客戏；

同床异梦皆利益，殊途同归三合一。


决策中“度”的把握与方法的应用

在大多数情况下，组织中决策的成败与否在于对“度”或者平衡状态的拿捏。比如，如何平衡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如何激励一个知足常乐的人，如何抑制某个超级自恋但能力超强的人在组织中的过度膨胀，等等。另外，虽然所有人都困囿于有限理性，但遇事养成尽量全面分析和把握情况的习惯，积极主动地去思考事情和现象的多种潜在的可替代的解释，则能帮助我们相对全面精准地理解问题和应对问题。一个最为基本的方法，就是简单的矩阵分析法，不需要任何数学基础和技术准备。

“度”的把握：中庸之道与曲线效应

中庸之道的普遍性

都说中国人喜欢中庸之道，其实未必如此。在不少境况下，我们还是极为喜好从极端到极端、非此即彼的。稍微远一点儿说，当年大家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不是改革就是保守，不是好人就是坏人，不是“官倒”就是反“官倒”，泾渭分明，不可能容忍中间地带。近一点儿说，当今社会，经济学家们不是社会的良心，就是资本家的走狗，人们不是精英就是大众，不是穷人就是富翁，在“谁敢说中国不好，我跟谁急”的极端民族主义愤青们和“言必称希腊”的极端崇洋媚外者之间，便很少有不卑不亢、心平气和之众。这时，所谓“矫枉必须过正”“非极端而无以引人瞩目”“坚决把××进行到底”等说法可能更加显得是硬道理，虽然国人在很多方面确实是比较信奉中庸的。

同样，外国人也不一定不懂得或者不乐于实践中庸之道。最简单的，从饮葡萄酒来说，不管是有科学根据，抑或完全是商家炒作，每日适度饮用红葡萄酒据称对健康有益，具有促进血液循环、改善心脏功能等功效。不喝没有效果，喝多了也不行。即使在正式的学术文献中，对“度”的把握，或者对“适度”的推崇也是不鲜一见。比如，在西方战略管理文献中，比较主流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都表明企业的多元化经营战略要适度，多元业务间最好有某些相关性（从而可以共享资源，发挥协同效应），这样既可以避免单一产业经营所面临的系统风险，也可以避免过分多元化带来的实力分散和缺乏核心竞争力的弊端。这就是多元化战略与经营绩效间的所谓倒U形曲线效应。

中庸、适度与优化

其实，无论古今中外，诸多领域都有对中庸、适度和优化的推崇。这种处事经验和态度，散见于文献典籍、成语故事，以及生活中的各个角落，有的被毋庸置疑地奉为行动指南、传世真经，有的被置若罔闻地列为老生常谈，无用稀松。比如，古之圣贤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思辨韵味甚浓。而当今的顺口溜则非常浅显易懂：“走在前面挨闷棍，走在后面全没份”“跑得快了撵上穷，跑得慢了穷撵上”。再比如，永远在各类报纸上以豆腐块形式出现的各类健康指南、生活小常识，没有证据，没有出处，更没有对前提假设和适用范围的解释和告诫。有人一笑置之，有人则认为凡是印成铅字的皆为真理，深信不疑。例如，不要过分激烈运动，不宜暴饮暴食，秋冬季节应该适量进补，等等。

究竟是中庸之道的态度和信仰导致了强调重视“适度”和“优化”的理论之产生，还是推崇“适度”“优化”的理论与说法的盛行导致了人们对中庸之道的信奉和曲线效应的验证？这种鸡、蛋互生的关系没有可知的初始点，难以掰扯清楚。但是，我们有理由猜测，在不同的生活领域里和研究学科内制造出或曰发现各类曲线效应的人，对中庸之道大抵应该是不反感的。而一个信奉挑战自我、改变世界的人是不会自囿于各类曲线效应之心理羁绊的。他们的理论肯定是强调创新、突破、攀登和挑战极限。

搞清楚了基本道理，生活中和工作中的很多问题就可以举一反三，很容易理解。无论是曲线效应（比如适当多元化），还是简单的线性理论（比如“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都不是什么万世真理、至高境界，而是不可避免地反映了制造和传播这些理论者自身的偏见和束缚，社会科学的理论尤其如此。有鉴于此，我们很有必要反思一下我们对待各类貌似至理名言的理论和说法的不假思索的认同，甚至迷信与盲从。

中庸之道与知足常乐

萧伯纳说：人生有两大痛苦，一是欲望得不到满足，二是欲望得到了满足。同样，国人常说，差不多就行了，知足常乐。人不能什么欲望都没有，人也不能有太多不可能满足的欲望。有些小欲望，大概能满足，就行了。你觉着满足适度，比较快乐，就是知足常乐了。自己偷着乐，不用跟别人商量。对于信奉中庸之道的人来说，这种知足常乐的所谓“理论”闪烁着实践理性的光辉，既能自圆其说，又能指导行动，在实践中还能被证明。信则践之，践之则果，果即灵验，于是更信。笔者有位印度朋友，当年在基层主管世界银行为印度农民提供优质稻种的服务项目。令他啼笑皆非的是很多印度农民根本不愿意用他们免费提供的优质稻种。理由很简单：我们种的稻子足够吃了，没必要更高产，何况高产还得费事儿收割呢！这些农民很快乐。

极端主义与中庸之道的冲突

对于生性激进、永远求变的人来说，这种知足常乐的“理论”，无疑是自欺欺人、不堪一击，到处散发着颓废和懒散的污秽。轰轰烈烈、勇往直前，是这类人的境界和快乐。惊天动地，其乐无穷。微软的人和英特尔的人每天玩儿命地干，互相攀比，软硬兼施，更新换代，不断升级，逼得其他对手和用户们忙于应对，气喘吁吁。将创新进行到底。微软和英特尔的人好像也很快乐欢喜。在所谓全球超级竞争阶段，在“只有惶惶不可终日者才能生存”的年月，似乎你不吃人家，人家就会吃你，于是大家所追捧的好像都是微软和英特尔这样“不知足但快乐着”的企业：要打，要斗，要竞争，要拼搏，要构筑竞争优势，要从优秀到卓越。谁要是告诫这些企业，“差不多就行了”“悠着点儿”“知足常乐”，就似乎显得不太合时宜。

而事实是，并不是到处都是超级竞争，并不是每个人都必须、愿意和可能成为“惶惶不可终日者”。另外一个极端则是所谓的蓝海战略，通过价值创新，独辟蹊径，不战而胜，实现自我。问题是，下蓝海的毕竟是少数人，大多数人也只能在拥挤的红海里待着。平庸者还是比极端者多。然而，如今的年月，谁也不愿自甘平庸，实践中庸之道。大家都想脱颖而出，一夜暴富。于是，最令人振奋和感兴趣的必然是那些自称能使平庸者成为拔尖者的理论和传说，没有太多的人愿意去钻研、兜售或者信奉那些帮助人们平庸并快乐着的秘诀。比如，大家经常看到的书都是《每个人都能当老板》之类的，而没人鼓吹“上班，过日子，能凑合就凑合”。不仅企业和职场如此，教育领域也一样。很明显，很多高考考生要落榜。但是，即使是学习最差的学生的家长，也更愿意给孩子买《哈佛入学攻略》之类的书。如果我写一本书叫做《如何成为一个自食其力和快乐的高考落榜生》，估计不大会畅销。人们总是有甚为极端的“梦想”或曰“臆想”。

中庸与平庸

卡特当选美国总统时，美国许多媒体机构都以“平庸”一词来形容这位新当选的总统。有意思的是，内布拉斯加州的一位参议员挺身而出，为卡特护驾开脱：“谢天谢地，美国人民中，平庸之辈远远多于精英一族；平庸的美国人民应该有自己真正的代表。”事实证明，卡特总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有美国总统中民意支持率最低的一位。

在商界，也有自甘平庸、愿居人下的企业。比如，美国著名的AVIS汽车租赁公司的口号是：“我们更加努力！”（We Try Harder！）意思是，我们不是第一（现在还不是第一，也不一定想当第一），因此，我们更勤勉，更上赶着伺候您。其实，企业招人也是一样。有些企业坚持要招一流的人才，虽然这些一流的人才在人满为患的地方由于没有机会施展才华，很快就被消磨成二流人才。另外一些企业可能坚持要招一批中不流的平平之辈，他们没有一流人才常有的狷狂桀骜，也没有愚笨之才常有的呆傻之气。平和之中，反倒可能得心应手，企业与员工双方皆大欢喜。

无论如何，中庸之道也好，极端激进也好，经久一致地信奉和实践某种理论和说法本身可能就是一种快乐。不快乐通常来自无所信奉，或信奉的东西太多。对于管理决策者而言，挑战在于如何同时应对信奉中庸之道者和极端主义者，如何解决中庸之道与绩效平庸之间的矛盾。

决策方法的拿捏

文人的偏见与夸张

“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幸。”托尔斯泰的这句名言流传甚广。仔细想想，毫无道理。有不一样的幸福，也有惊人相似或者完全一样的不幸。为什么把四种可能性中的两种单拎出来放大呢？“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形象迥异，对比鲜明。朱门酒肉臭，未见得就有冻死骨。朱门酒肉不臭，仍然可能有冻死骨。文人们喜好耸人听闻，这是众所周知的。把极端事例戏剧化地过度夸张、情绪化地大肆渲染，为的是集中有效地传输某种信息和观点。他们所夸张的事例也未见得是具有代表性或者典型意义的。选择性感知、形象化推测等认知偏差，正是这些文人博取眼球、掌声抑或泪水的把戏。

简单的2×2矩阵：在散乱中力求系统性

如果稍微进行全面一点儿的分析，有些渲染和夸张是靠不住的。本书行文至此，没有涉及任何的数量分析，哪怕是技术难度最低的决策方法和框架，更不要说多目标决策、线性规划、决策树、贝叶斯模型或者马尔科夫过程了。我们这里只做一个最低的要求，就是遇事尽量能够画一个最为简单的2×2矩阵。这不是什么新鲜东西，也不是什么高深的学问，更用不着什么生硬的理工科思维。偏见不那么严重的文人们也会深谙其中的滋味与奥妙。

比如，宋代司马光就使用过2×2矩阵来描述不同的人。他选用的两个指标维度是德与才。大概的判断标准是：德才兼备，乃为圣人；有德无才，可称君子；有才无德，是为小人；德才皆无，则为愚人。想必司马先生当年在编《资治通鉴》的时候，是没功夫管什么数学和矩阵的。

换个角度说人才。有些人能说但不能干（夸夸其谈）；有些人能干但不能说（默默耕耘）；还有些人不但能干而且能说（文武双全）；也有些人既不能说也不能干（老蔫笨蛋）。这种四分法，从平面图形的展示而言，就是我们经常用的所谓2×2矩阵：两个维度（横轴和纵轴），每个维度再分成两段（比如能否、是非、高低、多少、大小、快慢，等等），便构成了四个不同的象限。难道世界上就只有这四种人吗？应当说，当你把注意力聚焦于说和干的时候，上述四分法就很简明形象地概括了不同类型人的特点。毫无疑问，对人的分类结果取决于我们所采用的分类方法和视角及其背后所体现的意图和焦点。

矩阵的变换

如果我们在每个轴的高和低之间再加个“中”，上述的2×2矩阵便成了3×3矩阵，分出9种不同类型的人。比如，有的人非常能干，也相对能说；有的人比较能干，但一点儿也不能说，等等。如果把每个维度都从1到10去细分，那么我们得出的就是100种类型的人。如果我们在2×2矩阵的基础上再加一个维度——是否能吃，我们就有了一个三维的2×2×2矩阵，分出8种类型的人。比如，有的人能吃能干，但不能说；有的人能吃能说，但不能干；有的人既不能吃又不能干，也不会说，等等。

很显然，如果超过三维，我们就很难从几何图形的概念上去描述和体会我们所想象的分类空间。所以，我们经常看到的多维分析也不过是三维的2×2×2矩阵而已。比起更复杂的3×3或者10×10矩阵而言，2×2显得简明而基本。分类越细致，每个类型的样本空间就会越小，每个类型的代表性就会越差。因此，我们看到的多是2×2矩阵的应用，四分法最为流行，如果我们再给每个类型贴上引人注目的标签，比如上述四种人的分类描述，那么2×2矩阵就更具有感染力了。


2×2矩阵的特点


2×2矩阵最大的特点就是简单实用、通俗易懂。说它简单，是因为它只有二维、二分法，不可能再简化，从辩证法的角度来说，这是最基本的分类。说它实用，是因为它可以把在二分法下所有的类型组合充分展示出来，防止一叶障目，走极端，以偏概全。比如，当“为富不仁”的说法甚嚣尘上的时候，其实，人们关注的和过分强调的只是四种类型之一，而忽略了“既富亦仁”和“赤贫刁民”的可能性，或者片面夸大了“为富不仁”和“虽贫犹仁”（或曰“唯贫方仁”）的普遍性和代表性。

说它通俗易懂，是因为它很直观，只要你想清楚了两个要考察的维度，你自然就会感悟和揣摩出四种不同的组合，根本不需要什么理论基础或者数学功底。

朴素庸俗但简单实用

在人们还没有把分类法的实质搞清楚之前，这种四种类型的总结可能会给人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仿佛很透彻，而一旦搞清楚了2×2矩阵的基本原理后，一切神秘感就会荡然无存。关键是要把握好要考察的指标维度，比如，胆与识、红与专、竞争与垄断、短期效益和长期表现。而四象限的细分和描述不过是顺藤摸瓜、水到渠成而已。如此，2×2矩阵的构建，实际上是一种最朴素、最原始和最基本的系统思考和分类的方法。

这种方法所产生出的具体分类模型，从严格意义上讲，不能称为理论。只有当通过更加严谨和细致的工作而描述出不同象限的发展轨迹、适用范围、它们之间的关系、可能的转化模式，以及对某种事项的不同影响等之时，2×2矩阵所产生的分类模型才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然而，纵观管理学领域，2×2矩阵的应用，虽然产生了许多富有见地的研究成果，但已经到了令人不仅“审美疲劳”而且近乎厌烦的庸俗地步。

无数的2×2矩阵画来画去，诸多半生不熟的简单分类法大言不惭地以理论自居。在西方甚至有两位作者在2004年专门出了一本英文书叫做《2×2矩阵的力量》，收集了56个有关商业和管理的所谓2×2理论框架，从安索夫的产品和市场矩阵（企业增长向量和发展模式）到波士顿矩阵（“野猫”“瘦狗”云云），被某些人奉为“处理各种管理问题所需工具的金矿”。如果有好事者将该书翻译成中文（我想这是早晚的事），很可能又会掀起一阵学习2×2矩阵的新高潮，丝毫不亚于六西格玛什么的。

世界可以被简化成若干种2×2矩阵，但各种2×2矩阵并不是真实的世界。那又怎样呢？至少这是有限理性制约下的相对理性，虽仍十分有限，但毕竟有些理性。


如何看待聪明人在组织中故意办傻事

二十多年前，我在得克萨斯大学读书时，遇到过一位非常有派头的教授，后来他是我博士论文指导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他就是研究组织管理与政策分析的鲁宾·麦克丹尼尔博士（Reuben McDaniel, Jr.）。他曾经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某个宗教信仰极为强烈的学生跑到他的办公室找他面谈，诚恳地对他说：“麦克丹尼尔博士，从今天起我不能再去上你的课了。你在课上总是讲要提高个人和组织效率，尽快把工作做完，从而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去喝啤酒。我认为这种行为是不道德的！人生在世，就是要尽最大的努力去做事，而不是贪图享受！”在这里，伦理道德已经不再是我们前面讨论的决策底线，而是至高无上的主要行为指导方针。

说实话，直到现在，我也没想明白，这个学生和鲁宾教授之间到底谁的认知更有“偏差”，谁的见解更存“偏见”。我宁可认为鲁宾教授的观点是“真正的偏见”。原因有三：其一，我欣赏鲁宾教授其人其言其行。其二，我喜欢偏见，尤其是有技术含量的偏见。其三，我现在是教授，就算站队也得站在饭碗一边儿呀！你说这算是偏见呢还是常理呢？亚里士多德曾经卖乖说：我爱我师（柏拉图），我更爱真理。然而，最终，谁来评判什么是真理呢？是柏拉图！评判真理的，只能是柏拉图们，而不是你，不是大众，也不是真理本身。说得更邪乎一点儿，你扬言爱真理，等于说爱自己所认为的真理，也就有你是爱你自己的嫌疑。依照我的偏见和误区来解释，大多数情况下，这世道就是这样设计的。

鲁宾教授最令我折服的，主要有两点。第一，他的教授范儿。美国学术界有这么一种说法：拿到终身教职的教授只对上帝答话。你不杀人放火什么的，谁也不能解雇你！这种制度的设计初衷是保证学术独立、言论自由。第二，鲁宾教授最精辟的一句话是：“整个管理学研究的要点，归根结底就是一件事儿，为什么聪明人在组织中故意办傻事？”真是一语中的、妙不可言。

一帮傻人，怎么管，怎么决策，基本上都不会有大的起色。就像满屋子都是烂家具，你怎么摆置，如何“兼容并包”，都无济于事。如何管理聪明人，才是大学问。其实，说得更极端一点，真正的聪明人、极聪明的人，也没谁能管得了。

倒是在一个比较正规的组织中，大多数人都或多或少地属于聪明人，所谓受过教育的人、有文化的人、明世理的人、训练有素的职业人士。如何让这帮人心情舒畅地用正确的办法去做正确的事并达到组织的目标，才是管理学的要点。反过来说，我们要探究为什么在组织中人们心情不舒畅，不做正确的事，不用正确的方法做事，不把组织的目标当回事儿。这些问题，都是管理决策（从决策制定到有效实施）必须仔细考量的。否则，别说是办傻事，或者傻傻地把事办了，可能是啥事也办不成。复杂组织中的现象，自然难以简单地用任何单一的维度、视角或者理论来回答。我们不妨尽量从多种角度来测度和揣摩。

为什么聪明人在组织中故意办傻事

为什么聪明人办傻事？可能还不够聪明。

为什么聪明人故意办傻事？大概办聪明事（或者聪明地办事）几乎不可能。

为什么聪明人在组织中故意办傻事？也许这会使人显得比较聪明。

为什么聪明人在组织中屡屡故意办傻事？很可能这样做其实是真正的聪明。

总而言之，聪明人办傻事，不是什么新鲜事。或者囿于有限理性、认知偏差，也许由于时间压力、成本约束，也可能迫于社会压力、政治隐情。应该说，傻人办同样的事，基本上是更傻。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让聪明人办事时变得更加聪明。可以说，迄今为止，答案并不怎么肯定。

然而，换个角度来看，办傻事，用看似很傻的办法办事，其实也可能是智慧的象征，有其内在的逻辑和实际的功能。如此说来，所谓“不正之风”，其实也许并非不正，因为理想中的“正”实际上并不可能。现在，就让我们循着有限理性与认知偏差、时间压力与成本约束，以及社会压力和政治隐情等主要方面来剖析“聪明人办傻事”背后的一些“合理性”。

不够聪明：有限理性

有限理性的满意解与局域性搜索

回到我们开篇所强调的“有限理性”之说，人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因此，尽管人企图去理性地决策，但不可能做到完全理性。人对实现自己利益的途径和方法不可能完全地理解，甚至通常对自己的利益本身也无法完全清楚地认识和界定。因此，决策的准则不可能是“优化”而应该是“满意”。与满意准则相关联的是对问题解决方案进行的局域性搜索，差不多就行。在决策时具体的表现是林布隆、奎因和明茨伯格等说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枝节法，摇摇摆摆地摸着石头过河，跌跌撞撞地尝试纠错，践行逻辑渐进主义，允许自生战略的形成。一句话，只要现在比过去更令人满意就行。

有限理性不是病态

面对真实世界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人们大概永远不会像经济学家（尤其是博弈论专家）和认知心理学家想象和要求得那样聪明、有理性。组织中的决策者通常也不可能在事发之前就明察秋毫，成竹在胸，全面规划，理性系统，指挥若定，顺利施行，大智大勇，潇洒神明。而实际上是走着看着想着说着，在黑暗中摸索，经常灰头土脸，甚至狼狈不堪，在错误中学习和调整，看上去傻得不行。

从这一点来看，大而言之，办傻事，是命中注定的。其实，这也许是常态，而不是病态。因为人不够聪明。聪明人也只是相对聪明，最终难逃有限理性。

现代社会中所有麻烦的原因在于傻瓜们过分自信而有才智者充满怀疑。

伯特兰·罗素

老年人相信一切。中年人怀疑一切。年轻人知道一切。

奥斯卡·王尔德

自觉聪明：认知偏差

我们没有想象得聪明

基于有限理性的基本论断，认知心理学的研究发现，人们并没有自己想象得那么聪明。很多认知偏差使人们对自我的判断充满了盲目的信心。比如，人们通常认为报纸上经常报道的现象（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就比不报道的现象（每年癌症死亡人数）要常见得多。自己熟悉的和常见的东西（比如以ing形式结尾的英文单词）比自己不熟悉或没有习惯印象的东西（比如以n形式结尾的英文单词）出现的概率要大。类似的认知偏差，比如“不适当锚点”“选择性感知”“幻觉中的控制”，等等，都会影响人们对信息的获取和处理以及对世界的感知和判断。

过度自信下的有勇无谋或者多勇少谋，而不自知自量，自然会使人在决策和行动中显得很傻，而且通常傻得非常自豪、无比坚定。当然，心理学家对各种认知偏差的形容，跟恨铁不成钢的经济学家们痛恨决策者不够聪明一样，也是负面到毫不留情，用的字眼多是“谬误”和“陷阱”等，而“偏差”和“悖论”等并不怎么悦耳的说法就已经很温和中性了，好像这些“死角”和“误区”都是某种生理缺陷、心理顽疾，或者是某种不可饶恕的过失甚至罪恶，至少是病态的，要被时刻提防和及时纠正。

我们是正常的傻瓜

其实，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也有犯傻的时候和地方，只是和平常人犯傻的时候和地方不一样而已。如果认知偏差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自然现象”，那么，聪明人办傻事，正如前面所说，并非一定是病态的。正像芝加哥大学的奚恺元教授说的，我们都是“正常的傻瓜”（Normal Fool）。

使某个领域的聪明人办某个领域的事情，可能会减少聪明人（广义的）办傻事的现象，但并不会杜绝聪明人（广义的）办傻事的现象，因为在某些领域，由于新兴、复杂、不确定，不可能有专家。另外，即使是非常聪明的人、某个领域的专家，也会有认知偏差，有盲区（Blindspot）。再聪明的人，也得在犯傻中去学习。如果知其不足，而不过分自信地夸耀理性，在决策中就必然要摒弃“人们可以理性地分析和理解一切”的臆想，从而心甘情愿地诉诸逻辑渐进主义、摸着石头过河等颇具实践理性但又看似“治标不治本”的办傻事的举动。

只要新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存在，人的各类认知偏差就会产生作用，办傻事的现象就会层出不穷。

我知道我是睿智的，因为我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

苏格拉底

如果我们在80岁的时候出生，然后逐渐地接近18岁，生活将会无限地更为幸福。

马克·吐温

聪明不得：时间压力

时间压力等不及

人和组织在实际生活中都面临时间压力，各种“最后期限”（Dead-lines），不可能没完没了地只干一件事情。迫于时间压力，人们来不及刨根问底或进行全面系统的详细调查与分析。这时，区域性搜索的倾向性就会增强，遇到问题往往不得不就事论事，微调改善，循症处理，从而达到在时间压力下的次优选择。比如说，一个人的博士论文可能做一辈子仍然有漏洞。微软的产品如果等所有的漏洞（Bugs）都消除了再上市，Win-dows 95可能现在还在实验阶段。世界在不完善中改进，等完全聪明后再去办事，可能已经失去了办事的意义。再说我们也根本等不及。

就像我们在第四章中谈及的，NASA多次成功地将载人航天飞机送入太空并顺利返回地面。赞扬之声，不绝于口：理性，科学，准确，精密。NASA显得很是威风神气。而在其第25次发射时，挑战者号升空不久，旋即解体陨落，不禁令人扼腕叹息。一时间，指摘之声，此伏彼起：骄傲，自满，草率，大意。于是，NASA显得愚蠢滑稽。人们不禁会问：NASA为什么事前不好好检查，仔细分析，全面妥善地解决每一个哪怕是最细小的问题呢？

办傻事和办聪明事是一回事儿

其实，第25次发射的程序和准备工作同前24次并没有根本不同，而且在很多方面还做了改进。前24次发射时，也都有技术人员会认为技术可靠性还不够完善从而建议推迟或取消发射。但如果每次都等所有的问题都解决得万无一失，而不是在某种可以承受的信心程度上达到满意，那么可能NASA至今还没把航天飞机送到太空中去。问题的症结，不在于NASA不理性、办傻事，而是大家（当然也包括NASA自己）天真地以为航天飞机会上天是天经地义的，而不再是一种奇迹。办傻事和办聪明事用的方法和程序是一回事儿。上坡路和下坡路是一条路。我们应该认识到，失败是常态，成功才是偶然。人从根本上是没那么聪明的。

以此观之，在强大的时间压力下，人们的行为看起来会很傻，因为他们来不及按照全面理性的准则去分析、识别和处理可能导致负面后果的每一个潜在问题。

聪明不起：成本约束

成本与资源约束

真实世界的决策者，必须考虑做事的成本和保证决策实施的资源可行性。有些事情，在大家或公众看来，非常应该做（比如说政府应该去做的某些事情），但就是没人做。大家通常没有意识到的是，政府无论收税再多，给定某种程度的贪污和浪费，总是要对不同项目进行某种优先排序，根据问题的严重程度和紧迫程度，以及民众的愤怒程度，来分配资源、处理问题。政府对某些问题并不是视而不见，而是无能为力。于是，当政府在某些方面表现得很聪明的时候，在别的方面可能就会显得很傻。比如，中国政府当年选择重点发展（一次性耗材的）“两弹一星”项目而错过了发展（对材料和工艺的可靠性要求都很高的）汽车工业。应该说，政府并不是不懂得汽车工业作为一个综合工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带动，而是不得不面临成本和资源的约束。

成本约束也同样存在于组织或企业的决策里。组织决策者也会采用一些貌似不够“科学”“公允”或“聪明”的办法或窍门去节省人力物力，比较经济地解决问题。比如，有些企业以人才的实用性和适用性为准绳，只招二流员工，不招一流员工。这在号称“唯人才是举”的今天就显得很不时髦。相反，可能还有这样的组织，总是从排名前五名的MBA项目中来招新的营销经理。这种做法很可能漏掉一些其他学校的优秀候选人，但由于成本和时间的限制，这个组织不可能面试所有学校的MBA毕业生，只能适可而止。将来某个时候，这个组织也可能会因为被它当初曾经拒绝招收的某个人及其现在所在的团队打败而遭人讥笑，但这种情形应该是不具有代表意义的小概率事件。

制度设计缺陷导致成本上升

当然，有些时候，由于制度安排不当、组织设计缺失或者程序规章混乱，个体决策者面临类似囚徒困境般的情境，必定集体犯傻。不犯傻的代价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比如，过去在机场还要顾客支付机场建设费的时候，6个窗口能排出13个队。个个西装革履，人人面目狰狞。你挤我抢，乱成一团。如果大家都排队，效率肯定更高；如果大家都不排队，你永远被别人加塞。人注定聪明地犯傻。同样在北京开车，如果每天完全遵守交通规则和行车应有的礼节，你很可能无法按时上班、到家。

在成本和资源约束下，无论个人、组织还是政府，都可能会近乎本能地诉诸某种捷径和对自己而言经济性比较强的窍门，从而导致某种集体的无奈和疯狂。

显得聪明：社会压力

畸形的社会压力与被迫的形象管理

有些政客喜欢慷慨激昂地宣称要不惜任何代价去保护纳税人的每一分钱。这种在选民面前卖乖的口号，看似神圣，其实愚蠢。但迫于保持自己亲民形象的有关社会和政治压力，政客们无不深谙此道，且乐此不疲。这时“不惜任何代价”，倒不谈什么成本约束了。别说任何代价了，请问，花100元钱去保护1分钱，值吗？为了保护环境，某环保局长在某一天少开一天车，走路上班。少开一天，就能解决问题吗？谁都不傻，眼下社会作秀是必需。笔者曾经在某个城市看到如下标语牌：“车让人，人让车，车让车。”看后顿时心生温暖，和谐和睦，其乐融融。仔细一想，全然不是。到底谁让谁？还走不走了？

作为社会人，决策者要考虑自己的形象，要尽量表现得理性，为自己的行为及其结果不断地进行辩护。理性的一大特点就是前后一致，能够自圆其说，显得有条理。比如上述的只招排名前几名的学校的MBA毕业生的做法，实际上也能在社会压力下自我辩解：我们招的是最优秀的人才。最好的学校在招生的时候就已经为我们把关筛选过一次了。从社会学的角度而言，早先加入这个组织的这些学校的校友们也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去提携新人，帮助其成功，不希望他们失败。

自我辩解与脱责

再比如，我们在第四章探讨的“承诺升级”的说法。在一系列的决策中，决策者在前期资源投入不可逆转的情况下向某个方向或项目进行逐步承诺，当决策者发现所承诺的方向和项目越来越被证明是错误的时候，由于要对自己的前期决策进行辩护，可能会更进一步增加投入、升级承诺，从而希望能够力挽狂澜、转败为胜，以英雄的面目出现在大家面前。很难说承诺升级就一定导致失败，过早地割舍沉没成本而中途放弃，也许会失去最终翻本的可能性。但缺乏应有的监督和防范机制，决策者迫于社会压力，为了显示自己的聪明和理性，就很可能将承诺升级错误地进行下去。

没有事实，只有解释。

弗里德里希·尼采

强求理性决策的另外一大特点，就是对信息的崇拜甚至滥用。信息是决策的基础。尊重信息，系统地收集和使用信息，通常是理性决策的重要表现。各类文牍卷宗泛滥成灾，便是人们冒傻气一样地要表现聪明的明证。著名决策学者詹姆斯·马奇和他的同事曾经撰文指出，组织中的决策者源源不断地收集各类信息，收集远远多于组织需要的信息，收集与决策没有丝毫关联的信息，却又经常抱怨没有足够的信息。信息收集成了某种象征和符号，那就是对理性决策的名义上的尊崇。据称，60%左右的信息都是在决策以后用来为决策辩护的，而不是在决策前为决策者提供判断依据的。

制度设计的教条主义和不切实际

开车的朋友都知道，你的车上如果没有灭火器，就不可能上牌照或通过年检。谁都知道车里随时带着灭火器好像有道理，是明智之举。可是如果真的遇上着火的情况，它能管多大用？有多少人能想到去用它并且真正会用？没人在乎或理会这些。公路上汽车烧着了的报道倒是听过见过，而小小灭火器救了烧着的车的报道还几乎没有什么耳闻。但无论如何您得备着。因为没有灭火器，就不能过年检。这是“上级规定”。

曾经有个彼得定律，大致说的是每个人或早或晚最终都将被“升任”到自己不胜任的岗位。比如，你刚成熟练工，就被提升当班长；刚熟悉班长岗位，又被提升到车间副主任；刚熟悉车间副主任的工作，又被升为副厂长，等等。你总是在离开你实际真正擅长和实际上能够表现得比较聪明的地方，而奔向你并不擅长和尚未真正显得聪明的地方。

这样一来，外人看见和记起的只是你过去的聪明，却会误以为你在新的岗位上也照样聪明。比如我们曾经批判外行领导内行的“不科学”现象，提倡职业化管理，于是医生们被提拔当上了院长。一个优秀的医生，不一定会管理，不一定是好院长。但由于要满足内行领导内行的“社会偏好”或者政府规定，很多优秀的医生都在不情愿也不自在地当着院长，很怕丢了自己的专业，而在管理方面又自叹弗如、分身无术。于是偶尔清醒，偶尔糊涂。

由于社会的压力和传统的影响，组织中的决策者会非常不理性地力求向理性的形象来打扮自己，从而增进其合法性，并为其决策提供辩护和支持。

傻即聪明：政治隐情

组织中的决策往往是互动的结果

组织中的事情大都不可能由一个人独自完成，而是需要不同的人和部门共同协作。而跟人打交道，就自然要碰到错综复杂的组织政治和人际关系问题。在部门利益和个体利益盘根错节的政治游戏中，像教科书中臆想的那样企图通过全面彻底的讨论，达到完全共识，然后理性设计一揽子计划，再按部就班地照章实施的决策程序，无异于空中楼阁。实际的决策，通常是多个部门、多个角色之间互动交错、谈判往返的结果。这也意味着某些决策比大家或某些人想象和预期的时间要长，不可能一蹴而就。

政治游戏掣肘决策

精通政治游戏的决策者，通常清楚地知道做事必须把握时机，并争取在“公海”或“无雷区”（不直接威胁组织中任何一个派系或团体的区间）中游走，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来自各方的潜在阻力。话不能说得太满，目标不能定得太具体，路径不能编排得太细，在重大问题面前第一把手通常不在第一时间表态，要保持某种“模糊性”或开放性。这样做，一是因为认知能力的限制使决策者很难在决策早期就对一切相关因素（包括政治阻力）了如指掌，二是因为必须保持今后运作的足够空间和灵活性，从而增进自己和大家对问题和现状的理解，激发下属的承诺和想象力，消除潜在的障碍和壁垒，争取统一战线的支持，在渐进中逐步化解危机。这种开放性的渐进做法，不如大刀阔斧的做法大快人心，但可慢工细活、春风化雨。

在政治中，愚蠢并非残障。

拿破仑·波拿巴

由于政治隐情，某些决策者看似无所作为，实则韬光养晦。关于组织目标（以及对不同目标相对应的不同价值偏好的排序）的无休止的争论，往往会增加内耗和矛盾，使组织偏离其存在的根本原因，导致组织领导层合法性的削弱和丧失。相比于教科书中一再教诲的“一定要目标明确”而言，这些深谙游戏规则的决策者往往言辞模糊，或者没有特别清楚的立场和是非，显得比较愚钝。他们务实的姿态和风格，使他们倾向于“不争论”，并专注于将组织引入某种具体的政策方向。这样，决策者避免了对目标的寻根问底和激烈争论，而会像林布隆所倡导的那样，在选择具体政策时，也同时选择了实施手段以及隐含的实际目标。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可以怎样做，不可以怎样做，这是政治智慧的具体表现。

从决策者在真实世界中必须面对的政治环境来看，过于聪明或者表面聪明的决策者很容易被无情地吞噬和倾轧。善断隐情，大智若愚。从容不迫，游刃有余。

综上所述，聪明人办傻事的现象，并不一定是病态，背后有很多的道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如何想当然地教人办聪明事，而是要了解为什么聪明人故意经常地办傻事，要承认甚至认可这种常态，并在此基础上改进自己的决策过程和结果。当然，本书探讨的所有话题，都是在某种法律和道德的底线之上为实现自己或者组织的目标而做出决策和采取行动。如果滑落到这种底线之下，那就需要另说了。那就不是聪明人办傻事，而是聪明人办坏事了，虽然傻事和坏事未必就一定能分得清。


结语

管理的核心是决策。决策的基础是信息。即使是在所谓的大数据时代，通常情况下，与决策相关的信息也不可能被完全收集或者及时获取。而且，无论借助于何等先进的信息技术或者高级的手段和工具，人和机构处理信息的能力都是有限的。囿于有限理性的约束，面对高度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真实世界的决策者需要保持足够的冷静和客观，在承认现实的基础上去立身行事、应对问题。与有限理性相关的决策行为和准则，一般而言，是通过局域性的搜索去寻求相对满意的解答。有限理性乃是常态。尽管我们希望并力求更加理性从而更加精准和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但我们不能把日常的决策准则和参照系放在不切实际的理想假设之上。

决策的实质在于判断。管理决策者的判断能力和决策质量，有赖于其经验的丰富与深厚以及认知的全面和精准。为了提高其决策质量，管理决策者需要关注真实世界中人的行为及其所面临的事物原本是什么样的，而不是纠缠于我们认为他们应该是什么样的。从权力和政治到伦理与道德，从一般和常规到危机与灾难，从决策准则的选择到日常决策的实践，管理决策者不仅要在事实判断层面尽量接近现实，而且要在价值判断层面关注决策的合法性，增强组织决策被内外各方所接受和容忍的程度。

管理决策中一个重要的矛盾焦点是如何处理决策者与组织制度之间的关系。没有适当的组织常规和流程，决策的随意性将会造成组织中的困惑和低效，损害组织生存与发展所必需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然而，任何制度化的组织常规与决策流程，又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妨碍组织应变的灵活性和主动性。因此，管理决策者在关键时刻的临机处置、即兴发挥和果敢决断亦是决策成败的关键。无论是制度、程序还是个人“拍脑袋”，最为关键的是对问题的判断。也许，制度安排和流程设计的最大挑战和最根本的任务是最大限度地促成最为靠谱的决策者掌握最终决策权。说来简单，行之甚难。

组织中的决策源源不断。任何决策方法都不完善。往往是旧的问题尚未解决，新的问题就已出现。现有问题的解决或者未决，都会带来新的问题。新的决策方法的使用，也会带来相应的问题。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通常都是资源有限、时间有限、注意力有限。而外部环境的变化又会影响我们对不同问题的认识和排序。因此，任何问题的解决通常都是暂时的和局部的。管理决策者必须意识到，通常情况下，决策不过是不同问题间的替代、补充、整合与分拆。用一个新问题去替代一个老问题，用一个老问题来修饰或者歪曲新问题，用名义上更为重大的问题去掩饰或者躲避新的实质性问题，这些行径皆属自然。

在复杂组织中，管理决策者需要承认决策者的有限理性，洞悉组织决策的过程特点，把握决策所处的具体情境。既要睿智果敢，又要有足够的耐心。审时度势，伺机而动，大局着眼，细处用功，韬光养晦，量力而行，顺藤摸瓜，水到渠成。作为管理的核心活动，决策既是科学，也是艺术，更是手艺。需要学习与感悟，需要历练与修行。

奇妙之处，尽在不言中。

你的决策还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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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对有限理性的说法是非常认同的。从很小的年岁起，似乎自己的所作所为就比较符合对有限理性的描述，只是那时还不知道这个说法而已。可见，俺们也是正常的傻瓜。跌跌撞撞，悠悠晃晃；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低头拉车，抬头看路；海外游学，归国服务。一路走来，自己的经历更是印证了理性是有限的，世界是复杂而不确定的，决策优化通常是不可能的。于是心存敬畏与感激，随遇而安，知足常乐。如今，年方半百，心态总体趋于平和。偶尔躁动，跃跃欲试，仍需坦然应对，以便顺藤摸瓜，或可水到渠成。也未可知，且行且看。

1983年，高中毕业考大学，别人大谈什么电算、建筑、生化、医学等理想专业，我则根本不知道想学什么，今后的目标是什么，丝毫没有任何概念和感觉，只是相信肯定可以考上一所重点大学。一不小心，进入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管理工程系，就因为招生的老师说：“这个专业很新，很多北京工业学院老师的子弟都选择这个专业，你又是学生干部，干脆就学管理吧。”于是，稀里糊涂就学管理了。探寻追索，求学研磨，传道授业，著书立说，辛勤耕耘，折腾劳作，尔来三十有三年矣。再回首，往事如梦。路漫漫，岁月如歌。

初入大学，立马困惑。发现原来自己并不喜欢理工科。当时，管理工程专业的课程，前三年基本上是按照机械制造专业走的，最后一年对付点儿会计、统计、财务、营销和生产管理之类的课程就齐活了。“管理和科技将是未来社会发展的两大车轮。”我们一进校门就被系领导如此教导点拨。到底是培养粗通管理的技术人员还是略识技术的管理人员？这是当时工科院校管理专业使命愿景的模糊与困惑。实际的结果，可能是既不技术又不管理，无一精专，两相蹉跎。面对第一学期不尽如人意的各科考试结果，到底是努力去优化自己的成绩，还是重新审视自己的定位和未来？

其实，当时并没有机会和能力去系统地反思自己或者改变环境。比如，转专业，想都别想，完全不允许。仿佛一切都是给定的，就只能微调。某日进入图书馆社科阅览室，文史哲，政经社，新闻、心理、文艺、小说，突然结结实实地感觉到，这才是每天应该看的东西。偶尔看到英文版的《中国日报》（China Daily
 ），打眼一瞧，发现居然能够看懂一些文章，于是在大一的下半年就狠心咬牙地自己订了半年，每天阅读。后来发现图书馆有百十本英文原版的美国管理学教材和专著，简直如同发现金矿，一本一本地借阅，如饥似渴。作为数十本原版书的第一位读者，把自己的名字骄傲地签到书内封底上粘贴的崭新的借阅登记卡上，自我感觉相当良好。这一切，没有任何规划，皆是偶然。

毕竟是管理工程系，讲究的是管理科学。运筹学、线性规划、排队论，听起来头头是道，严丝合缝。讲运筹学的老师形象生动地将某条线和一个圆“恰恰”相切描绘得如此“恰恰”精准。而我算出来，则愣是不相切。我下铺的老兄在机械制图课上画出的转轮和传送带也永远不相切。也许，我等乃是工科的败类。但仔细想一想，如果你不过分较真儿的话，理工科思维还是非常有用的，可能会帮助你变得些微自律和严谨。所以现在我对人力资源部门的建议通常是，招人尽量招理工科里面文笔比较好的人，或者是文科生中比较有理工科思维和潜质的人。

真正让我与管理科学分道扬镳的，倒不是我认为科学的东西没道理，而是它通常用不上，需要满足的假设条件太多。你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和金钱专门只做一件事儿，优化大概是可能的。比如你一辈子只专注于减肥，啥也不干，而且减肥是你人生的唯一目标，那你实现此目标基本没问题。怎奈，人的目标往往是多方面的，时间精力和资源能力总是有限的，而外部环境总是多变难测的。

不要说更为复杂的事情，就说当年想在午饭时在五食堂吃上一顿排骨，就难以优化。那时食堂没有固定菜谱，你不可能提前预知哪天中午有没有排骨。去晚了，即使今天有排骨，也卖完了，轮不到你。哪天你快要排到了，突然来了个恶霸加塞儿，你敢怒不敢言，空手而归，白排了半天。你可能刻意示好接触某个大师傅从而获得内部信息。于是，你逃了上午的最后一节课专门去吃排骨。结果，你沮丧地发现自行车车胎被人扎了，得去修车。好恼！或者，你正兴高采烈地奔向食堂，路上碰巧遇见你的班主任，于是，你必须立刻开始表演，要么假装去校医院，要么编造别的什么借口，三招架两耽误，你的排骨又黄了。你必须安慰自己，能吃上韭菜饺子或者甜口的红烧鲅鱼也不错。优化只是个传说。差不多就得了。

四年大学下来，我真正地喜欢上了管理学——国际主流的管理学。这不是得益于管理系，而是得益于北京工业学院图书馆的原版书。我的大学后两年基本上是在两站地以外的中国人民大学度过的。蹭各类课，尤其是听各种讲座，那是我大学时代最快乐的时光。我在人大谁也不认识，但我觉得我非常“人大”。大学的最后一年，又偶尔再多跑两站地到北大，听厉以宁教授讲中国改革的前后二十八点、股份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什么的。后来没考上厉老师的研究生，主要是数学没及格，就去了中美合办的全英文授课的黄河大学读经济管理研究生班。后来辗转腾挪地考了托福、GRE就去了美国。

现在的人也许难以想象当年的不易。1988年还没有新东方和各种留学中介。我没见过也不认识任何出国的人，所有的事儿都是自己摸索折腾。在武汉考完托福后，被告知GMAT考试整个中南考区就两个人报名因而被取消。负责考试的人建议我改考GRE。当场看了GRE官方的小册子，就立刻报了名，当时还不知道GRE到底是什么东西。回到郑州，到河南省图书馆借了本Barron's备考教材看了两个月，二度到武汉，参加GRE考试。结果还不错。在查资料的过程中，发现美国某些不错的州立大学招的人多，给奖学金的名额也多，于是专门申请这类学校。申请了8所，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是唯一接受我的学校，提供全奖。

说来也很偶然，得克萨斯大学商学院管理系明确要求，申请材料一份寄到学校，一份直接寄到系里的博士招生委员会。是寄到系里的材料帮助了我。当年博士生录取委员会的主任正是后来我的导师大卫·杰米森教授，他那时刚从斯坦福大学转到得克萨斯大学。他后来告诉我，我的申请陈述非常靠谱。后来我也告诉他，我本科的时候就读过他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博士生导师查尔斯·E.萨默（Charles E.Summer）写的专著。管理系录取我之后，把材料送到研究生院，请求校方和外办发放正式的录取通知书。这时大家才发现，我还没有给学校交报名费！75美元不是小数目。当年没几个中国学生交得起。

那时我才意识到，其他几所学校没有录取我是有道理的，可能我的录取材料根本就没被转到商学院，因而就没机会被人家审查褒贬。我也没收到他们的回复。我唯一交了报名费的学校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但他们没有要我。另外一个收到回信的是天普大学，也没要我。世事难料。就像我大二的时候写了篇给管理学正名的文章，同时寄给了钱学森先生和《光明日报》。《光明日报》杳无音信。钱学森先生很快亲笔回信。由于他老人家正热衷于交叉科学的实践，对我的说法并不完全认同。否则，我想钱老会替我给某主流媒体交“报名费”的。

1994年我博士毕业，拿到两份聘书。最终决定去美国东部的一所独立商学院——布莱恩特大学（Bryant University）。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去那里。人的感觉难以理性地界定。我在比较两所学校的条件时，跟我导师说：“您看那所学校还报销3本学术杂志订阅呢！”我导师劈头盖脸地说：“你傻呀，3本杂志加起来也超不过200美金！”您瞧，我都是在关注什么虚头巴脑的东西！总之，影响决策的因素很多，有些是情感方面的，极端不理性。去布莱恩特大学面试的那天，晚上同事们请我到城里吃饭。天下着大雪，就跟黑帮题材的电影里演的一样，警察把车随意地停在马路当间儿，大摇大摆地踱入邓肯甜面圈店，去弄杯咖啡出来喝喝。有感觉，有情调，跟得克萨斯完全不同。再说，陈佐湟正在罗德岛爱乐乐团当音乐总监，小泽征尔就在北面一个小时车程以外的波士顿交响乐团坐镇，开车三个小时就能到纽约林肯中心的大都会歌剧院或者卡内基音乐厅。这对小有艺术情结的我来说，颇具吸引力。

把我招到布莱恩特大学的老兄Thomas C.Powell是我共事过的人中，比较令我叹服的，就像笔者叹服周其仁的才识一样。在劝说我接受他们聘书的时候，他对我说，“不要再跟院长在年薪上多要几个点，你就说从学生向教授转换和过渡的过程中需要资助，请求6月入职而不是正常的9月入职。这样，多出来的3个月的工资就把你想多要的那点钱3年的总和都找补回来了。院长在这种一次性的决策上通常是有机动权的，不像年薪，还要考虑公平问题。更何况，3年后，你也不一定还在这儿呢。”说得真好。这位老兄总是率性而为，他是纽约大学的博士，在麦吉尔大学任教后跑到布莱恩特大学，然后转战澳大利亚管理学研究生院，现在成为牛津大学赛义德商学院的战略头牌，研究的领域也是五花八门，从行为战略到脑科学与战略。他在读管理学博士之前，曾经在达拉斯神学院读过一个神学硕士。

在罗德岛一待就是10年，觉得该回国了。革命大军已经成功地占领北京，再在延安老区待着就显得不合时宜了。海归开始上岸。再说，陈佐湟走了，小泽征尔走了，很多人都走了。2004年，我也回归。回国之后，我年幼的闺女老是上呼吸道感染，经常半夜游窜于儿童医院与和睦家医院一带。不得已，2005年，又全家回到美国，在伊利诺伊大学春田校区任职。一晃又是5年。后来，两个孩子都大到足以抵抗北京的沙尘暴了，就又回来了。2011年，又到日本名古屋商科大学任职。去了之后，发现日本大学教授还要坐班，上下班都要打卡。于是，勉强撑了不到1年就撤了。我要喜欢打卡，就直接去富士康了。

前前后后，在美国晃荡了20年左右。如今全职扎根在大学时代就曾经游走出没的海淀区。何以安身北大，其实也是机缘巧合。2001—2002年，我在香港科技大学进行一年的学术休假，顺便访问国内的一些大学的管理学院或商学院。听说北大内部还有一个全是海归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他们有一个全英文的国际MBA项目（BiMBA），于是跟时任院长胡大源教授联系。当时BiMBA的创业课“恰恰”缺一个老师救场，于是我就鬼使神差地来了。一拍即合。在美国8年的MBA教学经验在国内很好地派上了用场！这也是原先意想不到的。

来了就待下来了。为什么？还是说不清楚。朗润园，这个院子太迷人了。皇家园林，现代气派。洗手间有坐便，有手纸。也许，这就是与国际接轨吧。细节，有时是很重要的，它左右人的情感和判断。就像报销学术期刊订阅费、免费咖啡，或者偶尔能占用院长专用停车位什么的。

当初出国留学，说得好听点儿，是为了追求进步，学习知识，闯荡世界，建功立业。说得庸俗一点，还是贪图自由，不愿意每日上班，受到各种羁绊。也许，导致我当年出国的最直接的原因，是我们家楼下那堆永远存在的垃圾。我曾经几次试图去清理，但挡不住大家习惯性地乱倒。惹不起，躲得起。三十六计走为上。有时，急切地要行动，也许不在于要去哪里，而是无论如何不再想待在这里。当然，当初还是年轻，有心劲儿。现在钝了，雾霾啥的都不在乎了。

时光成群结队地大块儿消失。有时也会反思怀想，我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每次匆匆回到故乡，一如过客造访。日日身在他乡，暂讨生计，却没有主人翁的自豪和惬意。半夜偶然醒来，恍惚中，不知身在何处，孤旅何向，家途难辨，舟岸迷离。正欲潸然泪下，忽又倒头睡去。这年头，不失眠，也是极好的。

前路茫茫。

风景几许。

从容不迫。

知行合一。

2016年3月19日





[1]
 本小节的内容取材于Salancik, G.R.＆Pfeffer, J.（1978）.Who gets power—and how they hold on to it：A strategic-contingency model of power.Organizational Dynamics
 ，5（3），3—21。


[2]
 本小节的内容取材于Jeffrey Pfeffer，2010.Power：Why Some People Have It and Others Don't
 .Harper Business。


[3]
 本节关于诱引精英的讨论主要取材于Kelley, G.（1976）.Seducing the elites：The politics of decision making and innovation in organizational network.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3），66—74。


[4]
 本小节讨论的内容取材于Eisenhardt, K.M.（1989）.Making fast strategic decisions in high-velocity environments.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32（3），543—576。


[5]
 本小节讨论的内容主要取材于Eisenhardt, K.M.，＆Brown, S.L.（1997）.Time pacing：competing in markets that won't stand still.Harvard Business Review
 ，76（2）：59—69。


[6]
 本小节讨论的内容主要取材于Sull, D.，＆Eisenhardt, K.M.（2015）.Simple Rules：How to Thrive in a Complex World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OEBPS/Image00023.jpg
EERER

preee






OEBPS/Image00019.jpg
(ZE3)

WA —. BHEHE

WEZ. AAEE

BE=. BHEEE

ob 3 e H

B RS RE 0 HE

(SR

C. WAL BN
PRI 2 15 2 07 S P
— AR R A
D. A7 8. JEMAEEE
R 30 A5 s LR 2
#1558 P R 2 i
A o 0 T 3T Y R
372 S UELE N

WR— D EERBRT A
e AT 8, Ak
A LK1 5 R TR O A A
i 1R il 65 e i
FlRESE (07 3 1 75 DA dik
e (K) fesbsesl.

A — AT B R A K
i, BRI AR 4
FAE, SSBOLMRRE
19 AT Ak TR .

B — 17 8 ) WA B
1%, SRR 19 1 %
Wi, 2SEHRE
BT RS

C. A Al i IR S HER
SR [ R
HLLU M7 T SR Bk i
QiR

D. 178 & PAH
I O AR e R
P TR A O 2K O 7
AR, F AT
B RIAT Bl i di i3
H UM

HR— AN R T He
R A91T 30, WA
O 45 AN ALBE T Y
i MR A R S i —
BRI T 51178 2%
VIES =5 SNTEFEN

A BT B B
TARMESRAE TR, IR
LA 5 5 ) A X
L LN LR
B. i THALWM (L
sy mREE, 4l
LUT B R A B,
AR A R L BRAE A <
C. fF o] B phe 3 46
A B #2247
AT RE T BT B SE R T
itk

Co AMErR e . &
A ) L T B BLH
LA NI %
[EEALE

D. 78 BUR WA
WE A 3R T 0 AL AT 6
A A 45 5 B0 X K
2 1 LA LA B 11 B TR
LY ) 45 TR W

HAR— AN [ FOR T R
FEEMAT 8, W AT
375 2 WO AR R
B, . ) g A e A
0 f9 A B/ 41 22 ] A
PR AR

AL ATHATG ZLME I 52
B i .

B. {BRES S, R
TE i 4%

C. B AR Y A €05 1
ML AR o 8K AR
5 A A 22 B A
TR AR, B 5L 4 IR
EAREAEIT LS i 2
FIHE A 2L o o bz
JHEAT fi5 0o






OEBPS/Image00020.jpg
WA — EEER

BB . ARAERE

(&%)
BB =. BELA

&

A B B E B A
T AR T R 1
AT RENE

B. FE 4% 0 ¥ Ay
W TR A i i Ay
etk

C. JRER W F %
(A7 L)
HE BB Z®FAET
it e kN BE T,
AT 5 R R JEE 3t 5 B
[ R g F A

AL MBI B
SR & B 5 A B
B, T
TS 9 25
ASERHR,

B. TR AT B
IR ZE ) AR B A
5K 114 ZE S5 HLAL) R0 LR
[T RO 2% B B2 4
ES) ] H*TWH%EH.
A TGN A 29 R A%
TSR,

Ao B BB AR
SR T 1 B0k 7 Y B
IR HR B U 2 S B
AT B ] e

- A Ak T A A R
E%%%ﬁm A TG (]
Y O B
2. BLEEREOLT, UE AR A
Tl g2k 2B L T

A5 R RE HA T3, =
FEARNL “EAE KT






OEBPS/Image00017.jpg
R TE ERAE
BT B VRIS PETY”
2 A 3 7E
L 191
B 45 el f5fE 5
A E T R H R TR R LA R
i S ) 2 1 B AP
T R TR TR “ TR AL R T
4o K E HM 1






OEBPS/Image00018.jpg
WE—. BUEBR

AT AAFRE

WA= BEEEE

o W

4B 2 S B

& 3 H

5 K SR A9 AT o LA
W hy — A B Y 5
— YU AE AT B AR
TLRERSER. S
SR 5% A i de KA 1 i
PETPTRIRINAT S

BUHE TG Rk 1 R A
.
Oy [ 57 3 A 2 fiE
i die K R sl A6 A
S 3L R ws H AR 1Y
1180,

A BETSE: BK
() R—PHA
iy FLAR ) J0 A i 4 — b
Ui

B. [ . [d PR 3R 55 oh
AIBL s 55 Bk W T S 1 K
DA TR R S
fia] 2L

R e 4 0 5 SR SR
REALURT IR . B
AT AT FL A L I8
b ol 45 O . BORE
P I 2 21 4 AR 1
7 28 2 AR
S S

T R AL
0697 1

T 4B HUA I 24
T HIPERSE , e
A AU R 09 %5 ]
AT

A TS H: kR
147 3 S BUR A [
LYV T 2 Ia] Y 4 B
'S

B. ) 8 () 43 % 5 AL
T 43 e 17 A 4 A I
ENDLEE S Six i ZN Tl
T M A X

B A% AT
A — A58 — I RE 1A
BEAS N AR BT U AR
BT BUR B X
S T i 52 UG S O A
B AR

BTG R AR 2 ) BUR
PR 45
s £ 792 H bR, 4
5 LA S 1 B i) AR
S HEL A Z
(EECE RS

A AT SEBRIAT
B — AR BUR P
ENCIETACCY €

B. BUR AT I AN S [ 5K
[ia) L i 4, IR A
“HJEMIRT R A 2
A P B RO D5






OEBPS/Image00014.jpg
i T H RS R BRIV E FIBEAL I, Bese g1 4L nT DIRAR A A 8UiR AL

LA IR P 3T LA — 1> B3R R R i i

WRALF =N EEHHE:

Z A . vh 22 1 B AR 7 ( Problematic Preferences) ;
AW E B3B8 YEHLH AR AR ( Unclear Technology) 5
ZAYRE MRS YS  (Fluid Participation) .

AR AR THNMNRRNEERE:

[a] # (Problems) : Z1Z A A AT E 0 0 A AT R 55
it I 58 (Solutions) : ZH LU e B TR T a9 7= o

2 534 (Participants) : %Hm%MA%T%ﬁ%M

YL HL4Z (Choice Opportunities) ;21 25 9 7400 3 7= A e 56 0 B 0

REFEN=ZFARX:

fift Yl (Resolution) ; A7 & [a] UAEAS W7 11 3 BhaE £ P A5 2 i e

Bl (Oversight) : MR T HeSRAGIEEE, (H A 18 0L B e i Jm] 251,
HEES (Flight) « S P iy, ARG R A4 1] BB EL 28 ok 8 3 e 4% b 25

5






OEBPS/Image00015.jpg
H #ig M55k

FMoEX VIzES'S FEE EUIES'S

PNCE N

EHEFENL ZRACH

RE®





OEBPS/Image00012.jpg
- B DR SR 0 RN
PRFE 220 {5 B IR 3 A9 5 38 5
TR 2T BERIRK

. BREEIS R RURE ) e A BRI TR B

Xt E b B PR R AT DR ) B ] AL ]

BWRE DT =W ERFNE L, AEMASE . 28T,

C EBAERG “JEHEER” (Corridors of Comparative Indifference )
R HBRTE— & B L b2V A 32 B B SR8 BB RN e i 2
PSR F W UHIE A C B FRAEREE 220, HE B AT LUK 1925 18]

- TR AR 2 S BRAE T rn] JR

1o J2 DR 2 5 AL LR R By T 1) Jg
H s 2T 5832, A BEId TR
- AE— RN 188 B R K A L&

U ) PR A T B — A BEAL AR A R — DRI

PR 10 S il 5 1R A PR DR SR B BT T A R T RIA B S






OEBPS/Image00013.jpg
“BOI—F 7 0r” MU IERRGEMRI T XEAEA, Bk G & R

20 AR T S % ) S AR S A
AR R AR N — R I “REE T RS (Strategic Subsystems)

ORELAY . X

Ser R A, RIETIFW , FE ., BEOREA SR PR, & A g A
SRR . BT AR R AT LI | AR ALAT R A — A, R S

JE AR PR A

BT ARG A SN ZEARFIEWRK . B0 A2 KB ERT S
4 4 A

1E SRR i 2R

HF AR A ARSI, LT T A X T RS R ZA
HEAE AR LA L BT R ST A OR A B R

HC i 1E X )

R T SO R Bk, A BT, WO H A A FRUR

SN EITE, BTESCGE SRR R R BT ST R R R





OEBPS/Image00021.jpg
MANAGERIAL
DECISION MAKING

COPING WITH COMPLEXITY AND UNCERTAINTY

BEHRE

HEREi5

In

o #

PR 52 2 AN i
HETH Ve 58 FAT BTk

@ Qe g1 ihhgk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OEBPS/Image00010.jpg
WAL

|

(R ZUASALIT)

RS Ak

U
(B4 xS F244
Feds kTS
B )

= EEREE

T WEEEER [

|

B ARA,
(i TR K
A E T
SR R)

GESEA))

(S AR )






OEBPS/Image00011.jpg
Mk e mLia (RIEE)

HESAT PR LR (BT

La B0 PR 38 H AR 2 0 5 3 2 A6 X
fifk R 7 28 AT S IE 43 M 22 T A 25T 3k B Y
B4 1

20 BRI 73k - B 7
PR AN s K R, R TR
G 77

3o KUY F IR BRE, 25 A Y T
A W J2 A 95 3 B B A 2 R
Irik.

da JpHTRZOR AT, R E R AR
R R LA 18

Sa F e AR R G

Ih X E S bR 22 2 8 DL KO I
F1 875 58 19 92Tk 3 I AN 2 AR A S
M, TR A STE— Y

2b i FHES HARIE AR S,
O - BART e AR R AN E &
M AT R

3b KRB P AT IR B BR E, AR
Mr# BN GE R —DIr R (A 2
AT 1) R 3o S 2 3 — B0 A 19 e 133 1Y
M)

4b AT AT IR -

Z00% T RE M B T AR

22 FLA T S TR A T R

T T A A (U

L RN RNV SN R R Y

5b X
it B3





OEBPS/Image00008.jpg
DRHr - FME

TEE RS P =R 2R AL

AU (Legal Authority) : 3 H 2 K LI T

AU (Traditional Authority ) : HoA3 BaMEf [ AL 23 il B e HE RO 22 1
A~ N%E J1 ( Charistmatic Authority ) K& 38 Bifi 2 X 4004l 22 S ik A A% 19 2 .

ikt - BaE
fL BB (Authority of Position) :  Hi i 764 & JIr i 47 AL J7 .
LM AR (Authority of Leadership) :  Hy —F 804l it 4~ A FE BT BT 04 AL o

French #1 Raven

BFHE (Reward) « FEHI A BT

S IE (Coercive) « 38 58 J1 B AL o

EWRE (Legitimate) : PHEABLTE R E A

M N 5% (Referent) ot T AN Z RES2 P4 94 .

BRFI (Expert) : f1 TE KGR MHA A

Ramesh K. Shukla

2L LA POl A g FE Al -

P EALT) (Position) ;KT 2H 2 b R 2 47 8 19 AU FRHARE

LRI (Expert) : 3EF L FKAERRE AU AN . FEAMBAR LK.
BEURALS] (Resource) : HEF A 414147 2y i it B0 L IR AL ) o

BUARLS) (Political) : FET A N RNBE . R AIFNEE B SF BUAH T AT o
Fleming #0 Spicer

By e B Y i H

F B IR S) (Episodic) : 5ifi] ( Coercsion) Fl#24L ( Manipulation) ,
ZAPEMIARL S (Systematic) : 4EiA (Domination) FIF{A&{k ( Subjectification)





OEBPS/Image00009.jpg
SR | |sEmgnre | [AORPRETE| | B AR EiEAL S

s Wik | (TR E| [ mER T R r Bk
! 4 S
67 1 45 5 i sl
TORMSR T grgmtti e[ | TP AL
o SR :
B i ¥y J om0,
roo HIHG fTARE — fEF 5
Lo Sikafk : B 7K
Co [ e :
o TAEDI || ARk R
; e BEREMBA || e
. BT et
- e | Rk R
MR






OEBPS/Image00016.jpg
WEME: A EX SF R AN
T AEX RS 15 E X BARE
BLETS: BAAY SRS RIEIH
WA WS BURI5 # AT
745 35 4 HE R
B . N R T 5 1 S B
BHE AT HIH

HSCHR: MW AL 2% HA Bl






OEBPS/Image00007.jpg
R (Insurgency) : ALHE MARHE 5 58 2 Fosg L 45— 2 50 T fig 4k,
B R AR A PTR A, A B RSE B) IE SRR R )

SUE (Counter-Insurgeney ) s 556 SUAY T 2B B B9 At 09 X1 2 S0 88 A0 2
i, LU ATk AT R R T B

SR (Sponsorship) + AL ST U010 LM SRAR AL 456001
S8 (Allance-Building) ; HFZI AL (HORAES FRH —RLI) 20k
45 1 R AT T 128555 %
$ELSk (Empire-Building) : 55 FB B R, 58— % —J0 5 TR IR,
FisvAlE N 0 vaE e e

B (Budgeting) : 7EHUT RGBSR 2 AT, LI A € 0K A
RE (Expertise) : GFALIBINE C A 26 [ IRAHE . KRALFUR T
AU, MORIEAME B LI KBTI, WITRIG H AT e ALl
SRS A W S AT K 2 I, B0 B 2 2 A D DR 0 A
$70E, WA OICE AL

BE (Londing) + JIAEIES TR IIER MBIy TS 1 € 59900 B P A E
BB MR, B, R TR, A% RRA, £RMEER.

WS SH (Lineve Sall) ; F&GE A B R 315 AR IAAE T 122 19
st

FESBEE (Rival Camps) o RO FER 2 005 3, L U P AC 0D 5 22 0
B, BRI A R TR | T B AR A L (P
BT

SRR (Swrategic Candidates) : K-8 04 311 464154 4 TF M e 2 A0 4k i
P B ELRI R A S SR L A 5 A . BEBEA.

BOEIR (Whistle Blowing) : iAUSURPIEAS GRS BATIATE 2 A) 941
U452 0 A B LA 0 A1 B 9
DHIREE (Young Turks) 5 HAERUI 0 OIIERAETERU) . 1 A4 AL 4216
BB AL I , S TURN 4 AT, DU VIR, SRR
BUAT I . SIS, A (R IAT RO PR R AR L a4k B0 P o
SR P SR SR, SR ALIRAPRL, IR (95059

A A2 B






OEBPS/Image00003.jpg
(8:42)

USRS R R 24 15t B
EEB AL X [l — 2 5 0 S T T AE AR R R I A i
( Framing Effect) A A 25 5 ) AT X SRR AR B R O R B <A

4 4 b AR 35 4
BiRiE (2%Wi%) B  JMMEREBITIE PR ELE  HA “9857 K4
( Heuristies) FIF T R I 5 1] FBE 72 e WAL R I el 4

RREER
( Hindsight Bias)
Xt A A8 KN R

( Insensitivity to Sample
Size)

BRI L%
(Mlusion of Control)

KEMEREN
(Illusory Correlation)

INRERE
( Law of Small Numbers)

BIEHEN

(Logical Reconstruction)

I 1B 34 B2
(Peak Effect)

B B R
( Primacy Effect)

W2 AR

X B 28 % A 14 A A ST 2 T
ULYEA BT il o

REREAR /IS 1 A R T O /B
A PR AR 22 1) 2 5 1 ARl

IPE KA NSRS e Fo g5 R
i s TR

[ BAHL TN Ay 5 B T 56 < 14 22 ]
A7 ARSI S A 3 PR

T4 A Ak ANRE AR RRAE (I
SEHEPE) TR A A
(—fH|L) .

X B A R o 1 i AT b (12 1
S A X A i o AT
YL K R IE

XIS 32 h O 50
e, TR DL S, 1901 T %
S RET

ZH—ERI BN T RE, K
WH—ERER S,

CRR A ok X AR
A"

ik gy B B BT
il 1000 A1 10 A
R BN A ]

. amzx

i, HuAs 2 K™

IR IEAZAE T AE ]
A

ALK A R F
100 %, 5k g 4l 0
T LA JEAE 35 7

LR A~ Hos) 135
2X6, R HINA X

R4
S5 11 2 U KR
KM B9 2
R R MTE K
F RS RO

ES .





OEBPS/Image00004.jpg
(%)

NERE iR SRR 201 15 BR
bk v TR BB ECE VR B A L R R p i
( Recency Effect) ] f f #% %, NI 25 5 fR
I RS BV AE
ZARmE 3 E ZALT RER (TCI0 HESE B B A TR IR HEE T T 2 B

( Regression Bias)

prik=d g

( Selective Perception)

REFIRK
( Status Quo Bias)

Bz 4K B R

( Stereotyping)

FEERL

( Survival Bias)

ERHEEXR
( Wishful Thinking)

Al A0 ) 2 AR R AT 3
2 E A

AR 5 A S B0 23 5K 3 R
AR BE Ty 1T, 28 W% 5 J6 AL At
Ji i o

NATHE i) = 5 SR T A B R A
BT 0] R 77 25 s

A A T 0 ] R B 0 98
FUAT I H A AE 7 A L
B

FEAERE — i 2 P AF I R ORI R A
ZARBUEN AT Z M T HELZN
O #i IR H B -

UNSERYE NECRIR- N Nag ke
AR IR Ao 225 SR I i A O AR

Z 5 HTES).

JE FBE TR 4%

MR AR

S A A o
A&k,

A2, RE
Oz YR AR

SRR TR





OEBPS/Image00001.jpg
(8%)

12, PREREEL REMANTHERBM . ZA AN A AT, P54 5
FAHANEANI . DEEXT THIRAE B0 A SUHIE A YENDR 1 +2 + N,
AR FUTH ) LR SR R e A s XEAMZESE, IniE R AL R, R N A HEA T
LR o ARANAT PEH 3 R e SR 7 125 7






OEBPS/Image00002.jpg
USRS R R 2451 15t B
4 RE B A E BN B B ek WK T, H OH A

( Anchoring Effect)

U353
( Availability Bias)

A AR 3R
( Bandwagon Effect)

B R
( Blind Spot)

IR L

( Confirmation Bias)

RIFEX
( Conservatism )

—HHERRL

( Consistency Bias)

i L3 32 96 K T B o R L
AR R B

R 1 I S 2 B W O 4
Pt [ AR SFe 1 S 1 R A R

6 ) A 17 22 A 15 B R 7 B
# FAYAR 2 NHRA o1

FEAT S 20K A R 28 A O P BT
I A B IR A7 AR S 2
RN o

XAF RS Rk, RERND
fefsinm FAEZ ARG E LA S
1 TR 5 i 4

il 73R ST M T A R R ok H
WAk . 2 AL .

XA R A B2,
TERHAC S SEAT IR
Ja —Btk .

{585 — WCOF B 5
Z I

A 3230 5
R TET AN Z
“ T 3t T kA R
E AT T
AR ETF AT
7 5 HL IR BE £ 4 —
B, FETA

SE T AR R {6 1) T
90 I g S e
E B 015 .

ZA TR T

(HEFR) B S MR
i, FFAA A A K
B (f8R) AUk





OEBPS/Image00000.jpg
o RUERA A — BRI R AR 110 JE, BRAALLER BE 100 JE, HR{EZ D8

20 = RIRDE B R o 5 DMK U — SRR, R E 25 Uk, R
AT AR TSR 2

3. T BB . AR AR Y AT SEBCHUR AR RIS X S BUe ATl
BL LR

4o H AT, P — R TR AR BV KK — A%, 48 K AT DU
W o FEAEZL A KT LASUH T i — 7

5. fEPEIFED X6 AR ZEELNE? K47

6. 2015 4F, FEAPIE, S PERCRAR A S BN SET ANBOE £ 7

7. 2003 fE4E “JE4L” (SARS) ERENIE], S SARS BIEM AL | WLIRWEFE A A
Z, BREEWESEMANZ?

8. T P LA Al T, R 2L A A 1 7
(A) JLPOHY T ek hBkT)R R
(B) WHEZF SMHFE WEIGE BN RS
9. 2010 4, B LRRGT T UM A A 1458, EBRE RN AP TIRFRRN. KKK
S B L B BT A AR SRR AL, B R Y IR RSO XA A
O B AR AT B 5] 16 R 2 0h 2 3 7 A 4 B S A TRATTAR— AR i s
55 B U T RE £ 0 A TE B 0 A ATy o AT, T b BE BT R RR ST
B E A AR R T AR RN AR WA E . HAME
[ B AR HEAF
100 (A) “J G A BERE AN Al fi, fEnICAE, B ESRRMEHA. 5
WHREDMT.”
(B) “BEAGHE# RS . Pz & A CMmEE AEMAN, AT 4
A BT
[l —AFERRR DR HEE AT, 7 (A) A (B) R RS A AR
UL B3R UG, AARTTHAR, WK R el . (EFRA] 20 % BLK 50 0 8 4 DU
A, BEELL AR N XA )RR i LR R R IR KRR A
IR BT WL O DL, A 2 i VT o5 i DL AL 9 5 0 R — L7 RV
LR XA






OEBPS/Image00005.jpg
REUTHRAENEE AR

17 EEAH -

HE 4 5 AEX %
HE 6 5 1 0
A7 5 1 4 0
&1 4 3 0 0
HA 8 1 3 3
it 23 10 8 3






OEBPS/Image00006.jpg
I BEMETIIZSH; REAR - ETs, ME—-TZEEHAEAN

AN

CfrEhR A ES R, B ER T
- NIEFATE, ZEOEMATAZ BB T X A7 3h &P H.

- XPPRBT A BN S 2 T B0— S AT AN B BLAY AT B R A (BOR A I il A B
KR VAR o

URT A 51380, (Had 2 UL X SU80F T A5 Ak o

f;ﬁ






